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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广阔　男，1963年生，河南镇平人，首都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史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

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考古教育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空间规划分会副主任。

荣获“北京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

“四个一批”人才等荣誉称号。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明

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已出版专著15部，在《中国社会

科学》《考古》等发表论文130余篇，参与“夏商周断

代工程”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先后主持多项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主持发掘的辉县孟庄遗址和焦作府城遗址，分别被

评为1994年、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参与主编的《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

研究》被评为1996－1997年度优秀图书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第

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专著《辉县孟庄》被评为2002－2003年

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专著《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被评为2012－2013

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

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及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

等奖。

本 期 学 人
2026 年度栏目重点选题

文明探源

1.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与模式研究

2.考古新发现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3.早期区域文化交流研究

4.文明探源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5.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中原论坛

1.“大一统”国家历史的多维度研究

2.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3.黄河文明的历史层累与动力机制

4.丝绸之路与中外文明互鉴比较研究

5.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思想文化

1.中国哲学标识性概念与核心范畴

2.中国古典学研究

3.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  

4.经典文本的体系化分析与阐释

5.人工智能的哲学挑战与思想回应

当代文化

1.数智时代的媒介变革与文化生产

2.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研究

3.新大众文艺与文化强国建设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

宋文化研究

1.宋代制度运行与治理效能

2.宋代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

3.宋代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

4.宋人日常生活的多维透视

5.宋代审美精神的现代阐释

文学与文化

1.文学经典的再发现与新阐释

2.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演变

3.文学与制度、礼乐文明的互动研究

4.出土文献与早期文学经典生成

5.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构建

文献研究

1.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证新释

2.简帛文书中的历史问题研究

3.古典学视域下的出土文献研究

4.经学经典文本新诠

5.数字人文与文献研究范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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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享攸存：郑州商城
大型祭祀遗存的新发现与研究*

袁广阔

摘 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商城西北部河南省体育场区域揭示出一处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商代

早期祭祀遗址，遗址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拥有环壕、夯土围墙、建筑基址及大型祭祀场等系列遗迹。这是首次在

郑州商城范围内展现出由防御设施、祭祀空间与附属建筑共同构成的封闭式祭祀院落体系。祭祀场形态与以往商

城所见迥异，牺牲种类涵盖人、牛、羊、猪等，反映出祭祀活动的多样性与复杂仪式。该祭祀遗存生动展现了早商社

会祭祀制度的组织化与仪式化程度，为理解商代早期宗教信仰、族群结构与社会权力运作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

关键词：郑州商城；“祭坛”；祭祀场；早商社会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1-0005-06

收稿日期：2025-1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考古发现的夏文化研究”（25&ZD049）。
作者简介：袁广阔，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

国家形成研究。

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是探索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都城规划与礼制起源的核心

考古遗存。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虽在城内发现

了多处祭祀遗存，但多为零散分布的祭祀坑或局

部遗迹，缺乏完整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组合，难以系

统揭示早商祭祀制度的整体面貌。近年来，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商城西北部的河南省体育场

区域发掘出一处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商代早期

祭祀遗址，首次展现了由环壕、围墙、建筑基址及

大型祭祀场构成的封闭式祭祀院落体系①。这一

发现不仅为理解商代社会结构、宗教观念提供了

关键实物资料，也对深入探讨郑州商城作为商代

早期亳都的性质②、城市功能以及王朝依托王都资

源，构建其神圣统治秩序与礼制具有突破性意义。

一、空间构建：西北祭祀场的形成过程

从考古发现来看，祭祀场的形成过程是先营

建仪式空间，后建设核心“祭坛”，最后开展祭祀活

动。根据发掘区T1203北壁剖面，地表向下约 1.5
米为现代回填与淤土层，其下地层可分为三层：①

层为浅黄色淤土层，土质松软，属现代文化层；②

层出土唐宋时期的泥质灰陶、瓷片等，属唐宋文化

堆积，表明商代遗址已经遭到破坏；③层（深0.3—
1.15米）为灰褐色土层，出土陶片、兽骨、石器等遗

物，为商代人类活动所形成，堆积厚度呈现西部薄

东南部厚的特点。祭祀遗址位于该层，考古发掘

显示，整个祭祀区的规划布局遵循着严格的设计

与规划原则。

（一）院落构建

院落整体为长方形，在其北部地势较高处发

现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以 F2为代表）及其附属

的围墙、环壕系统，构成了整个祭祀区的空间基

础。F2为东西向长方形连排式建筑，面阔7间，其

中第七间面积显著大于其他房间，显示出其可能

具有特殊功能。建筑基址经过夯筑，地基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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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测每一间应该都供奉有重要的祖先神灵。

第七间面积显著扩大，可能是最高等级祖灵的供

奉场所。该建筑很可能承担着“宗庙”的功能。

夯土围墙平面呈方形，环布于建筑基址的东、

西、南三面，与建筑基址共同围合出一个面积约

1600平方米的封闭院落。围墙外侧设有规整的壕

沟，沟壁陡直，深度可达 1.5米，形成“主体建筑—

围墙—环壕”三重结构，院墙确立出祭祀空间的边

界，将祭祀区域与世俗生活空间严格分离，强化了

祭祀活动的神秘性、专属性与权威性。

（二）“祭坛”与祭祀坑

在祭祀院落内发现了较多的祭祀坑，面积大

小不一。其中K8为主“祭坛”，时代最早，面积也

最大，目前保留面积逾 100平方米，应当是破坏后

留下的残存部分，实际范围为北到K16、K13，东到

K14，因此复原面积约 200平方米（图 1）。这一认

识也得到了发掘者的支持，发掘过程中他们对这

个中间区域的文化堆积进行了细致而严谨的处

理，首先，确定了这个堆积的分布范围，文化堆积

的土质土色差异非常小，区域之间的颜色也大略

相同，并且绵延跨越了好几个探方。经过对这几

处疑似灰坑周密的审视，发现这个看似绵延分布

的堆积应该是一个大的遗迹，且分布不均匀，似乎

边缘薄些［1］。

“祭坛”K8系多层陶片平铺而成，其间夹杂有

兽骨、卜骨、朱砂陶片、人骨和动物残骸等，这些陶

片没有拼合性，是由互不相属器类的碎片堆积起

来的，并不是祭祀时完整陶器摔碎后散落的。“祭

坛”现保存高度仅有0.3米。从目前发现的祭祀坑

和祭坛底推测，“祭坛”原来是有一定高度的，原始

平面已经被破坏，依据周边祭祀坑残存底部推测，

破坏高度至少有 0.5米。祭坛内铺砌的陶片数量

庞大，形成厚厚的陶片层，器形涵盖鬲、深腹罐、

甗、斝、爵、大口尊、簋、罐、盆、瓮、壶等，几乎囊括

了商代早期日常生活与礼仪活动中的主要器类。

复原面积约200平方米的圆形“祭坛”，可能蕴含着

古人对“天圆”的宇宙观模拟，是祭祀活动本身成

为沟通天地、神圣空间的体现。

“祭坛”K8周围发现25处祭祀坑，其中部分祭

祀坑打破“祭坛”，说明是先有祭坛后有祭祀坑。

“祭坛”K8与其周围的祭祀坑共同形成一个祭祀

场。祭祀坑又分为坑状堆积和片状堆积，坑状堆

积多为竖穴土坑结构，其内可见完整的动物遗骸

和人骨。

目前考古发现祭坛周边的祭祀坑如下：K2、
K3、K4、K7、K21 分布于西南部，K12、K14、K15、
K17、K6等分布于东部。其中K14为片状堆积，平

面为椭圆形，长径2.4米，厚约0.05米，堆积为灰褐

色，南部出土大量陶片、卜骨、石刀及少量动物骨

角，北部有一具完整的婴儿骨架，呈俯身状平置于

堆积中。K2为竖穴土坑式，平面近椭圆形，壁微

弧，近底渐平，坑口长径1.5米，坑底长径1.2米，深

0.3米。坑内填灰褐色五花土，土质较软，坑底出

土呈跪卧状完整野猪骨架，头向北，四肢叠于腹

下。K3也为竖穴土坑，坑底有一副完整的野猪

骨架。

“祭坛”范围内出土的卜骨数量较多，多采用

动物肩胛骨，并经过修整，可见清晰钻灼痕迹。如

标本H113∶9，黄褐色，为牛肩胛骨，卜骨上可见密

集的钻孔，排布不规律，多圆形圜底，深浅不同，个

别钻孔可见灼烧的黑色印痕。标本H155∶1，灰褐

色，为牛肩胛骨下端残部，卜骨上可见零星灼烧

钻痕。

院内没有其他遗存发现，这种以“祭坛”为中

心、周围环绕多种类型祭祀坑的布局，清晰地展示图1 河南省体育场大型祭祀遗存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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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祭坛是祭祀仪式的核心，是举行燔燎、瘗埋等

祭祀仪式的场所。层叠的陶片保证了祭坛坚固，

大量的祭祀坑、丰富的牺牲遗存（人、牛、羊、猪）及

大量卜骨，表明这里曾举行过多次规模盛大的祭

祀活动。而周围的祭祀坑则是仪式中不同时间、

不同祭品最终“瘗埋”的专门场所。

总之，整个区域由环壕与夯土墙环绕，形成神

圣禁域，将祭祀活动与日常空间严格区隔开来，强

调了仪式的庄严性。

二、年代判定与遗存性质

（一）年代判定

这是郑州商城第一次发现祭坛类建筑遗存，

从遗址文化分期看，祭祀区域根据地层堆积关系

和遗物类型，该祭祀场的存续年代可明确界定为

二里岗下层晚段至二里岗上层一期，其地层关系

与陶器特征为此提供了清晰的证据。

在二里岗下层晚段，祭祀场始建并使用，早期

堆积（如G4③）中出土的陶器组合，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鬲口沿外卷，绳纹印痕较细，整体形态尚

未脱离二里岗下层早段的某些风格；深腹罐为深

直腹或微鼓腹；大口尊颈部短促，肩部突出；深腹

盆口沿内敛，腹部较深，这些都是二里岗下层晚段

的典型特征。

二里岗上层一期，祭祀场在此阶段继续沿用，

其代表性遗迹单位（如K14、G4②等）出土的陶鬲

风格显著改变，粗绳纹成为主流装饰（如K14∶41），

胎体普遍增厚，口沿形态以折沿方唇为主，器身往

往与粗绳纹、圆圈纹（或称“圜络纹”）结合，形成该

期典型标识；甗出现折沿双唇式样；大口尊颈部明

显加长，口径大于肩径（如标本G4②∶26）；爵、觚等

酒器仍延续使用。二里岗上层一期陶器群在延续

部分传统器类的同时，整体呈现出纹饰粗犷化、器

类多样化、鬲、甗等三足器形态挺拔的显著趋势，

反映出制陶技术的规范化与礼器组合的稳定性。

这些器物特征的演变脉络清晰，与郑州商城典型

的二里岗上层一期陶器特征完全吻合。这两期器

物群前后衔接，证明祭祀场在二里岗文化中、晚期

持续用于祭祀活动。

（二）遗存性质

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圆形祭坛时代较早，仰

韶文化时期的双槐树遗址就有发现。二里头文化

时期的二里头遗址也有发现，如其宫殿区北部和

西北部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有关的

建筑和其他遗迹。这些建筑基址或为坛类建筑，

呈东西向排成一线③。发掘者指出，所谓祭坛“主

要是平面大致呈圆形、凸出于地表之上的土坛，坛

径一般在 5米以内。坛上布列着一圈或二圈圆形

‘土墩’（在坛体上挖出大小相若的圆坑，坑中填不

同于坛体的土形成土墩）。坛面和坛下有路土，坛

的周围是平整干净的场地”［2］。

商代的祭祀遗存中发现有建筑基址或祭台

（坛）的有两处，分别是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和河北

藁城台西遗址。吴城遗址是商时代赣水流域某一

方国都城及其政治、文化中心。吴城遗址祭祀区

位于城址中心，主要由红土台、道路、建筑基址、红

土台座、柱洞群五大部分组成。红土台基本上处

于整个吴城遗址的中轴线上，台地平面略呈“T”
形，西端有建筑基址和红土台座，南侧有道路，西

南角有密布的柱洞，高出周边地区1—1.5米，形成

了一处较为平整的略带坡度的宽广台地，面积达

6500平方米。建筑基址（F1）为圆角长方形，面积

约 30平方米。门道两端各有一构造特殊的门墩，

两门墩内侧各有一个柱洞。整个基址共有19个柱

洞，排列一周。红土台座南北长 1.6米、东西宽

0.55米，在红土台地边缘西南侧以及红土台座的

东南侧，共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柱洞上百个。发掘

者从这些遗迹关系的布局推测，道路、建筑基址、

红土台座、柱洞群和红土台地有机地构成了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组成了一个大型的宗教祭祀场

所④。对于祭祀的性质，发掘者认为由于红土台地

位于整个城址的中轴线上，可能属于宗庙、社稷等

的“内祀”。与河南省体育场的郑州商城祭祀遗存

比较，二者在城市位置、形状方面都不同，性质也

应当不同。

藁城台西遗址是河北石家庄地区商代中期偏

晚的一处大型遗址。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房基东

侧发掘了 4座祭祀坑（编号分别为H82、H83、H76
和H104）。其中H82和H83平面呈长方形，H76略
呈平行四边形，这三个坑分别埋牛、羊、猪三牲。

H104呈圆角长方形，内埋 3具人骨架。两具为成

年男子，一具为 14岁左右男子。报告推测这3个
人牲是被捆绑后活埋的。藁城台西遗址祭祀坑的

殷享攸存：郑州商城大型祭祀遗存的新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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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略晚于河南省体育场的郑州商城祭祀遗存⑤。

这些祭祀坑平面形状多为方形，深浅也不一致，虽

集中分布，但不是同时形成的，其特征与河南省体

育场的郑州商城商代祭祀遗存接近。两者均将祭

祀活动与特定建筑（宗庙）关联，均使用人牲与动

物牺牲，反映了共同的祭祀观念。但台西遗址遗

存规模小、结构简单（仅有祭祀坑），而河南省体育

场的郑州商城遗址规模宏大、延续时间长。关于

藁城台西祭祀遗存的性质，宋镇豪认为“疑此为邑

内宗族或家族特置的祀先祖祭所”［3］。河南省体育

场商代大型祭祀遗存的祭祀形式、种类、规模、祭

祀坑的数量与祭祀方式皆为此前发掘所未见，其

位置又位于早商亳都城外的西北部，存在为商代

早期某个重要族邑的祭祀场所的可能性，它表明

在早商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族”仍是社会的基

本政治单元，这些大族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祭祀

中心和经济基础。商王朝可能正是通过控制或联

合这些强大的族邑来实现统治的。

此外，河南省体育场祭祀遗存的范围不限于

目前考古发现的院落，发掘区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文化层仍在向外延伸，当与周边生产、生活区域

紧密相连，这表明其祭祀活动很可能是为服务某

个特定、重要的核心活动而存在的。除存在为某

个重要族邑的祭祀场所的可能性外，也存在毗邻

大型作坊区（如铸铜、制骨作坊）祭祀的可能性。

《礼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4］因此，笔者

倾向于该祭祀场区域是某个氏族祭祀祖先或进行

其他活动的固定场所，围墙内的祭祀场和祭祀坑

是屡次祭祀后的遗留。

三、祭祀遗址新发现的意义

河南省体育场商代祭祀遗址是近年来郑州商

城最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之一。考古资料证明，

早商时期在郑州商城有频繁的祭祀活动，各区域

都遗留下来零散的祭祀遗存。该发现填补了郑州

商城缺乏大型完整祭祀空间的空白，丰富了我们

对早商时期祭祀方式的认识。体育场院落式祭祀

场的发现，如同提供了一把“钥匙”，为我们理解郑

州商城其他区域中发现的零散祭祀遗存，开启了

一个全新的认知空间。

（一）从“点状遗存”到“空间布局”的转变

郑州商城祭祀遗存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都呈

点状分布，东北部宫殿区内的夯土台基附近、内外

城之间东南部、西北部、紫荆山铸铜作坊、南关外

铸铜作坊、二里岗等地点均可见到大量祭祀遗存，

可谓遍及内城、内外城之间。与此同时，从各区域

的祭祀用牲、用器可以看出明显的等级差异，有高

规格整牛祭祀、青铜器祭祀坑以及多具人牲与动

物牺牲混合祭祀。但具体到每一个祭祀活动场

所，则整体情况不详。以体育场完整的祭祀场为

参照，可知这些祭祀都应有完整的分布空间。例

如近期考古新发现张砦南街祭祀遗存群，包括夯

土基址、陶器坑、动物坑、特殊人骨坑等，极有可能

是在一个类似体育场祭祀场的、具有明确空间规

划的院落单元内，按照祭祀礼仪的不同环节或等

级需求进行的有意布置。夯土基址可能对应着祭

祀主体建筑或祭坛，陶器坑、动物坑、人骨坑则分

别代表了奉献祭品（礼器、牺牲、人牲）的不同形态

与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功能互补、仪式流

程完整的祭祀行为组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

砦南街青铜器窖藏与这些祭祀坑距离较近，窖藏

青铜重器很可能是该祭祀场所使用的核心礼器，

在特定仪式后被隆重埋藏⑥。再如，2019年在郑州

商城内城西南角的夕阳楼片区发现一批长方形灰

坑，形制较为规整，方向多东西向或南北向，集中

分布却罕见有打破关系，多处坑内发现较多人骨

和动物骨骼，并伴随着完整陶器、卜骨等遗物的大

量出现，发掘者初步认定该区域可能存在较为长

期、固定的祭祀行为⑦。其周边也应存在一定空间

的院落和庙宇。

体育场祭祀遗存将文献中所记载的“庙”“社”

“坛”“坎”祭与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紧密结合起来。

它以清晰的空间结构将文献记载中的祭祀礼仪转

化为可观察、可分析的考古实证，极大地深化了我

们对郑州商城祭祀体系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解。其

一，此前郑州商城虽发现大量祭祀坑，但始终缺乏

与文献“坛”相对应的、具有明确建筑形态的礼仪

空间。该发现填补了商城祭祀类型中“坛”的空

白。其二，作为祭祀中心，该遗存为理解分散的

“坎祭”遗存提供了整体框架。商城内外发现的大

量埋有人骨、兽骨的深坑（如二里岗H111），其“瘗

埋”特征与甲骨文“坎祭”记载高度吻合。其三，它

整合并印证了多元祭祀形态，揭示了祭祀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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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例如，宫殿区附近人头骨壕沟的发现，可

能与“献俘告执”的社祭有关⑧。郝本性认为：“据

文献记载弹骨为用人头骨器皿饮酒，所以弹杀的

可能最大。……商城人头骨饮器附近，出土有祭

祀遗址与东周亳与亳丘陶文，而社除有免祸求丰

收的土地神作用外，还是一处行刑、盟誓、献俘告

执（或告禽）的场所。又根据该地为商城宫殿区，

献俘告执（或告禽）有时要把敌人首级献到宗庙或

到王宫向商王告捷，因此这百枚人头骨饮器又为

判定亳社所在提供了佐证。”［5］

因此，体育场院落式祭祀场的发现，促使我们

将张砦南街等地的各类祭祀遗迹，从“点状遗存”

重新整合为“空间布局”来理解，从而更深刻地认

识到郑州商城的祭祀活动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

的，无论是空间分布，还是坑类形状、内涵都遵循

着一定的礼仪规范。这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早商

国家祭祀制度、宗教权力表达乃至都城神圣空间

布局的认识。

（二）对商城北部功能区与“大邑商”格局的

新认识

发掘者也认识到，“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内外城

之间，当是郑州商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或承担一定

的‘区域功能’，应是郑州商城的祭祀场所之一”［6］。

体育场祭祀遗存也毗邻大型作坊区（如铸铜、制骨

作坊）等。近年来，随着郑州商城北部基本建设的

开展，该区域所发现的商代遗存越来越丰富，已充

分证明它与商城不可分割，且很可能是商城某些

特定的重要的手工业中心。

一方面，商城北部普遍存在丰厚且连续的文

化堆积，这直接反映了该区域在商代长期、密集的

人类活动。考古工作在郑州商城东西南北四面展

开，发现内城以外约 1100米范围内普遍分布着厚

度介于0.5—2米之间的商文化层。历经三千余年

的自然侵蚀与人为破坏，至今仍能发现大面积的

遗迹与文化层，足见当时该区域人口聚集、活动频

繁，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层堆积。这绝非边缘或附

属地带的文化面貌，而是核心功能区长期发展的

直接证据。

另一方面，该区域集中出现了专业化、规模化

的手工业“园区”，发现了多处功能明确的手工业

作坊遗址：紫荆山的铸铜遗址⑨、河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铸铜作坊⑩表明这里存在着高技术的青

铜铸造业；省政协及豫剧团所在地发现的制骨作

坊􀃊􀁉􀁓，揭示了骨器（包括饰品、工具等）的集中加工

与制造；在纬五路中段等地发现的夯土基址􀃊􀁉􀁔，很

可能与手工业区的管理、仓储或相关配套建筑有

关。2002年，在商城北部偏西的河南省图书馆老

馆院内进行的试掘，文化层堆积达4米多，出土较

多陶片，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器形

有鬲、大口尊、捏口罐、器盖、深腹盆、瓮、网坠等。

纹饰以绳纹为主。骨器有骨料、兽骨块，其中一些

兽骨有被切割的痕迹􀃊􀁉􀁕。这些作坊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分布态势，构成了一个功

能齐全、产业配套的手工业生产区，为整个商城乃

至更广大区域提供产品，是商城经济繁荣与物质

保障的基础。

河南省体育场一带发现的商代祭祀遗存，表

明商城北部并非纯粹的生产或生活区，同时也承

载了重要的精神信仰与礼仪活动功能。祭祀区的

存在，往往与政治权威的彰显和社会秩序的维系

紧密相连，将其布局于重要的经济工业区附近或

之内，可能反映了国家权力对核心经济活动的控

制与庇佑，也说明了该区域在商城整体社会与礼

仪体系中的重要性。郑州商城制陶、制骨、铸铜作

坊内开始出现大量祭祀遗存，意味着郑州商城的

手工业者开始拥有相应的祭祀权力。

综上所述，郑州商城北部的考古发现，系统性

地揭示了该区域是人口稠密、长期发展的活跃区

域，是支撑商城运转的核心手工业与经济中心。

因此，将这一面积广阔、遗存丰富的区域纳入郑州

商城，使商城不再局限于内城及已确认的郭城部

分，其总体范围显著扩大。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改

变了我们对商城空间范围的传统认知，也扩大了

商城实际使用的总面积。河南省体育场祭祀场的

发现，为我们系统理解郑州商城的祭祀功能打开

了大门，并有力地证明，这座早商王都已经呈现出

早期“大邑商”的社会形态。

（三）郑州商城王陵区西北方位说的新佐证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对

商城西北部区域的持续勘探与发掘，结合安阳殷

墟王陵区的规划逻辑，郑州商城王陵区位于都城

西北部的可能性正日益凸显。

地理环境方面，根据考古发现，郑州商城的西

部与东部都有湖泊，其中东部水域面积很大，与圃

殷享攸存：郑州商城大型祭祀遗存的新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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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泽紧密相连，西部也有湖泊及古金水河河道，南

部经考古发掘为战国墓区。唯有西北部南傍古金

水河，北倚岗杜丘陵，地势相对高亢，符合“依山傍

水”的环境条件。殷墟西北岗王陵区正是选址于

洹水北岸的高地之上，背倚太行余脉，面临洹河，

体现了对高地、临水环境的选择。体育场祭祀场

西北部“岗杜岭”，则与殷墟王陵区的环境选择模

式高度契合，这并非偶然，很可能源于一脉相承的

商代早期王室墓地选址理念。

“殷人尊东北方位”􀃊􀁉􀁖，北方位具有天然的神

圣属性。从商文化发展的延续性看，殷墟作为商

代晚期都城，其规划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许多制

度应溯源于早、中期。殷墟将王陵区置于都城西

北岗的格局，很可能继承了更早的都城规划传

统。郑州商城作为早于殷墟的、规模宏大的王朝

都城，其城市规划必然包含了对王室墓葬区域的

整体安排。因此，从文化延续性与制度演进的逻

辑分析，在郑州商城西北部寻找早期王陵区存在

可能性。当然，这一推论的最终证实，有待于未

来在商城西北部开展系统、深入的考古勘探与关

键性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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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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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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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ins of Shang Dynasty in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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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Zhengzhou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has uncovered a grand and
well-preserved early Shang Dynasty sacrificial site in the area of Henan Provincial Stadium， located northwest of the
Zhengzhou Shang City.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approximately 1，600 square meters， this discovery marks the first
instance of a closed sacrificial system at Ruins of Shang Dynasty in Zhengzhou， featuring defensive facilities，
sacrificial spaces，and main structures. The sacrificial layout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previously known Ruins of Shang
Dynasty， with offerings including humans， cattle， sheep， and pigs， reflecting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sacrificial rituals. This highlights the unique sacredness and significant role of sacrifices in social life at that time. The
find provides cruci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early Shang Dynasty religious beliefs， ethnic group structures， and
social conditions.

Key words: Zhengzhou Shang City Ruins；altar；ritual area；early Shang society
［责任编辑/启 轩］

10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中国文明对中亚草原诸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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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喇叭口形铜、金耳铛，发现于东北辽河流域燕山地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这种装饰品由夏家店

下层文化原创，最初制造于公元前20世纪左右，用锡青铜铸造，此后亦用黄金制造同类器物。公元前16世纪，

这种装饰品传播到黄河上中游、河套及河西地区。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采用纯铜或砷青铜，以锻造法仿制喇叭

口形铜耳铛。公元前14世纪之后，这种以纯铜或砷青铜锻造的喇叭口形耳铛继续向西传播到天山和阿尔泰地

区，并少量出现在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中。公元前12—公元前11世纪之后，此类喇叭口形耳铛在阿尔泰山西

麓、巴尔喀什湖流域仍颇为流行，但在中国地区反而已不再使用。该器物的西传证实了大草原东、西向连接的

早期过程。

关键词：喇叭口形耳铛；夏家店下层文化；欧亚草原；北方系青铜器；草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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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证据很完整，涉及各

方面的技术和社会组织。这种证据的完整性不

仅体现在中国古老的稻作文明中，华北地区和

东亚草原的文明化过程也都有着深厚的本土基

础。很多资料显示，中国文明也影响了中亚草

原诸文化，二者之间的交流贯通了东西交往的

传播路线，其中源自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文化因

素传播颇为重要。本文将分析东亚草原流行的

喇叭口形装饰，并证明这是辽河流域夏家店下

层文化的原创器物，后来传播到整个亚洲草原，

而不是从中亚草原传播到中国。

一、学界关于喇叭口形耳铛的争议

喇叭口形耳环或耳铛有铜质和金质两种，

学界均认为这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认

为这种耳铛来源于中亚①。同时，这种饰物也出

土于四坝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林沄

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不仅

耳铛相同，陶器纹样也相似，两种文化之间可能

存在以“中间人群”为媒介而进行的交流活动，

而且文化因素的源头无疑是安德罗诺沃文化②。

他进一步认为，所谓“喇叭口形耳铛”是从哈萨

克东部，“经伊犁河谷，由新疆传布到四坝文化

之中的”［1］。

这种认识明显存在年代学和技术方面的矛

盾。有关年代的疑问，乌恩岳斯图曾指出：“西

西伯利亚和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

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均不早于公元前 14世纪或前

13世纪。然而，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中段的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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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耳环的年代可以早到

夏纪年的范围之内，即早于公元前 16世纪。特

别应当指出的是，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铜耳环

既有喇叭口形，也有管状的。其中火烧沟墓地

出土典型的喇叭形耳环，而该墓地的年代为公

元前 20—公元前 18 世纪（笔者注，实际断代可

能略晚一些，约为公元前 17世纪）。因此，如果

确认喇叭形耳环源自东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

沃文化，那么需要了解喇叭形铜耳环究竟出自

该文化的哪一阶段及具体的年代，以及经何种

途径加以传播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令人信服的

结论。”［2］笔者拟从时空框架和技术特色论述此

难题。喇叭口形器在中国、中亚和西伯利亚地

区的时空分布如图 1、图 2、图 3所示。

图 1 喇叭口形器时空分布图

图 3 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铜丝卷线卷喇叭形器

图 2 中亚巴尔喀什湖、西阿尔泰、西西伯利亚，公元前 1100—公元前 800年的喇叭口形器

二、喇叭口形耳铛在辽河流域

夏家店下层文化本地铸造

与喇叭口形耳铛相关的最早遗存，是赤峰

四分地东山咀遗址出土的陶范（1）③。四分地

东山咀遗址是赤峰阴河河谷平地的农耕聚落，

存在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二期（或谓“早期二

段”，公元前 2000—公元前 1750 年）④。虽然在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二期的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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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铛，但是陶范不仅证明当时已经有这些器

物 ，且 能 够 证 明 这 些 铜 耳 铛 就 是 在 本 地 制

造的。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盛期（或谓“三期”，公

元前 1750—公元前 1400年）的很多遗址中出土

了这类铜耳铛，其中敖汉旗大甸子单个墓地就

出土了 51件铜环，1件金环（2a）⑤。这是迄今出

土这类铜耳铛数量最多的遗址，时代也偏早。

形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仅一端有喇叭口，有点

像红山文化常见的兽头玉玦形状，共出土 14件

（2b、2c）⑥；第一种是圆环铸型折断成为开口，对

接两侧端皆呈扁喇叭口状，与红山文化双兽头

玉玦形状相似（2d）。此外还有很多一般的耳

环，或许传承了东北地区的玉玦传统。

喇叭口耳铛另见于其他夏家店下层文化三

期遗存中，如赤峰二道井子遗址的房子里出土了

同样的铜耳铛（3）⑦；敖汉旗西大梁遗址出土的铜

耳铛的喇叭口比较宽，表现出样式的多样性（4）⑧。

此外还有辽西阜新平顶山遗址，不过由于发掘过

程中没有厘清墓葬，出土情况不明（5）⑨。

夏家店下层文化耳铛、指环都是锡青铜，锡

的比例均在 10%左右，或不含铅，或含低铅⑩。

这符合东北矿源锡多铅少的情形。此外，这些

小型耳铛并非锻造，均为铸造，或铸造后另经过

热加工。无论这些装饰品是否受到了兴隆洼文

化或红山文化常见玉器形状的影响，毋庸置疑

的是，这些铜饰都是在当地制造的。

在辽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与夏家店下层文

化三期同时的辽东地区庙后山文化类型，以及

高台山文化亦见有此类器物􀃊􀁉􀁓。如辽宁本溪庙

后山遗址出土了 10件喇叭口形铜耳铛，年代为

公元前 1750—公元前 1400年（6）􀃊􀁉􀁔。

在公元前 18世纪，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到

燕山以南，被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

或“大坨头文化”，其年代范围相当于二里头文

化至殷商一期（公元前 1800—公元前 1300年）􀃊􀁉􀁕。

燕南地区遗址也零星出土了一些一端为喇叭

口的铜耳铛，如位于燕山南麓桑干河上游支流

壶流河流域的河北蔚县三关遗址墓葬所出铜

耳铛，墓葬年代在公元前 1800—公元前 1600年

（8）􀃊􀁉􀁖。这样的铜耳铛还见于北京昌平区张营

遗址三期地层中，年代也大致相同（公元前

1750—公元前 1550年，7a-b）􀃊􀁉􀁗。由于张营所出

非墓葬，其可能不像大甸子墓地这样用于贵族

丧礼。

由于测年不甚精确，我们只能将其中少数

几件器物确定为公元前 16世纪之前的器物。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喇叭口形耳铛都分布在

中国东北的辽河流域、燕山及环渤海地带，这些

地区还出土了制造该器的范，而其他地区根本

未见早于公元前 16世纪的喇叭口形耳铛。

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400年，同样的铜耳

铛已普遍出现在环渤海地区，如天津蓟县围坊

遗址二期和张家园遗址一期（10、9）􀃊􀁉􀁘均有出

土。河北易县下岳各庄第一期也出土了一对同

样的铜耳铛（12）􀃊􀁉􀁙。河北蔚县前堡墓区的喇叭

口形铜耳铛残缺，推测其原本应有同样的喇叭

口形（11）􀃊􀁉􀁚。辽宁绥中东王岗台出土了殷商时

期类似的铜耳铛，但是尺寸大两倍（13）􀃊􀁉􀁛。

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从东北、河北南下到

山东，影响了岳石文化。所以岳石文化遗址也

零星出土了喇叭口形耳铛或手环（14）􀃊􀁊􀁒。

三、黄河上游四坝文化喇叭口形

耳铛的年代和技术

大约在公元前 17世纪以后，同类耳铛开始

出现在黄河上中游及河西走廊地区，均属于四

坝文化体系。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扁

状喇叭口形金耳铛，断代为公元前 1670—公元

前 1520年（16a-b）􀃊􀁊􀁓。火烧沟遗址另外还出土了

铜耳铛，其合金种类多样，包括低锡青铜、砷青

铜和纯铜，其中大部分是热锻造􀃊􀁊􀁔。甘肃民乐六

坝 镇 东 灰 山 遗 址 出 土 的 金 耳 铛 和 铜 耳 铛

（17a-b），与大甸子墓所出土的一样，年代同时

或略晚（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400年），而其中

的一件铜耳铛是用砷铜制造的􀃊􀁊􀁕。

四坝文化墓葬所出耳铛、指环均用铜线锻

造，所用材质也较为多样，表明该地有另一种冶

铜技术和耳铛制作传统，而类似夏家店下层文

化的饰品数量比较少，喇叭口形耳铛或为外

来。甘肃酒泉市干骨崖墓地二、三期（公元前

1650—公元前 1400年）所出的，是典型的铸造的

喇叭口形耳铛（18）􀃊􀁊􀁖，或许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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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临潭县磨沟墓地早晚期墓葬都出土了

喇叭口形耳铛。墓地年代约为公元前 1650—公

元前 1250年􀃊􀁊􀁗，最早可能到公元前 1750年，晚期

到 公 元 前 1100 年 􀃊􀁊􀁘 。 在 磨 沟 二 期（公 元 前

1600—公元前 1400年）墓葬里出土了数种铜耳

铛（15a-e）􀃊􀁊􀁙，大部分是锡青铜铸造，锡的比例为

11%􀃊􀁊􀁚。磨沟墓地另外还出土了锻造的喇叭口

形铜耳铛（15f）􀃊􀁊􀁛 。在磨沟墓地三期（公元前

1400—公元前 1200年）墓葬中，铸造的铜耳铛变

少，目前仅发现数件两端扁状喇叭形类（15g-j），

锻造的反而变多（如 15k-l）。朱开沟出土的喇

叭形环，主要也是锻造的（28a-b）。

已有学者指出，这种喇叭口形和扁状喇叭

形端耳铛，在河西、河套地区遗址中的出土率，

远低于普通铜线环􀃊􀁋􀁒。这或许能够间接证明，喇

叭口形耳铛都源自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使用

青铜铸造后，再用热锻方法加工，其他地区同样

的耳铛也都来自中国东北。随着这种装饰品成

为流行饰品，河西、河套地区甚至草原地区也开

始自己制造。不过，中国东北以外的这些地区

将其简化为用纯铜或砷铜锻造，这些后来制造

的器物，并不体现任何原生文化属性。

四、公元前14世纪喇叭口形器

在中国的分布

公元前 1400年以来，气候恶化、族群流动，

社会面临新的问题，而这又推动着社会变革。

夏家店下层文化循着渤海湾南下，与大坨头文

化结合，又深受商文化向北扩展的影响，因而出

现了新贵族，他们以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为身份

地位的标志，如北京平谷刘家河王墓（19）。此

时，喇叭口形装饰品多样化，除了耳铛，也出现

喇叭口形臂钏和鬓环。刘家河王墓也出土了黄

金喇叭口形耳铛，以及一对双扁状喇叭形金臂

钏（公元前 1420—公元前 1300年，19a-b）􀃊􀁋􀁓。同

样的黄金臂钏也出土于天津蓟县张家园墓地、

东北大凌河流域的和尚沟墓地，它们的年代也

应相同（9a-b、20）􀃊􀁋􀁔。燕山南北继续使用锡铜铸

造喇叭口形耳铛（19a、21a-b、22—24）􀃊􀁋􀁕，此外还

在制造类似的黄金鬓环（21c-d）􀃊􀁋􀁖。

公元前 1400年以来，有新的族群南下到中

国东北燕山两侧地带。其人种大半为古通古

斯人和北蒙古人种的结合，他们构成了夏家店

上层文化人群􀃊􀁋􀁗。在大约 300年的时间里，他们

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文化并存。此时在

东北地区墓葬里偶见喇叭口形铜耳铛（26、27）􀃊􀁋􀁘

或金耳铛（25）􀃊􀁋􀁙。与此同时，河西地区的四坝

文化以及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也开始仿制

这些装饰品，只不过改用纯铜、砷铜材料锻造

而成􀃊􀁋􀁚。

此后，锻造的喇叭口形耳铛还经由河西走

廊西传到新疆地区。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下坂

地墓地（29）青铜时代第一期（公元前 1500—公

元 前 1300 年）墓 葬 里 出 土 了 这 种 铜 耳 铛

（29a-e），另还出土了银珰（29f-g）􀃊􀁋􀁛（图 4）。

图 4 出土东方类型喇叭口形耳铛和铜丝卷耳铛的遗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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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来的喇叭口形器与西来的

线卷喇叭形器在中亚的交错与区分

大约同一个时期，锻造的喇叭口形耳铛出

现在阿尔泰北区，如鄂毕河中游巴尔瑙尔议员

大街陵墓（Deputatskaya Ulitsa，公元前 1500—公

元前 1200年，30）出土了两件锻造的包金砷铜耳

铛􀃊􀁌􀁒。阿尔泰西部额尔齐斯河流域锻造的喇叭

口形铜耳铛相当多见，不过其年代均在公元前

1400—公元前 1100年间（32-35）。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喇叭口形耳铛开始出

现在天山北麓七河流域（36a）。这些墓葬的人

种或多或少都有着蒙古人种的特征，而其墓葬

形式则是起源于红山文化并被奥库涅夫文化辗

转传承的石板冢墓􀃊􀁌􀁓。在人种方面可见中亚与

东亚的来往，甚至可以看到初步融合的趋势。

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其最宽泛的年代范

围为公元前 1740—公元前 1300年，核心范围为

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400 年 􀃊􀁌􀁔。直到公元前

1500年之后，喇叭口形的耳铛装饰品才出现在

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中，并且与夏家店下层文

化用青铜铸造不同，是用纯铜、砷铜或低锡铜锻

造，如南乌拉尔库普赫塔所出耳铛（Kupukhta，
公元前 1500—公元 1300年，37）􀃊􀁌􀁕。东亚文化与

南乌拉尔地区文化的远程交往，在公元前 1700—
公元前 1400年间才见有少量痕迹􀃊􀁌􀁖。西西伯利

亚 托 木 斯 克 墓 地（Tomsk Necropole，公 元 前

1450—公元前 1250年）出土了两种锻造的铜耳

铛，一种是喇叭口形耳铛（31a），另一种是用铜

线卷出的造型似喇叭头的形状（31b）􀃊􀁌􀁗。

用铜线卷出的喇叭形头的耳铛、臂钏、项圈

等装饰品，流行于欧亚大地，多见于安德罗诺沃

文化和其他文化体系，西到多瑙河流域的匈牙

利、斯洛伐克地区（公元前 1450—公元前 1250
年，51、50）􀃊􀁌􀁘。这种装饰品才是属于安德罗诺沃

文化的器物，可称为“西式”；其与前述起源于夏

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口形器不同，后者可称为

“东式”或“中式”。“东式”从燕山地带向西传播，

而“西式”从东欧草原向东传播。约在阿拉库文

化、费多罗沃文化晚期，即相当于殷商晚期（公

元前 12—公元前 11 世纪）时，铜线卷喇叭口形

的装饰品出现在乌拉尔河、托波尔河流域，如托

波尔乌巴甘两河流域张吉尔迪墓地、阿列克谢

耶夫卡墓地（Dzhangildy、Alexeyevka，52、56）􀃊􀁌􀁙。

铜线卷喇叭形头的装饰品又经过托波尔和额尔

齐斯河流域，传到哈萨克草原、巴尔喀什湖和七

河地区（53-55）􀃊􀁌􀁚。该地区铜线耳铛与源自东亚

的喇叭口形铜耳铛并存。中国地区只在乌鲁木

齐萨恩萨伊墓地出土了一件铜线臂钏（59）􀃊􀁌􀁛。这

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装饰品，通过费多罗沃文

化人群，零星地将其带到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

南缘。虽然如此，这种装饰品在新疆地区仍颇

为罕见，再往东就不再出现了。

公元前 1200—公元前 1000年间，喇叭口形

铜耳铛还在继续使用。不过这时在中国东北地

区出土颇少，且均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二期

（39、38）􀃊􀁍􀁒。此时天山西北麓的七河流域以及巴

尔喀什湖周围低山地区的别加兹-丹迪拜文化

（Begazy-Dandybai culture，公元前 12—公元前 8
世纪）反而出土很多，进入使用喇叭口形铜耳铛

的兴盛期。别加兹—丹迪拜文化中出土喇叭口

形 铜 耳 铛 的 遗 址 有 ：泰 格 门 赛 墓 地

（Tegermensay，41）、塔 舍 图 别 - Ⅱ 墓 地

（Tash-Tube Ⅱ，40）、桑谷尔 -Ⅱ墓地（Sanguyr
Ⅱ，49a）􀃊􀁍􀁓、昆格阿拉套（Küngöy Ala-Too Range）
奇利克河边科尔赛-Ⅰ（Kulsay-1，42）墓地；恰伦

河边乌尊布拉克-Ⅰ（Uzunbulak-Ⅰ，43a-b）墓

地、熊瀑布（Turgen gorge）附近图尔根（Turgen）峡

谷寇泽尔布拉克-Ⅰ（Kyzylbulak-Ⅰ，44a-b）墓

地、峨寨寮（Oh-Dzhailau）河边阿苏高原（Asu
plateau）寇 泽 尔 布 拉 克 - Ⅱ（Kyzylbulak- Ⅱ ，

45a-e）墓地等􀃊􀁍􀁔。这些墓地出土的耳铛都比较

大，与早期的形状也有明显的差异。泰姆格里-
Ⅳ（Tamgaly-Ⅳ）石板冢墓第一号墓出土的铜耳

铛特别大，反映了阿尔泰地区猎民的审美。该

墓 测 年 结 果 为 公 元 前 1010— 公 元 前 950 年

（36b）􀃊􀁍􀁕。

对照巴尔喀什湖两岸的遗址，除了前文所

提的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墓地出土的一件臂钏之

外，在其东南部七河流域的遗址中，基本上只能

见到东亚式的喇叭口形耳铛。而在西北岸卡尔

卡拉利山脉遗址中，既有东亚形制的耳铛，亦有

安德罗诺沃文化用铜丝制造的喇叭形状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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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该地区富有铜矿，冶炼技术也稳定，所以这

些装饰品应是本地制造，但可以从中看到明显

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直至殷末周初，西来

的因素基本上没有越过巴尔喀什湖。到了公元

前 11世纪，用铜丝制作的似喇叭口形的装饰品，

才零星见于巴尔喀什湖南部。而巴尔喀什湖西

北部，早在公元前 15世纪，西来的安德罗诺沃文

化类型的装饰品就已成为主流。

在阿尔泰山脉西侧，一组别加兹—丹迪拜

文化墓地也出土有喇叭口形耳铛。如额尔齐斯

河边的伊兹梅洛夫卡（Izmailovka）墓地所出耳铛

形制很小，其年代可能晚至公元前 1200—公元

前 800年（46）􀃊􀁍􀁖。在东哈萨克地区，黄金质喇叭

口形耳铛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9世纪，如桑谷尔-
Ⅱ墓区（49b-c）和布拉拜墓区（Burabay，47a-f）
所出土的耳铛􀃊􀁍􀁗。后者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晚、出

土地点最靠西的喇叭口形耳铛，很有可能为早

期制作的装饰品流传下来，最后被用作随葬

品。泰姆格里-Ⅳ石板冢墓（Tamgaly-Ⅳ）第三

号墓也出土了铜线卷成的耳铛，用线绕出喇叭

形状（36c）。巴尔喀什湖附近比延河边的比延

陵墓出土了铜线手镯（Büyen，公元前 1000—公

元前 800年，57）􀃊􀁍􀁘。中哈萨克贝拉萨尔墓区出土

了很多此类装饰品（Belasar，58）􀃊􀁍􀁙（图 5）。

安德罗诺沃文化之后的艾尔曼文化（Irmen
culture，公元前 1000—公元前 750 年）还继续使

用铜线卷出的似喇叭口形的装饰品，如扎里奇

涅-Ⅰ（Zarechnoye-Ⅰ）墓地第 25号陵墓所出􀃊􀁍􀁚。

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已经不再制造喇叭口形耳

铛。可见，中亚草原出土的喇叭口形的装饰品起

源晚于中国，持续使用时间也比较晚。

考古资料表明，铜线卷出的似喇叭口形的

耳铛最早出现于东欧，然后东传，在大草原上确

实在安德罗诺沃等跨文化人群中普遍使用，但

其流行区最东限于巴尔喀什湖西北岸，止于新

疆天山，并未继续东传，也从未被华北地区的人

群吸收和使用。发源于东亚（具体在燕山地带）

的铸造的喇叭口形铜耳铛，其时代早于安德罗

诺沃文化锻造的铜丝卷喇叭口形的耳铛。王鹏

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耳铛，证明安

德罗诺沃文化年代应该更早􀃊􀁍􀁛，这种论述预设了

喇叭口形耳铛源自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前提，但

考古资料完全否定这种观点，夏家店下层文化

喇叭口形器物的制造比该器物在中亚的流行早

数百年。

结 语

综上所述，公元前 20世纪，铸造的喇叭口形

锡青铜耳铛始见于中国东北辽河流域燕山地带

夏家店下层文化。到了公元前 18世纪夏家店下

层文化兴盛时期，墓葬里开始随葬用黄金制造

的同类器物。至公元前 16世纪，这种装饰品传

到黄河流域、河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这时，河

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开始仿制喇叭口形铜耳铛，

并采用当地的纯铜或砷铜以锻造法制作。公元

前 14世纪以来，喇叭口形耳铛继续向西传到天

山和阿尔泰地区，并少量出现在安德罗诺沃文

化遗址中。至公元前 11—公元前 9 世纪，这种

纯铜或砷铜质地、以锻造法制作的大型喇叭口

形耳铛，在阿尔泰西麓仍颇为流行，但在中国地

区已不再使用。

笔者认为，喇叭口形的装饰品，是夏家店下

层文化原创的一种器物，反映了中国东北辽河

流域是独立的文明起源地区。该地区自新石器

时期以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模式，至公元

前 23世纪，建立了独特的连通草原的早期国家

文明，致力于发展旱地农业、牧业、冶铸技术、远

程贸易和军事防卫系统。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

在古国内从事旱作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接待

远地来的客人，销售自己的产品；从南方进货，

或引入其他珍奇物品。在多元文化交融的基础

上，夏家店下层先民也创造了自己的审美文

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向草原、森林地带销

售粮食、谷酒和其他一些高技术产品，以此交换

来自草原、森林的猎获物、皮毛以及宝贵矿物，

其中可能有来自黑龙江流域淘洗的黄金。在夏

家店下层文化还发现过一些马骨，这应该也是

草原来的货物􀃊􀁎􀁒。

亚洲大草原大致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开

始逐渐形成交易网络的雏形。此时，草原族群

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或黄河上中游诸族，共同构

成互补交错的两种主要交通路线。

第一种可称为西北地区的“黄河交流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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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欧亚草原夏家店-四坝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耳铛的遗址分布图

（1-27，29-32，34-47仅出土喇叭口形器；28，33，48出土两种耳铛；49-58仅出土铜丝卷器；60-62.目前没有发现喇叭

耳环的四坝文化遗址）

1.四分地东山咀遗址；2.敖汉旗大甸子墓地：2a.黄金耳铛（M516∶2），2b—2c.单喇叭口青铜耳铛，2d.扁状双喇叭口

青铜耳铛（453∶9）；3.二道井子城：青铜耳铛（F8∶3）；4.敖汉旗西大梁遗址（T2426③∶1）；5.阜新平顶山遗址：青铜耳铛

（G104④∶2）；6.辽宁本溪庙后山遗址：6a-6b.七号墓出土的两件青铜耳铛；7.北京昌平区张营遗址：7a.青铜耳铛 T12⑤∶
4，7b.青铜耳铛H10：4；8.河北蔚县三关遗址：青铜耳铛（82YSGM2014∶1）；9.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9a.一期的青铜耳铛

（F4），9b.一号和四号墓出土的两对（M187M4：3），9c.三号墓出土的（87M3∶3）；10.天津蓟县围坊遗址：青铜耳铛（T1③∶
7）；11.河北蔚县前堡墓地：青铜耳铛（81YKM202∶3）；12.河北易县下岳各庄遗址：耳铛（H5∶13）；13.辽宁绥中东王岗台

遗址：殷商早期大型青铜耳铛（HBT1076）；14.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晚期的青铜耳铛（T216⑦∶27）；15.甘肃临潭县磨

沟墓地：15a.铸造喇叭口残部（M886∶B4），15b.铸造青铜耳铛（M341∶10），15c.铸造青铜铛（M101∶10），15d.铸造青铜铛

（M358：C3），15e.铸造青铜铛（M358∶C4），15f.锻造的铜铛（M72∶B2），15g—h.三期早段 303号墓出土的铸造锡铜耳铛，

15g.M303∶E17，15h.M303∶B18：三期晚段墓葬出土，15i.铸造双扁端青铜耳铛（M227∶4），15j.单扁端青铜耳铛（M661∶9），

15k.锻造喇叭口形砷铜耳铛（M254∶13），15l.锻造喇叭口形砷铜耳铛（M711∶2）；16.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16a黄金耳铛

（M47∶12），16b.铜铛（M114∶2）；17.甘肃民乐六坝镇东灰山遗址：17a.金耳铛（M223∶1），17b.铜耳铛（M79∶1）；18.甘肃酒

泉市肃州区酒泉干骨崖墓地：铜耳铛（M73∶4）；19.北京平谷刘家河王墓：19a.黄金喇叭口形耳铛，19b.黄金臂钏；20.大
凌河和尚沟墓地：双喇叭口耳铛；21.河北唐山后迁义遗址：21a.青铜耳铛（1999LQT1②M6∶8），21b.青铜铛（1999LQT1
②M2∶4），21c.黄金鬓环（1999LQT3②M7∶2），21d.黄金鬓环（1999LQT3②M7∶1）；22.北京塔照遗址：青铜耳铛（FT029）；

23.北京琉璃河刘李村遗址：青铜耳铛（M2∶2）；24.河北涞水渐村：青铜耳铛（H7∶21）；25.赤峰宁城小黑石沟遗址：居住

区出土的青铜耳铛（98金采∶1）；26.大凌河支流渗津河道虎沟墓地：青铜耳铛；27.河北唐山小官庄墓地：墓主头骨下

出土丁∶1；28.朱开沟遗址：锻造的耳铛（28a.C∶189，28b.M2012∶2）；29.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29a-e.铜线锻造喇叭

口形铜耳铛：29a.AⅡM42∶5，29b.AⅡM39∶3，29c.AⅡM5A∶1，29d.AⅡM4∶2②，29e.AⅡM4∶2①，29f-g.AⅡM32出土的白

银耳铛，29f.AⅡM32∶4，29g.AⅡM32∶3；30.巴尔瑙尔议员大街陵墓：包金砷铜锻造耳铛；31.托木斯克墓地：31a.喇叭口

形耳铛，31b.铜线卷转耳铛；32.科伊塔斯墓区：锻造的包金喇叭口形耳铛；33.贾塔斯墓地：33a-33b.锻造喇叭口形耳

铛；34.切卡诺夫斯基沟-Ⅹ墓区：锻造喇叭口形耳铛；35.阿列伊河别列佐夫卡-1墓区：锻造的包金喇叭口形耳铛；36.
泰姆格里-Ⅵ冢墓：36a.锻造的包金喇叭口形耳铛，36b.一号墓出土一对锻造的大型喇叭口形耳铛，36c.三号墓出土铜

线卷转耳铛；37.安德罗诺沃文化库普赫塔墓地：砷铜锻造的耳铛；38.北京镇江营遗址：青铜耳铛（FZH1257：1）；39.辽
北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青铜耳铛（T106③∶1）；40.塔舍图别-Ⅱ墓地：锻造的耳铛；41.泰格门赛墓地：锻造的耳铛；42.
奇利克河边科尔赛-Ⅰ：锻造的耳铛；43.乌尊布拉克-Ⅰ：43a—43b.锻造的耳铛；44.寇泽尔布拉克-Ⅰ：44a—44b.锻造

的耳铛；45.寇泽尔布拉克-Ⅱ：45a—45e.锻造的耳铛；46.伊兹梅洛夫卡遗址：锻造的耳铛；47.布拉拜墓地：47a—47f.锻
造的喇叭口形铜铛；48.比延陵墓：48a.锻造的耳铛，48b.铜线卷转耳铛；49.桑谷尔-Ⅱ墓地：49a—49c.锻造的喇叭口形

耳铛；50.斯洛伐克墓地：铜线卷转戒指；51.科齐德尔墓地：铜线卷转臂钏；52.张吉尔迪墓地 52a.铜线卷转臂钏，52b.铜
线卷转戒指；53.科伊索基石板冢墓：53a.铜线卷转臂钏，53b.铜线卷转耳铛；54.桑格鲁石板冢墓：铜线卷转臂钏；55.小
卡拉苏石板冢墓：铜线卷转臂钏的碎片；56.阿列克谢耶夫卡墓地：铜线卷转手镯；57.巴尔喀什湖附近比延河边比延

陵墓：铜线卷转手镯；58.贝拉萨尔墓区：铜线卷转手镯；59.乌鲁木齐县白杨沟村萨恩萨伊墓地；60.鹰窝树遗址；61.西
灰山；62.砂锅梁。

经过汉淮黄流域交接区，过嵩山地带和三门峡

咽喉地带，经由关中和黄河中上游各种通道，转

而到达河套或河西，又向北到达阿尔泰、叶尼塞

河和鄂毕河流域，广泛连通了东亚及中亚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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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可称为“东北交流网”，这是通过长

江淮河下游及沿海地带到达渤海湾，然后经由

辽河流域及燕山地带这个东北咽喉之地，向北

转进到东北平原和森林地带，又向西转到蒙古

草原、阿尔泰以及宽广的草原走廊。

这个时期的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带尚未沙漠

化，所以西起里海、东到日本海的大草原南部地

带，成为流动族群的交通大道。在今哈萨克斯

坦、蒙古国，中国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的草原及

丘陵一带，流动族群频繁互动、迁徙，彼此攻战、

学习、吸收、传播、交流。同时，战争掠夺族群在

北纬 40—50度的草原带建立了很多据点，其中

也有一些地区如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发展

出了致力于远程贸易的国家体系。喇叭口形装

饰品只是草原流行的货品之一。关于其他货物

的来源与走向，笔者将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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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ivilization’s Influence on the Cultures of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s：
A Case of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Guo Jingyun，Guo Lixin

Abstract: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made of bronze or gold originated from the Lower Xiajiadian civilization
in the Yan Mountain region in Northeast China， dating back to the 20th century BC. These ear-ornaments were
initially cast from tin bronze，and later，similar artifacts were made from gold. In the 16th BC， this type of ornament
had spread to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Hetao region， and the Hexi Corridor. In the
Hexi Corridor， the Siba culture produced imitations of the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using pure copper or arsenic
bronze. After the 14th BC， these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made from pure copper or arsenic bronze，continued
to spread westward to the Tianshan and Altai regions，where they appeared in small quantities at Andronovo culture
sites. After the period from 12th century BC to 11th century BC，such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remained popular
in the western foothills of the Altai Mountains and the Balkhash Lake basin， though they had fallen out of use in
China. The westward transmission of these artifacts provides a specific example of the early process of east-west
connections across the steppe.

Key words: trumpet-shaped ear-ornaments；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Eurasian steppe；northern bronze ware；
steppe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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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变视野下的老子新道德之建构

李友广

摘 要：东周时期，随着天子式微和诸侯崛起，天子与诸侯共治天下、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与权力体系难以

为继，深蕴宗法伦理色彩的旧道德也渐成明日黄花。为适应此时代变化，老子从天地自然规律中抽绎出“道”概

念，采取“以道观物”的方法来反思旧道德之弊和现实政治之失，建构出具有普遍意义和公正价值因素的新道

德。这种新道德，一方面强调人对道的性质、特点的分有，体现出对万物（包括人在内）自然本真之天性的尊重；

另一方面又将道对天下政治的影响集中在对圣人政治品质与行为的全面刻画上，因而他的新道德还有着对圣

人因顺、谦退和无为政治品质的预设。然而，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新道德，与处于政治旋涡中的君王政治不免

格格不入，是故后出的荀子、黄老道家及韩非在吸收老子思想合理性因素的同时，对“三代”政教传统也作出了

反思与批判，他们不仅修正了老子的新道德观念，而且使新建构的政治理论更符合周秦之变背景下尊君集权的

历史潮流。

关键词：周秦之变；家国关系；老子；旧道德；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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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出土简帛文献、儒学思想史基本问题等研究。

自人类社会进入国家阶段以来，道德与政

治的关系问题便成为统治者和政治家重视的一

大问题。从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发展特征看，

礼俗、风俗、族群、宗族都与政治相杂糅，或者说

这一文明脱胎于礼俗传统、风俗习惯、族群生活

与宗族伦理的深厚土壤。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

下，道德与政治被天然地联结在一起。

东周正处于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历史阶

段，此时周制日渐衰微但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秦

制逐渐形成却未完全确立，这就造成了阶层混

乱、政治失序、社会动荡、价值观念多元等社会

乱象与时代困境。面对此“礼乐崩坏”的政治失

序，诸子不得不思考导致这一系列社会乱象的

深层原因。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评估西周的

宗法伦理在政治领域的价值与有效性，如何看

待西周政治智慧与春秋晚期“礼崩乐坏”之间的

关系，是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的时代之问，引领着

他们的哲学思考与政治理论建构方向，对老子

来说也是如此。在周秦之变趋势尚不明朗的春

秋晚期，天下政治的走向依然混沌不清，对老子

而言，反思西周政治制度与礼乐秩序及其背后

的道德观念与宗法伦理价值，便成为其政治理

论创建的重要思想资源与文化土壤。本文将以

老子如何看待旧道德和建构新道德为主要问题

展开相应研究。为了讨论的集中性，我们将对

道德的讨论置于两周的时代背景下，以使研究

在回应时代困境的基础上言之有物，从而在历

史的维度上以道德观念的变化为视角来考量周

秦之变对历史传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所

造成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探讨两周时期新、旧道德观念

的变化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周秦之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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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进行界定。所谓“周秦之变”，是学界对始

于两周之际的社会制度转型、延续至秦制确立

历史过程的称谓。在此，我们依据冯天瑜在《周

制与秦制》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对“周秦之变”概

念加以界定。根据其研究成果，我们将周秦之

变的内涵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君主掌控社会

方式的转变——从周制柔性间接式到秦制刚性

直接式；政权组织形式的转变——分权的封建

性周制让位于君主集权的秦制；当政者成分的

大改变——从封建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直辖的平

民政治，进而演变为以考选方式拔擢人才的官

僚政治①。

一、旧道德与新道德

中国古代道德观念的出现，与“三代”尤其

是西周政治社会密切相关。西周政治秩序的建

立是以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大宗小宗之别

为原则的，由此形成天子、诸侯共治天下及家国

同构的政治结构与特点。脱胎于西周政治制度

与社会结构的道德观念，同样也被附上了显著

的宗法伦理色彩。这样的道德观念因受制于家

国同构的政治结构而颇具情感性与差异性特

点，因而透露出显著的尊尊亲亲、远近亲疏之伦

理性。这种适应于周制社会的道德观念，能够

很好地贯通和维系家、国之间的政治结构与良

好秩序。但当周平王东迁，天子式微、诸侯势大

的时候，原有的礼乐制度、道德观念已跟不上时

代发展与社会变化，进而成为诸子眼中的旧道

德。从时间维度来看，笔者所说的新旧，首先指

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对于东周时期的诸子而言，

脱胎于西周政治社会的道德观念即为旧道德。

其次，从内涵上来看，适应周制的旧道德深蕴宗

法伦理色彩，而处于周秦之变历史潮流中的诸

子所建构的新道德，不仅是对旧道德的一种考

量与反思，也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旧道德观念

中的宗法意味，从而在理论上迎合了地域性国

家逐渐建立的政治社会发展趋势。最后，新道

德基于对西周宗法伦理的重新评估，以玄远幽

深之“道”为形上依据，并以“玄德”之名彰显

“‘道’和‘德’生养万物却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

却不居功自傲，统领万物却不加以宰制”［1］的特

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旧道德的超越。诚

如论者所言：“《老》《庄》批判的是‘仁义’，阐述

的却是‘道德之意’，因此其所谓‘道德’不是‘仁

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morals）。所以，

我们认为，《老》《庄》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思想

就不能称为‘反道德论’，而只能归诸‘超道德

论’（super-moralism）。”［2］可见，新道德是对旧道

德的“超越”而非简单的批评或反对，这恰恰彰

显了老子政治理论洗汰旧道德中宗法伦理因素

而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整合与政治组织功能的价

值诉求。

即便是持有“从周”立场的孔孟，对于周代

礼制也并非完全认同，而是分别采用纳仁于礼、

以心性释礼的方式来改造旧礼，以使被改造后

的周礼更加符合人心和人情。除了儒家，道家

老子对于旧礼在政治治理中存在的弊端也深有

体会，进而从道的高度对其进行了反思：“天地

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

狗。”［3］13-14从表面上看，这是老子对儒家所崇信

的仁德的一种批评，实则反思的是仁德背后的

周代礼制及其差等性。对于周制统治下政治社

会所产生的积弊，老子洞若观火：“天之道，损有

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

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3］186-187基

于此，他认为积弊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宗法价

值主导下的封建政治社会结构所呈现出的差等

之爱在政治资源与利益分配上所产生的远近亲

疏之别。在天子政治权威一家独大之时，自然

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当天子势力开始弱于诸

侯时，基于宗法伦理价值所建立的礼乐制度便

难以继续充当维系天子—诸侯政治同盟及家—

国政治结构之间的纽带与润滑剂。如果旧礼仅

在宗法伦理亲情的维度试图维系政治社会的正

常运转，那么其在政治领域内的实际有效性是

非常有限的。因而，建构适应周秦之变历史进

程的新道德这个问题，便进入诸子的理论视

野。孔孟在认同周制的前提下对旧道德进行了

有限度的改造与完善，在宗法伦理价值的立场

上为差等政治秩序注入了更多的心性基础与内

在依据。孔孟对旧道德的这种处理方式，合理

之处在于其对人情的肯认和对政治功利性的批

评，但这又与其时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方式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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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霸业的君主产生冲突，是故孔孟在政治抱负

上郁郁不得志就不难理解了。

与儒家不同，老子则跳出现有政治制度框

架，运用以道观物的方式来观照旧有礼制与传

统道德观念，这是一种“道生万物、以道观物，以

圣人体道的思维模式”［4］。老子认为，道的运

转、道生万物的过程都充分展现了道的作用，而

道又是以柔弱的方式来作用于万物的。道的这

种弱作用力，正与当世侯王的强为、妄为形成鲜

明对照。老子针对分配不均、社会不公等现象，

试图依据道的自然性质和柔弱性特征来矫正旧

礼和旧道德之失，如此一来便形成了道家意义

上的新道德。结合《老子》文本语境来看，老子

所言的“道德”实际上意指“得道”。从人的角度

来说，“得道”是人对道的性质、特点的分有与

获得，在个体身上呈现为自然本真之天性。道

本身具有不欲、自然的性质：“道常无为而无不

为……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

之朴，夫亦将无欲。”［3］91而人的初始阶段即老子

所说的婴儿状态，由于尚未被社会习气所浸染

而保持最为素朴、本真的一面，因而老子常常以

婴儿和赤子之心来隐喻道在人身上的充分体

现。当然，这仅是从人与物相同的一面而言的，

彰显了道于经验世界产生影响的普遍性。由于

老子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他又将道对天下

政治的影响集中于对圣人政治品质与行为的全

面刻画上，因而老子的“道德”还有对圣人因顺、

谦退和无为政治品质的铺陈。可见，老子的“道

德”既有着对于一般意义上万物特点的揭示，也

有着对于圣人如何以道的性质、特点与运行方

式来治世的政治阐释，以此解答天下如何重回

善治良序的时代问题。可以说，老子对“道德”

的理论建构以“道”为理论基点，进而对“德”作

了自然化阐释。因而，这样的“道德”就与深蕴

宗法伦理色彩的传统道德观念、政治制度及社

会秩序有了很大不同，是老子基于道论对周人

所建立的差等政治秩序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

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解决天下失序问题的理想

政治方案。

整体而言，老子建构的新道德，上有对道

（包括天之道）普遍性意义和公正性价值因素的

阐明与依傍，下有对西周礼制与差等政治秩序

的反思与批评，从而为后人描绘出一幅以道为

体、以弱为用，谦退不争、低成本、弱欲望的理想

政治图景。

二、老子对旧道德的改造之方

当社会结构、政治秩序于东周时期发生重

大变化之时，原本适应家国同构政治结构的旧

道德已很难有效应对处于周秦之变历史进程中

的天下政治新形势。深蕴宗法伦理价值的旧道

德，将天下差等政治秩序深嵌于父子、兄弟、叔

侄和舅甥的伦理亲情之中。如此一来，西周政

治秩序中的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不

仅是君臣关系，而且具有天然的亲情关系。正

是因为西周的政治结构、政治秩序与宗法制度

及宗族生活的杂糅，才使这一时期的道德规范

既强调尊尊的政治差等性特征，又时常与具有

远近亲疏特点的伦理亲情相呼应。当天子逐渐

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时，有实力的诸侯便不复

安于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现状，而是要攫取更多

的政治资源与实际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野

心的诸侯、卿大夫、家宰都意欲打破原有政治秩

序的束缚，对于注重尊尊亲亲的周代礼制自然

不再愿意严格遵守。既然周代礼制已渐趋松动

与崩溃，那么在春秋晚期，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才

能解决社会动荡、天下失序的时代难题呢？对

此，诸子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给出了自己心目中

的理想答案。

身处政治秩序中的人们如果惯于认同秩序

之价值，而这种秩序又有远近亲疏、尊卑贵贱之

别的话，那么人们必然会产生妄为和纷争。在

这种情况下，老子认为社会混乱的根源即在于

人们的多欲、妄为。老子一改传统以人观物的

世间视域，进而采用以道观物的方式来重新考

量眼前的世界。作为周守藏室史官的老子，有

充足的条件了解和熟知三代乃至上古时期的天

文历法与星象知识，对于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

并不陌生，是故他从天地运转的自然规律中抽

绎出具有哲学意味的“道”。这样的道不仅具有

自然法则意蕴，还具有显著的抽象性、普遍性和

公正性。可以说，在老子那里，很难讲道是什

么，不能说它是有或无，它是一个兼具有无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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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这正是由道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特点所

决定的。正是因为道具有抽象性，所以才超越

了万物身上所具有的具体规定性，而道的普遍

性也是每一个具体的物所无法完全拥有的。道

在万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公正性，也非多欲、妄为

的世间侯王可比。道的这种公正性，一方面源

于道的自然运转趋势，另一方面源于道的抽象

性与普遍性特征。

具体而言，道的“公正性”是指具有无形无

象、非有非无特点的道对于经验世界的万物而

言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所偏私的。这在老子

看来即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公正性。为了更好

地刻画道的公正性，老子将道具象化为天之道，

并将天之道所具有的自然平衡特点作为隐喻道

之公正性的喻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从而将抽象、

难懂的道理加以具体化阐述与呈现。道之所以

具有公正性特点，首先与其不欲、自然的性质有

关。因为不欲，所以呈现为自然的状态与趋势，

落到万物的身上便没有好坏、优劣与高下之

分。这是从和谐共生的万物关系图景来探求道

德所蕴含的公正性的。其次，由于老子对天下

失序、社会不公等乱象有着深切的关注，当他从

道-物关系出发来考量道的公正性时，自然也可

以将道对经验世界的普遍影响从万物推衍到现

实政治与社会治理上，从而以道的公正性为逻

辑基点思考如何使天下重回和谐秩序与实现社

会公正价值目标的问题。最后，老子对道公正

性的发掘，实际上还是基于“推天道以明人事”

的思维理路，以整全性的视野来观照天下政治

与世界秩序，用道的自发秩序所呈现出的自然

平衡来消弭因人的欲望膨胀所造成的社会乱

象，进而实现尊重个性差异与追求社会公正的

双重价值目标。

周代礼制呈现出差等政治秩序，周人道德

观念蕴含着宗法伦理色彩与远近亲疏之差异

性，老子认为这些因素是造成社会不公与混乱

的制度性原因。在老子看来，人的多欲、妄为是

这种政治制度产生的内在根源，而这样的政治制

度又成为人们道德观念产生的社会土壤。老子

关注人们的多欲、妄为，是他对天道自然运转、万

物自得其性的哲学认知，对社会政治乱象的深

刻体察，对失道散德、强梁好胜之人的深沉忧

思，这一切都使他对与柔弱、谦退、因顺、不争等

相对的行为非常警惕，甚至激烈反对与批判。

与儒家的法先王立场、法家以欲望为治世之具

相比，以道观物的老子，既未如儒家中的孔孟视

欲望为道德修养的对立面，也没有似法家将欲

望作政治化诠释与工具性理解，而是在深刻把

握道的性质与特点的同时，从道-物关系的宏阔

视野来审视欲望与道、君王治世、民众生活之间

所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基于这种深刻认知，

老子一方面立足于道的高度，在批判现实政治

之失的基础上，为现世侯王与人间治理树立了

政治典范——圣人；另一方面，他又反思了春秋

晚期人们的多欲与妄为，极力提倡不欲、少智、

谦退、无为的人生态度与生存状态。当然，老子

所言的圣人并非儒家意义上在政教传统中留下

卓越功绩、德位合一的政治人物形象，而是在体

道、法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不欲、谦退、无为的

圣人形象。

世人主要透过诸种现象归纳出事物背后的

本质及价值依据，老子则采用与之相反的路径，

从本质出发来把握现象——以道观物。当老子

以道观旧道德时，便直指旧道德所深蕴的宗法

伦理色彩和远近亲疏差等政治秩序所带来的弊

端。他认为“仁”概念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偏私和

私意，在政治治理中有私意便意味着与公正性

价值目标相背离，社会上必然会出现“不足”和

“有余”两极分化、对立的普遍现象。老子批判

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

姓为刍狗”，“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

余”。在老子看来，破解这种政治困境的最优出

路在于，建构一种适应新政治秩序的新道德，进

而以此为基建构新型政治治理理论。

针对人们普遍存在的私意、多欲，老子塑造

出了不仁的圣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

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之所以不仁，是因

为他经历了体道、法道的过程而具有了道的普

遍性与公正性特征，在呈现出不欲、不争特点的

同时，建构出辅助型政治治理理论：“辅万物之

自然，而不敢为。”［3］166 同时，在《老子》的语境

里，圣人所秉持的政治与道德理念之关键正是

“玄德”。首先，“玄德”一方面可视为“老子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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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心的概念”，另一方面又颇具政治色彩，它

“承继的是中国古代早期刑德意义上的恩德观

念。更加强调的是政治功能，而非心性价值”［5］。

由此可见，在政治哲学视域中探讨老子对旧道

德之改造与新道德之建构，“玄德”实具枢纽意

义。其次，老子对“玄德”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描

述性说明，从而指向了道德与政治的双重维度：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

不宰，是谓玄德。［3］24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

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

而不宰，是谓玄德。［3］137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

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

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

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3］168

如第一、二则材料所示，“玄德”具有“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特征，呈现出“道”自身

鲜明的“无为”“自然”底色。它是自然天道在道

德政治领域的具体应用，也是圣人应具备的新

道德，是所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三

则材料则从反面说明“玄德”与现实君主的“智”

势如水火。这种“智”既与“多欲”“妄为”有关，

还与旧道德的落后、僵化密切相关。“深”“远”的

“玄德”被建构于以道观物的视域，自不同于具

有远近亲疏、尊卑贵贱之别的以人观物的旧礼

秩序，因此“与物反矣”。旧有的宗法道德秩序

既已不适合新的政治社会之需求，故而老子对

其展开了彻底的批判：“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无德。”［3］93所谓“上德”，即老子

所谓的“玄德”“孔德”“常德”“建德”等。与之相

对，“下德”则是老子所批判的、流于僵化的西周

旧道德。放眼政治现实，老子已敏锐地洞察到

此时的旧道德已从西周政权的正当性来源及宗

法贵族的“调和剂”，蜕化为多欲、妄为之君王掩

盖僭礼行为的“遮羞布”，实际上是“智”膨胀与

泛滥的表现形式。

可以说，老子所言的道德既源于其所建构

的“道”概念与道理论，也体现在万物对道性质、

道特征的分有与承载上。这种道德实则体现出

道对万物的统摄性价值及意义，同时也是道统

摄下道-物关系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具体反映。

尽管老子并未明言道德是什么，但由于《老子》

中对道和德多有分言，所以文本中的道德既源

于深具自然性特征的“道”概念，又贯通于万物

的性质与特征上，所以物物之间可谓异中有同，

同中有异。简言之，老子所言的道德是在尊重

万物个性、差异性的同时，又使万物在道的统摄

下具有了普遍性、相通性意义。在道的统摄下，

新道德便弱化了旧道德的宗法性、差等性色彩，

强化了新道德的普遍性意义和公正性价值因

素，而新道德的这种特点在《老子》中也曾多次

以隐喻的方式加以呈现：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

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

能成其私。［3］19

天 地 相 合 以 降 甘 露 ，民 莫 之 令 而 自

均。［3］81

由上述内容可知，新道德尊重的是万物（包

括人在内）的自然本真之天性，重视的是圣人

无为而民自化：“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

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

自朴。”［3］150这种理想政治结构与秩序与基于宗

法血缘的旧道德后天所形成的差等性政治社

会秩序存在着根本性差异。

三、新道德之合理性及理想性特征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周人对“德”的讨论

主要集中于天子的政治德，如此一来，周人对德

的关注被宗法秩序与政治伦理所裹挟，深受周

初确立天子权威与巩固天下新秩序政治诉求的

影响。与周人亟待巩固天下新秩序的现实政治

目的相类，诸子面对礼乐崩坏、天下失序的时代

困境，如何使天下重回和谐秩序也成为其时集

中思考的重要问题。当诸子多以君王为解决时

代困境关键之所在时，他们讨论道德问题时往

往将其与君王的政治品质结合在一起，老子也

是如此。当他从道概念中抽绎出其所认同的道

德观念时，也将这种道德观念与理想君王——

周秦之变视野下的老子新道德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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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结合在一起，认为圣人才是有道者：“孰能

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里的道由于具象

化到了圣人的身上，所以在弱化道的抽象性与

超越性的同时，也是新道德的具体体现。由此

可见，老子的新道德确实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一方面，他对于周人以天子政治品质来理解道

德的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另一方面，他

又将周人的道德观念在范围上有意缩小，聚焦

于圣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臣子并未给予相应

的关注与讨论。同时，他又基于自己的道论为

周人的道德观念赋予了公正性价值因素，从而

为圣人无为治世理论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

老子之所以强调圣人之治的因顺、无为特质，就

在于道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平衡与公正性特

点。老子的新道德是在对旧道德深刻反思的基

础上形成的，所以现实针对性较强。在道的观

照下，新道德超越了旧道德的宗法性与差等性，

从而为现实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与

可能性方案。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老子建构的新道德

确实具有很多合理性因素，如《老子》文本中有

对君王治世方式的反思，对差等政治秩序下贫

富分化、社会不公现象的批判，对世界万物自然

差异性的尊重，以及对人本真天性和素朴状态

的肯认，等等。这些合理性因素确实符合中国

古代政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只不过，虽然

周秦之变在东周时期的推进越来越激烈，但西

周政治制度的影响毕竟根深蒂固，不可能自动

退出历史舞台，秦制的确立亦非一蹴而就之

事。换言之，新道德既然是对旧道德的超越，便

意味着其超越了旧道德所依托的社会历史条

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这种新道德对于东

周时期的人们来说未必那么容易接受。因为其

时的政治人物多数深陷于君臣政治博弈的漩涡

之中而难以自拔，自然不太可能接受老子所言

的以自然、谦退、不争为特征的新道德观念。对

于普通民众而言，周秦之变虽然主要发生于政

治领域，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这种变化对于当时

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以身处其中的民众

自然也很难置身事外。当当权者在多欲、强为、

妄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便很难指望民众不

欲、谦退、不争。关于这一点，老子看得也很清

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

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3］184可以说，

虽然当时社会上的人们还很难认同和接受老子

的新道德观念，但其对于政治理论家有着强烈

的吸引力，所以儒家、黄老道家和法家在进行政

治理论建构时，多少都受到老子新道德观念和

新型政治哲学理论的影响。

整体而言，老子的新道德观念所具有的超

越性和超前性，既体现了老子对于当时政治之

失的深刻洞察力，也彰显了老子政治理论显著

的理想化色彩。老子基于对天地自然规律的遵

循与抽绎，使其政治理论建构突破了人文秩序

的范围，从而在将政治理论作道化、自然化处理

的同时，也试图以自然秩序来安顿人的自然天

性与社会生活。如此一来，老子政治理论的理

想性特征便显露无遗。这种理想性特征出现的

根本原因是人们难以真正认知与把握无形无象

而又生天地万物的道，所谓的因任自然、无为而

治也因模糊不清、界限不明而易流于表面形式，

或滑落为政治权谋。此外，当老子以新道德与圣

人、圣人之治相对应，而未将圣人之下的政治力

量充分考虑在内时，他就有将圣人（有道者）视为

新道德的最佳践行者之意，《黄老帛书》中则径直

将圣人视为执道者②。汉代大儒董仲舒则将“王”

诠解为“王道通三”：“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

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

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

王者孰能当是？”［6］这种将君王与道、天相联系的

思维方式，其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思想渊源，但

老子之道、新道德的影响也尤为显著。

正如上文所言，老子的新道德观念是由

“道”概念衍化而来的，因而带有道的自然性特

征，具有不欲、谦退、不争、无为的特点。这样的

特点与周秦之变历史进程所呈现出的复杂性、

紧张感及残酷性有些格格不入。当理论的理想

性越强，其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被改造与

完善的要求就越迫切。与推崇宗法伦理价值的

孔孟将政治视为道德的延伸，进而将道德加以

泛化处理不同，荀子已经注意到孔孟将道德、宗

法伦理与政治杂糅在一起的弊端。他除了援法

入礼，集中挖掘礼的工具性、实用性因素以外，

还将政治治理理论中的宗法伦理色彩作了弱化

26



处理，笔者将此称为“弱宗法化治国模式的建

构”③。在这种治国模式的建构过程中，深蕴宗

法伦理色彩的旧道德在很大程度上被荀子有意

进行了消解与清理，主要集中在宗族生活和人

伦秩序之中。

与荀子对待道德的辩证性立场相近，黄老

道家在刑德关系上也进行了相应思考，并提出

了“刑德相养”的理论观点：“天德皇皇，非刑不

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

成。”［7］在黄老道家看来，对于天下治理而言，刑

与德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任何单独的方面

在政治治理上都不足以充分发挥功效，这无疑

是对三代政教传统和儒家、法家思想的吸收与

借鉴。对此，徐莹也说：“帛书《黄帝四经》‘先德

后刑’的刑德学说所强调的，是刑德如四时轮转

般的相互依养和更替为主，而君主则必须顺应

天道和天时，由文德开始，交替使用刑罚和庆赏

两种治术，以蓄养国力、兼并敌国。”［8］确实如其

所言“刑德在《黄帝四经》中是兼行并用且地位

均等的”［8］，正体现出了两者相养的政治特点。

可见，黄老道家已不再如老子那样对旧道德观

念主要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在承认差等政治

秩序合理性的基础上，基于周秦之变的时代潮

流对历史传统、政治现实进行了理性审视和全

面思考，从而创造出了融合新、旧道德观念且具

有综合性质的政治治理理论。

与黄老道家政治立场一脉相承的是法家韩

非，他不仅守持以法治国的政治立场，对于老子

和黄老道家的思想理论也进行了明显的吸收与

借鉴。因此，司马迁在评论韩非的理论特点时

说：“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9］受

老子对旧道德批判的影响，韩非对旧道德也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首先，韩非对“德者，得

也”的传统理解表示认同④，进而他从君王的角

度将“德”理解为得自君王的庆赏、赏赐：“明主

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

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

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10］39其次，韩非明确

了“德”的施予者是君王。对于出于自利目的的

人臣之私心、私恩、私义，由于它们被视为与君

王意志、国家利益相异的东西，所以是他一概反

对与强烈批判的。如此一来，韩非便将“德”从

儒家的心性化和道家的道化、自然化中解脱出

来，从而为其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最后，

韩非如此理解“德”是立足于君王的角度，为了

更好地应对君臣之间的政治博弈，进而实现尊

君集权的政治目的。另外，韩非还将刑、德即

杀戮和庆赏视为君王制臣的两种手段与工具：

“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10］40这无疑与黄

老道家“刑德相养”的理论观点具有一致性，意

在强调刑德在理政制臣过程中相辅相成的功能

及作用。

结 语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如何看待旧道

德和建构新道德成为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重要

理论和现实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是新旧制度交

替、周秦之变持续推进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诸

子在政治理论上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与解

答。老子以“道”概念为理论基石，并对旧道德

所蕴含的宗法伦理性及由此所衍生出的差等政

治秩序进行了深刻反思，从而建构出以柔弱、谦

退、不争为特征的新道德。由于新道德建构采

取的是与旧道德完全不同的致思理路，少有陈

陈相因的思维传统，所以就新旧制度交替的历

史阶段而言，新道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了理想性特征。

正因如此，才有后来的黄老道家、荀子和韩

非等政治理论家的持续改造与完善。他们的种

种理论努力，充分彰显了政治理论家们在应对时

代变局过程中的理论信心与人文情怀。从这个

角度而言，无论老子、孔孟、荀子还是韩非在面对

三代政治遗产、社会变革及君臣政治博弈时，都

体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思考的敏锐性及政治理

论不同程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完全可以说，处

于周秦之变历史潮流中的诸子，其应对时代变局

时的理论创造能力，对新旧制度的辩证性认知，

对天下向何处去的理论探索，都是值得身处新时

代新征程上的我们积极学习与充分借鉴的。

注释

①冯天瑜：《周制与秦制》，商务印书馆 2024 年版，第

周秦之变视野下的老子新道德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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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55页。②例如《经法·论约》和《经法·名理》，参

见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③详见李友广、祁涛：《周秦之

变与儒法治国模式的新建构》，《东岳论丛》2024年第 9
期。④实际上，“德者，得也”是包括《老子》《庄子》《管

子》《礼记》《说文解字》等在内的文献对“德”字义的基本

解释，这反映了“德”概念在中国古代文明早期阶段的弱

道德属性与特征。实际上，刘家和先生也曾指出：“《管

子·心术》云：‘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

也。’这才指出，‘德’、‘得’音同（职部、端母），故能以

‘得’释‘德’。”所引文见刘家和：《试说〈老子〉之“道”及

其中含蕴的历史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2014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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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Laozi’s New Mor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Zhou and Qin Dynasties

Li Youguang

Abstract: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as the power of the King of Zhou declined and the feudal lords rose，
the ol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wer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he co-governance of the King of Zhou and the feudal
lords， alongside the integration of family and state， became unsustainable. Consequently the old morality， deeply
imbued with patriarchal ethical connotations， gradually lost relevance. To adapt to these changes，Laozi abstracted the
concept of“Dao” from the rule of the natural world， adopting the method of“viewing things through the Dao” to
reflect on the flaws of the old morality and the failure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Through this， he constructed a new
morality with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elements of impartial value. On the one hand， this new morality emphasizes
humanity’s participation i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o， reflecting respect for the natural and authentic
inherent qualities of all things （including humans）. On the other hand， it channels the influence of Dao on the
politics，exemplified by the Sage’s political qualities and actions. Thus，his new morality also presupposes the Sage’s
political qualities of compliance， humility， retreat， and non-action （wuwei）. However， this idealized morality w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olitics of rulers caught in political struggles. Consequently， later thinkers such as Xunzi， the
Huang-Lao Daoists， and Han Fei，while absorbing the rational elements of Laozi’s thought， also reflected upon and
criticized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y not only revised Laozi’s
moral concept but also reconstructed political theories to better aligned with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revering the ruler
and centralizing pow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Zhou and Qin Dynasties.

Key words: transition between the Zhou and Qin Dynasties； family-state relationship；Laozi； old morality； new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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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论辩之间：《墨经》名辩学的
准则、方法与启示*

田宝祥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思想形态演变最为剧烈的历史阶段，诸子百家对名实问题的讨论不再局限于

政治、伦理领域。随着《墨经》、稷下辩者以及名家辩者的兴起，论辩成为学术争鸣的主要方式，又因论辩之中常

含逻辑内容，于是论辩上升为“名辩”，继而在稷下学宫的助推下形成名辩学与名辩思潮。《墨经》是墨家名辩学

的集中呈现，后期墨家将逻辑思维与论辩实践相结合、将逻辑准则与论辩方法相结合，并以“辩”为中心构建了

相对完善的名辩体系。《墨经》所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是墨家名辩学的基本原理。《墨经》所归纳的

“假”“效”“辟”“侔”“援”“推”之正向推理方法与“止”之反向推理方法，不仅蕴含类比的思维意识，而且具有类推

的逻辑视野。从现代逻辑的视角来看，《墨经》名辩学旨在寻求客观事实、现实经验与逻辑准则、推理方法之间

的互证与平衡，力求将言说、论辩、逻辑的观念融入事实、经验、价值的判断之中，这一理论路径为我们在形式逻

辑的理论体系之外敞开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墨家；《墨经》；名辩；论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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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研究”（22CZX028）。
作者简介：田宝祥，男，哲学博士，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00），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逻辑”的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古代原无“逻

辑”这一词语，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古代确有

“逻辑”的内容。“logic”的最初译名并非“逻辑”，

而是“名学”与“辩学”。比如 A System of Logic 和
Students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分别被严复译作

《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又如 Primer of Logic
被艾约瑟译作《辩学启蒙》。如同《史记》以“阴

阳、儒、墨、名、法、道”指称先秦诸子百家中最具

代表性的六家，“名学”“辩学”也被近代以来的

学人用以指代中国的古代逻辑。随着时间的推

移，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也由对单个哲学

家与思想家逻辑学说的发掘，逐步上升至对中

国古代逻辑体系的探索与重建。翟锦程指出：

中国逻辑是基于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这一特定

的思想生态，在名实关系、物类关系、象物关系

的基础上，以正名为目的、以类为基础、以推类

为方法，对名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的考察与研

究。中国逻辑通过察实、分物、归类进而正名，

归类的依据是类的同异，基本方法是从名到类、

从类到名的推类，而且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

演变结合在一起［1］。而一旦对先秦逻辑的发展

作纵向的梳理，便会发现：《墨经》、稷下辩者与

名家辩者关于“名”的逻辑观念无不寓于“辩”的

语言活动中。换言之，在先秦时代，凡重视“辩

乎言谈”者，其语言与文本内容中往往蕴含逻辑

的自觉，这一点在《墨经》与后期墨家那里体现

得最为明显。因此，单纯论“名”或论“辩”都无

法穷尽先秦逻辑的思想内涵，那么“名学”与“辩

学”便有合二为一的必要，“名辩学”的说法随即

产生。伍非百指出，名辩学即“研究‘名’‘辞’

29



2026年第 1期

‘说’‘辩’四者之原理和应用，研究‘正名’‘析

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2］。曾祥云

进一步指出：中国逻辑史研究之争论的焦点问

题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名辩学”以及“名辩逻辑”

是否存在，而强化对于名、辩的理论研究乃是解

决这场纷争的根本途径［3］。从思想史的纵向

看，先秦时代“名学”与“辩学”的合流，主要借由

《墨经》的理论创造得以实现。《墨经》名辩学旨

在借由言说、论辩与逻辑的方式达到明事、明物

与明理之目的，意在辨明是非曲直。正如葛瑞

汉所论：后期墨家生活在社会与思想发生剧烈

变革的时代，而又想把墨子的学说建立在坚不

可摧的基础上，他们在中国思想家中独树一帜，

与古希腊思想家一样坚信所有问题都能够用理

性解决［4］。自《墨经》之后，先秦的“名学”与“辩

学”不再区分，名、辩互为表里、融为一体，言说、

论辩、逻辑、明理的思想内容皆被纳入名辩学与

名辩思潮的范式之下讨论。

一、墨家名辩学的理论背景

就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老子、孔子、

邓析所处的春秋时代可谓百家争鸣的先声，名

辩思潮彼时还未形成。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态各

有侧重，如儒家指向政治伦理之学，道家关注生

命境界之学。在价值立场上，与儒家对立的主

要是墨家，与道家争鸣的主要是名家。墨家力

求以“兼爱”取代儒家的“仁爱”，惠施则试图以

“名理”来破除庄子的“玄理”。显然，先秦诸子

百家大多善辩，只是各家对待辩论的态度有所

不同。若说儒、道二家对论辩与逻辑较为漠视，

则名、墨二家对论辩与逻辑更为热衷。墨家不

仅重视论辩与逻辑，而且关注科学与技术，此乃

其与儒、道两家的明显差别。进入战国以后，由

于《墨经》、稷下辩者、名家辩者的兴起以及稷下

学宫的助推，论辩与逻辑的影响与效应不断扩

大，随即产生了名辩学与名辩思潮。而今，谈

“百家争鸣”者较多，论“稷下之学”者较少，论

“名辩思潮”者更少——事实上，名辩学与稷下

学一样，皆是百家争鸣这一思想文化盛况的重

要组成部分。仅从“名辩”与“争鸣”的字面看，

二者之关联匪浅。从常规意义上讲，“争鸣”即

多种思想争相发声，而“辩”是“争鸣”的一种形

式，即通过语言交锋的方式反驳对方，从而确立

本方思想学说的合法性。在先秦的文本中，

“辡”“辧”“辩”“辨”的含义比较接近，彼此之间

可互训、可通用。“辩”的本义为刑律之诉讼与是

非之辨别，引申义则为争论与言辩。诸子百家

中，墨家对论辩与逻辑的研究兴趣最为浓厚，

《墨经》名辩学即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应运而生。

墨家名辩学将逻辑思维与论辩实践相结

合，将逻辑概念与论辩方法相结合，集中呈现于

《墨经》之中。《墨经》包括《经上》《经下》《经说

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经说上》《经

说下》是对《经上》《经下》的注解。《经下》有 83
条内容，其中 41 条涉及逻辑学与论辩术。《大

取》是墨家在哲学、语言学、物理学、几何学等领

域的学说汇集与思想概括。《小取》则具有总纲

的性质，以“辩”为中心构建了相对完善的逻辑

体系，归纳了墨家名辩学的逻辑概念与论辩方

法。《墨经》将论辩与逻辑融二为一，将“辩乎言

谈”视作明辨是非、同异的重要思想活动，并对

论辩活动提出三点具体要求：其一，每一次论辩

必须基于一个共同的对象或话题而展开；其二，

每一次论辩的双方必须围绕此对象或话题形成

彼此对立的观点，且在整个论辩活动中将此观点

捍卫到底；其三，每一次论辩必须分出胜负，判定

的标准在于论辩的逻辑是否严密。《经上》曰：“辩，

争彼也。辩胜当也。”“彼，不两可两不可也。”［5］314

何谓“争彼”？《经说上》举例说：“辩，或谓之牛，或

谓之非牛，是争彼也。”［5］346可见，“争彼”即针对同

一对象，甲说是“牛”，而乙说不是“牛”，两个命题

构成矛盾关系。但“争彼”并非纯粹逻辑层面的

要求，而是《墨经》名辩学的价值追求。《墨经》认

为，论辩一定要有主客双方，必须预设我方的立论

为真而对方的立论为假，而后展开正向论证与反

向推理。《墨经》谓“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

当者胜也”［5］374，只要双方的论题在逻辑上构成对

立，就有决出胜负、逐一辨明的必要，这是后期墨

家名辩学的真精神。

二、墨家名辩学的逻辑准则

《墨经》六篇中《小取》的行文结构最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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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最能彰显墨家名辩学的逻辑准则。后期墨

家先阐述名辩的目的、阐发名辩的前提、总结名

辩的概念，再将逻辑概念与论辩方法引入生活

实践。正如陈梦麟所述：“这是中国逻辑史上第

一篇划时代文献。它标志着古代中国对逻辑学

的理解，已进入自觉的并具有宏观水平的阶

段。墨家已认识到：认识客观事物，还要有一个

重要条件：思维的自我认识。必须认识人们自

己的思维，必须掌握思维本身的形式和规律，才

能使思维正确反映世界并进行思想交流。这

样，就把人们自己的思维当作思维对象，在认识

领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面。”［6］

《小取》云：“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

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

决嫌疑。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

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

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5］415 此段

文字是对墨家名辩学逻辑准则与名辩思维的

系统概括。正如张学智所论，《墨经》借由《小

取》对认知的种类、名的内涵与分类作了深入

思考［7］。具体而言，“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

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是名辩的功能；“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

比”是名辩的宗旨；“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

出故”是名辩的原理。其中，“名”是名称、概

念，“辞”是判断、命题，“说”是论证、推理。“以

类取”重在归纳，“以类予”重在演绎，“有诸己

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重在类比。关于

“明是非之分”一句，谭戒甫解作：“夫是非分

界，原有定轨，世人妄执，辄起纷争，庄子《齐物

论》意谓是非之有，于言无所依据也。但墨家

不然，谓是非所依据者惟辩。”［8］412 他进一步指

出，“墨家以辩为可以审治乱之纪，故谓计其所

以治乱者为智者之事”；“以同异之处为辩者之

最要者，故须明之”；“天下之君子徒知仁义之

名，而不察仁义之实，殆未尝致力于辩也”［8］413。

在《墨经》看来，是非可分、治乱可察、同异可

知、名实可析的关键在于“辩”，“处利害，决嫌

疑”即“辩”之功能的充分落实与具体发用。至

于“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两句，

谭戒甫另有解读，认为“有诸己不非诸人”旨在

“悟他”，与儒家的“己欲达而达人”意义相近；

“无诸己不求诸人”旨在“自悟”，与佛家的“仗

自力不仗他力”意义相当［8］442。将这两句作对

照理解固然没错，但问题在于，这两句的核心

意旨并不在伦理道德层面，而在逻辑论辩层

面，在于确立双向的论辩意识、树立类比的名

辩思维，即如何在确保辩论正当性的前提下，

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具体而言，如果一个观

点我认同，对方亦认同，那么我不应反驳，因为

反驳对方即是反驳自己；如果一个观点我反

对，而对方认同，那么我应以充分论据说服对

方，而不是将自身观点强加于人。《墨经》以明

是非、别同异作为论辩之根本目的，故以“摹略

万物之然”与“论求群言之比”作为明是非、别

同异的两种进路。所谓“万物之然”，即万事万

物何以成其自身的本然，“摹略万物之然”重在

客观、真实地把握万事万物的本然面目。那

么，如何客观、真实地把握“万物之然”？那就

是“辩乎言谈”。《墨经》之所以强调“辩乎言谈”

的重要性，核心在于言说、论辩不仅可以使对

象内部及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差异性得以明

示，而且可以使问题之利弊两面得以呈现——

这正是“论求群言之比”的意义所在。

《小取》所云“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

故”既是墨家名辩学的基本原理，亦是《墨经》

名辩学关于名实问题的重要判定。正如曾昭

式所论：《墨经》逻辑是围绕“名”问题展开研究

的，它是墨家论辩的基础。如果说《小取》是墨

家逻辑总纲的话，那么《小取》的逻辑体系无不

涉及“名实”关系［9］。《小取》所谓“以名举实”有

两层意涵：一是以“名”模拟、模仿“实”，二是以

“名”指称、指代“实”。在《墨经》看来，“名”何

以有效指向“实”？关键在于把握“实”的基本

特质，而准确把握“实”的最优方法莫过于“举”

（模拟）。就《墨子》文本而言，墨家门人中不乏

能工巧匠，木匠做工必不可少的环节便是制作

模具——模具正是对实物的模拟，其制作原理

更是对具体实物的充分抽象。当然，《墨经》的

探索方向更趋向科学技术而非形式逻辑，其理

论贡献亦集中于物理层面而非形而上学层

面。“以辞抒意”即用语句形式承载义理内容，

核心在于以相对完整的语句结构表达实质内

涵——这既体现出《墨经》对语言表达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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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准确性的极高要求，亦表明其语言逻辑与

事实、经验的密切关联。《墨经》的论证多由客

观对象开启，这意味着其论证结果终将回归客

观对象本身，其逻辑方法更多指向经验内容。

“以说出故”重在强调“说”（推理）与“故”（缘

由）的关系。逻辑推理一般有两种走向：一是

向前，即沿逻辑线索正向持续论证、推演直至

得出结论，这在西方形式逻辑中表现尤为突

出，《墨经》亦有涉及；二是向后，即立足逻辑线

索反向持续追溯、追问，直至找到事物何以如

此的根本缘由，这在《墨经》逻辑中体现更为鲜

明，“以说出故”的意涵正在于此。现代逻辑学

认为，命题的论证通常由论题、论据与结论三

部分构成，其中论题已知，论据客观存在，而结

论未知，故整个论证即是一个由已知推出未知

的逻辑展开过程。论证既然是逻辑展开，便要

求论题与论据、论据与结论之间构成必然联

系，否则便无论证可言。《墨经》所论“以说出

故”，正是从名辩逻辑的角度阐明前提、条件与

结论之间的紧密关联。这不仅体现了《墨经》

对人类思维规律的初步探索，而且为其与现代

逻辑学的对话提供了理论契机。

三、墨家名辩学的推理方法

借由《小取》诸篇，墨家名辩学不仅展现了

名辩的思维，揭示了逻辑的准则，而且归纳出多

种推理方法。这既为墨子“十论”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补充与逻辑支撑，也使后期墨家在与其他

各家思想的论战中占得先机。《小取》云：“假者，

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

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

也。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

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

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

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5］415-416

其中所论“假”“效”“辟”“侔”“援”“推”，可谓后

期墨家名辩学的正向推理方法。胡适指出，

“假”是假设，现在还没有实现；“效”即效法，乃

演绎法之论证；“辟”即“譬”，举他物以说明此

物；“侔”是用那一种辞比较这一种辞；“援”是由

此事推知彼事，由此物推知彼物；“推”乃归纳，

即“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事物，知道他们是如此，

遂以为凡和这些已观察了的同样的事物，也必

是如此”［10］。冯友兰指出，“假”表示假言命题，

“效”是“某一类事物之所以为某一类事物的标

准”［11］，也是“墨翟所说的第三表的发展”［11］，

“辟”就是举个别之例加以说明，“侔”是形式逻

辑中所说的直接推论，“援”就是“以类取”，“推”

就是“把对方的主张用作类比推论的前提，得出

一个本质上与之相类似但是荒谬的结论，提出

来给对方，看他接受不接受”［11］。在沈有鼎看

来，“假”是提出与现实相反的假设，“效”是在

“立辞”之先提供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再看所

立的“辞”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辟”是比喻，“侔”

是复合式的直接推论，“援”是援引对方所说的

话作为类比推论的前提，“推”是归谬式的类比

推论［12］。在任继愈看来，“或”是特称命题和选

言命题，“假”相当于假言判断，“效”是“将效法模

仿的样式或范本当作公式或标准进行推理”［13］，

“辟”即譬喻，“侔”相当于直接推论，“援”是“援引

前例或对方所说的话作为类比推理的前提”［13］，

“推”是“由已知的事物推出未知的事物，具有归

纳推理的意义”［13］。成中英认为，《小取》中所描

述的假设（假）、遵守规范（效）、依例推理（辟）、

直接推论（侔）、引用先例（援）以及类比推论

（推）［14］，既关乎推理活动，又属于论辩形式，通

过它们可以组织并归纳广泛经验，进而获得知

识和真理。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现代逻辑理论视角，

我们可对《墨经》所论“假”“效”“辟”“侔”“援”

“推”的正向推理方法进行如下阐释。“假”取假

设之义，即虚拟一种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

情况以支撑我方论辩，这不仅涉及论辩与逻辑，

还涉及时态与语法。《经说下》曰：“假必非也，而

后假。”［5］360《墨经》所谓“假”，即假设与事实相悖

的情况。换言之，是否合乎事实是《墨经》判断

真假的基本标准：与事实相符为真，反之则为

假。“效”是墨家论辩与逻辑推理的基本范式。

在《墨经》看来，无论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皆

有一定范式可循。与“效”的范式相合，则思之

有益、为之有益；与“效”的范式相悖，则思之无

益、为之无益。“辟”即譬喻，指列举其他对象来

说明此对象。就语言层面而言，“辟”是修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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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论辩层面而言，“辟”则为论证方法。先秦

诸子百家中，庄子、孟子、荀子亦长于譬喻，但庄

子更重玄思缠绕，孟子更重气势铺陈，荀子更重

立论叠加，而《墨经》更重逻辑推进。“侔”即类

比，一般指向两个同类的句式或命题。人类对

逻辑概念与方法的运用，往往始于类比，《墨经》

名辩学亦是如此。在《墨经》论辩体系中，“侔”

是比“辟”更为高级的推理方法，最能体现类比

思维。“援”是用对方抨击我的方法反过来抨击

对方，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亦可援引对方

确信的例证反驳对方，使对方言论自相矛盾，从

而占据论辩上风。“推”比“侔”“援”更进一步，从

对方立论的依据或前提出发，若对方求“同”，则

“同”中取“异”；若对方求“异”，则“异”中取

“同”。总之，使对方论辩的前提、论据与结论产

生矛盾，即可说达到“推”的论辩效果。

《墨经》总结墨子及其门人的反驳技巧，形

成“止”的反向推理方法。《经上》曰：“止，因以别

道。”［5］317《经说上》释曰：“止：彼举然者，以为此

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5］354《墨经》所谓

“止”的推理方法，以现代逻辑学语言表述，即对

方给出一个全称判断，我则举出反例加以反

驳——反例存在，即说明此判断并不尽然；若不

尽然，便不可谓全称判断。《经下》又曰：“止，类

以行人，说在同。”［5］318《经说下》释曰：“止：彼以

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

其然也。”［5］355《墨经》认为，“止”与“类比”相结

合，最能产生反驳效果。以形式逻辑表示：若A
和 B为一类，承认A就不能不承认 B，反之，否定

A 就间接地否定 B；在具体辩论中，若甲认为 A
正确、乙认为B正确，因A与B为一类，甲不能反

驳乙，否则会自相矛盾。现代逻辑学的论证主

要有证实和证伪两种基本方式，在孙中原看来，

后期墨家在争鸣辩论中采用了多种推理方法，

其中矛盾律与归谬类比理论最为有效［15］。归谬

属于证伪的一种，其在《墨经》名辩学体系中反

复出现，发挥了重要的理论作用与实践效果。

墨家名辩学归纳的推理方法不仅蕴含类比

的思维意识，更具有类推的逻辑视野。从现代

逻辑学视角看，类比主要强调命题内部的逻辑

关系，类推则侧重命题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故在理论层面，类推较之类比更为深入。周北

海认为，《小取》的主线可以概括为“辩—说理—

侔式说理—侔式推理”［16］。张晓芒亦指出，《小

取》的名辩逻辑属于中国古代逻辑范式发展的

重要环节，其意义在于注重事物类属性、类事理

的相似性或同一性，表明了思维的确定性认识，

使之具有了法则的一般规律的意义，使类推思

维方法的逻辑性越来越明显，推理功能越来越

显著［17］。在《小取》归纳的推理方法中，“侔”

“推”即有类比、类推的逻辑指向。从“侔”到

“推”、从类比到类推，《墨经》在推理方法应用上

愈发注重语言逻辑的整体性——往往由事实判

断导向价值判断，在展开语言逻辑的同时引入

价值论立场。这既是《墨经》的理论特质，亦是

其有别于现代逻辑与形式逻辑之处。《墨经》在

归纳诸种推理方法的同时，还给出了相应的条

件限制与应用说明。在《墨经》看来，要通过类

比达到认清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质效果，以及说

理、明理之思想目的，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即

所选择的类比对象之间具有相似性或充分相关

性。换言之，运用“侔”之类比方法的前提，是被

类比对象具有某方面共性。论辩亦是如此，若

类比、类推不当，结论的有效性必定大打折扣。

后期墨家在与各家后学论辩时即有此种自觉，

《墨经》构建名辩理论时对此亦有说明。《小取》

曰：“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

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

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

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

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

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

不可偏观也。”［5］416-417沈有鼎对此这样解读：使

用“辟”“侔”“援”“推”诸种推理方法时须审慎，

立言有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特殊性或本质，

有不同的条件或理由，不能偏执其一以概其余［18］。

此解贴合后期墨家原意。《墨经》认为，若要知

晓事物何以如此，必然要追寻其根本原因；甲

与乙形态相同，并不意味着二者形成原因一定

相同。故“辟”“侔”“援”“推”之论辩方法在运

用时，亦必须依循“效”的基本范式，不可一味

追求论辩结果而忽视论证、推理的前提条件。

在运用譬喻、类比、反证、归谬等方法时，《墨

经》名辩学讲求举例恰当、概念有效、语言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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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名实一致，主张对观点与论据多维考察、反

复验证，从而保证推理的有效性、客观性。

四、墨家名辩学的现代启示

由上可知，墨家能在诸子百家中居于“显

学”地位，一方面取决于“十论”思想的独特价值

与丰富内涵，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论辩层面的方

法优势与逻辑层面的理论优势。墨家由墨子发

展到《墨经》，既对论辩的概念、准则与方法做了

系统归纳，亦对论辩这一语言与思维活动本身

进行深入反思。后期墨家作为墨家学说的继承

者，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从逻辑、论辩层面推进

墨学，由此诞生了中国逻辑史上第一部名辩学

著作——《墨经》。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广义的

名学或可涵盖孔子“正名”思想、老子“有名”“无

名”观念与荀子“名”论，亦可包含孟子与告子的

论辩、庄子与惠施的论辩，但真正意义上的名辩

学，主要指向后期墨家之《墨经》、稷下辩者以及

惠施、公孙龙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

稷下辩者与惠施、公孙龙等能在名辩思潮中占

据重要位置，除受百家争鸣时代风气的有力推

动外，更得益于《墨经》名辩学所提供的逻辑准

则与推理方法。战国中后期《墨经》名辩学所开

启的名辩思潮不仅提升了先秦知识分子与“士”

阶层的语言表达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更推动

了中国古代论辩术与逻辑学的发展。

从比较哲学与现代哲学的视域看，如果说

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之特点在于价值、

事实、经验与逻辑相分离，那么《墨经》名辩学之

特点则在于价值、事实、经验与逻辑相融合。形

式逻辑本身不预设价值立场，或在价值判断上

保持中立，其以客观的数学原理与科学原则为

依据和基石，追求推理的形式化与普遍化。以

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现代逻辑学已然成为当前人

们进行逻辑思维与逻辑判断的主要理论工具，

此乃不争之事实。较之现代逻辑，以《墨经》为

代表的传统逻辑总体上更强调实用性与应用

性，即便涉及学理层面，也主要聚焦于概念与对

象本身，而较少关注思维的形式。崔清田亦认

为，《墨经》所代表的推类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

类型。推类是以类同为依据的推理，有类比推理

的逻辑性质，有重内容、轻形式的特征［19］。因此，

在反观与解读《墨经》以及整个先秦名辩学的逻

辑内容时，不应盲目拒斥现代逻辑学与西方形

式逻辑学，而应充分利用其形式论证之优长。

只要以尽可能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与评估，自

家学问之独特性不仅不会湮灭，反而会焕发出

新的光芒。正如劳思光所言：“一种研究方法或

工具本身的出现，虽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但它

所处理的问题，却并非如此。虽然显微镜在古

代并不存在，而且又是欧洲人发明的，却并不影

响我们凭借它来解释古代非洲的细菌。同样的

理由可以说明我们运用西方哲学解析的正当

性，我们既可以运用显微镜来观察中国人体内

的细菌，也可以用思想上的显微镜，来观察中

国人的思想。”［20］晋荣东进一步指出，从方法论

层面讲，完整的“据西释中”理应包含相互联系

的两个环节：一方面，在研究名辩时，可以运用

逻辑的术语和理论来印证、解释，以重构中国

名辩；另一方面，在印证、解释和重构时，必须

实事求是地比较二者，避免简单附会和过度诠

释［21］。这意味着在研究态度上，一切西方的、

现代的逻辑方法皆可作为《墨经》与战国中后

期名辩思潮研究的参考，但在研究路径上，不

可用形式逻辑的范式、方法统摄一切，面对具

体逻辑问题应尽可能选取与之相适的研究方

法。形式逻辑反对在命题推理中融入主观意

志，亦反对推理过程被具体事实与经验内容所

影响，但逻辑学终究要直面人的问题。逻辑学

的理论体系要向前发展、趋于完善，必然涉及

形而上的超越思维以及形而下的感觉经验，这

便超出了形式逻辑的适用范围。从广义逻辑

学的角度讲，对超越思维、感觉经验层面之问

题应对较好的，正是被冠以“非形式逻辑”之名

的实证逻辑、辩证逻辑以及《墨经》所代表的名

辩逻辑——它们显示出在形式逻辑之外敞开人

类精神世界的多重可能性。

通过研究墨家的名辩学，把握墨家的名辩

概念与名辩方法，可以发现，名辩思潮背景下

的墨学与名学堪称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之高

峰。全面评估《墨经》名辩学的学术地位、学理

特征、思想内涵与历史影响，不仅对于明晰中

国古代名辩学、逻辑学的概念结构与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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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实现跨时空的思想对话、

构建古今思维方式的互通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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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Logic and Debate：The Principles，Methods，and Insights of
the Mohist Canons’Logical Discourse

Tian Baoxiang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were the most dynamic historical stages of
ideological evolution in the pre-Qin era. The discussions on the issues of“name and substance”by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expanded beyond politics and ethic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Mohist Canons， the debaters of the Jixia
Academy， and the logicians， debate became the primary mode of academic discourse. As debates often incorporated
logical content， they evolved into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 which gained further momentum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Jixia Academy. The Mohist Canons is a concentrated representation of Mohist’s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Later Mohist integrated logical thinking with debate practice，combined logical principles with debate methods，
and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focused on“debate”. The principles of

“elevating names to illustrate realities， using language to convey meaning， and explaining causes through discourse”
discussed in the Mohist Canons are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Mohist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The forward reasoning
methods， including “hypothetical”“imitation”“analogy”“parallelism”“citation” and “inference”—as well as the
reverse reasoning method“cessation”，embody both the mindset of analogy and a logical perspective of in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logic， the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in the Mohist Canons aims to seek mutual verification
and balance between objective facts， practical experience， logical principles， and reasoning methods. It aims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s of discourse， debate， and logic into the judgments of facts， experience， and values. T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opens new possibilities for exploring the human spiritual world beyond the formal logic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Mohist School；the Mohist Canons；substance and debate；argumentation；logic
［责任编辑/漱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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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赵岐《孟子题辞》，孟子为邹（今山东邹

城市）人。邹本春秋时邾子之国，孟子时已改为

邹，国近鲁［1］4。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通《五

经》，尤长于《诗》《书》［1］7。孟子生逢乱世，“闵

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

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1］10，即是深

悼尧舜之道、三代之政以及周公建立的以礼乐

文明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衰微。因而，孟子以

继承“尧、舜、汤、文、周、孔之业”为己任，虽知

“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

风”［1］10-11，己之思想不被用于当世，被急功近利

的统治者看作“迂阔”之言，但孟子以“孔子自卫

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

定《书》，系《周易》，作《春秋》”［1］13自励，“退自

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

者也”［1］13。

施行仁政、实现王道一统是孟子政治与学

术思想的核心。宋代孙奭解释《孟子》七篇次序

及大意时说：“其次第盖以圣王之盛，唯有尧舜，

尧舜之道，仁义为首，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

仁义为七篇之首也。”［2］2665孟子极力维护与说明

的尧舜之道与三代之政，正是西周以来形成的

政治与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原政治文化的核心

与根本。因而，我们从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角

度看待孟子的言论，孟子正是以推行和恢复中

原文化的核心地位为己任的。

一、“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

王道仁政的天下版图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论

述霸道与王道一事。孟子避言“齐桓晋文之

事”，声称孔子之徒无有道者，想要把齐宣王引

上王道之境。孟子从性善是仁政之端说起，一

步步引导出齐宣王的大欲：“然则王之所大欲可

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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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莅中国而抚四夷”，是孟子所说的齐宣王的“大

欲”，而“辟土地，朝秦楚”是实现大欲的手段。

“辟土地，朝秦楚”包含的以武力开拓疆土、威服

诸侯的霸道手段与“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王道境

界有明显的区别。这里的“中国”系指中原。“中

国”一词大约在春秋时期，成为中原的代指。如

《左传》载：“（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

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

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3］1783

这里很明显地将“中国”与“夷狄”对举，则“中

国”代指中原。“中原”也是“中土之原”，主要是

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中国”一词所指含义

的不断丰富，中原的含义也逐渐扩大，成为华夏

（诸夏）、中土、中州、中国的代指。关于“中原”

的地域范围，段宏振认为，从地域上讲，狭义的

中原，指今河南一带的黄河两岸地区；而广义的

中原，指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邻近地区，大致包

括鲁西、冀南、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其范围基

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①。“抚四夷”之“抚”，安也；

“抚四夷”，具体就是指王者施行仁政所达到的

“德徕远人”的王道政治境界。以霸道力政的手

段来实现“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王者之境，譬如

“缘木求鱼”。从地理空间上看，孟子这里所说

的“莅中国而抚四夷”是其王道仁政地理空间叙

事的表达。

通观《孟子》一书，孟子思想中有着“中国”

与“四夷”这样的五方空间的天下图景。《孟子·
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

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

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

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

其揆一也。”［2］2725这里“中国”与“东夷”“西夷”相

对为文，也是指中原地带。孟子在《滕文公上》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中视南楚为“南蛮”，

他批评陈良时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

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

也。”［2］2706这里，孟子将“中国”“北方”与“南楚”

相对，“中国”显然也指中原，把楚视作与中国相

对的“蛮夷”。《孟子·告子下》载，白圭，周人，欲

采取二十税一的税收制度。孟子认为二十税一

是“貉道”也［2］2760，貉是指北方荒服之地②，故与

中原十一税不同。这里以貉代指北狄，故与之

相对的“中国”也是指中原。

“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王道仁政地理空间有

着对先王之制的继承。《国语·周语上》曰：“夫先

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

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

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

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

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

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

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

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

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

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4］

这里讲的先王之制，就是在处理与四夷关系上

的根本制度，这里提到的甸、侯、卫、要、荒五服，

缘自《尚书·禹贡》的五服制。而孟子在“中

国—四夷”的天下结构中，正体现了先王之制对

待四夷的思想精髓，即“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孟子正是以“莅中国而抚四夷”王道仁政的天下

模式对答齐宣王所问齐桓晋文之事，其以仁政

代替武力，崇王道黜霸道的目的十分明显。孟

子的思想有着很明显的复古色彩，其王道仁政

的天下格局，是对先王之训的继承。

战国时代，周室虽然衰微，但河洛地区仍未

失去它固有的“天下之中”的政治战略地位，故

孟子“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天下版图的构建与河

洛地区乃“天下之中”的战略地位有着现实的关

联。《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

惠王前章”载司马错主张先出兵伐蜀，而张仪主

张先伐韩，言：“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 辕、缑

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

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

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

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

也。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

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

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

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③虽

然秦惠王最后采纳了司马错出兵攻蜀的战略，

但张仪建议兵出三川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

一，张仪提出了攻打位于黄河、伊水、洛水之间

的韩与二周之地，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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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图谋；其二，张仪还看到了兵出三川有着

“据九鼎、按图籍”的政治与现实利益；其三，将

三川中原腹地与西蜀戎狄僻远之地相比，足见

张仪有着突出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导向。此

外，《战国策·秦策三》“范雎至秦章”载秦昭王三

十六年（公元前 271年），范雎至秦，为秦昭王谋

划“远交而近攻”对付六国之计，其中言“今韩、

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

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

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

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5］，由此可见韩、魏

处于天下之中的枢纽地位以及这一中心地位对

其他诸侯国的威慑作用。从以上说士的说辞可

以看到，以洛邑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在战国时仍

占据天下的核心地位。

王子今通过对战国时期会盟次数的统计和

会盟地点的考察，指出战国时河洛地区仍为“天

下之中”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战国时

各国之间的会盟共有 19例，其地属于河洛周边

地区者有 9 例，其地属于河洛中心地区者有 7
例，与河洛地区距离较远者只有 3例。这说明战

国晚期河洛地区已成为会盟中心。而这 19次会

盟中，有 17次都是秦王与其他国君的会盟④。这

不仅改变了“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6］的

传统观点，而且说明作为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

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使得

这一地区在秦人东进，吞灭六国、经营天下的格

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唯如此，王子今还指

出，战国时期最为强盛的主要大国均处于中原

外围，“战国时期多数强国都有都城迁徙的历

史”，却与这种强国皆在中原外围的现象呈现反

向的趋势，即向中原靠拢。比如以楚国初都郢

（今湖北江陵）为例，楚顷襄王迁都陈（今河南周

口市淮阳区），后又迁至巨阳（今安徽阜阳），楚

考烈王时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楚沿淮河向

东迁都的动向非常明显。又如“赵国都城从晋

阳南移，魏都由安邑迁至大梁，秦都自雍城移至

咸阳。燕国在蓟都之后，燕下都成为国家行政

中心，也体现出往中原移动的趋向。趋向中原

迁都幅度最大的，是越国自山阴迁都至琅玡。

有学者指出，这一举措，与‘勾践灭吴后急于争

霸关东的心态’有关。历史文献的相关遗存，有

《吴越春秋》卷六《越王伐吴外传》：‘越王既已诛

忠臣，霸于关东，从琅玡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

海。’《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勾践伐吴，

霸关东，从琅玡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

《水经注·潍水》：‘琅玡，山名也，越王勾践之故

国也。勾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玡。’”⑤秦、

楚、魏、燕、越等国的迁都均趋向中原，反映了河

洛为天下之中独有的政治地位，那就是处于“地

中”的政权合法性地理自证对于各国迁都所产

生的共向性的巨大作用。因此，孟子所说的舜

生于东夷，文王出于西羌，将尧舜至西周皆都于

“中国”联系起来，言“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可

见孟子对中原地理空间的看重。尽管孟子“莅

中国而抚四夷”可能是基于当时普遍的地理观

念的修辞性表达，但是此种表达，既反映了孟子

对西周时已形成的“中国—诸侯—四夷”天下版

图观念的继承，也与战国时河洛地区仍是天下

之战略中心有着现实的关联。

二、孟子“圣人”谱系及“天命论”

对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强化

“中国”在《孟子》中不仅是指地理上的中

原，而且是以中原为依托的华夏政统谱系存在

的地理空间。“中国”是圣人为政代代相继之地，

即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从尧始历舜、禹及三代，

都城均在中原。《孟子》一书反复论述了这一圣

王谱系及其存在的地理空间。

《孟子·滕文公上》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

尧、舜”［2］2701，故《孟子》上承《尚书》，把尧视作上

古时代圣人政治的开端。《孟子·万章上》言，“尧

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但是

天下诸侯朝觐者、讼狱者、讴歌者，“不之尧之子

而之舜”，所以尧将天下禅让给舜。舜“夫然后之

中国，践天子位焉”［2］2737。同样，舜禅让天下于

禹，“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

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孔

颖达正义引《史记》裴骃集解云：“刘熙曰：阳城是

今之颍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2］2737-2738《尔

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邢昺疏曰：“《周礼·
职方氏》云：‘河内曰冀州。’《禹贡》不说境界。

孔安国云：‘此州帝都，不说境界。’”［7］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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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宅京记》载“尧都平阳（今山西平阳府临汾

县）”，“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阳府蒲州）”，“禹都

安邑（今山西平阳府解州安邑县）”［8］，皆在冀

州，为中原之地。禹同样也想把天下让位给益，

但天下之朝觐者、讼狱者、讴歌者皆奔赴禹之子

启去而不往益来，于是禹建立的夏王朝，开启了

夏商周三代政治。禹建立夏后，圣人继作，《孟

子·离娄下》言，“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商汤能够

“执中，立贤无方”，周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

之见”，周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即参酌三代之王所行之事，“其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2］2727。尧舜之后，世间虽暴虐四起，但所

幸尚有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及周公赓续，使

政统得以延续。

孟子在与弟子万章的交谈中，将这一“政

统”予以“天命”化，以“天命”来说明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子孟子这一政统兼学统的“正统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在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禹的传子制的

政权更替形式的重大改变上，孟子巧妙地以“天

命”予以阐释。关于“天命”，孟子的解释是：“莫

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2］2738

在孟子看来，存在着一个可以左右人类行事与

愿望的客观存在，表现在尧舜禅让问题上，贵为

天子的尧也没有权力决定把天下禅让给舜，决

定权乃在“天”，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命的典型

实例。虽然万章通过五问才弄清楚“舜有天”，

“天与之”的道理，即“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

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

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

人”［2］2737，就是指继位者敬天保民所达到的天意

与民意的认可。在孟子看来，舜能做到两事，都

是天意的安排：为相二十八年，尽臣道；尧崩，三

年丧毕，避尧之子，是尽人伦也。所以，舜才受

百姓爱戴。这一切都是天意。在上天、天子与

下民三者之间，天子只有“荐”的权力而没有

“与”的权力，即使上天的决定也要来自民意，即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2737。孟子将

三者相互关联而又设置了一个具有最高主宰权

的“天”，即天命。

禹将天下传给启，在常人看来，这是对天命

的颠覆，也是对孟子所说的尧舜之道与三代之

政的圣人谱系的质疑，出现常人无法理解的裂

痕，孟子也用“天命”加以解说与弥合。对此万

章问道：“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

传于子。’有诸？”与回答尧舜禅让一样，孟子言：

“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然后举出禹与舜行事极为相同的两点来说明禹

“德”：禹佐舜十七年，尽臣道；而舜崩之后禹也

避其子于阳城，尽人伦也。而禹也曾荐益于天，

因益辅佐禹只有七年，所以禹崩，益三年之丧

毕，也“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但是天下之民皆

从禹之子而非益。在孟子看来，禹荐益于天，而

天没有采纳，是因益与舜相尧二十八年、禹佐舜

十七年“施泽于民久”相比，益“历年少，施泽于

民未久”，而“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所以禹虽

未荐启于天，天视民之意，最终将天下予启。那

么，在益与启的选择上，就体现了启与禹的血缘

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孟子说“舜禹益相去久

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言下之意是说，尧舜之子有若启之贤的话，或许

天也会把天下给予他们的儿子，而益则刚好遇

上禹之子启贤，所以益虽有禹之荐而未能成为

天子。孟子认为这一切都是天命：“莫之为而为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2］2738孟子还引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孔

颖达正义：“孔子曰：唐、虞二帝，禅让其位，夏

禹、殷汤、周武继父之位，其义则一，更无二也。

谓其义则一而无二者，盖唐与贤，夏后、殷、周与

子，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其为顺天则

一而已，故曰其义则一也。”［2］2738这样尧舜的禅

让制与三代传子制政统就得到了对接，从而更

加系统地阐述了中原尧、舜、禹、汤、文王、武王、

周公的圣人谱系与政统乃是天命所为，并不是

人们所认为的“舜居尧宫”逼尧禅位于己以及至

禹德衰传子而不传贤，突出了“天命”在尧舜、三

代政统相接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二，孟子对夏商周三代一治一乱的政权更

替给予天命的阐释，并丰富和发展了乱世圣人谱

系，即以学统继政统，说明王道仁政乃是天命攸归

的核心价值，论证了天命“政统”及“学统”的“正

统”性，从而强化了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

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上述

孟子的“中原中心”观念及其思想史语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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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世”角度阐明尧舜禹汤文武王道政治的延

续，而孟子言“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

作”，则是从“乱世”角度，来谈尧舜之后的朝代

更迭。孟子举殷周革命为例，特别强调了周公

助武王伐纣，平定天下之功：“及纣之身，天下又

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

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

象而远之，天下大悦。”［2］2714周公是圣人而不是

圣王，为何列于圣王谱系之中？孟子在解释禹

荐益于天，天则把天下给了启时已有说明，周公

之所以没有成为圣王，并不是因为周公不是圣

人，而是天命所致，即周公辅佐的是既贤如启又

能悔过自新如太甲的成王，所以孟子认为周公

继众王之后，也是天命。

周公之后，《孟子》一书多次以孔子接续周

公：“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

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2714又如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

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2715，

将禹、周公、孔子并称为“三圣”。

在征战不断的战国，孟子表现了舍我其谁

的担当精神，把自己推行的王道仁政放在政统

下加以论述。孟子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2］2728，表示

了对孔门的服膺。又言“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

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2］2702，

表现了以“圣人之徒”自许的孟子，意欲继孔子

之后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而在“圣王不作，

诸侯放恣”的战国，“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思想界处于“无父无君”纲常人伦混乱

的状态，所以孟子认为“孔子之道不著”，仁义之

路不显，孟子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

行，放淫辞”［2］2714-2715，踵武禹、周公、孔子三圣。

孟子在“圣王不作”的乱世，以学统继政统，

建立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圣

人之徒孟子这样一种圣人谱系，且孟子认为中

原圣人政统谱系之所以赓续，就在于施行仁政，

所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尧

舜之后的三代，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2］2717-2718。孟子建立的由学

统继政统、由圣人继圣王的谱系，贯穿其中的核

心思想即是王道仁政，因此，也就给予了继“政

统”的“学统”以“天命”的论证。

但是由于“圣王不作”，“为王者师”的愿望

也就成空，所以孟子又说：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

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

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

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

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

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

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

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2］2780

孟子将尧舜到孟子时代的“政统”按五百岁

划分为五个时段，每个时段又分“见而知之”与

“闻而知之”两个阶段，以此推论，孟子认为在自

己的时代，应是“见而知之”阶段，即圣王出却至

今未见的阶段。这并不是对天命的怀疑，而是

对至今未见圣王出的深深遗憾。因为孟子认为

自己去孔子时代不远，所居邹地距孔子之邦鲁

国也近，然而圣王“无有乎尔”，那么可能真的是

“亦无有乎尔”了。这种深深的遗憾见诸《孟子》

末章，孔颖达正义谓其意同于孔子著《春秋》止

于获麟之叹。在表示遗憾的同时，孟子又言“五

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但是“由

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故孟子认为“以其数则

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这里孟子说明自己

的学说未能实行的主要原因，即是“天命”：“夫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也？”［2］2699这种“舍我其谁”的口气包含

着孟子对其应天命而生的学统并由学统接续政

统的合天命性的体认。若从孟子王道仁政的空

间叙事角度来看，“舍我其谁”的“天命”含有一

种中原文化正统的学术自证。

《尚书》是现存中国第一部政书与史书，作为

儒家的一部经典，已开始对尧舜三代政治文化

进行反思与总结，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政治文

化遗产。《尚书》不仅建立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

的圣王谱系，而且总结出了圣王尤其是夏商周

三代所以代兴的“三代天命论”。在《尚书》诸篇

的叙事话语中，三代政治的兴衰及演替总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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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形且具有人格意志的“天”在主宰，虽然

“天意”是以在位者之德和民心向背作为准绳

的。三代都宣称是受天命革故鼎新的，如《商

书·汤誓》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9］160，《商书·
仲虺之诰》言“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

之有秕”［9］161，《周书·武成》言“我文考文王克成

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9］184，《周书·立政》言

“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

姓”［9］231，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三代革命乃是天

的意志，即天命；新王朝必又居夏地。《左传·闵

公元年》载狄人伐邢，邢乃姬姓小国，管仲主张

出兵救邢的理由是“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杜预

注曰：“诸夏，中国也。”孔颖达认为“诸夏”意同

“诸华”，“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

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3］1786。

“诞膺天命”而又居于中国，这就包含着三代政

权更迭的天命史观，同时又包含着地理空间史

观的丰富内涵。所以“中国”乃是集华夏族、文

化、地理于一体的“天命”政统之所在，正如班固

《典引》所云：“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

运。”［10］班固运用了《尚书》中“诞膺天命”的典

故，“膺当天之正统”，即天命乃正统也。

孟子在《尚书》三代“天命论”基础上构建的

“政统”观，也是以中原作为依托的，王道仁政代

表着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孟子心目中的圣王并不以地大为准则，而是以

“仁政德治”为标准，达到文化上的地域传播，所

谓“仁者无外”“仁者无敌”。而文化中心的依托

也就是尧舜夏商周时的中原，可见孟子心目中

的“中国”是尧舜禹汤文武圣王代兴的政统之地

理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更将周公、孔子接

在周公、文王、武王之后，而把自己接续在孔子

之后，以学统继政统，不仅赋予自己的学说以政

治价值，而且以“天命”论证了以中原王道仁政

学说为核心的“政统”乃天命攸归的“正统”。

三、用夏变夷：孟子的“中国”

与“南楚”“北貉”

傅斯年在《战国诸子之地方性》一文中认

为：“近人有以南北混分诸子者，其说极不可

通。盖春秋时所谓‘南’者，在文化史的意义上

与楚全不相同（傅按：详拙论《南国》），而中原诸

国与其以南北分，毋宁以东西分，虽不中，犹差

近。在永嘉丧乱之前，中国固只有东西之争，无

南北之争（晋楚之争而不决为一例外）。所以现

在论到诸子之地方性，但以国别为限不以南北

西东等泛词为别。”［11］270-271傅斯年在论“南国”时

又云：“‘南国’和‘楚’两个名辞断不混的。‘南

国’包陈、蔡、许、邓、息、申一带楚北夏南之地，

其地在西周晚季文物殷盛，在春秋时已经好多

部分入楚，在战国时全入楚境之内了。现在论

列战国事自然要把南国这个名词放宽些，以括

楚吴新兴之人众。但我们终不要忘楚之人文是

受自上文所举固有之南国的。”［11］277傅斯年上述

论断之失是明显的，理由如下：其一，如果说“南

国”与“楚”在西周之季至春秋前期，断不可混，

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从春秋中期始，楚国不

断地北上东拓，以上所谓夏南楚北之地的小国，

已为楚国所灭或在楚的势力范围之内，因而，西

周以来国家地理意义上的南国不复存在，其时

以楚代指南方大国，不仅突出时代的发展，而且

与实情相符。其二，傅斯年又说即使到了战国，

以上诸小国全为楚有，“但我们终不要忘楚之人

文是受自上文所举固有之南国的”，这一论断则

没有看到楚文化的独特性，忽视了楚国作为相

对独立的诸侯国与以上诸国文化精神之不同。

其三，傅斯年既然不以南北西东泛词来论诸子

的地域性，那么应以诸侯国名以别，但在论及夏

南楚北陈蔡许邓息申等一些小国时，竟用“南

国”来包含，却没有用楚国，明显地表现出对楚

国的偏见。在“南国”条下列有“厌世达观者：如

孔子适陈蔡一带所遇之接舆、长沮、桀溺、荷蓧

丈人等”“独行之士：许行等”［11］277，这里的接舆

号称“楚狂”，许行也由楚之滕，却列于傅斯年所

认为断然不能与“楚”相混的“南国”，其矛盾如

此明显。其四，在以上基础之上推断出来的“在

永嘉丧乱之前，中国固只有东西之争，无南北之

争”，与事实不符。中国的南北之争固不待永嘉

南渡，近则源于春秋时盛行的夷夏之别，远则实

源于北方中原中心的五方地理空间构想。从文

化角度来看，中原中心视域下的五方空间，唯有

南方文化能与中原文化中心相抗衡。春秋战国

时代的“南北”“南国”“南方”与“北方”，已有专

孟子的“中原中心”观念及其思想史语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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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意义上的含义，并非泛词。如《左传·成公十

六年》记载的晋楚鄢陵之战前夕，晋国战前占卜

时说“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3］1918，此“南国”

就是指楚国。故屈原《橘颂》曰“后皇嘉树，橘徕

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12］，良有以也。又

《左传·昭公十九年》载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

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

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

得天下也。”［3］2087《左传·文公九年》载范山言于

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3］1847

《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

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

‘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

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3］1903

以上诸例中的“北方”均指北方中原诸侯，可见，

春秋中后期“南国”“南方”“北方”等词语已经产

生，以“南国”“南方”代指楚国，以“北方”代指中

原诸侯国。孟子的夷夏之别正是在“中国—诸

侯—四夷”的天下版图基础之上变化而来的，

“中国”与相对的“南楚”，其实际含义等同南北，

只不过此篇中的“南北”更带有夷夏之防的意

味。傅斯年所说的“战国诸子之地方性”不以南

北泛词论，忽视了楚国作为南方大国的实际，立

论是难以成立的。

滕国，姬姓，位于今山东省滕州市，是齐楚

之间的一个小国。在孟子推行自己学术主张的

过程中，滕文公是唯一一位接纳孟子学说的国

君。滕文公为太子时，曾去过楚国，途中拜望过

孟子。他即位后，继续接受孟子的主张，施行仁

政。于是在处于南北之交的滕国，就发生了一

场著名的辩论。这可以看作代表两种思想倾

向、分属于南北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的交锋⑥。

陈相与陈辛兄弟，皆是楚人，本在楚国师从

儒家学者陈良。二人听说滕文公行仁政，故来

到滕国为民。陈相兄弟见到南楚神农学派的许

行而悦之，皆弃其所学而学焉。南楚神农学派

的重要观点即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

治”［1］367，即认为贤者应该自食其力，与民共同劳

动，同时治理国家。孟子对此观点的批评有以

下两个层面值得注意。

其一，以上古尧舜的治世作为说例，以尧舜

为主，旁及尧舜时代的圣贤人物，如禹、皋陶、后

稷、契，这是孟子圣王“政统”中的治世。从孟子

所论可知，尧舜治世，功绩可观者主要有三：一

是给先民创造了一个相对安逸、没有自然灾害

相逼的生存环境。孟子首先强调的是生存的自

然环境，一方面是因为尧舜时代可能有过洪水

泛滥的自然灾害以及给后世留下的深刻记忆；

另一方面是针对许行所说的“贤者与民并耕而

食，饔飧而治”这一观点的，因为“贤者与民并耕

而食，饔飧而治”需要有一个相对安宁的自然环

境。孟子叙说天下洪水滔滔、鸟兽之迹交于“中

国”的现实，其实就从自然环境层面直指“贤者

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不可能。尧舜禹这

样的圣人都要为治水付出心血，他们“虽欲耕，得

乎”［2］2705？二是南楚神农学派与北方儒家都重视

农耕，只不过尧舜让后稷教民稼穑的同时，又使

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2］2705，让民知人伦

与纲常，而这是神农学派的思想所无甚至不主

张的，神农学派“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就被班固认为是“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

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13］。所以，孟子说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

兽”［2］2705。在他看来，如果圣贤只知“与民并耕

而食，饔飧而治”，而不知教化百姓，则是没有建

立人道，是近于禽兽的。这也许透露了许行所

奉行的神农学派的社会理想，正如《庄子》中的

“神农之世”，是一个“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

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的含朴抱真的时

代，也是一个“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的“至德”之世［14］。在孟子看来，尧使中国文明

产生了质的飞跃，有了人伦秩序及圣人的伦理

教化。三是孟子主张举贤授能，与贤人共治天

下。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

己忧”，“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为天下得人

难”［2］2706，而贤才各有专长，比如禹长于治水，后

稷知农事，契懂教化，皋陶熟知法律，如果贤人

都去“与民并耕”，天下就没有专才尽心治理，就

谈不上发展与进步。可以说，以上三个方面都

是孟子针对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

治”的神农学派背景而进行的批评。如果单从

社会分工角度说明孟子观点的正确性，则还没

有触及孟子驳正南楚神农学说的针对性。

42



其二，孟子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从文化地

理角度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用夏变夷”

理论：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

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

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

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

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

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

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

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

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

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

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

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1］393-397

孟子为了说明“用夏变夷”的观点，首先赞扬了

陈良，说其虽是楚人，但能“悦周公仲尼之道，北

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

豪杰之士也”，在孟子看来，楚人出身的陈良，无

疑是“用夏变夷”的典范。其次，孟子主要批评

的陈相兄弟背陈良之说改师许行，是“用夷变

夏”的代表，因为在孟子看来，许行是“南蛮鴃舌

之人，非先王之道”，对此，赵岐注曰：“今此许行

乃南楚蛮夷，其舌之恶如鴃鸟耳。鴃，博劳也。

《诗》云：‘七月鸣鴃。’应阴而杀物者也。许子托

于大古，非先圣王尧舜之道。不务仁义，而欲使

君臣并耕，伤害道德，恶如鴃舌，与曾子之心亦

异远也。人当出深谷，上乔木；今子反下乔木，

入深谷。”［1］396孟子以孔子的弟子在孔子去世后

对孔子的深厚感情，批评陈相兄弟在老师陈良

死后即背叛师说的做法。孟子又以“乔木”与

“幽谷”来比喻夏与夷的文化高下。用夏变夷即

是从幽谷迁于乔木。最后，孟子引经据典增强

论说的说服力。孟子引《诗经·鲁颂》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惩。”言：“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

学，亦为不善变矣！”

虽然将孟子“以夏变夷”放入具体的文本语

境中加以分析，可以得出孟子以文化而不是以

地域作为“变”的标准，但是从孟子讥评许行“南

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可以看出，孟子仍然

着眼于南北地域性文化差异，并把这种差异与

经典对接，言“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

也”，包含着“中国”文化优先下的“中国”至上的

地理观念。孟子以舜、周文王分别为东夷与西

羌之人，但最终“得志行乎中国”，来说明中原、

中国对舜、文王成就帝业圣王的影响。清华简

《保训》说舜、文王对“中”的执着，就反映了这一

地理空间的神圣性与无可替代性。可以说，在

孟子的思想世界中，如果解构了中原地理中心，

那么文化中心也就不复存在，用夏变夷也就成

为空论。因此，孟子的“用夏变夷”恰恰反映了

孟子对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强化。

如果说孟子与南楚神农学派的争论，反映

了孟子“以夏变夷”的思想，那么，《孟子·告子

下》所载白圭与孟子关于税收的讨论，则是对周

人白圭欲“用夷变夏”的批评：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

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

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

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

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

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

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

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

桀也。”［1］855-858

白圭是周人，不想用十一税，而欲行二十取一之

低税收，被孟子批评为“貉道”。但是孟子并不

是出于经济学上的考量，而是基于中原中心的论

证。十一税是夏商周三代都实行的税收制度，

《孟子·滕文公上》言：“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2702更

为重要的是这一税收制度体现了执中的为政思

想。焦循正义云：“宣公十五年《公羊传》云：‘古

者什一而籍。古者何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

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1］858赋税重于十一，则如同桀，即“大

桀小桀”也；赋税轻于十一，则如同“大貉小貉”，

所以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所谓“天下之

中正也；”包含以下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十一

税是最佳税率，税负不轻不重，合乎中正；另一方

孟子的“中原中心”观念及其思想史语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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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税收制度体现社会的伦理和义利关系，所

以“十一行，而颂声作矣”［15］。

从孟子的税收言论可以看到孟子对“中国”

的认知。首先，孟子云“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

之”，通过北貉只能种“黍”而不能种“五谷”，说

明北貉乃寒苦之地，因此，五谷等植物在这里所

起到的隐喻作用，是中国不仅是适合“五谷”生

长之地，具有温和的自然环境，而且适合人居。

这正如《礼记·王制》所说：“中国戎夷，五方之

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

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

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

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郑玄注：

“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不粒食，地气寒，

少五谷。”［16］《礼记·王制》在看似客观的记述中，

虽是讲四方之民不火食、不粒食的状况，其实隐

喻着中心“中国”之民的火食与粒食的生活习

惯，也隐喻着中心是适合人居之地。其次，通过

“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

无百官有司”三句说明北貉缺少的正是各种祭

祀礼仪制度，国家祭祀、礼仪制度的完备，正是

中原与四夷区隔的重要原因。最后，孟子指出

中国乃是一个讲究人伦的君子国度，而白圭却

欲实行“二十而税一”，在孟子看来这就是使中

国变成“去人伦”“无君子”的国度。孟子对“中

国”的认知，用文化作为“用夏变夷”的标准，最

终没有脱离地理因素的制约。孟子的“用夏变

夷”或“用夷变夏”的论述，明显带有中原政治文

化优于四夷文化的地域区分。孟子以推行王道

仁政为己任，所以孟子的“用夏变夷”思想起到

了强化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

四、孟子时代对中原中心的

反思与质疑、颠覆与强化

孟子对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维护与强化，

虽有着中原为“天下之中”的思想文化背景，但

是这一地理思想观点在诸侯力政、诸子蜂起的

战国时代也遭受了思想界不同声音的挑战。

公元前 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了拓

边，占有胡地、中山之国，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

前 307年）推行胡服骑射，率先从服饰上打破观

念上的束缚。虽然服饰只是日常生活习俗的一

种表现，但是赵武灵王的这次改革仍然遭到了

一些大臣、同姓宗族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便是

以中原礼仪为上，如公子成言：“中国者，聪明睿

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

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

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

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

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

之。”在公子成的眼里，中原之所居、所聚、所教、

所施、所用都优于远方四夷，是蛮夷戎狄观摩、

学习的榜样，所以他认为赵武灵王改穿胡服是

“离中国”之行。此后赵文、赵造也有大致类似

的观点，如赵造云：“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

国不近蛮夷之行。”赵武灵王认为圣人制教与

礼，以利民便事为主，不要为了“顺中国之俗”，

而忘了发展壮大的机会⑦。可以看到，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的改革涉及两种思想意识的碰撞，一

种是“中国不近蛮夷之行”的以中原礼义为上的

思想，另一种是顺时制宜的变革意识。很显然，

赵武灵王的改革主要是改变以中原为上、唯中

原是瞻的思想观念。从孔子所说的“微管仲，吾

其被发左衽矣”［17］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生

动形象地说明了战国时的变法思想对尧舜三代

以来形成的中原政治文化中心论产生的冲击。

孟子与赵武灵王基本处于同时代，思想领

域对中原中心论的反思、质疑乃至颠覆，主要体

现在与孟子基本同时或稍后的庄子寓言与屈原

的诗篇中。屈原的两篇巨制《离骚》与《天问》，

表现出他对中原儒家政治文化两种不同的态

度：《离骚》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说明屈原对中

原圣人谱系王道仁政核心思想的认同；《天问》

却表现出对“三代”天命论的质疑。春秋时楚国

“抚有蛮夷”“以属诸夏”［3］1955的政治追求体现在

楚民族跋涉山林的行为与励精图治的精神。这

对屈原影响深刻，表现为屈原在南楚的集体记

忆基础之上对三代天命论提出质疑，进而将战

国时楚国的政治目标进行提升，形成自己的理

想抱负。屈原立足南楚，实现王道一统的“美

政”理想，和他对南北政治文化的取舍与融合，

呈现出与孟子“用夏变夷”思想不同的熔铸南北

的政治文化取向⑧。《庄子》内篇的最后一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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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帝王》，其中“浑沌之死”的故事最为人们所

熟知：“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

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

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

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

窍，七日而浑沌死。”［18］浑沌之死的寓言，是《庄

子》以道为中心对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颠覆。我

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这则故事的寓意。一是这

则故事暗含五方地理空间，中央之帝很明显地

指向中原中心。二是中原之地，如果是三皇五

帝及三王的布政场所，在三皇五帝及三王的发

展链条中，却暗含着礼乐文化对上古德性政治

的破坏。浑沌之死寓言的“背景视域是中国中

心主义的天下观”［19］，这是庄子以寓言的形式对

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解构和颠覆。

结 语

综上所述，孟子“莅中国而抚四夷”包含着

天下版图的构想，孟子用心阐述的“圣人谱系”

是以北方中原作为依托的，孟子的天命论也是

以重建中原政治文化中心作为指归的。孟子对

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维护与强化，根基于他对

“中国”的理解。正如赵国的公子成所说：“中国

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

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

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

之所义行也。”公子成认知的中国已经不是单纯

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而是包含着人文内涵的“中

国”。从上述孟子与白圭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

孟子对“中国”的理解与公子成类似，这也决定

了孟子“用夏变夷”很难真正以文化作为标准而

摆脱中原地理中心的制约。尧舜以来对“天下

之中”的孜孜以求，决定了人与“地中”（中国、中

原）的关联，体现在与“北极”相应的“地中”所具

有的王道一统政权合法性的地理自证、中和的

礼乐文化等诸多人文因素的叠加，是“地中”与

“地中”的人及文化相互定义的结果。“莅中国而

抚四夷”是孟子构想的王道仁政的地理空间，

“中国”与四方边夷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区隔，

“地中”的文化影响，是“四夷”与“中国”共同作

用的结果。

战国三子（指孟子、庄子和屈子）对北方中

原文化中心的不同态度，不仅是三子个人的言

论，同时还包含着战国时南北地域文化差别以

及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争鸣，反映了思想界对

这一地理思想观念的重视。孟子对中原政治文

化中心的维护，既与孟子推行王道仁政密切相

关，也植根于孟子对“中国”的认知。“用夏变夷”

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强化了中原政治文化中心

的地位。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孟子“莅中

国而抚四夷”及“用夏变夷”的思想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具体参见段宏振：《中原核心文化区的形成与早期中

国》，载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编：《早期中国研

究》（第 1辑），文物出版社 2013年版，第 97—105页。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貉）北方貉。各本夺貉字。

今补。此与西方羌从羊、北方狄从犬、南方蛮从虫、东南

闽越从虫、东方夷从大、参合观之。郑司农云，北方曰

貉、曰狄。”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

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58页。③顾观光《战国策编年》、

于鬯《战国策年表》并系此策于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

316年）。详见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 1990年

版，第 102—103 页。④⑤王子今：《战国秦汉交通格局

与区域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4—5
页，第 21—22页。⑥一般认为“有为神农之言”的许行

属于农家学派，但笔者以为称其为南楚神农学派可能更

符合实际，理由如下，其一，这一学派依托神农，以自食

其力的农耕为主。其二，从《论语》记载的孔子所遇到的

南楚道家人物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来看，他们是

隐者，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也非常注重农耕，如长沮、

桀溺耦而耕，即两人并耕；又比如荷蓧丈人，也是肩上担

着耘田工具，责备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 1980年

版，第 2529页），反对孔子不耕而食，这与“贤者与民并

耕而食，饔飧而治”（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一，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67 页）的思想十分接近。其三，神农在

《庄子》一书中就是尧舜之前上古众多帝王中的一位，与

孟子强调的圣王谱系相较，“神农之世”是一个“卧则居

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含朴

抱真的时代；是一个“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

“至德”之世（《庄子·盗跖》，见王先谦：《庄子集解》，中

华书局 1987年版，第 995页）。其四，从篇中的许行学派

言论看：“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

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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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养也，恶得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

疏》，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 2705页）许行学派主要观点

也与上述隐者荷篠丈人的观点接近。许行学派的言论

与农家、道家等派都有某些联系，本文称之为南楚神农

学派。文中的论辩可以看作战国时南楚神农学派与中

原儒家之间的论辩。⑦本节所引赵武灵王胡服之事，见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十九《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

章》，第 677—680页。⑧王德华：《屈原对中原儒家政治

文化的认同与质疑》，《长江论丛》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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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Mencius’s“Central Plains Centrism”Concept and
Its Context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Wang Dehua

Abstract: Viewing Mencius’ dis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reveals his mission to promote and restore the core position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His idea of“governing
Zhongguo and pacifying the four barbarians” reflects the vision of a unified territory under heaven. The“genealogy of
sages” that Mencius meticulously elaborated was rooted in the Northern Central Plains. His theory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also aimed at rebuilding the Central Plains a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re. By Mencius’ time， the centrality
of the “Zhongguo” maintained its uniqu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while their authority faced growing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His effort to reinforce the centrality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was closely tied to his
promotion of the Kingly Way and benevolent governance. He advocated“using the ways of Xia to transform the Yi”，
distinguishing Yi and Xia based on cultural criteria， which still grounded in his geographical perception of

“Zhongguo”.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Mencius’ ideas of“governing Zhongguo and pacifying the
four barbarians”and“using Xia to transform Yi”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Mencius；central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Zhongguo”；using the ways of Xia to transform the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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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思想：《庄子·天下》篇的空间意识*

蒋丽梅

摘 要：《庄子·天下》篇所述诸子的地理关系，体现出庄子后学具有一定的地理疆域意识，并在地理空间和

政治空间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图景。庄子后学以宋国地理为主要的活动区展开对当时社会思潮的讨论，但对

比先秦思想的整体脉络，庄子后学的叙事不仅表现出道家本位的倾向，更潜藏着因地理空间所造成的闻见之偏

狭，这可能导致其对“道术”与“方术”关系的理解问题。另外，《庄子·天下》篇对诸子的记述是“画像式”的，具有

重宗本而轻物事的立场。在空间语词的使用上，庄子后学承继了庄子乃至道家思想的基本观念，并延伸其空间

意识，形成多层次的空间表述，以此探寻进入道的场域的可能。

关键词：《庄子》；殷商文化；天下；空间；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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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比较哲学研究。

庄子后学在《庄子·天下》篇中提出了著名

的“道术将为天下裂”［1］1073论断，并以此为理念

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学派进行了系统梳理，

从道家的视域出发对儒家、墨家、名家等思想进

行评述。这些思想评论从侧面展现出先秦时期

诸子百家的精神图景，但庄子后学评判意见的

产生又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紧密的联系，

折射出他们的地理观念和文化心理。故而本文

将结合先秦时期的地理格局，对《天下》篇所列

举的诸学派的地理关系及其思想特色进行研

究，通过重新反思“道术”与“方术”的关系，挖掘

庄子后学的空间话语和叙事，理解庄子后学潜

在的地理意识、思想倾向和空间表达，探讨地理

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张力关系。

一、道术与方术

《天下》篇开篇明确提出“道术将为天下裂”

的观点，这与《周易·系辞下》所言“天下同归而

殊涂，一致而百虑”［2］非常类似，但二者在思路

上却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周易》重在突出百家

思想差异中潜藏的一致性，《庄子》则在回溯古

之道术的过程中更强调其所处时代社会思潮中

存在的分裂，因此他们在对各学派的表述作出

价值评判时均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1］1072来

评论，意在说明各家思想相对于“道术”而言的

不完满性。与“道术”相对而言的“方术”，一般

被理解为方技与数术，《汉书·艺文志》云“方技

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

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

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

以序方技为四种”［3］，顾实也以为“方”为“版”，

方术即法术①。这样的理解将方术等同于一种

技能之学，能较好地表达出它与“道术”之间的

分裂，因此容易忽略“方”这一语词所具有的空

间含义，但这种空间性又与篇名中“天下”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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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空间性特征相呼应。

按照《天下》篇的文意，“方术”更应被视作一

曲之学，“天下之人各以其所欲焉以自为方”［1］1073，

陆西星以为“方术，道术之局于一方者也”［4］824；

钟泰也指出道术与方术的区别在于“全”与“分”

的问题，认为“既有方所，即不免局执”［4］825。“方”

本指并行的两船，后被用来表示左右与东西，指

称某一区域或者方位，比如《礼记·曲礼下》云：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郑玄注就说：“祭四方，

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东，祝融、后土

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5］2746。可见“方术”

也可被理解为“一方之术，有在有不在也”［4］827。

这种空间上的有限性与无处不在之道术形成对

比，不仅反映出“方”的地域性特征，也象征着方

术在效用上的不足。因此，“方术”也被理解为

一种“成见”“偏见”，《天下》篇之所以称“天下之

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也正是要批评百家

拘泥于自己的一隅之见而自以为是的困境。

除了“方”以外，《庄子》中还有“天下”“宇

宙”“无穷”这样的语词，均用于对极为广大空间

的描述。其中“天下”兼具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

的双重意涵，王威威指出，老子的“天下”主要有

三种含义，其中第一义就是至大的地理空间，即

“天地之间”，并强调“天下”作为地理空间的含

义最为基本②。《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

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

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

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

观天下。［6］

这里“天下”所指示的范围要远大于邦国之域，

从身至家、乡、邦、天下的空间链条，其本质是要

求主体不为其生存的地理空间所局限，突破生

命的生活场景去追求无限的精神场景。这种见

蔽的过程正是“观”的意义③。但与《老子》不同，

《庄子》中的“天下”经常被表述为国家的代名

词，带有更强的政治空间意味。比如“尧让天下

于许由”“为天下”“治天下”，这里的“天下”带有

疆域的属性，指有限的国土面积。因此《庄子·
大宗师》中南伯子葵向女偊求教学道工夫时，首

先从“外天下”始，这仍然是在用“天下”的政治

意涵。而另一组“海内”和“海外”的表达也是其

试图描述广大空间的尝试，《庄子·逍遥游》云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

之山”［1］35，神人居于四海之外。袁珂认为：“所

谓四海者，谓中国东南西北四面之海。此盖古

人想象中之天下。”［7］尧从海内走向海外的尝

试，正是要突破“天下”疆域的束缚走向远大。

《庄子》中还有对“宇宙”的明确解释，《庄子·庚

桑楚》云“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

剽者，宙也”［1］801，“‘有实而无乎处，’谓四方上下

实有所际，而所际之处不可得到”［8］，至大之所，

物无所际，没有分野和阻隔，也就是《天下》篇所

说之“一”。

而《庄子》一书对极大空间的描述，其目的

是将其作为道的场域。庄子后学也以“六通四

辟”形容道术无所不至、无所不在，林希逸认为

这是为了表达道术“东南西北上下，用无不可

也”［9］，道作为万物存在的始因和根据，是至广

大的存在，因此能够遍布所有的空间，而道的空

间广布又可以反过来成为道自身真理性的论

述。但《庄子·齐物论》又提出“天下莫大于秋毫

之末，而大山为小”［1］86的观点，我们由此可以推

论，至大之极未必一定在于广袤无垠，也可成为

现实之微处。因此，庄子后学以“裂天下”来讨

论方术之偏失自身也失之偏颇，他们对“百家往

而不反”的悲叹，并未能洞察各家之术自身也是

道术在某一方面的落实，这也使《天下》篇的判

断成为一方之见，从而显示出庄子后学精神图

景中的局限性。

二、诸子的地域关系和《天下》篇的

叙事倾向

关于《天下》篇的作者，学界一般认为该篇

是庄子后学所作，方勇、刘心宇对该篇作者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考辨，在此不再赘述④。本文仅从

庄子自身的学脉传统出发来进行讨论。《庄子·
列御寇》所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1］1067，

是全书关于庄子弟子较为明确的记述。《庄子·
山木》又云：“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

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成玄英对此疏

解说：“姓蔺名且，庄子弟子。”［1］699蔺且也是目前

唯一见录的庄子弟子姓名。我们也能在《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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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特别是内篇中看到很多对庄子言语的记

载，这些记录者也可能是庄子后学。而目前《天

下》篇所评述的百家之学，涉及邹鲁之士、墨翟

与禽滑釐、宋钘与尹文、彭蒙、田骈与慎到、关尹

与老聃、庄周、惠施、桓团、公孙龙诸人，并从“道

术”的对比视野中对诸子进行了点评，由于其对

关尹与老聃、庄周的态度，我们也常常将此篇视

作庄子学派从道家视野出发的学术思潮的总结。

通过分析《天下》篇的文本，我们可以窥见

庄子后学的地理疆域意识。全篇所提及的诸子

有着明确的国家归属，其活动区域也大体清晰，

他们分属于邹、鲁、宋、楚、齐、赵诸国，其中墨

子、禽滑釐、宋钘、庄周、惠施均为宋人⑤，彭蒙、

田骈、尹文均为齐国人。慎到、公孙龙为赵国

人，老聃、邓陵子之属为楚国人。从数量对比来

看，庄子后学表现出对宋人及其思想的熟悉度

更高，考虑到当时诸子活动区域的广泛性，可以

看出他们非常了解墨家（包括后来墨子后学）、

稷下学派、名家等思想，但对儒家学派仅以“邹

鲁之士搢绅先生”名之。他们对诸子思想的论

述主要集中于宋国及与之接壤的楚国、齐国，所

以从地理概念来说，庄子后学较大可能仍主要

居住在宋国地区，其中慎到因活跃于稷下而见

录于此，公孙龙、桓团因与惠施辩论，也未成为

其论述的中心。此外，《庄子》全书较少涉及燕、

韩、魏、秦这些地区，贾学鸿在《〈庄子〉名物研

究》一书中对《庄子》中的人名进行了系统统计，

认为出现的人物主要集中在宋、楚与鲁国⑥，这

也可与上文的结论相参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庄子者，蒙人

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

同时。”［10］韦昭《国语》注认为，蒙地是宋公子鲍

的采邑。郦道元《水经注》中又说：“汳水又东径

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

汳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11］唐《元和

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宋城”云：“小蒙故城，

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12］宋国东北城

门为“蒙门”，盖由此门可至蒙城。《庄子》一书中

也多次提及宋人故事，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

药”［1］42、“宋人有曹商者”［1］1052，等等。宋国是商

纣王庶兄微子的封国，在文化上仍保留殷商旧

习，故而宋国别称为“商”，王国维猜测说：“宋与

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别于有天下之

商，故谓之宋耳。”［13］早期宋国疆域广袤，“西至

宁陵，东到夏邑，北至山东曹县，南至柘城一带”［14］，

但到了战国初期，由于国力贫弱，其西部疆域虽

为魏国吞并，但仍“东到今江苏徐州地区，南到

今安徽宿州，西到商丘地区西部，北到山东菏

泽、定陶一带”［15］。宋国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地

处齐、晋、楚等大国之间⑦，但宋国手工业发达，商

业贸易繁荣，是“中国膏腴之地”［16］1172，也是兵家

必争之地。

庄子久居宋国，楚威王时期曾至楚地，谏言

楚王伐越之事。庄子生活的年代⑧正值宋王偃

在位时期，此时宋国正面临着被灭国的严重危

机。特别是宋王偃称王后，当时社会政治逐渐

由“仁政”转为“王政”，崇尚勇力和杀戮。宋国末

期时政治黑暗、穷兵黩武，宋王偃被称为“桀

宋”。公元前 286年，齐闵王联合魏、楚伐宋，宋

王偃被杀，宋国被灭，但是庄子并未及见宋国之

亡⑨。由《庄子》中所载“庄子将死”可推知，庄子

后学所见之世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庄子·则

阳》云“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

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

以十仞之台县众间者也”［1］884，《庄子·徐无鬼》言

“越之流人”［1］823，这两篇描述了细腻的思乡之

情，也可管窥后学对故国往思的深刻体会。

但是在对宋国诸子的叙事中，《天下》篇对

诸子的记述是“画像式”的，呈现出了强烈的价

值倾向。以庄子的好友惠施为例，《庄子》一书

共有七处提及二人之间的论辩⑩。除了二人的

互辩题材以外，《庄子》中还有许多关于二人言

谈的记述，如“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1］843，“惠

子相梁，庄子往见之”［1］607。另王叔珉先生所辑

佚的《庄子佚文》中还有两处关于庄子与惠子相

见时的言谈记载。在《天下》篇中，庄子后学虽

然盛赞“惠施多方”并保留惠子“历物十意”，但

却认为：

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

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

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

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

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

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1］1114—1115

地理与思想：《庄子·天下》篇的空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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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叙事塑造出了惠施作为“辩者”的形

象，却忽略了其在事功上的经历。惠施为魏国

相二十余年。《吕氏春秋》高诱注云：“惠子，惠

施，宋人也，仕魏，为惠王相也，孟子所见梁惠王

也。”［17］493在出任魏相期间，他在国家内外事务

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就内务而言，他为魏

惠王立法，“立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

之”［17］493；就外事而言，他先是促成魏惠王与齐

威王的徐州之会（公元前 334年），后又联合楚国

大败齐军于徐州（公元前 333年），提供了灵活的

外交策略。但从其基本立场来看，惠施仍主张

“合纵”，主张以魏合于齐楚。后来张仪至魏，

“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18］219，魏王采用了其以

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策略，惠施试图说服魏

王未遂，“易衣变冠”，被迫离魏至楚，楚王“乃奉

惠子而纳之宋”［16］559。惠施也深得宋王礼遇，

《战国策·楚策三》评价说：“宋王之贤惠子也，天

下莫不闻也。”［16］559其后惠施活跃于魏、楚、赵等

国，作为国之使者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总的

来看，惠施长期以伐齐、抗秦为主要的政治目

标，主张“去尊”“偃兵”􀃊􀁉􀁓，但《天下》篇的评述则

以惋惜惠施之才为基调，在“天地之道”的广大

视野下指出其在“于物”之道上的平庸与悲哀。

《荀子·非十二子》与《天下》篇有类似的立场，也

批评惠施“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

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

以为治纲纪”［19］。后来，《太平御览》卷 466
记载：

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焉。庄子曰：

“今日自以为见凤皇，而徒遭燕雀耳。”坐者

俱笑。［20］

可见，这段材料与庄惠二人是辩友的关系不符，

表现出庄子对惠子的轻视态度，是对庄子后学

态度的一种极端化的演绎。同样，庄子后学在

对慎子的论述上也与慎子本人存在着一定的偏

差。对比慎子的佚文来看，《天下》篇论及慎子

的思想时评价说“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只

勉强承认他们“概乎皆尝有闻者也”，部分地肯

定慎子学说的价值。而对比现存慎到的残篇，

《天下》篇相对忽视慎子对法与势的建构，更为

突出地寻求慎子与本派思想的相近之处，因此

《天下》篇中的慎子和其本人之间存在着形象

的断裂􀃊􀁉􀁔。

在对百家的态度上，《天下》篇作者对墨子、

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等都有批评之言，

却称赞关尹、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对庄子也

有批评之辞，由此可见道家特别是庄子后学的

基本立场。在其表述之中，庄子后学以“一”为

标准，认为仁义、礼乐、度数虽本根于一，但分别

对应于圣人、君子、百官及百姓，故而未能达于

“天人”“至人”的境界。在庄子后学对诸子的叙

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重宗本而轻物事的

立场。

三、空间的社会性与空间表达

《天下》篇形容庄子之言为“谬悠之说，荒唐

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运用神话传说、荒诞和

想象，在实际生存的空间世界基础上将真实与

虚拟交织在一起，使主体认知从实存空间延伸

出来，在所见、所闻、所传之世外构建起一个广

博的天地空间，探索安顿精神的理想世界。《庄

子》中所言及的实存之名物、山川与河流，是庄

子及其后学实际生存的物理世界的真实记述。

但在真实空间中，庄子与庄子后学的世界因政

治的变动和世代的变化也略有差异。

对比《庄子》的内篇和外杂篇，我们可以看

到在内七篇中并未见到关于秦国的记录，但在

外杂篇中则有四处论及秦国，分别为《列御寇》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寓言》“老聃西

游于秦”以及《田子方》和《庚桑楚》所提及的秦

穆公和百里奚之事。这四处除“宋王使秦”外，

其他均为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庄子后学对于当

时日益崛起的秦国及其思想并不十分了解。这

一点也突出地反映在《天下》篇中，全篇在论及

当时天下百家之学时也并未涉及秦国之人或秦

国之思想。此外，《庄子》内篇多处化用孔子、颜

回等儒家人物，但是《天下》篇仅以“邹鲁之士”来

指称儒家人物。而与庄子同一时期的孟子主张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

则归墨”［21］，韩非又评论认为“世之显学，儒墨

也”［18］456。可见，从对时代思潮的总结来说，当

时各家各派都有其明显的主观取向，而就庄子

后学的主观取向而言，其中很大的原因来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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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处的地理场域。

正如上文所述，庄子后学对当时学派思想

的了解仍然是以宋国为中心展开的。贾学鸿曾

指出宋地处于中州境内，《庄子》中反复出现了

许多与中州地域相关的事象􀃊􀁉􀁕。就庄子后学而

言，宋国是其了解天下的空间本位与客观生活

的地理疆域，宋人是其主要身份标识，宋国的文

化、宗教、习俗等构成了其社会生活的底色。这

些共同内化为他们建构世界认知的潜意识。但

宋国自身的历史使宋人的空间认知带有双重的

不确定性。首先，宋国作为殷商后裔在周朝封

国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尽管他们与鲁国一样被

封为公爵，但“于周为客”，这种“客居”的现状使

他们在文化心理上更加鲜明地突出其所具有的

殷商文化的特征。顾炎武就提出：“宋公朝周，则

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则侯

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

无变于其初也。”［22］其次，庄子后学直面了宋国

的灭亡，这使他们在殷商遗民身份之上又被附

加了一层宋国遗民的身份，而宋国作为国家在

地理空间上的消失，使他们丧失了得以确认其

个人身份的地理和政治基础，因此他们不得不

更倚重于其文化身份。客居与遗民的心境促

使他们更为自觉地展开对宋国及其所延续的

殷商文明的反思，并对诸侯之间的战争提出

批评。

在点评出生于宋地的思想家时，《天下》篇

特别关注葬礼和战争这两个议题，这固然是宋

地思想家们本身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也同时

成为庄子后学记述的重点之处。殷商文化崇神

重贾、好祭厚葬，《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5］3563，周朝则主张“事鬼

敬神而远之”，宋国作为殷商后裔保留了他们重

祭和厚葬的风气。《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宋文

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

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

于是乎不臣。’”［23］这种葬礼的规制与《天下》篇

所记载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

椁，以为法式”［1］1078形成鲜明的对比。生死之变

的核心在于形体的生命力，个体对空间的占据

标志着人的生存，葬礼则是对个体死后空间的

处置及对其态度的体现。墨子主张废除旧俗，

无论贵贱，一律不使用椁，并以三寸厚桐棺送

葬，事实上是对宋国以人殉葬和奢靡之葬的激

烈批评。根据《庄子·列御寇》的记载，庄子以生

死为流变，弟子按照宋国习俗想要厚葬之。庄子

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

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

此！”［1］1067这里庄子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丧葬的态

度，比墨子的薄葬之说要更为彻底。而《庄子·
养生主》中的秦失吊老聃、《庄子·大宗师》中的

子桑户死和孟孙才善处丧、《庄子·至乐》中的庄

子妻死等，也都表明庄子以人生为逆旅，以不葬

言葬，强调生死一体，从根本上否认人是一种具

体空间的存在，自然也就反对人们对死后空间

的安排，将死亡视作生命向气的自然复归。

在战争问题上，出身宋地的宋钘、墨子、慎

子都坚决反对战争，这种观念与宋国的地理位

置及宋国的军事战略密切相关。宋国地处齐、

晋、楚等大国的环伺之中，虽较之卫、郑、鲁来说

有着更强的国家力量，但在各国的混战中不得

不时刻在攻守之中作出选择。宋襄公曾扣押腾

宣公、攻伐曹国，但后来宋国在与楚国争霸之战

中落败，自此以后宋国国力衰退，长期处于依附

与妥协的立场，不得不以守为要。公元前 579年

和公元前 546年，宋国曾协调晋楚两国组织了弭

兵大会，达成“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协议，两国共

分霸权，避免了激烈的战争，使小国有了休养的

机会。顾颉刚总结认为：“兼爱，非攻，节用都是

宋人思想与宋俗。”［24］《天下》篇中记载出身宋地

的宋钘，特别讨论他所主张的“见侮不辱，救民

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1］1085的观点，《韩非

子·显学》也认为：“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

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18］458《孟子·告子》

也记录了宋钘尽力游说楚、秦二王罢兵之事。

庄子后学也称墨子为“才士”，总结认为“墨子泛

爱兼利而非斗”［1］1072，《墨子·非攻下》云“今天下

好战之国，齐晋楚越”［25］，他明确反对大国对于

小国的兼并战争，墨家善守御，曾急奔从鲁赴楚

以止楚攻宋。慎子亦有“偃兵”之论，公孙龙曾

说：“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

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17］1142

在庄子后学的生活经验中，国家的倾覆、生

命的无奈和社会空间的变动使得他们在现实生

地理与思想：《庄子·天下》篇的空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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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空间维度上呈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和短暂

性，发出“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1］1100

的感叹。他们寻求突破现有生命的牢笼，追求

一种更为确定与永恒的存在，这就是道的世

界。从有形入于无形，不为物形所束缚，从人的

生命存在来说，未尝有生且未尝有死，而人之形

不过是一时之寓所，人既寓居于具体的空间场

地和社会情境，却又需超离于所处之实境。故

而庄子学派不断延伸自己的空间意识，以不同

的表达层次来阐明他们对空间的感觉。庄子及

其后学的言说以宋及其邻国为起点，拓展至四

海之地，他们对空间的描述从陆地走向海洋，并

讨论到南冥北冥的极地，尽可能穷尽地理疆域

的极限。但是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这种空间的有

限性，《庄子·秋水》篇借北海若之口言：“计四海

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

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1］566除了以

宇宙论视角消解现实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的

权威性，他们还采用“外”和“野”两种语词，以否

定的方式描述出一种空间的无限。比如“四海

之外”“六极之外”指向人所未及的广阔世界，

“圹垠之野”“无极之野”“广漠之野”等概念以人

的平面视觉的延展，帮助人摆脱城邦、文明和政

治的限制，走向非人文的无限空间。庄子学派

在空间秩序上重新建立起一个从“人”到“天

地”“无极”以至于“无始”“无穷”的空间框架，将

人的生命从平面带入立体，使人正视自己渺小

的现实存在。除此以外，他们还描绘了藐姑射

之山、无何有之乡、玄水等意象，指示出似无却

有、说有仍无的空间存在，它们既是道家精神追

求的栖居地，也是现实空间与理想空间的交

错。这些意象在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搭建

了一座桥梁，让人从当下超拔出来，进入道家的

生命图景之中。《庄子》一书还通过鲲鹏展翅、莽

眇之鸟等语词，消除了空间于实存上的厚重感，

模糊了空间的尺度和边界，通过运动和变化为

人的向道之途插上想象和工夫的翅膀，使人在

与天地同流中通过精神之往来到达道的场域，

走入“寂寞无形”的道的世界。

综上，比较庄子和庄子后学对空间语词的

使用，通过梳理《天下》篇所述诸子的地域及其

活动，我们能发现庄子后学在全篇诸子记述背

后暗含的空间线索，并在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

中形成独特的精神图景。在文化心理上，庄子

的弟子们仍以宋地为主要的活动区，并以宋国

所承继的殷周文化为核心，追念旧国的心理和

面对国破的惨痛成为其隐性的话题和关注点。

在精神生活上，他们又延续了庄子乃至道家思

想的基本观念，在现实生活的不确定中追求确

定，突破有限以寻求无限，形成了复杂的空间表

述，并建构起不同的层次。《天下》篇虽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思想史的总结，但如果将庄周后学对

诸子的评述置于先秦学术发展的洪流之中，通

过“道术”与“方术”的对比，可以发现庄子后学

的评判自身也呈现为一隅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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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天下〉篇慎到“弃知”之说辨析》，王中江等编：《从

前子学时代到子学时代——边际人物、文本和思想》，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年版，第 538—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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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and Thought：Spat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Chapter Tianxia of Zhuangzi

Jiang Limei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recorded in the
chapter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of Zhuangzi. It argues that the later followers of Zhuangzi possessed a certain
awareness of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distinct spiritual landscape within both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spaces. The later followers of Zhuangzi engaged in discussion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trends primarily within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the Song state. However，compared to the overall context of pre-Qin thought， the narratives
of the later Zhuangzi school reveal not only a Taoist-centric tendency but also implicitly the parochialism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hared by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This may lead to ide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shu”（art of the way ） and“fangshu”（specific methods or techniques）. Additionally， the accounts of various
philosophers in the chapter Tianxia of Zhuangzi are “portrait-style，” characterized by a stance that emphasize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hile downplaying concrete affairs. In their use of spatial terminology， the followers of Zhuangzi
inherited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Zhuangzi and even Daoist thought， extended their spatial awareness， and
developed a multi-layered mode of spatial expression，thereby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entering the realm of the Dao.

Key words: Zhuangzi；Yin-Shang culture；Tianxia；spatiality；life and death
［责任编辑/木 卯］

地理与思想：《庄子·天下》篇的空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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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研究中，文化与人的关系问题是一

个根本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

们该如何对待文化。已有的文化理论，如文化

自为论与文化本位论，深刻揭示了文化系统的

独立性及其对人的反作用力，但有时却因此弱

化了人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与之不

同，本文提出“文化是人的工具”这一观点，一方

面从文化的起因与功能层面论证工具性是文化

更为根本的属性，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左理论的

否证进一步确证这一观点。

一、文化的起因

众所周知，文化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

为的产物。笔者曾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创造力的

果实，这个定义既是揭示了文化特质（创造）的

本质性定义，也是揭示了文化形成时间（有创造

力果实之日）的发生学定义［1］，因而应该是能经

得起严格推敲的文化定义。这个定义将文化限

定在人类创造力的范围内，这意味着只有人用

创造力产出的东西，才是文化之物。

人类创造的文化之物不可胜数，种类繁多，

丰富多彩。人类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创造文化

之物，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动机，就是满足自己的

生存发展需求。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者，和其

他有生命的存在者一样，必须通过不断摄取外

物来维系自己的生命。二者的最大不同在于，

其他有生命的存在者所摄取的外物都是自然之

物，而人类所摄取的外物除了自然之物，还有由

自己创造的人为之物。也正因为如此，人在生

存之外还有发展，其他有生命的存在者仅有生

存而没有发展。这就说明，人的需求就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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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因。反过来说，如果人像石头一样没有任

何需求，也就不需要创造任何文化之物，甚至不

需要做任何事情。因为没有任何需求，也就不

会产生做事情的动机，更不会形成做事情的目

的。大概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马克思当年才

会这样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

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

都不能做。”［2］

需求是文化的起因，也可以从人类的创造

物即文化之物方面得到直接的经验性确证。笔

者在《如何把握外延庞杂的文化》中曾把文化分

为四大类别，即器物文化、符号文化、组织文化

和混合文化［3］。从器物文化常见的食物与用具

两大类看，饭菜、酒水、零食等食物，都是用来满

足人的吃喝需求的；从人类最初的石斧、弓箭、

茅屋到当代的电脑、网络、智能机器人、外星探

测器、空间站等用具，都是用来满足人做事的需

求的。人所做之事可概括为三类：生活之事、工

作之事和战争之事，因而用具也有生活用具、工

作用具和战争用具之分。生活用具用来满足人

的吃、喝、穿、用、住、行、娱等日常生活需求，工

作用具用来满足人从事某种工作或某项劳动的

需求，战争用具用来满足人保卫自己和征服对

手的需求。从符号文化的常见形态看，语言是

用来满足人传达信息和交流情感的需求的，技

术是用来满足人做成超本能之事的需求的，规

则是用来满足人开展交往活动的需求的，文艺

是用来满足人倾诉心曲的需求的，宗教是用来

满足人渴望永生并获得永恒幸福的需求的，常

识是用来满足人顺利开展日常生活的需求

的，科学是用来满足人对经验对象之道理的

求知欲的，哲学是用来满足人对超验对象之道

理的求知欲的［4］。从组织文化看，社会或国家属

于宏观组织，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相互合作、共同

生存发展的需求。社会组织属于具有多种形态

的微观组织，分别用来满足人的不同需求。例

如，政府用公共管理来满足人们对有序社会的

需求，学校用教育来满足人们获取系统知识和

专门技能的需求，医院用医疗来满足人们消除

疾病的需求，社团用共同活动来满足人们对某

种兴趣或偏好的需求。至于那些看似与人的需

求相悖的人类创造物，也是为了满足人的需

求。例如，禁忌、巫术、迷信之类，在早期社会，

满足了能力低下的原始人幻想增强自身能力，

以应对神秘莫测、威力无比的大自然的需求。

对于“文化起因于人的需求”这个观点，以

往学界也有相近见解。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

认为，文化是“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5］的。

不少学者在谈到文化的起因时，也喜欢用“需

要”这个概念。但笔者认为，仅凭“需要”，人类

无法创造文化。笔者所说“文化起因于人的需

求”中的“需求”与“需要”概念不同，也区别于经

济意义上的需求。这里的“需求”概念是一个组

合词，是“需要”和“想要”的合称。

“需要”作为名词时通常被解释为有机体感

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6］，作

为动词时则是指有机体要得到能满足这种缺乏

的东西，后来也用于非有机体的存在者。“需要”

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需要”概

念，可去掉主词限定，略改表述地定义为：摄外

物以补匮乏之趋向；狭义的“需要”概念，则仍保

留主词限定，可略改表述地定义为：生命体摄外

物以补匮乏之趋向。据此可知，人的需要自然

属于狭义“需要”的所指，即人摄取外物以补匮

乏的趋向。之所以要更改原有“需要”概念定义

的表述，是因为广义的“需要”概念所包含的非

有机体的存在者没有心理倾向，狭义的“需要”

概念特指的有机体中的植物也没有心理倾向。

而在狭义的“需要”定义中，之所以用“生命体”

替代“有机体”，是因为“有机体”就是指有生命

的个体而说，“生命体有需要”更容易得到理解；

之所以用“趋向”替代“倾向”，是考虑到它更适

配前面的“欲摄取”。

与“需要”中的“要”是因匮乏而生不同，“想

要”中的“要”是想象出来的，与匮乏并无必然联

系，因而“想要”和“需要”所指不同，存在明显差

异：“需要”属于先天的生理本能，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危及人的生命；

“想要”则是后天想出来的欲望，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即使得不到满足也不会危及人的生命，它

对人的生存发展起锦上添花的作用。“想要”和

“需要”在与文化的关联方面也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出于先天生理本能的“需要”，不可能指向

世上还没有的东西，只能以世上的已有之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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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对象，靠已有之物来获得满足；“想要”则是

基于后天想象力，这种后天欲望是人类进行文化

创造的直接动机。正如世上本无飞机，是因为人

“想要”飞上天，才发明了飞机。“想要”的关键是

想象，因而马克思认为想象力是“十分强烈地促

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7］的说法是一个非常正

确的论断。其次，先天的“需要”的种类是固定

不变的，在每代人那里都一样；后天的“想要”的

种类则是在不断增加的，并且永无止境。也就

是说，在每代人那里都有新增的“想要”，这使得

各代人的“想要”在种类、数量上都不一样。

虽然“需要”不是人进行创造的直接动机，

但它却是“想要”不可或缺的基础，是人进行创

造的间接动因。正因“想要”的出现离不开“需

要”，所以这里将“需求”作为人类创造文化的动

因。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最初的“想要”或许直

接源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其出现之后就逐

渐产生了独立性，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

“想要”的东西与实际的“需要”越来越远，有些

甚至与“需要”的满足并无关系。随着文化之物

的积累，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也会激发或催生出

新的“想要”。人的“想要”总是在不断地增加，

这就使得人的需求成为一个开放的序列，内涵

日益丰富，种类越来越多。正因如此，被“想要”

创造出来的文化之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丰富

多彩。

二、文化的功能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人创造文化是为了满

足自己的需求，人的需求多种多样，于是人创造

的文化之物也多种多样。从这个已经得到论证

的结论出发，我们进而可以得出一个总体判断：

满足人的需求就是文化的功能，文化就是满足

人需求的工具，简言之，文化是人的工具。这个

总体判断所用的“工具”概念，不是仅指物质性

的实体工具，而是一种广义用法，指称所有能够

满足人的需求的人类创造物，其中既包括有形

的实体创造物，也包括无形的非实体性创造

物。广义的“工具”与“手段”的概念比较接近，

差异在于：“手段”相对的是目的，“工具”相对的

则是使用者或人；“工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

于“手段”的概念，并能涵括“手段”。

所谓“文化的功能”，就是指文化能起到的

作用，即满足人的需求。虽然不同具象的文化

之物满足的是人的不同需求，呈现的具体作用

千差万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够满足

人的需求。因此，就每种文化之物而言，它们在

功能上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一方面，它

们都有满足人的需求这种普遍功能；另一方面，

它们各自也有满足人的某种特定需求的、互不

相同的特殊功能，并且这种普遍功能是通过特

殊功能呈现的。若从工具的意义上说，就是每

种文化之物都是既有普遍性功能也有特殊性功

能的工具。

文化之物作为人的工具，其满足人的需求

的功能也会以其他形式体现。具体说来，人在

试图满足自己的某个需求时，总是先要把它变

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

是对这个需求的满足。比如，我饿了，需要吃东

西，随之就会出现一个“吃什么东西”的问题；又

如，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那么，“我如何才能成

为科学家”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此“想要”的问

题；再如，我想在水上行走，那么，“我如何才能

在水上行走”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此“想要”的

问题。当我解决了上述随着满足需求而出现的

问题之后，我就可以用某种食物解决吃的需要，

用某些措施实现当科学家的“想要”，用某种方

法实现水上行走的“想要”。而解决问题的具体

方式有两个，一是利用既有的文化之物来解决，

二是创造新的文化之物来解决。例如，用吃饺

子解决吃的问题，模仿前人成为科学家的道路

去实现自己的科学家之梦之类，都属于用既有

文化之物解决问题。但要解决“水上行走”之类

的问题，并无现成的文化之物可用，只有通过创

造水上行走器之类的新文化之物来解决问题。

因而，在诸如此类的过程中，文化既是满足我们

需求的工具，也是我们解决各种问题的工具，还

是我们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

在确定了文化是由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工

具，其功能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前提下，人与文化

的关系就只能是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的关

系。人作为创造文化、使用文化的主体，文化作

为被人创造、被人使用的客体，意味着文化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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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任何一种文化之物的出现、变化均要由人

决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作为文化产生的目

的，文化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意味着文化在价

值上派生于人的价值，其好坏优劣及取舍均要

由人根据自己其时的具体需求来做出评判。人

与文化的上述关系也可以形象地称为“主人与

仆人”的关系，这意味着文化由人支配而不能支

配人，任何一种文化之物在何时使用和怎么使

用都要听命于人。这就是说，在人与文化的关

系上，人对文化具有不容置疑的主导权、支配权

和取舍权，文化则是受动于人、服务于人的“仆

人”或工具。

文化所服务的人不仅指个人，也指其他形

态的人。人有个人、自然群体、非全员组织、全

员组织和人类多种形态，其中，个人、自然群体

和人类是人最初的 3种形态。后来，随着人创造

性地将自然群体改造成社会即全员组织，继而

又陆续在社会中创建出各种社会组织，即由部

分人组成的非全员组织，这就使得人的形态从

小到大定格为 4 种，即个人、社会组织、社会和

人类。这时，文化既是满足个人需求、解决个人

问题、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也是满足社会组

织、社会和人类之需求，解决社会组织、社会和

人类之问题，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和人类之目的

的工具。换言之，无论哪种形态的人的需求、问

题、目的，都要以文化为工具来满足和解决。

不过，这 4种形态的人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

质差，这就是个人和人类是人的原初形态，社会

和社会组织则是人的派生形态，是由个人用社

会制度或社会组织制度创造出来的新形态的

人。因而，社会和社会组织作为使用文化的主

体和主人，也是派生于个人的派生主体和派生

主人。个人才是文化的元主体、元主人，人类则

是这些元主体和元主人的天然集合。

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如果文化的功

能就是满足人的需求，是否意味着文化只有这

一种功能？答案是肯定的。但学界的已有回答

都不是这样，不仅不同学者列出的文化功能不

止一种，而且都没有用“满足人的需求”表述文

化的功能，最接近的是用“满足人的需要”之类

的表述。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有关文化功能

的著述远远少于有关文化的其他议题（文化的

性质、形态、变迁之类）的著述。国外学界似乎只

有文化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对文化功能有简单论

述，但在提出文化的功能是满足个人或社会的需

要之后，再无更多论述。国内学界论及文化功能

的著述稍多，形成了几个不同的观点。陈华文认

为文化有 5种功能：满足需要的功能、认知的功

能、规范的功能、凝聚的功能、调控的功能［8］80-89；

肖前、陈朗认为文化有 4种功能：信息功能、规范

调节功能、社会发展功能、人的社会化功能［9］；

陈立旭认为文化有 3种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

能和超越性功能［10］；夏日云也认为文化有 3 种

功能：提供社会需要、培育人的素质和评价社会

活动［11］；郭齐勇认为文化有两种功能：“人本创

造性功能与负熵功能”［12］。

笔者认为，以上学者列出的 17种文化功能

中，“满足需要的功能”是可以确认的文化功能，

但其表述应改为“满足需求的功能”；其余的 16
种文化功能是有待确认的。由于“规范功能”

“规范调节功能”和“调控的功能”这 3个概念的

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对人行为的规范和调整，可

统称为“规范功能”；“培养人的素质”和“人的社

会化”这两种说法都是指文化对人的培养，可统

称为“培养人的功能”。因此，最终有待确认的

文化功能是 13种。进而言之，其中有 10种并不

是每个文化之物都具有的功能，而是某类或某

些文化之物才有的功能，所以它们都算不上一

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功能”，而只是特定文化的

功能即“××文化的功能”。这也可以从观点提出

者各自的解释看出，具体论述如下：（1）“规范功

能”指文化是人们活动各个方面的要求和规范

的体系［9］，这意味着它只能是组织和规则才有

的功能。（2）“凝聚功能”是指“特定的文化对特

定的人群所具有的聚合、凝结作用”［8］83，而“特

定的文化”就是“相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及相

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8］83，这只

是某些符号文化才有的功能。并非任何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凝聚功能，比如自我中心或极

端利己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就没有凝聚

功能。（3）“认知功能”是指文化能够“增强人类

见识、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8］83，

但这其实只是科学知识、哲学知识、常识和成见

所具有的功能［8］83。（4）“信息功能”是指文化实

文化是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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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着社会经验的传递［9］，这意味着它不是包含

自然信息在内的任何信息的传递，这一功能只

是属于记载有社会经验的符号文化才有的功

能。（5）“培养人的功能”既然是指用文化培养

人，那就最多只与组织和知识这两类文化之物

相关，基本形式是组织向其成员传递、灌输知

识。但实际情况是，除了组织，个人如父母、教

师等也能培养人，但他们都不是文化之物。（6）
“评价社会活动”这一功能是指人们以规则为公

认标准，对群体活动加以赞许或批评［11］，而这

仅是规则这种符号文化才有的功能。（7）“经济

功能”和“政治功能”是指文化服务于经济和政

治的功能［10］，但这些显然不是任何文化之物都

有的功能，只有那些能影响和改变经济活动或

政治活动的文化之物，如经济/政治组织、经济/
政治制度、经济/政治道德、经济/政治风俗、经

济/政治技术、经济/政治知识、经济/政治用具之

类，才具有这样的功能。（8）“超越性功能”是指

超出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之外的功能，即培养

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为整个社会创造意义的世

界［10］，这意味着服务于经济或政治的文化之物

不具有文化的超越性功能，具有超越性功能的

文化之物也不是服务于经济或政治的文化之

物。具有超越性的文化之物只能是价值理论和

价值观念，尤其是那种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

社会终极价值的理念。（9）“社会发展功能”指文

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形式，这

一中介形式的变更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10］。但

实际上，只有那些能用于改造自然的器物、技术

和知识之类的文化之物，才算得上是人与自然

之间关系的中介形式；只有那些能用于维系、调

控人际关系的规则和组织，才算得上是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中介形式。

剩下的 3种所谓“文化功能”，则根本不能称

为文化的功能，这仍可以从观点提出者自己的

解释中得到论证。具体分析如下：（1）“提供社

会需要”作为文化的功能，是指让人产生了非自

然的需要［11］，但非自然的需要就是“想要”，它是

文化之物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文化之物产生的

结果。（2）“人本创造性功能”不是指文化具有创

造性，而是指文化创造了人与人类社会［12］。但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力的果实，本身并不具有任

何创造性。（3）“负熵功能”是指文化系统所具有

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12］，但是

文化在总体上并不是有自组织、自调节能力的

有机系统，只是文化之物在人的观念中的集合，

对文化之物的创造、更新、调整、淘汰、分类、排

序之类，都是人的行为。

由此可知，在满足人的需求的文化功能之

外的 10多种“文化功能”，都不是文化的共有功

能。至于以后还能不能再发现某种能够体现文

化之物共有的功能，可能性也甚小。大道至简，

犹如内涵愈丰富、外延愈庞大的范畴的本质就

愈加抽象、简单一样，其功能也会非常抽象、简

单，而文化正是一种这样的范畴。因此，文化的

功能就是满足人的需求。

三、对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的

反驳

将文化视为由人创造的用于满足自己需求

的工具，在本质上属于“文化工具论”的观点。

若要充分确证这个观点，除了以上的正面论证

之外，还需要在反面否证那些与之相左的理论

观点，否则论证就不算彻底。与文化工具论相

左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种产生广泛影响的观

点，即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

文化自为论的特点是把文化看成在人之外

可以自己独立运行的自组织性系统，斯宾格勒

的文化有机体理论就属于这种观点。他不仅把

文化看成活生生的有机体，具有青春、生长、成

长、衰老的周期性特征［13］39，而且将其视为像人

一样的主体性存在者：“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

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

至自己的死亡。”［13］20怀特的文化理论也属此类，

他提出“为了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和目的，我们

感觉到把文化当作一个自发独立过程的必要

性，认识到文化系统只能用文化学的原理和法

则来解释”［14］133。据此，他认为，“文化是一条由

工具、器皿、风格、信仰等要素组成的宽阔河

流。在这一文化巨河中，各文化要素间自始至

终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在各文化要素

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有些要素发生了变化，有些

要素发生了变更，有一些要素则结合在一起，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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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新的综合、新的要素。陈腐落后的东西在这

一过程中不断被淘汰，新的要素则不断补充进

来。如此，文化就有了变化，有了发展”［14］325-326。

他还特地指出，发明、发现实际上并非真正由人

发明、发现的，它们仅仅是“在文化巨河中相互作

用的各文化要素的一种新的结合或综合”［14］326。

文化本位论的特点是把文化看得比人更根

本、更重要。这种观点经常强调两点：一是文化

决定人的本质，即“文化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

质在于文化”之类，这就意味着有不同文化的人

必然有不同的本质。二是文化也能决定人的族

籍。在文化本位论看来，不同的民族是由不同

的文化造成的，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或改变了其

原有的文化，将不再是原来的民族。换言之，民

族或族籍并不是被血统区分的，而是被文化区

分的。因此，一个民族及其成员如果想保持自

己的族籍，就必须守住自己的文化。这种情况

在我国古代也有表现，陈寅恪指出：“汉人与胡

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

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

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5］直到现在，我们仍能

听到类似的或更为激进的说法。

笔者认为，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的理

论观点是错误的。文化自为论的缺陷在于，它

不能否认没有人就没有文化的客观事实，也不

能否认动物世界没有文化的客观事实；既然如

此，它就只能承认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由

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怎能不受人的控制而自在自

为？由人创造的文化之物，如工具、器皿、风格、

信仰等要素，又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组织的活生

生的可以自我运动的有机系统？如果没有人的

使用，锤子、剪刀、房子、文字、数字、哲学、科学、

文学、艺术、规则等文化之物哪一个能够自我运

动？事实上，所有的文化之物在无人使用时，都

是静止不动的，彼此之间也不具有动态关联。

它们完全处于离散状态，根本不是什么有机系

统，充其量在人的思维中是一个可以被做层层

递进分类的概念体系。

文化本位论在以下三个关键问题上存在根

本缺陷：第一，文化并不是比人更根本的存在，

也不构成人的本质。人与文化的真实关系是：

人并非因为拥有文化才能创造，而是因为人能

创造而有文化。这种关系说明，人的本质不应

被归结为创造性活动产生的外在成果，而应归

结为创造性能力本身——这是一种内在于人的

属性。任何存在者的本质都不可能在它自身之

外。“人的文化素质”的说法并不是指器物文化、

符号文化和组织文化进入人的体内，成为人体

组织的一部分，而仅表示人通过学习文化而拥

有一些使用文化的能力。第二，从人与文化的

关系出发，并不能推导出文化决定族籍的观

点。因为人的本质是决定人之为人的所在，而

不是决定人是哪个民族或族籍的所在。第三，

尽管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但不能由

此推导出民族或族籍是由民族的特有文化决定

的，每个民族必须保持原有的文化才能维系自

己的族籍的结论。历史事实表明，每个民族的

文化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的民

族，其现有文化与初始文化相比，已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这些民族仍然保持着各自的原有

族籍。

从实践上看，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的

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无益甚至有害。如果采信

文化自为论，就意味着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文

化的影响，被文化决定，听凭文化的自生自灭，

而不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控文化、改造文化

和发展文化。如果采信文化本位论，就意味着

一个民族及其成员必须全部保留和使用本民族

的文化，不能吸收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化，即便是

本族文化中落后的东西也不能放弃，外族文化

中先进的东西也不能汲取。无论采信哪种观

点，都会导致本民族或本国文化的僵化或停滞

不前。与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质论相比，文化

工具论不仅符合人与文化关系的客观事实，而

且能够把文化的变化发展控制在人的手中，使

人总能有更好的文化工具可以利用。

结 语

人类创造文化的根本动因是满足自己的需

求，没有任何一个文化之物的出现不是为了满

足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包括“需要”和“想

要”，前者是先天的本能性欲望，后者是后天的

人为性欲望。每一个文化之物作为人类创造力

文化是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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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实，都是通过“想要”创造出来的，但如果没

有生而有之的需要，人也不会去“想要”。

既然每一个文化之物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

求才被创造出来的，那么，文化就是满足人需求

的工具，文化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的需求，这是文

化的唯一功能。其他被论及的所谓“文化的功

能”，要么只是特定文化的特殊功能，要么不是

任何文化的功能。人要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

就会把它作为自己开展活动的目的，而如何实

现这个目的会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所以文

化既是人实现目的的工具，也是解决问题的工

具。总之，“文化是人的工具”这一命题意味着：

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上，人是主体，文化是客体；

人是“主人”，文化是“仆人”；人是目的，文化是

手段。与这一理论观点相反的文化自为论和文

化本位论，颠倒了人与文化的真实关系，都是错

误且有害的观点，应对其加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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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s a Human Tool：With an Analysis of Its Origin and Function

Han Dongpi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culture can be summarized as “culture is a human tool”. In
essence， culture is the fruit of human creativity. From its origin， humans created diverse cultural artifacts to satisfy
their own needs. Since human needs are varied，cultural artifacts are correspondingly diverse. Given that the emergence
of culture stems from creative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huma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satisfying human needs thus
becomes the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culture. As humans seek to satisfy a particular need， they set it as the goal of
their activities， and the method becomes the problem. Therefore， culture also functions as a tool for achieving human
objectives and solving problems. Conflicting theoretical viewpoints， such as the theory of culture as an autonomous
entity or cultural centralism，have some flaws. They invert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culture， obscure
human subjectivity to varying degrees，and may lead to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practice.Thus， they are erroneous and
harmful.

Key words: culture；tool；origin of culture；function of culture；cultur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culture cent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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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春节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变迁*

张 勃

摘 要：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多个民族政权的都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不同程

度地接纳了春节礼俗，在融合本民族习俗与汉族传统的过程中，春节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

体，其礼俗随时代演进不断丰富，形成独具特色的节日传统。近代以来，北京春节在历法改革、公共空间拓展与

习俗革新中实现现代调适，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1949年以来，在国家文化政策引导下，通过法定

假期保障、非遗保护传承、庙会复兴创新等举措，北京春节实现了制度化保障与创新性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出

现的“博物馆里过大年”、线上拜年、影院观影等新兴习俗，展现了传统节日在保持文化基因的同时，积极融入现

代生活的适应能力。北京春节的持久生命力源于官方与民间的持续互动与共同建构，其演变路径不仅折射出

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变迁，也为传统节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遍启示意

义的北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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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是中华文明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典型例

证。2024年“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

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春节文化获得国际社

会的广泛认同，为其当代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北京春节作为中华春节文化的有机组成

部分，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更展现出独

特的地域特色。据笔者研究，春节至迟在周代已

基本成形［1］。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封召公于燕

（今北京及附近地区），其都城位于今北京房山区

琉璃河镇。作为北方重要的政治中心，燕地理应

成为早期春节文化实践的重要区域。现存关于

北京春节的记载自辽代起逐渐丰富，之后历代文

献中均有对岁时节俗的详细记述①，甚至出现了

记载北京岁时生活的专门著作②。《日下旧闻考》

《北平风俗类征》等著作更设有“岁时”专目，系统

整理历代节日文献，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

础。此外，大量相关资料散见于史书、政书、笔

记、诗文、碑刻等文献中，共同构成了研究北京春

节文化的丰富资料库。然而，目前学界对北京春

节的传承脉络与当代变迁尚缺乏系统性研究③。

本文拟从长时段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北京春节的

历史演变，以期完整呈现这一传统节日在千年古

都中的动态发展图景，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与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北京春节文化传统的形成与

发展

自辽定都北京以来，北京成为辽、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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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多个政权的都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

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不同程度地接纳了春节礼

俗，在融合本民族习俗与汉族传统的过程中，春

节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

体，其礼俗随时代演进不断丰富，形成独具特色

的节日传统。

契丹原无历法，也谈不上固定的岁时节日，

但“以幽、营立国”后，“礼乐制度，规模日完，授

历颁朔二百余年”［2］。《辽史·礼志》《契丹国志》

中记录了多种岁时节日及相关礼仪风俗，其中

正旦朝贺仪及正旦（农历正月初一）、人日（农

历正月初七）都属于今天所说的春节范畴。据

记载，举行正旦朝贺仪时，大臣们按照严格的仪

礼向皇帝和皇太后拜贺新年。除了大型的朝贺

仪式外，契丹人还有在正月初一掷丸的做法。

“正月一日，国主以糯米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

拳大，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点，国

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在帐外，如得双数，

当夜动蕃乐，饮宴；如得只数，更不作乐，便令师

巫十二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于帐内诸火

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本帐人第

七日方出。乃穰度之法。北呼此谓之‘妳捏

离’，汉人译云，‘妳’是‘丁’，‘捏离’是‘日’。”［3］

人日有占卜以及在庭院中吃煎饼的习俗。腊辰

日被称为“战时”，这天夜晚天子要率大臣身穿

军装坐朝并饮酒作乐。

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接受了汉族的历法与节

日传统，并继承唐宋休假制度，元日（农历正月

初一）朝会与元宵张灯成为国家礼仪与民间娱

乐的双重表达。《大金集礼》记载，在多个岁时节

日里百官享受一至三天的休假，其中就包含元

日和上元（农历正月十五）。金朝有元日皇帝登

殿接受群臣朝贺的仪式，皇帝亦会赐群臣和外

国使臣御宴。赵秉文《甲子元日大安早朝》诗

云：“阙角苍龙建斗杓，衣冠万国大安朝。使臣

未入分班立，殿陛将升按笏招。彩殿中间瞻北

极，丹墀侧畔听箫韶。太初甲子天元朔，万岁常

瞻玉烛调。”［4］其中描绘的便是元日朝会的盛

况。在民间，百姓则互相庆祝，燃放鞭炮，饰桃

木人，饮屠苏酒。上元节即元宵节，有张灯赏灯

的习俗。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正

月，元夕张灯，琉璃珠缨，翠羽飞仙之类不一，至

有一灯金珠为饰者。都人男女盛饰观玩，至十

八日而罢”［5］。元好问《京都元夕》诗中这样描

写当时热闹的节日气氛：“袨服华妆著处逢，六

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

语中。”［6］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诏建太庙于燕京”，

定都大都，北京再次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

春节传统进一步发展。至元元年（1264年）朝廷

便规定百官元日放假 3天④。彼时的元大都就已

盛行腊八节，家家户户都要煮腊八粥并互相馈

赠。腊八之后，大都人就进入过年准备阶段。

元正朝贺大典是节日的高潮，之后官员们循节

庆之礼，往来拜贺。百姓纷纷到街衢、茶坊、酒

肆消费休闲。自正月十三至十六，商贩们用芦

苇编织成屋铺，张挂山水、翎毛等画作，售卖糖

糕、黄米枣糕、辣汤、小米团等节令饮食，又在草

屋外面悬挂各种花灯、燃放烟火爆竹，营造节日

气氛。正月十九是“燕九节”，“倾城士女曳竹

杖，俱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宫观蒇扬法事烧

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7］。这奠定了北京过

年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九结束的时间框架。

明代北京的春节仪式更趋丰富，进入腊月

就有了过年的气氛。《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人

有“号佛”的习俗，从腊月初一至除夕奉香礼佛、

自述香愿［8］。腊八煮粥互相馈赠，廿四焚烧灶

马、准备供品祀灶送神，除夕守岁，“聚坐达旦，

有古惜阴之意”［9］192。正月初一祭祖拜年，“晨起

当家者，率妻孥，罗拜天地，拜祖祢，作匾食，奉

长上为寿”［9］190。正月初十至十六东安门外有灯

市，“是时四方商贾辐辏，技艺毕陈，珠石奇巧，

罗绮毕具，一切夷夏古今异物毕至。观者冠盖

相属，男妇交错”［9］190，乡间有玩黄河九曲灯和散

灯的习俗，以及打鬼、摸虾儿等游戏。正月十五

前后举行“祀姑娘”仪式，人们扎制草人，“纸粉

面，首帕衫裙，号称姑娘”，进行祭祀、占卜吉

凶。正月十六则有走桥摸钉、祛百病的习俗，百

姓燃放烟花，开展打鬼、跳百索等活动。正月十

九“耍燕九”，白云观一带热闹非凡，天下技巧毕

集，走马射箭，观者应接不暇［9］190。宫廷过年同

样热闹，《酌中志》记载，明代宫廷自腊月二十四

祭灶后便加紧年节准备，宫眷内臣换穿葫芦景

子蟒衣，储存食物。除夕，门置桃符、将军炭，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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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床上悬挂

金银八宝、西番经轮、编结成龙形的黄钱，屋檐

门楹插芝麻秸，院中焚柏枝柴“㷒岁”，人们互相

拜祝辞旧岁。正月初一，人们五更即起，焚香放

炮、掷木“跌千金”、饮椒柏酒、食包钱水饺以卜

吉，享百事大吉盒、驴头肉（称“嚼鬼”）。正月初

七食春饼和菜，初九后始吃元宵。正月十五，内

臣皆着灯景补子蟒衣，宫苑遍悬花灯，《明宪宗

元宵行乐图》所绘即是宫中张灯结彩、庆贺上元

佳节的热闹情景。

清朝建都北京后更加重视过年，将春节仪

式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腊月十九至二十二之

间，钦天监择吉确定封印时间，官府不再办公，

学生开始休假；直至来年正月十九至二十一间

择日重新开印，回归日常。但早在放假之前，自

腊月初一开始，随着市场上商品的变化，年节的

气氛便逐渐浓厚。《燕京岁时记》载：“腊月朔，街

前卖粥果者成市。更有卖核桃、柿饼、枣、栗、干

菱角米者，肩挑筐贮，叫而卖之。其次则肥野

鸡、关东鱼、野猫、野鹜、腌腊肉、铁雀儿、馓架果

罩、大佛花、斗光千张、楼子庄元宝。”［10］59-60腊月

初一还有皇帝书福赐福的习俗，《啸亭续录》载：

“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

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

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

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

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

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

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谓之

赐余福云。”［11］冰嬉亦是腊月初一的重要活动，

清代张为邦、姚文瀚的《冰嬉图》便再现了冰嬉

的盛大场景，乾隆皇帝《御制瀛台雪景诗》注中

也提到清廷于太液池、中南海举行冰嬉。冰嬉

既是一项八旗和内府三旗展现冰嬉之技的运

动，也是一次大型的军事演习。腊八也是重要

的时间节点，宫廷与民间皆盛行熬制、馈赠腊八

粥，且十分讲究腊八粥的用料和享用。《燕京岁

时记》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

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

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

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

子、扁豆、薏米、桂元，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

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

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10］113祭灶

日由腊月二十四改为二十三，“更尽时，家家祀

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

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盂”［10］61。皇帝、皇

后也于坤宁宫祭灶，以关东糖、黄羊为供。祭

毕，清宫内皆忙于备年食、饰门庭。清宫春联多

以墨书白绢，加边框制作，于腊月二十六张挂，

至来年二月初三撤除。民间普遍贴春联，有“千

门万户，焕然一新”之景。市间多见文人摆摊写

联，“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

借纸原虚话，只为些须润笔资”［12］，正是此俗的

真实写照。除夕习俗繁多，《帝京岁时纪胜》记

载：日间辞岁、沐浴、祀祖接灶、张贴春联挂钱、

悬门神、插芝麻秸、立将军炭，并行阖家团拜之

礼；更尽分岁，散黄钱与金银锞锭，以宫制荷包

回赠前来辞岁的亲宾幼辈，场面热闹。

清廷正月初一始于庄严朝典：子时皇帝于

养心殿行开笔仪，继而祭拜祖先、天地；清晨于

太和殿受百官朝贺，奏中和韶乐与丹陛大乐，群

臣行三跪九拜之礼。在民间同样盛行拜年习

俗，对象主要包括宗亲、姻戚、朋友、邻里、同僚

及平时往来较多之人。会馆作为外地人在京活

动的公共空间，也成为同乡之间拜年和交往的

重要场所：“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

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⑤清代

因满汉分治，元宵灯市由东安门迁至前门一带，

乾隆时最盛，至清末衰落，但逛灯会、猜灯谜、放

烟火、走桥摸钉等节俗依旧传承赓续。

元明清时期，庙会（又称“庙市”）作为北京

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宗教、商贸与娱乐于一

体，逐渐兴盛。北京宗教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北

魏时期即是佛教聚兴之地，辽金以降更成为国

家宗教中心，寺观林立，为庙会兴盛奠定了基

础。辽代已有庙会，春节庙会则始于元代白云

观的“耍燕九”。明代，正月初一百姓赴东岳庙

进香；初一至初三至白塔寺绕塔，琉璃厂店和白

塔寺一带已有商贩售卖琉璃瓶等节令物品。清

朝春节庙会尤为繁盛，如大钟寺自初一开庙，

“十日之内，游人坌集，士女如云”；白云观自初

一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曹老

公观自初一起开庙半月，游人亦多；厂甸自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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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列市半月，游人如织；此外西庙护国寺、东庙

隆福寺亦各有定期庙会，活动丰富，特色鲜明，

成为北京居民春节期间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

总之，这一时期，北京的春节整体上处于发

展之中。不同王朝对春节礼俗的传承与发展，

本质上是不同民族文化在都城北京的碰撞融

合，使春节逐步成为跨越民族界限的文化符号，

不仅丰富了北京春节文化的内涵，更强化了多

民族的文化认同，为春节成为中华民族重要传

统节日、塑造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奠定了深厚

的历史基础。

二、现代性冲击下北京春节文化的

转型与重构

近代以来，北京深陷政局动荡、政治中心更

迭、战乱频仍的困境，然而春节作为历史悠久的

传统节日，展现出强大的文化韧性。其在形式与

内涵上的调适不仅反映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复

杂面貌，也为传统节日在当代的存续与发展提供

了历史参照。这一时期的北京春节展现出传承

与变迁并存的态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日名称的传承与变化。近代以来

的历法改革直接引发了春节名称的变迁。随着

新历法的推行，为体现时代变革，官方大力推行

公历，并通令全国统一实施。公历与传统农历

并行的格局由此形成，民间遂出现“新新年”与

“旧新年”并存的现象，反映出时间制度转型中

春节文化的张力。为调和这一矛盾，1914 年 1
月，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正式建议，

将阴历元旦定为“春节”，并准予公职人员放假

一日，以顺民俗⑥。该提议获得采纳，春节作为

农历新年的正式名称得以确立，随后颁布的官

方历书中也开始使用这一称谓。此后，“春节”

逐渐为社会所接受，成为正月初一的通称，而传

统称谓如“元旦”“元正”等仍被使用，但多冠以

“阴历”或“旧历”前缀，以示区别。如《顾颉刚日

记》中即有“阴历元旦”的记载。这一命名过程，

体现了国家时间制度现代化与传统节俗存续之

间的妥协与融合。春节的定名并非简单的名称

替换，它体现着人们在新的语境中寻求传统节

日存续的主动努力，而定名的成功也为春节的

传承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第二，节日空间的传承与变化。这一时期

北京春节的节日空间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

鲜明特征。一方面，传统庙会依然盛行，尤以厂

甸与白云观庙会最为典型。《中华全国风俗志》

记载，厂甸庙会因道路扩建而更加开阔，成为春

节期间各阶层民众共同参与的公共空间，无分

老幼贵贱，只须不出自由范围，不违背警章，大

家均可同乐，其场景热闹非凡，既有售卖人造花

卉、儿童玩具的席棚摊位，也有工艺局洋楼、工

商改进会商品陈列所，借年节之机巧妙地推广

国货［13］10。白云观则于元宵节期间开放，“倾城

士女，摩肩接毂”，其盛况甚至超过厂甸［13］12。这

都显示出传统宗教空间在春节期间的持久吸引

力。另一方面，现代公共空间的兴起显著改变

了春节活动的空间格局。从 1905年首次提出创

办公园的倡议，到端方等人考察后提出兴建公

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议，再到 1910 年《公共花园

论》从卫生、民智、民德角度论证公园价值，北京

公园建设的舆论基础逐步夯实。1914年 5月朱

启钤呈文《请开京畿名胜》，直接推动了公园建

设的实践进程。基于北京特有的皇家园林与坛

庙资源，1914 年至 1918 年间社稷坛、先农坛与

天坛相继被改造为中央公园、城南公园和天坛

公园，成为市民春节休闲的新去处。与此同时，

新世界、南城娱乐园等综合性商业场所，以及平

安电影院、大观楼、华安电影院等早期影院，共

同构成了新兴的娱乐网络，进入北京市民的春

节生活。这些空间不仅拓展了市民的节日活动

场域，也标志着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对传统节俗

的空间重塑，反映出北京春节从传统庙会向多

元化、商业化公共空间过渡的重要转变。

第三，节日习俗的传承和变化。进入近代

社会转型期，北京春节习俗呈现出传统延续与

现代变革并存的复杂面貌。一方面，传统年俗

的核心流程与情感内涵得以深度传承，民间仍

遵循固定的时间节奏开展节庆活动。腊月二十

三祭灶王；除夕夜迎灶王与喜神、守岁、踩岁，孩

童持红灯嬉戏街头；正月初二祭财神、食元宝汤

（馄饨），寄托招财纳福的期许；正月十三至十七

灯节期间，商家张灯结彩，家家食用元宵，彰显

团圆美满的寓意；等等［13］15-16。即便官方未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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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旧历新年，也会通过催发欠薪、预借拨付等

行政措施，助力民众购置年货、添置新衣、偿还

旧欠，为传统过年方式的维系提供便利，凸显春

节传统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与强大生命力。另一

方面，现代性因素促使部分年俗发生显著变

化。烟花爆竹的禁放与限制即为典型例证。出

于社会变革、治安维护与防火安全等考量，官方

颁布禁放令，1914年《顺天时报》明确警示：“为

历乱防奸起见，对于此等节俗已经一律禁止在

案。”⑦然而传统力量的惯性使禁令难以彻底执

行，1920年前后，管理一度趋于宽松，家家户户

每至年底争相购置，但是危险性较高的“双响

炮”与“地老鼠”仍被严格禁止，相关禁售、处罚

的报道屡见报端。同时，社交礼俗的革新同样

深刻。20世纪 30年代初，主管机构曾通令废除

跪拜礼，倡导鞠躬礼，各机关团体遂多采用新式

团拜与茶话会，以现代礼仪形式延续人际问候

的节日内涵。现代邮政的普及催生了“邮政拜

年”这一新形式，民众通过寄送贺卡传递祝福，

以便捷的现代方式承载传统拜年的祈福寓意，

让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新的表达路径。

此外，一些传统禁忌也随之松动，如“拜年不许

过破五”的旧规逐渐消解。这一时期的北京春

节习俗正是在传统惯性与现代变革的张力中，

不断进行着调适与重构。

这一时期北京春节的嬗变，是传统节日在

社会转型期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传统节日在现

代性冲击下的强大韧性。在历法改革、空间重

构与习俗革新的多重维度中，春节既有对家庭

团聚、祈福纳祥等核心文化内涵的坚守，又吸纳

了公共空间、鞠躬团拜等现代元素，从而继续传

承不绝。这不仅彰显了春节作为中华传统节日

的强大生命力，更为当代传统节日的活态传承

提供了宝贵借鉴——唯有坚守文化内核、主动

适配时代，方能让传统节日在历史长河中持续

焕发活力，成为维系文化认同、凝聚民族情感的

重要载体。

三、北京春节文化的当代实践

与空间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春节在国

家政策与民间实践的互动中持续演变。从放假

制度的调整到非遗保护行动的开展，国家力量

深刻塑造了春节的当代形态，民间社会的创造

性响应则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为统一全国年

节及纪念日放假，政务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正式确立春节的法定假日地

位。自 1980 年以来，春节始终享有 3 天法定假

期，通过调休可形成 7天长假。2024年，国务院

对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将春节假期延长至 4天，

涵盖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三，新规自 2025年 1月 1
日起实施。经过调休，公众春节假期可达 8天，

进一步保障了传统佳节的庆祝时间，体现了国

家对传统节日的制度性保障。21世纪以来，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春节等传统节日

作为文化瑰宝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迎来系

统性振兴。2005 年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传统节日的重要

地位与价值，提出应突出文化内涵、精心组织节

庆活动，进一步扩大传统节日的社会影响。

2006年春节等传统节日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其文化价值获得制度

性确认。2010年中宣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

于印发〈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

案〉的通知》，推动形成全国联动的节日文化品

牌。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

程，传统节日保护与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在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北京市积极开展

传统节日振兴工作。2014年，由首都文明办牵

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委等 10余

家单位成立“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组委会，建

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推动活动的开展。

2018年起，该项工作改由市委宣传部主导，并制

定《北京市 2018—2019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系统规划全市传统

节日文化活动。《方案》以“一城一轴、一山一水、

一国一家”为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空间布局，以

全市主要公园、学校、历史遗迹、文化场馆、大型

北京春节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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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等为主要阵地，通过市、区、街（镇）、社区

（村）四级联动，实现全域覆盖。《方案》还明确提

出以“福、忆、和、爱、月、孝”为核心要义，深度挖

掘节日文化内涵，根据不同节日特点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用优秀传统文化点亮人民群

众的家国情怀。其中，春节和元宵节以“福满

京城 春贺神州”为主题，依托“主场+”模式，

在地坛、龙潭湖、大观园、朝阳公园等场所举办

“ 文 化 惠 民 十 大 庙 会 ”，开 展“ 我 们 的 中 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推动文艺小分队深

入基层；文化活动丰富多元，包括庙会过大年、

广播过大年、电视机前过大年、影剧院中过大

年、博物馆里过大年、网络过大年、基层过大

年、旅游过大年、文明过大年等九大类型，形成

“一城十园百街千巷万家贺佳节”的浓郁氛

围。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实施，标志着北京传统

节日保护与发展进入组织化、规范化、体系化

的新阶段，为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

展提供了重要实践范例。

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系统引导与社会力量

的积极参与，这一传统节日在保持核心文化基

因的同时，其空间形态、娱乐方式与习俗规范均

发生了深刻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体现了

传统节日强大的自我更新与文化调适能力，也

折射出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社交模式与价值

观念的变迁。

第一，北京春节的空间形态呈现出多元化、

公共化的显著特征。节日空间不断拓展，传统

庙会与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商场、电影院等公

共场所共同构成了北京春节活动的多维场域，

推动春节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世纪 80年代，北京庙会在社会变迁中实现重

要复兴。1984年首届龙潭庙会的成功举办标志

着这一传统民俗活动的复苏。随后，地坛文化

庙会（1986年）、白云观民俗迎春会（1987年）等

相继恢复，丫髻山庙会等传统庙会也重新兴

起。90年代庙会发展呈现双轨并行态势：一方

面，妙峰山、东岳庙、厂甸等历史悠久的庙会陆

续恢复；另一方面，玉渊潭、石景山、大观园等新

兴庙会不断涌现，使逛庙会重新成为北京市民

春节的重要习俗。新时代以来，庙会在延续传

统信仰、商贸、娱乐功能的基础上，拓展出教育

与文化传承的新维度。以龙潭庙会为例，其科

普游园活动通过将科技知识融入民俗场景，连

续 12年围绕不同主题开展科普教育，成为普及

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提高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平台⑧，

体现了传统庙会在新时代的功能创新与文化价

值重塑。

同时，博物馆、公园、商场、电影院等公共场

所成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活动空间，促进了传统

节日过节方式和过节内容的当代变化。其中，

“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广受欢迎的新年俗。

北京凭借其深厚的文博资源优势，为这一活动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截至 2025年，全市拥

有 246 家备案博物馆及 56 家类博物馆，藏品总

量达 1625 万件（套），各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

位。2019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紫禁城里过大

年”特展，堪称文博机构参与春节文化建设的典

范。该展览历时 3 个月，以“祈福迎祥、祭祖行

孝、敦亲睦族、勤政亲贤、游艺行乐、欢天喜地”

六大主题，通过 885件（套）文物系统展示了清代

宫廷年俗，并创新性地设置数字沉浸体验区，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活化传统文化。展览期间，整

个故宫开放区域营造出浓郁的年节氛围：宫门

张贴门神、悬挂春联，乾清宫前复原“天灯”“万

寿灯”，慈宁宫区域设置年货街区，汇聚全聚德、

王致和、一得阁、谢馥春等 150余家老字号商铺

及北京的风车、河南的年画等非遗产品。这一

创新举措成效显著，展览期间参观量达 47万余

人次，同比增长 70.87%，这也使得故宫博物院全

年游客量突破1900万人次。

2025 年春节，北京市文物局统筹全市博物

馆推出 4大系列 175项活动。其一，春节特色系

列展览。国家博物馆“四海一堂春”新春文化

展、妇女儿童博物馆“灵蛇献瑞”生肖文物展、中

国园林博物馆“水陆同行这亿年”生肖展、恭王

府博物馆“岁朝迎祥 美意延年”传统木版年画

展等专题展。其二，民俗文化系列活动。该项

活动涵盖北京民俗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孔庙和

国子监博物馆等民俗体验项目。如国家博物馆

“古代中国”通识春节系列活动、北京民俗博物

馆“第二十四届北京民俗文化节”、北京天文馆

“天文馆里过大年”、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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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 恭迎新春”等。其三，文博文创系列活

动。该项活动通过市集、直播等形式推动文化

消费。“文创上春晚”主题活动结合北京春晚，推

出春晚限量版“天宫藻井冰箱贴”；“文博有好

‘市’”主题活动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古代

建筑博物馆举办文创市集；“博物有佳礼”主题

活动在各博物馆文创空间及电商直播平台轮番

开展新春文创惠民优惠促销活动；“文创奇‘庙’

游”和“文创进商圈”活动更是将博物馆文创送

进厂甸、东岳庙等传统庙会和王府井等大型商

圈，打造春节文化消费新场景。其四，文物主题

系列游径。该项活动以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坛

庙里的博物馆以及“黎明号角”“名人足迹”为主

题，串联起历史遗迹、坛庙、革命旧址、名人故居

等文化空间。如中轴线上的博物馆，从南到北

串联起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

门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

物馆、郭守敬纪念馆、钟鼓楼等；坛庙里的博物

馆，涵盖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北京孔庙和国

子监博物馆、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白塔寺、

智化寺、法海寺、大觉寺、法源寺等；“黎明号角”

主题重点推介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京革命活动

旧址上设立的博物馆，如北京北大红楼、陶然亭

公园慈悲庵、李大钊故居、京报馆旧址、北大二

院旧址等；“名人足迹”主题则通过走进名人纪

念馆，如宋庆龄、鲁迅、郭沫若、徐悲鸿、老舍、梅

兰芳、詹天佑等名人纪念馆，感受文化名人留下

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京津冀博物馆联盟

通过联合展览、志愿者分享、集章打卡等活动，

推动区域文化协同发展。除博物馆外，公园作

为北京春节的重要活动空间，截至 2024年底已

发展至 1100个。2025年春节期间，全市公园共

推出 175项特色活动，涵盖迎新祈福、民俗体验、

花卉园艺等多类型。北海公园开展“送福”活

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新春游园活动，海淀公

园、云岗森林公园、温榆河公园等公园推出观

鸟、灯会等特色项目，另有 38 家公园开展了 54
项冰雪活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专门制作了

“春节生态文化活动地图”和“冰雪活动地图”，

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的游园指引。

第二，线上与线下娱乐方式融合，新兴休闲

方式兴起。当代北京春节的休闲娱乐方式呈现

出显著的代际更替特征，传统民间游戏如打鬼、

摸虾儿等逐渐淡出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多

元化的现代娱乐形式。这种转变既体现在线

下公共场所的兴起，也反映在线上数字空间的

拓展。在线下娱乐方式中，影院观影已成为重

要的春节习俗。北京作为重要电影市场，截至

2024年 7月拥有影院 317家、银幕 2298块，座位

294879 个⑨，为“影院里过大年”提供了坚实基

础。据统计，2024 年北京春节档票房达 2.65 亿

元，位居全国城市榜首⑩。2025 年全国春节档

票房达 95.1亿元，观影人次 1.87亿，均创历史新

高。2025年春节期间，北京市投入 3300万元观

影补贴，推出惠民观影活动，覆盖 300 余家影

院，惠及近 250万人次􀃊􀁉􀁓。《哪吒之魔童闹海》《蛟

龙行动》《唐探 1900》《熊出没·重启未来》等多

类型国产影片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与此同时，线上空间成为春节文化展演的

新场域。各大网络平台通过统一视觉设计、主

题策划等方式，系统营造节日氛围。2022年春

节期间，北京属地网站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活动：

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平台开展“云展播”，

转播央视及地方春晚，并提供免费观影服务；抖

音、搜狐、掌阅等开展“云视听”，其中抖音发起

“年画 dou出彩”话题，线上挑战创意年画创作，

播放量达 1.3亿次，有效推动传统年画艺术的现

代表达，搜狐打造“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直播

活动，分别到今日美术馆、东四胡同博物馆、炎

黄艺术馆和中国钱币博物馆进行实地探访，播

放量达 90万次；快手、腾讯网、今日头条等开展

“云表演”，其中快手举办“虎年守虎”非遗直播，

展示剪纸、木艺等传统技艺，有效促进了非遗技

艺的活态传承与民众的文化认同。这些新兴的

休闲娱乐方式，既反映了技术发展对节日形态

的深刻影响，也体现了春节文化在保持内核的

同时，对外在表现形式进行的积极调适与创

新。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不仅拓展了春节活

动的时空边界，更通过创新性的内容供给，为传

统节日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春节习俗从传统规范到多元选择。

在当代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下，北京春节习俗

呈现出从传统规范向多元选择转变的显著趋

势。尽管忙年、拜年等核心传统仍在延续，但其

北京春节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变迁

67



2026年第 1期

具体实践方式已发生重要变化。其一，消费模

式从自制转向购买。传统春节以家庭自制年节

物品为主，如今随着服务业发展和市场供应日

益丰富，绝大多数年货可通过购买获得。这不

仅改变了年节物品的获取方式，也使得大量储

存年货的习惯逐渐淡化。其二，过节方式呈现

多元化。除传统的回家团圆外，利用春节假期

外出旅行已成为新选择。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居

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也体现了人们过年观念的

转变。其三，拜年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随着

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空间距离的延伸，传统

的登门拜年已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人们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等多种媒介进行拜年，特别是微

信拜年已成为普遍现象。其四，仪式简化与禁

忌弱化。辞岁、祭祖、祭神等传统仪式在当代家

庭中显著减少，各类春节禁忌的约束力也明显

减弱。这种变化反映了人们社会观念从传统向

现代的转变。其五，烟花爆竹燃放率下降。作

为传统春节的重要象征，烟花爆竹的燃放经历

了从放任到严格管控的历程。如北京市自 1986
年起通过系列法规逐步加强管理，至 2021年已

实现全域禁放􀃊􀁉􀁔。然而，民间亦不乏呼吁保留春

节的“声响”，认为不应让这一传统习俗悄然远

去。如何在社会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与传统文

化传承之间寻求平衡，仍然是当前一个亟须解

决的难题。

总之，北京春节正在发生诸多深刻而细腻

的变化，这些变化共同勾勒出北京春节习俗的

当代转型轨迹：在保持节日核心内涵的同时，其

外在形式正不断适应现代生活节奏与社会发展

需求，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规范与自由并存

的崭新面貌。

结 语

综上所述，北京春节的千年传承与当代变

迁，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文

化逻辑。政权的更迭、制度的变革、社会的转型

不断重塑着春节的时间安排、空间形态与习俗

内容，但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核心节日的地位始

终未曾动摇。其背后体现的，是官方与民间在

文化实践中的持续互动与共同建构：历代政权

无论民族背景如何，均将春节纳入国家治理体

系，赋予其法定地位与仪式空间；广大民众则通

过丰富多彩的节俗活动，在沟通天人、和睦邻

里、娱乐身心的过程中，持续赋予春节以鲜活的

生命力。这种官民共建的传承机制是北京春节

得以赓续不绝的根本动力。北京春节的当代实

践进一步表明，传统节日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对

文化基因的坚守，更在于其以开放的姿态融入

现代生活、勇于自我更新的能力。从庙会的复

兴到“博物馆里过大年”的兴起，从线上拜年到

影院观影，春节在形式与内涵上始终与时代同

行。作为春节文化的典型代表，北京春节的传

承路径既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也

为理解传统节日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遍启示意

义的北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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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n Beijing

Zhang Bo

Abstract: As the capital of successive muti-ethnic regimes from the Liao to the Qing dynasties，Beijing witness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ring Festival customs—adopted by Khitan， Jurchen， Mongol， and Manchu regimes—with
ethnic traditions. This fusion transformed the Spring Festival into a crucial carrier for uphold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cultural identity， gradually shaping a distinctive festive heritage. Since modern times， the festival underwent modern
adjustments amid calendar reforms， expansion of public space， and custom innovations， reflect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ince 1949， guided by 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such as
statutory holiday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like revitalized temple fairs， have
driven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cent emerging customs，such as“celebrating the New Year in museums”，online
greetings， and cinema visits， demonstrate its the festival’s ability to adapt to modern life while preserving cultural
essence. The Spring Festival’s vitality lies in official-civilian co-construction. Its evolution not only mirrors 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but also offers the“Beijing Experi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Spring Festival in Beijing；inheritance；contemporary evolution；cultural identity；public space
［责任编辑/周 舟］

《春节档票房 80.16 亿元收官，北京 444.23 万人次观众

走进影院》，北京市电影局 2024-03-06，https：//www.
bjdyj.gov.cn/zwxx/gzdt/35feed8ee168430c8b4d4e848d297548.
html。􀃊􀁉􀁓《3300万元观影补贴邀市民影院过大年》，北京

市人民政府 2025-01-21，https：//www.beijing.gov.cn/fuwu/
bmfw/sy/jrts/202501/t20250121_3994359.html。 􀃊􀁉􀁔 1986 年

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规

定》，对烟花爆竹采取逐步限制，趋于禁止的政策。1993
年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通过《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1993 年

12月 1日起施行。它明确规定本市东城、西城、崇文、宣

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

区。2005年 12月 1日开始，由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规定》开始施行，将北京市划分为禁放点、限放区、准

放区进行分类控制，并允许在春节期间有限制地燃放烟

花爆竹。2017年底，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

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的

决定，规定北京市五环路以内（含五环路）区域为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五环路以外区域，区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划定禁止或者限

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2020年 1月 10日，北京市大兴

区首先颁布了区内全域禁放的通告文件，之后其他各区

纷纷效仿。2021年 12月 1日，通州区发布《关于加强通

州区烟花爆竹禁限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标志着北

京市已实现全域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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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范例意义

曹家齐

摘 要：选择一定的视角作为对过去进行认识与讨论的路径，是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对于中国历史而

言，制度不仅成为不可回避且至为耀眼的重要内容，而且堪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之一，故中国传统政治

制度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具有突出的视角意义。宋代的特别之处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文化之大变革和大进

步，其政治制度对于理解和认识整个中国政治制度更具有范例意义。在中国政治制度演进的脉络中，宋代处于

“北朝隋唐宋体系”的末端，经历了三省制这一中央行政体制之理想分权制衡制的复行与消亡，其演变过程与结

果，甚能作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以及文化的重要凭借。宋代政治制度中的分权制衡不仅表现在机构职权的分

离与制约，还呈现为官员类别的分化与杂糅，并因此呈现出一系列被后世称道的政治效果，故宋朝政治体制三

百余年之实践，亦可以作为观察和反思整个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范例。另外，研究宋代政治制度之意义，还表

现为一种理想化的价值追求，此便是宋代“崇文之治”风尚下制度实践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反思意义。

关键词：宋代；政治制度；范例意义；末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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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音乐史研究。

20世纪 30年代，中国各大学的史学课程日

趋专门化。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通史断代化，

中国史分为上古、汉魏、宋史、满洲开国史①。这

种变化亦必然导致治中国史学者的研究方向向

某一断代集中。故自 20世纪 30年代起，宋史研

究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中国宋史学②，迄

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国内外宋史研究的成

果可谓汗牛充栋，而关于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

究成果又是重中之重，代表着宋史断代史研究

的主要成就。其中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

《宋史刑法志考证》③、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④、

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⑤、朱瑞熙《中国政

治制度通史》（第六卷 宋代）⑥、龚延明《宋史职

官志补正》⑦与《宋代官制辞典》⑧、邓小南《宋代

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⑨等，是最具开拓性和标

志性的成果。

2000 年以来，又陆续出现一大批高水准的

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学界亦对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议题、路

径、方法等问题进行反思。如包伟民曾在 2001
年主持召开“近百年宋代制度史研究回顾与展

望”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00—2000）》，其中收录的包伟民《走向自觉：

关于深入拓展古代制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邓

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

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⑩，成为影响以后

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

学界亦对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意义进行反思

与总结，如龚延明师于 2002年发表《论官制研究

在文献学上的意义》􀃊􀁉􀁓一文，以宋代职官制度为

例，论述了政治制度知识对于阅读古文献和整

理古籍等方面的意义。然而随着宋代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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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的不断拓展，特别是在断代史研究开展

近百年之际，研究者们开始寻求以更广阔的视

角来认识宋代的政治制度及整个宋代历史，对

于研究宋代政治制度的意义问题，当亦有更多

角度的理解和认识。今不揣浅陋，略申管见。

一、作为研究视角的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无论作为实存过去的人类历史，还是作为对

过去进行记录的历史，都是一个不可分割且包罗

万象的整体，但从整体上去认识历史、理解历史

却只能是人们永远的愿望。尽管人工智能越来

越多地被应用于学术研究，帮助人们快速提升认

识能力和效率，但人脑对于知识的承载却是有限

的，故对于历史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都只能从

一定的门径入手，有选择地获取。这也正印证了

一切历史都是“站在一定立场上，为着一定的目

的，对过去有选择的表达”［1］这一定义。

古往今来，对于历史和史学，其编纂者和研

究者莫不是站在一定立场上，为着一定的目的

（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以一定的视

角对过去进行描述。时下所谓的史学创新，亦

莫不是视角转换之下的议题追问和思想反顾。

故选择一定的视角作为对过去进行认识与讨论

的路径，是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即便是满怀

整体史信念与追求的学者，亦无不是以一个或

若干个视角为出发点而展开论述。

既然历史研究必须以一定的视角或入手门

径展开，那么具体视角自然表现为不同的议题，

而视角和议题又总是在不断变动与更新，这成

为史学研究的常态。在近代史学理念下，研究

者在选择认识历史的视角时，或重政治，或重经

济，或重文化，或重社会，或重思想，或重制度，

揭示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呈现为不同的史观，各

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但制度不啻为研究

历史、认识过去的一个重要视角。因为政治活

动是最稳定和最永久的人类活动之一，而制度

与政治是相互塑造、动态演进之关系，对于中国

史而言尤为如此。

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类型相比，传统中国之

学术以史学和经学最为发达，国人尤为重史，故

自古以来便有各种体例的史书延续不绝，在世

界文化史上蔚为大观。然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

纂修史书及记述类文献之作者，多是政府官员

或有任官经历者，即便是普通士人所撰之私史、

杂记之类，亦多未能脱离大环境之熏陶，其价值

立场和撰述意旨往往同于前者。因此，中国各

类史书及相关记录，多是叙述朝廷、帝王将相及

其他仕宦官僚之事迹，故被梁启超批评为“二十

四姓之家谱”“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尽管

如此，由于大量历史档案和民间文献的佚失，各

类史书便成为研究和认识传统中国不可或缺和

替代的史料依凭。

既然中国的历代史书多以叙述朝廷、帝王

将相及其他仕宦官僚事迹为主，那么政治制度

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中国历代史书

自古就有着重记述政治制度之传统。《尚书》中

便有《尧典》《舜典》等设官分职之记载，《周礼》

更是体现一种对于国家整体结构之设计。自

《史记》而下的二十五部“正史”，多数都有《礼志

（书）》《乐志（书）》《刑法志》《食货志》《百官志》

《职官志》《选举志》《兵志》《舆服志》《地理志》之

类的专章。此外更有《通典》《文献通考》《通志》

及历代《会要》类专记典章制度的政书，而多数

类书亦大量载录政治制度之内容。尤其是由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这“三通”及其续编发

展而成的“十通”，最能显示中国史学对于制度

之重视及认知观念。因此，对于中国历史而言，

制度不仅成为不可回避且至为耀眼的重要内

容，而且堪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之一。

正因为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所以制

度便成为认知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重要

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已有学者提出“制度史

观”这一研究中国历史之学术理路􀃊􀁉􀁕。该观点认

为，对于中国史而言，较之经济、文化，制度在塑

造社会形态上往往更具决定性意义。从中国历

史自身的逻辑看，其演进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

连续发展的历史，而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

便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体制。这一政治体制

在塑造社会形态上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发展的

连续性􀃊􀁉􀁖。当然，制度形成的根本还在于思想文

化，思想文化形成的根本又在于生存结构。所

谓生存结构，则是指一定地理区域的人们面对

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范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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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存的环境，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意识形

态和行为习惯。但若单纯地去讨论思想文化和

生存结构，其认识往往流于虚泛的概念和简单

的类型论，容易失却人类历史的鲜活和生动。

制度作为生存结构和思想文化在现实政治中的

体现，直接关联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尤其是

以“活”的制度史理念去观察和研究历史，则可

深度触及制度形成背景及运作过程中人的观

念、行为和关系，及整个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之

意义􀃊􀁉􀁗。由此更能具体显现制度对于认识中国

历史文化的关键作用，体现制度作为研究视角

或入手门径进而关怀整体的方法论意义。

二、宋代政治制度之于中国传统

政治制度的范例意义

研究者既明了以制度为入手门径或研究制

度史之意义，则不能泛泛着手于整个中国历史

时期的制度，仍须从某个历史时期或某项制度

内容入手。这是因为即便史书中制度史之内

容，亦堪称浩如烟海，但研究制度不能够就制度

论制度，仍需要和其他历史内容相结合。因此，

选择一定历史时期的制度内容入手，则甚当其

宜。由此不免令人想起严耕望曾向青年人推

荐，可考虑将两宋史作为首先之选择。严先生

的推荐理由，除两宋具有适中的史料数量和当

时学界对宋史的研究不甚理想外，便是宋代在

中国历史上的特别意义，即宋代在社会经济文

化上是一个大转变大有进步的时代，有别于汉

唐的中古时代，可视为中国近古时代的开始􀃊􀁉􀁘。

由严先生的认识引申开去，可以说，宋代的特别

之处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文化之大变革和大进

步，其政治制度对于理解和认识整个中国政治

制度亦具有范例意义。

由生存结构及思想文化所决定的传统中国

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就是中央集权模式，只是

在战国秦汉之际有一个重大转变，就对地方的

控制而言，由封建制演变为郡县制。中央政权

模式由秦开始定型为君主专制集权政体。秦制

奠定了中国此后二千余年的政治体制基础，影

响深远。秦以后，中国政治体制虽然没有根本

性变化，但因王朝兴替及政治格局的变化，在具

体组织形式和结构上，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有学者总结其阶段性变化呈三个体系，先后为

“秦汉六朝体系”“北朝隋唐宋体系”和“辽金元

明清体系”。三个体系的划分呈现出秦以后中

国政治体制因承变化的基本脉络，“秦汉六朝体

系”是指秦汉奠定的帝国体制与士大夫政治，经

五胡入华，晋室南迁，由南朝宋、齐、梁、陈延续，

隋灭陈后，“秦汉六朝体系”在南方消亡。“北朝

隋唐宋体系”是指以五胡入华为先导，以北魏政

权为基础，到隋唐达到辉煌，而因宋室南渡走向

消亡。“辽金元明清体系”指的是从辽、金、元三

个北方部族开创且相承，又经明、清两代的继承

与发展的政权体系，至 1911年清朝灭亡为终􀃊􀁉􀁙。

按照这一划分，宋代政治制度属于“北朝隋唐宋

体系”结束期。历史研究者中，多数人习惯给予

开始阶段的历史问题以较多的关注和较高的评

价，对于结束阶段的历史问题则多有忽视。其

实，处于结束时期的很多问题往往更具有反思

的意义。

秦汉以后的王朝政治体制，强调的是君主

权力的至高无上，地方服从中央。故其制度设

计是君主集各种权力于一身，而少有约束，君主

之下，从宰辅至郡县官，皆是分权制衡。但在现

实运行中，若过度分权，势必导致行政效率低

下，若主要考虑行政效率，则分权不能太细。综

观秦汉以后的王朝政治体制，其具体演变有时

虽因事势之便和人际关系，但总体上却是在行

政效率与分权制衡之间冲突纠结，因而权力结

构呈现为循环反复的变动状态。若从这种变动

状态来看，三种体系之间却无法泾渭分明。以

中央政府的权力构成而论，秦汉至隋，是三公九

卿制向三省六部制演变的一个完整历程。而且

魏晋以后，其制度传承亦非止六朝一脉，北朝各

政权虽保留有北方部族的组织形态，却也对秦

汉魏晋及南朝之制度多有借鉴和吸收，并对南

朝制度有不少反馈􀃊􀁉􀁚。隋朝建立后，三省六部制

正式确立，其官制虽主要参考北齐，实际上是依

汉魏之旧􀃊􀁉􀁛，可谓南北混同的结果。唐朝以后至

南宋，可以看作是三省六部制的完善与终结。

此间，三省制在唐前期短暂实施，旋即演变为中

书门下体制，北宋继行此制一百余年，神宗元丰

改制，又复行三省制，但其三省制已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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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立后，借政权机构重新开张之机，大刀阔

斧地对中央政权机构进行调整，先是“三省合

一”，继而是从宰相名称中去除三省名号，直称

为左右丞相。宁宗后甚至宰相兼枢密使成为永

制，三省之机制荡然无存，六部仅作为宰相机构

下的行政部门而存在。元朝以后的中央政权结

构与宋朝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其上承辽、金，

下启明、清，形成另一套政治体制。辽金制度虽

分别对唐宋制度有所借鉴，但其具体结构和运

作方式，却与唐宋三省制及中书门下体制有显

著不同。忽必烈建元后，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

院、御史台等机构，虽与唐宋制度名称相似，但

其具体结构反而近似秦汉之三公制。在国家制

度的具体运作方面，则是带有鲜明北族特色的

机制发挥着主导作用。明代继元之后，对政治

机构再作调整，其显著标志就是废除沿用一千

多年的宰相制度，但整个行政框架仍是因承元

代，只是在中后期赋役等制度改革上吸取了宋

以来具有南方特色的做法􀃊􀁊􀁓。清朝的八旗与内

务府制度虽然在具体制度结构和运行机制上与

前代有显著不同，但中央与地方性质架构之主

体则与元、明一脉相承。

秦汉至明清的政治体制虽屡经变化，但万

变不离其宗，即君权至高无上，其下各级权力则

分割制衡，所变的只是分权制衡的结构与方

式。但这种分权制衡结构与方式之变，却关系

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与社会百态。考察

这一变化，亦不啻为了解各历史时期政治与社

会文化的门径。于此，两宋政治制度便具有典

型的范例意义。如果说中央政治体制从秦汉至

隋朝是初步分权制的三公九卿制向理想分权制

三省六部制的演进，唐宋则是理想分权制的反

复实践及消解的历程，特别是宋朝，经历了唐三

省制消解后的中书门下体制到三省制的复归，

再到三省的消亡，不仅是传统中国中央政治体

制分权制衡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一次完整

反复，更证明了理想的三省制无法长久施行。

这一制度演变过程及其结果，可以作为反思中

国传统政治以及文化的重要凭借。

分权制衡不仅表现在机构职权的分离与制

约，还呈现为官员类别的分化与杂糅。“其官人受

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

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

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2］3768这是宋代官

员受授名称上的类别区分，除此之外又有“大凡

一品以下，谓之‘文武官’；未常参者，谓之‘京

官’；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

‘内职’；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外官则有

亲民、厘务二等，而监军、巡警亦比亲民”［2］3769等

（其中三司使副、宣徽只存在于元丰改制以前，诸

司名称在北宋末年发生改变）以“文武”与“内外”

为核心的区别。地方官名称又有“幕职官”与“州

县官”之别，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呈现为或虚或实

之状况。这一复杂状态虽是继承前代而来，却在

宋代被发挥到极致。这种机制虽被诟病为“名实

混淆，品秩贸乱”［2］3768，并在“名实”“内外”“文武”

等类别区分上极度困扰着后世史家们，却有“以

名器事功甄别能否，又使不肖者绝年劳序迁之觊

觎。而世戚勋旧之家，宠之以禄，而不责以猷

为。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资格，使得自竭其所长，

以为治效。且黜陟进退之际，权归于上，而有司

若不得预”［2］3768的现实功效。不仅如此，在实际

受授上，则又多是不同种类的职官名相互兼带、

交叉重叠。这样便在现实中很难存在一个界限

分明、职能单一、权势独立的职官种类或政治势

力。且众多官员之仕履皆可上可下，尤其是任过

宰执的官员多能回到地方任职，其他官员因事势

之便调岗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情况更是寻常。

而被后世称许的宋代无外戚、宦官及内朝之祸

患，当亦与此机制有关。故宋朝政治体制 300余

年之实践，堪称观察和理解整个传统中国政治制

度的范例或样板。

当然，宋代政治制度作为考察和理解整个传

统中国政治制度样板的，并不限于中央政治体制

和职官分类，其他方面的政治制度亦具有此意

义，只不过有些不一定称为结束期，有些甚至还

是唯一的做法。但即便是唯一的做法，其制度原

理仍不脱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之窠臼。如地方行

政制度，从秦汉至明清，虽以郡县制（隋以后是州

县）为基础，但中央与郡（州）之间的监管层级之

演变则呈阶段性特征。秦于各郡设监御史，汉曾

继之，设于各郡国，但汉武帝时将监御史废止，在

郡之上设置十三州部刺史，开始仅为限定职权范

围的监察机构，并非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之实体，

73



2026年第 1期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州则演变为一个实际的一级

地方行政机构，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基本沿用，至

隋代，则将郡裁撤，以州统县，形成州县两级制

（隋炀帝一度改州为郡）。尽管如此，因为中央与

地方矛盾之加剧，在州之上设立一个行政监察机

构甚有必要，所以唐太宗以后又在州之上设道，

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道一级逐渐由虚转实。

唐朝后期，在全国形成数十个方镇“道”，它们名

义上虽仍是监察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凌驾于州县

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如果结合元代行省制到

明清督抚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地方监察一级都最终实体化，中国地方

行政机构皆由两级变成三级制，那么宋代的地方

行政体制则有其独特性。宋代政治体制虽处于

“北朝隋唐宋体系”末端，但在州县之上的监察层

级却形成一种分权制衡模式，即州之上设路，路

一级机构则是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

司）、安抚使司（帅司）和北宋熙宁以后出现的提

举常平司（仓司，南宋后通置提举常平茶盐司），

各司其职，在分别负责一路军、政、刑、财之权的

同时，又皆对州县行监察之职，总称“监司”􀃊􀁊􀁔。如

此制度设计，亦有其特殊的范例意义。

再如兵制，宋代不仅继唐五代之势，基本是

全方位地采用募兵制，其管军驻军之制，更是防

弊机心的极致发挥。虽然其募兵之制未为之后

的朝代因袭，但其管军驻军之制策却多被后世

仿效。又如科举制，虽然创立于隋，发展于唐，

但真正将此制度完善化、规范化，并向全国推

广，成为选官的主要途径，则是宋代。宋代是真

正开启中国科举时代的历史时期。除此之外，

宋代之司法、财政、漕运、信息传递等制度，亦呈

现其独特之处。当然，各项制度并不能独立存

在，而是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性王朝国家的运作

存续系统。从中国史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宋代

这样一整套行政体制不仅是一个研究范例，而

是成为认识整个中国历史，尤其是宋以后的中

国历史不得不究的问题。明代史学家陈邦瞻撰

写《宋史纪事本末》时，回顾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

地位，不仅强调宋代是自鸿荒时代以来的第三

变，而且认为自身所处之时代的国家之制、官司

之所行等，无一不与宋相近􀃊􀁊􀁕。近代思想家严复

更是认为，“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

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

也”［3］668，故“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

历史最宜究心”［3］668。

研究宋代政治制度之范例意义，还表现为

一种理想化的价值追求，此便是宋代“崇文之

治”风尚下制度实践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反思意

义。有鉴于唐五代藩镇割据、“兵强马壮即为天

子”的历史教训，宋朝从一开始便着手建立一整

套防范武人的制度，而让文人充任一些原本由

武人担任的行政与军事职位。继而扩大科举，

将科举制作为选官的主要途径，因而以科举出

身者为代表的士大夫渐渐控制了国家决策及政

务运行的话语权，并按他们的理想培养、影响着

一代代的皇帝们。故宋代便形成一种“崇文抑

武”的治国理念􀃊􀁊􀁖，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风尚，

而统治者亦基本能坚持“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

传统。相关观念和风尚影响到权力结构及选

举、任官、朝议、监察、进谏、用兵、礼乐、信息渠

道等政策制定与政务运行，并形成“士大夫政

治”特色，体现出宋代迥异于别代的政治风貌。

这样的政治恰恰是儒家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

状态的重要表现，便包括“国家制度设计精良，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4］5，以及“批评纠

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

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4］5。尽管所谓的“士大

夫政治”之本质仍然是“君主专制”􀃊􀁊􀁗，而所谓的儒

家政治的理想时期仅限于北宋中期，而非整个

宋代，但不少论者却持“非专制论”观点，提出宋

代中央权力具有“三权分立”之结构，以及“皇帝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政治架构􀃊􀁊􀁘，故亦能说明

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文

治”之下儒家政治的“理想时代”。因此，宋朝政

治制度便有其重要的反思和启示意义。

三、宋代政治制度研究
乃治宋史之关键

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宋史

研究中的最关键问题。20世纪 50年代中期，邓

广铭曾提出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

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这四把治史钥匙，

可通用于整个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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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毕生研治宋史的大家，四把钥匙之提出，虽

然参照清代乾嘉学者意见，亦应是其治宋史所

得。邓先生曾说：“宋代的职官制度，就其部门

与层次来说是错综复杂的，就其相互间的关系

来说，又是胶葛混淆的。因此，它自来被宋史的

研究者们视为畏途，望望然去之，避之唯恐不

远。然而照实说来，在宋史研究领域里，它却是

一个最具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说，对

于宋代职官制度了解的多少，是会在质的方面，

决定一个宋史研究者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的，

尽管其研究课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5］其中所

称虽只是职官制度，但职官制度却是宋代政治

制度最为核心之内容。邓先生所言已为广大治

史者所接受认同，确为至论。

综观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对于研

究者来说，其认知之繁难，应属南北朝和宋代。

南北朝时期，政局变动剧烈，各政权制度频更，

虽然有其所宗，各有因承，却是胡汉相杂，南北

交混。然而更为遗憾的，是多数内容于文献记

载语焉不详。相比之下，关于宋代政治制度记

载之文献却非常丰富，但其制度之繁难却呈现

为极度的复杂多变。唐宋之际，是中国传统社

会的重要变革期，政治格局、社会结构之变化，

不仅引发权力结构之调整，更使各层级行政事

务都异常繁杂。于此，宋代不仅在延续旧制和

应对新变中使职官等制度呈现为“官”“职”“差

遣”分离，更是形成多种身份特点和角色功能既

相区别又相交杂的庞大政务人员群体，其中有

官员亦有吏人。相关制度内容既表现在职官、

选举、刑法、礼乐及兵制等方面，亦广及财政、赋

役、乡里等方面，形成许许多多的名目。而这一

制度状态又一直处在变动之中，不仅身处当时

之宋人不能尽晓，更令后世研究者望而生畏，没

有数年之功，都不敢称知其一二。学者研究宋

史，凡涉及宋代制度，特别是官制，稍有不慎则

生差错􀃊􀁊􀁙。与社会变革相伴随的，是宋代空前的

信息增量，从而形成空前巨量的文献存留，导致

今日研究者所面对的有关宋代之文献，数倍于

唐以前各时代，而宋代政治制度，特别是其中之

职官制度内容又遍布各种文献。学者研究宋

史，普遍要面对文献中许多关于政治制度之名

称、典故，若不明白，则无法完全理解文献内容，

影响对其他历史内容之认知。从大的方面讲，

治宋史者若不能对宋代政治制度有一定程度的

理解和认识，则不能充分理解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方面之内容，正如邓先生所说会直接影

响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综而言之，研究宋代

政治制度是研治宋代历史之基础。

结 语

宋代政治制度研究为透视整个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宋代处于“北朝

隋唐宋”体系的末端，经历了三省制这一中央

行政体制之理想分权制衡制的复行与消亡，其

演变过程与结果可以作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

以及文化的重要凭借。宋代政治制度以其精

密复杂的分权制衡体系，在机构职权的分离与

制约、官员类别的分化与杂糅、地方行政体制

的制衡与约束、文武关系的调整与实践等方面

表现出异于其他朝代的典范意义。对宋代繁

复多变的政治制度的研究，是解锁宋代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领域研究的基石，更是

理解中国历史演进脉络、剖析传统政治运行逻

辑与内在矛盾的最佳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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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emplary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Cao Jiaqi

Abstract: In historical research， adopting a specific perspective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ing the
past. For Chinese history， institutions play a central role， both a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and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s have prominent perspec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The Song Dynasty stands out not only for its great changes and progress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but also for it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has exemplary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the entir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the
Song Dynasty marks the end of the“Northern Dynasties，Sui，Tang and Song” system.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deal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a cent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was revived and eventually
faded. Its evolution and outcome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flect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were not only
manifested in the restraints on authority，but also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blending of official categories. As a result，
a series of political effects that were praised by later generations emerged. Therefore， the practic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can also serve as an example for
observing and evaluating the entir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Moreover， study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highlights its idealized value pursuit. This reflects the value of the i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the value it
embodies under the“civil governance”trend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political system；exemplary significance；termin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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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村落共同体的衰落与乡里共同体的兴起*

张 文

摘 要：两宋时期是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的衰落期，取而代之的是乡里共同体的兴起。村落共同体的衰落始

于中唐以来的社会分化，由此造成地缘关系的疏离，表现为有组织的地缘互助关系的弱化。其中，除了局部地

区存在传统的有组织的地缘互助外，民众自发的秘密会社与士大夫组织的乡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有组织的

互助作用。不过，前者受到官方压制而无法成为主流，后者过于理想化而难以普及，这使得村落共同体的衰落

难以避免。从北宋中期开始，在儒学复兴运动的推动下，重建地缘共同体成为士大夫构建理想社会秩序的必然

选择。由此，乡里共同体得以兴起。这是一种建立在自发秩序基础上的共同体，乡居士人和具有绅化倾向的富

民通过地缘慈善活动成为共同体的领导者。到南宋朱熹建立社仓，通过礼聘乡居士人为乡官，在管理社仓的同

时，起到教化乡里、抑制富民、控制贫民的作用。由此，乡里共同体得以实现组织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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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共同体理论创始人斐迪南·滕尼斯的

定义，传统时代皆属于共同体时代，“社会”是进

入近代以后的产物。共同体是一个熟人社会，

人们通过本质意志（自然意志）联结在一起，是

一个联系紧密的有机结构；现代社会是陌生人

社会，人们通过选择意志（理性意志）联结在一

起，是一个机械联合①。在血缘、地缘、精神三种

共同体中，地缘共同体最为常见。在这里，起主

导作用的是“合乎自然的分配的理念和神圣化

的传统”［1］88，“而交换、购买、契约、规章在其中

可能的作用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1］88。换言

之，地缘共同体不是一个单纯讲究利益最大化

的竞争场域，而是一个受制于传统习俗的追求

和谐的生活场域。

宋朝尽管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化特征明显，

但仍属于共同体时代，这并无疑义。日本宋史

学界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参与这一议题的有

今堀诚二、仁井田陞、柳田节子、丹乔二、高桥芳

郎、佐竹靖彦等人，除高桥芳郎有不同意见外，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宋朝普遍存在村落共同体或

乡村共同体②。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起步较晚，早期的乡村研究主要以土地制度、农

民战争、租佃矛盾为主，这种偏好隐含一个前

提：乡村社会是分裂的、对立的，当然也不存在

所谓的共同体。21世纪以后，国内学界关于宋

朝乡村的研究逐渐回归本质。不过，与日本学

界不同的是，他们似乎默认了宋朝乡村共同体存

在的事实，而将注意力转向谁在控制乡村的研

究，其中即包含寻找乡村共同体领导者的意图。

学界关于宋朝乡村控制力量的表达不一，包括

“非政府势力”③、“乡村精英”④、“乡村权威”⑤、

“强势力量”⑥等。其中，“民间权威”的概念最为

流行，也最为符合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界定。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斐迪南·滕尼斯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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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还是从国内外学界主流观点出发，宋朝存

在村落共同体或乡村共同体是基本没有疑义

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宋朝村落共同体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乡村共同体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根据笔者研究，中唐以来的社会分化导致乡村

地缘关系的疏离，即村落共同体的衰落。与此

同时，由儒学复兴运动所推动，士人开始致力于

乡村共同体建设，其结果是乡里共同体的兴

起。换言之，两宋时期的村落共同体处在衰落

过程中，而乡村共同体表现为乡里共同体。其

中，最为典型的是朱子社仓的普及，在解决贫民

生活困难的基础上，通过聘任乡居士人为乡官，

起到控制保甲组织和民间结社的作用。由此，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整合暨乡里

共同体的组织化扩展。

一、社会分化与乡村地缘关系的疏离

所谓社会分化，主要包括由社会分工导致

的水平分化与社会分层导致的垂直分化两个维

度。在传统时代，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平等性，水

平分化会转化为垂直分化，并以贫富分化的形

式呈现出来。回顾中国古代社会分化的历程，

唐宋时期是继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分化后的又一

次大规模的社会分化时期。其中，随着均田制

的崩溃，乡村社会分化尤为严重，成为影响两宋

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

北宋时期，除了差役法对于中户升上户有

一定抑制作用外，乡村土地兼并较少受到制度

约束，以土地多寡为标准的社会分层快速发展，

形成了上、中、下三个阶层。乡村上层一般是第

一、第二等户，乡村中层一般为第三等户，第四、

第五等户以及客户属于乡村下层。此外，还有

所谓出等户和官户的分类。出等户是指财富高

于一等户的民户，当然也是乡村社会上层。官

户的占田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等同一等户甚至

出等户，有的则只有中户水平，但由于其官户身

份，无疑处于乡村社会上层的位置。一般而言，

一等户通常拥有田地在 400亩以上，二等户通常

拥有田地在 150—400亩之间，三等户通常拥有

田地在 100—150亩之间，四等户通常拥有田地

在 30—50亩之间，五等户通常拥有田地在 30亩

以下⑦。仅从田地情况看，一等户与五等户相差

约 10倍，贫富差距巨大。尤其是乡村社会下层，

即第四、第五等户与客户，其中大多属于乡村贫

民。从宋朝相关规定看，拥有 20亩以下田地的

乡村户被称为“贫弱之家”，20亩田地或等额资

产可视为宋朝的社会贫困线⑧。也就是说，第五

等户和客户，是乡村社会的贫民阶层。他们在

宋朝乡村总人口中，比例可能超过 50%⑨。这一

阶层面临的长期问题是发展受阻，只能勉强维

生；面临的短期问题是灾荒，其抗灾能力严重不

足。仁宗年间，曾经有两次大灾，都造成大规模

饥荒。一次是明道二年（1033年），一次是宝元

二年（1039年），即所谓“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

蝗”［2］277。此后，由于宋夏战争爆发，朝廷加大赋

税征收力度，乡村社会下层的处境更为艰难，成

为一个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

总体而言，中唐以来的乡村社会分化的主

要表征是贫富分化，这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

是在原有的贵贱分类之外多出了一个贫富分类

维度，人们在评价某个人的社会地位时，财富多

寡也成为一个衡量指标；二是均田制下的以自

耕农为主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自耕农内部分

化也颇为严重，原本相对稳定的乡里社会流动

性增强；三是原有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趋向

弱化，传统共同体的社会保障属性减弱，成为乡

村慈善兴起暨乡村共同体重构的前提。

在斐迪南·滕尼斯的理论中，地缘关系是共

同体的次生形态，村落社会是其典型形式。随

着社会分化的加剧，那些起主导作用的神圣传

统出现弱化迹象，交换、购买、契约、规章等理性

原则占据上风，地缘关系的疏离难以避免。中

国古代的个体小农家庭，自秦汉时期确立了独

立的自成一体的经营方式之后，“它对外部社会

条件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宗族之血缘关系与

乡社之地缘关系，尤以后者为突出”［3］。中唐以

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坏，乡村商品经济因素日渐

增强，小农家庭所依赖的地缘关系也有所削弱，

农忙时节邻里之间的换工互助，大多为雇佣劳

动所代替⑩。即如宋人所说：“田家夏耘秋收，人

各自立，不给则多方召雇，鲜有应者。”［4］6274据此

可知，人们不再依靠血缘或地缘互助解决问题，

而是通过市场雇佣行为解决问题，这无疑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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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宋朝乡村互助传统的衰落与社会化契约关系

的发展，亦即地缘关系的疏离。

地缘关系疏离的内在特征是地缘意识趋

弱。地缘意识源于稳定的地缘同居关系，这在

传统时代是一个基本特征。不过，相比于中唐

以前，宋朝乡村社会流动性增强􀃊􀁉􀁓，不可避免地

带来地缘意识的弱化。初唐诗人王梵志《遥看

世间人》诗云：“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

有死生，合村相就泣。”［5］1《邻并须来往》诗云：

“邻并须来往，借取共交通。急缓相凭仗，人生

莫不从。”［5］121在王梵志的诗中，初唐的乡村社会

相对稳定，人们生死于斯，具有互相扶持的义

务。即便是中唐，民众也颇为安土重迁除非“世

乱轻土宜”［6］。但是，到了宋人那里，则对“轻去

乡土”颇为习惯了。熙宁三年（1070年），韩绛、

曾布请恢复肉刑，曾布给出的理由是：“古者乡

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

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

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

古亦轻矣。”［7］北宋人所说的近世，一般指唐末

五代，也就是说，“轻去乡土”之俗始于这一时

期，而至北宋时期尤为严重，这无疑是地缘关系

疏离的一个外在表征。

地缘关系疏离的另一个外在表征是里社互

助传统的衰落。所谓里社，唐宋时期也称为乡

社，源于先秦时期祭祀土地神的社，由居住在同

一里的居民组成。社既是一个祭祀组织，也是

一个基层组织。里宰是这一基层组织的管理者，

负责组织居民开展生产互助活动。《周礼·里宰》

云：“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

政令。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8］1601 关于

“邑”，郑玄注：“邑犹里也。”［8］1601“合耦”，郑玄

注：“此言两人相助耦而耕也。”［8］1601引申为合作

生产之意。“锄”，郑玄注：“锄者，里宰治处也，若

今街弹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8］1601在郑

玄看来，周代的“锄”与东汉的“弹”是一回事。

1973年出土的《汉侍廷里父老 买田约束石券》

碑文证明，“ ”就是郑玄所说的“弹”，是一种建

立在里社基础上的互助组织􀃊􀁉􀁔。魏晋时期，由佛

教信众组成的佛社兴起，并在此后与里社合流，

形成具有互助性质的社邑（邑社）。唐五代时

期，主要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社邑遍及城乡，成

为民众抵御生活风险的重要组织􀃊􀁉􀁕。唐代后期

至北宋初年，在敦煌地区流行的私社，就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从功能上看，敦煌私社分为从事

佛事活动的私社与进行互助活动的私社两种类

型，当然，也有一些私社兼具佛事与互助两种性

质。互助性质的结社属于民间慈善的一种形

式，人们通过结为互助社，在社人遭遇生活困难

时，能够通过结社获得帮助，包括营办丧葬、赞助

婚嫁、立庄造舍，以及对社人生活困难的周济、

生病的慰问、宴集娱乐、对远行与回归者的慰劳

等􀃊􀁉􀁖。此外，有些私社似乎还有一定的公共积

累，谓之“义聚”，用于支付社人丧葬费用的不足部

分，以及对社人的无偿借贷或有偿借贷􀃊􀁉􀁗。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互助结社有一个前提，即居

民长期固定。伯 3730号文书背面《某甲等谨立

社条》规定：“凡为立社，切要久居，本身若云亡，

便须子孙承受，不得妄说辞理。格例合追□游，

直至绝嗣无人，不许遣他枝眷。”［9］由此可知敦

煌私社属于中古民间结社之孑遗，其前提是授

田制与乡里制下居民的长期稳定。

入宋以后，传统的乡里制度解体，土地交换

频繁，社会流动性增强，都使得传统社邑的存在

基础被动摇。尽管里社与佛社仍在两宋时期流

行，但生活互助性质已不明显。原因也容易理

解，毕竟互助行为是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如果

乡里社会流动性过强，成员不够稳定，则付出往

往无法获得预期回馈，必然难以建立持久的互

助组织。综合而言，两宋时期的佛教结社仍然

流行，但主要从事佛教活动􀃊􀁉􀁘，生活互助性质已

难觅踪迹。相比之下，宋朝的里社仍很普遍，但

主要从事春秋二祀活动，生活互助性质已不明

显。魏了翁曾谈到彼时里社情况说：“春二月、

秋八月，以戊日为社日，州县太守、知县率属以

祭，用豕为牲，苟简不敬。而民间乡村有社，无坛

有屋，谓之社屋。二社所祀，谓之社公。承平时，

父老村民醵酒为社，欢呼歌舞。”［10］据此可知，宋

时乡村里社主要进行春秋二祀活动，届时集资

于众人，用于祭祀和宴饮，不见生活互助活动的

迹象。

需要说明的是，宋朝乡村有组织的地缘互

助活动衰落，但这并不代表彼时乡村不存在互

助活动。比如陆游在山阴乡居时，多次谈到当

两宋村落共同体的衰落与乡里共同体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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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存在临时性互通有无的事情。其《书感》诗

曰：“闾里通有无，情厚不为薄。”［11］《峰谷互回

映》诗云：“北起成孤峰，东蟠作幽谷。中有十余

家，芦藩映茅屋。土肥桑柘茂，雨饱麻豆熟。比

邻通有无，井税先期足。”［12］从上述两首诗看，山

阴乡村存在互通有无的习俗，这大约也可以视

为宋时乡村社会的一般性场景。不过，这种临

时性互通有无与有组织的里社互助还是存在本

质差异，显示出有组织的地缘互助传统的衰落。

综合而言，由唐入宋，乡村社会分化日益严

重，以财富多寡为主要标准的社会分层加剧，贫

富矛盾日益突出，加剧了地缘关系的疏离。为

此，乡村地缘共同体的弱化不可避免，来自地缘

的社会支持随之弱化，小自耕农的生存境遇愈

加困难。当遭遇饥荒时，贫富冲突随之加剧，甚

至造成乡村共同体的破裂。为此，一场旨在解

决乡村共同体危机的慈善活动随之兴起。通过

地缘慈善的展开，试图重建地缘性的乡村共同

体，这也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一个社会目标。

二、地缘互助与村落共同体的衰落

相比于前代，宋朝乡村地缘关系疏离，传统

的有组织的地缘互助活动衰落，只在局部地区

保存有类似的地缘互助遗俗。在此背景下，民

间秘密会社在乡村社会蔓延，部分取代了传统

的里社互助功能。与此同时，随着士人在乡村

实践其地缘共同体理想，部分地区出现了以《吕

氏乡约》为模板的新型地缘互助组织。

第一，有组织的传统地缘互助遗俗。总体

上看，由于地缘关系的弱化，建立在里社基础上

的有组织的地缘互助模式衰落。从现有文献记

载看，只在局部地区保存有类似周代的“锄”或

汉代的“弹”的互助形式，属于传统里社互助的

孑遗，典型者如眉州合耦之俗。苏轼在《眉州远

景楼记》中描述道：

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

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

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

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

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

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

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

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

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

风俗盖如此。［2］353

从苏轼的描述看，这种生产互助活动以“数十百

人”为单位，说明是以村落为基本单元。他们并

不依赖乡里基层组织，而是自发组织起来，共同

推选有威信的二人为首，组织村民共同耕作。

这种方式虽然与依托基层组织的“锄”和“弹”有

一定区别，但延续了民间互助结社的习惯，确实

更具有传统里社共同体的特征。不过，这种风

俗在宋时已经很少见，因而苏轼说它是“三代、

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2］352。的确，

除了眉州之外，提到合耦习俗的仅有数例。比较

典型的是吴江县一个叫八赤的村落，“其民淳而

乐业，日以迁善。农夫合耦以相助，几于上古之

遗风”［13］。此外，宋朝秦岭山民耕作畬田时也有

互助活动，看起来与合耦近似，实则并不相同。

畬田是山区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遗俗，宋以前

即存在于南方山区。两宋时期，部分地区延续

了畬田习俗。由于这种刀耕火种方式难以分清

自然界限，且需要大量人手防范火势失控，因而

必须保持互助行为。当代民族志资料也印证了

这一点，如浙江丽水畲族，每年全村人一起去烧

山，待火灭土凉，撒种入灰，不耘而获􀃊􀁉􀁙。独龙族

传统的共耕方式也是如此，每年集体砍树、烧

山、播种。收获之物或者按户均分，或者储存

于公共仓库之中，需要时再行分配􀃊􀁉􀁚。总体而

言，畬田是一种刀耕火种习俗，其中伴随着生产

互助活动。这一习俗来源于农村公社传统，与

眉州和八赤的合耦习俗所代表的村落互助并不

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诗词中也时常会提

到“耦耕”，如苏轼“何时收拾耦耕身”［14］、陆游

“男丁共结春耕耦”［15］、叶茵“骑牛访耦耕”［16］、黄

昇“时向田间问耦耕”［17］等。不过，从各诗词的语

境看，或是借用长沮、桀溺的典故，或是形容多人

耕作，与合耦而助的意思并不相同。

第二，新兴的民间秘密会社互助活动。两

宋时期，官方一般将民间秘密会社统称为“吃菜

事魔”，或认为系五斗米道的变种。民间秘密会

社的兴起，源于官方对公开结社的禁止。早在

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十一月，即诏令“禁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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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结义社”［18］275，次年九月，又“禁西川民敛钱

结社及竞渡”［18］289，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连

民间结社“祠岳渎神”［18］2445也一并禁止。民间公

开结社既不容于官府，则必然转为秘密会社。

约从北宋中期开始，不断出现秘密会社的记

录。至和二年（1055年），赵抃反映京城中有“夜

聚晓散”的秘密结社，于是“下开封府禁止”［19］。

此后，随着官府对城市控制力度的加强，秘密会

社转向乡村发展。北宋后期，秘密会社在福建、

江浙乡村尤为流行。信徒们在乡村建立斋堂，

夜聚晓散，从事秘密活动。到北宋末年，青溪县

堨村土豪方腊借助“左道”起事，“其徒处处相煽

而起”［20］，最终酿成震动东南的大乱。南宋时

期，民间秘密会社更为兴盛，包括二 子、牟尼

教、四果、金刚禅、明教、揭谛斋以及白莲宗等。

白莲宗为南宋初年昆山人茅子元所创，源于净土

宗之弥勒信仰，亦系白莲教之源头􀃊􀁉􀁛。不过，在南

宋官方看来，白莲宗与吃菜事魔一样，都是妖

教。其“男女混杂，夜聚晓散”［21］537，又“横敛众

财……巧立名色，胁取钱米”［21］535-536，与吃菜事

魔一般无二。绍兴四年（1134年），王居正在奏

状中专门谈到两浙地区的秘密会社问题，主要

提到三点：一是吃菜事魔在南宋时期非常兴盛，

所谓“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22］1280；

二是吃菜事魔主要流行于乡村，所谓“每乡或

村有一二桀黠，谓之魔头。尽录其乡村之人姓氏

名字，相与订盟为事魔之党”［22］1281；三是会社因其

具有互助功能而极具吸引力，所谓“凡事魔者不

肉食，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22］1281。

综合而言，乡村社会尽管可以通过市场行为解

决部分生产问题，但无法解决地缘关系弱化后

造成的生活困难问题。由此，随着乡村地缘互

助传统的衰落，秘密会社在乡村的蔓延就近乎

必然。从这一意义上说，民间权威实施的乡村

地缘救济，尤其是社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抵消民间秘密结社的意图和价值。换言之，仅

靠言语劝说是不行的，只有解决民众的实际困

难，才能消除吃菜事魔之类的秘密会社的生长

土壤。

第三，新型的乡约地缘互助组织。北宋中

期，蓝田吕氏兄弟制定《吕氏乡约》。这是一种

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采用自愿入

约方式，设置“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

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

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

杂事”［23］。共同体的宗旨是德业相劝、过失相

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礼俗相交、患难

相恤都包含了大量互助规定。总体上看，《吕氏

乡约》是一种村民自治组织，也是一种新型地缘

互助组织。吕大钧曾在家乡蓝田推行乡约与古

礼，“关中风俗为之一变”［24］，可见这种做法曾经

在局部地区取得成效。南宋前期，朱熹对《吕氏

乡约》进行了增损，互助部分基本保留，主要改动

有两项：一是增加领导层的遴选条件。其中，设

约正一人，须是“有齿德者”；约副二人，须是“有

学行者”，以保证乡约组织掌控在乡里士大夫手

中􀃊􀁊􀁒。二是增加了各种环节的仪式。在礼俗相

交部分，强调尊卑有序；在聚会环节，规定于乡校

聚会行礼􀃊􀁊􀁓。经过朱熹的推广，《吕氏乡约》得以

广泛传播。如东阳人李大有，庆元进士，曾在平

江推行乡约、乡仪，“士习用劝”􀃊􀁊􀁔。南康军胡泳

为朱熹学生，曾在家乡实行乡约，“其有补于风教

大矣”［25］。铜梁人阳枋，曾在家乡巴川与友人推

行《吕氏乡约》，“一乡化焉”􀃊􀁊􀁕。直到南宋末年，

乡约仍在部分地区流行。据陈著言：“且吾里虽

经多事，而我辈尚能自持。儒衣儒冠，俨典刑其

犹有；乡规乡约，矫礼义其无愆。”［26］陈著此文作

于景炎二年（1277年），说明此前其乡里长期存

在乡约组织。总体上看，乡约尽管以“乡”为名，

但领导层人数有限，实际规模不会太大。如阳

枋组织的乡约，入约者“八十余人”􀃊􀁊􀁖。据此可

知，乡约当以村落为基本单元，而所谓乡约之

“乡”，系指乡村之乡，而非乡里之乡。

总体而言，两宋时期有组织的地缘互助传

统衰落，建立在里社基础上的共同体也随之衰

落，只在局部地区保存有类似的遗俗。面对这

一局面，民众通过秘密会社结成互助关系，也产

生了一种更为紧密的共同体，部分替代了里社

的互助功能。而士人通过推行乡约，建立了一

种比较理想化的地缘共同体组织。不过，前者

受到官方压制而无法成为主流，后者过于理想

化而难以普及。其中，民众的秘密会社具有精

神共同体的性质，因为无论是五斗米道还是吃

菜事魔，抑或是白莲宗，都以共同信仰为基础，

两宋村落共同体的衰落与乡里共同体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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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无法保证互惠关系的持续。相比之下，乡

约共同体更具有理想化色彩，因而普及性有

限。张栻在研究《吕氏乡约》后指出：“若在乡

里，愿入约者只得纳之，难于拣择。若不择，而

或有甚败度者，则又害事；择之，则便生议论，难

于持久。兼所谓罚者可行否？更须详论。”［27］由

此可见，在实践中，乡约存在难以落地的困扰。

如果严格执行规定，则必然难以推广；如果放宽

标准，则必然流于形式。更为重要的是，乡约的

设计出自三代理想，未能针对宋朝乡村社会的

主要矛盾，这是乡约始终难以普及的根本原

因。彼时，乡村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富矛

盾，贫民每到春荒季节，往往需要借贷为生。而

高额的借贷利息，使得贫民陷入持久的债务循

环之中。富民由于缺乏投资渠道，也乐于通过

放贷谋取高额回报。朱熹建立的社仓制度基本

回应了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取得了普遍

成功。虽然朱子社仓并非理学家心目中最为理

想的地缘共同体模式，但却是宋朝地缘共同体

最为成功的模式。

三、朱子社仓与乡里共同体的兴起

朱子社仓是由朱熹于乾道年间创立的一种

面向乡村的仓储设施，淳熙八年（1181年）经由

朝廷立法，逐渐推广。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由

乡里德高望重者保明，从官方借贷粮食作为社

仓底本；二是由地方官府礼聘乡居士人为“乡

官”，对社仓进行总体领导；三是以保甲系统为

基础，保正副、大保长作为总担保人对社仓借

贷人进行约束控制；四是采用民户自愿结社原

则，社首、队长作为借贷方代表对社仓借还进

行管理。此外，政府鼓励民间自愿出资建立民

本社仓，自行负责管理。在这一框架之下，实际

存在一个由士人、富民、贫民组成的三角形结

构：士人居主导地位，三方构成一个稳定的整

体，进而形成了围绕社仓的乡里共同体。乡里

社会最为突出的矛盾是贫富矛盾，这也是造成

乡村共同体难以有效整合的主要障碍。为此，

需要拥有政治资源与话语权的士人出面，借助

社仓赈贷，调和贫富双方矛盾，进而实现乡里

共同体的整合􀃊􀁊􀁗。

需要说明的是，宋朝的乡里共同体是自发

性的共同体，并不依托乡里组织而存在。反观

秦汉至隋唐间的乡村共同体，一个显著特征是

与乡里组织关系密切，尤其是东汉时期的“里共

同体”，其与乡里组织的联系更为明显􀃊􀁊􀁘。秦汉

时期，“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

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

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28］。亭是治安

机构，县以下分为乡和里两个层级，里之下包括

自然村的“聚”和“落”。百户为里，有里正、父

老、祭酒等分掌不同事务。里中有里社，既是一

种祭祀组织，也是一种地缘互助组织􀃊􀁊􀁙。魏晋时

期，出现两个新变化：一是村的出现。村源于汉

代的“聚”和“落”，正式名称出现于魏晋时期􀃊􀁊􀁚。

此后，村也被纳入乡里组织控制之下。到唐代，

形成乡、里、村三级制。乡设耆老（父老）一人􀃊􀁊􀁛，

里设里正一人􀃊􀁋􀁒，村设村正一人􀃊􀁋􀁓。唐代前期，乡

务主要由里正负责，其属于乡官序列。唐代后

期，乡官制转向职役制，开启了新型乡里组织的

序幕􀃊􀁋􀁔。二是佛教社邑的出现。社邑源于佛教结

社与私人里社的结合，有较强的民间自发结社色

彩。正因如此，唐咸亨五年（674年）曾下令，除春

秋二社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宜令

官司禁断”［29］。春秋二社除社祭外，“还起着基

层政权机构的辅助组织作用，如与村正等一起

督趣耕作、团保防盗、应官差遣”［30］。不过，唐五

代时期，私人结社的发展还是难以遏制，在回归

地缘共同体的同时，与乡里组织的关系也日渐

疏远。

综合而言，秦汉以来的地缘共同体一直与

基层组织纠葛在一起，具有较为浓厚的官方背

景。随着乡官制转型为职役制，宋朝乡村基层

组织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此，马端临

总结说，隋唐以上的乡官属于“官”，唐宋以下的

乡官成为“役”􀃊􀁋􀁕。的确，直到唐武德七年（624
年），仍然规定了乡正、里正的公服款式，即乡官

仍被视为“官”。且武德七年（624年）之后，仍有

官宦子弟充任乡官并以此为荣而记入墓志铭的

情况􀃊􀁋􀁖。因此，至少可以说，隋唐时期虽有一定

的乡役之实，但乡官之名仍在。宋朝则不同，乡

官名实俱无，彻底转为乡役。在宋人墓志铭中，

除了元祐四年（1089年）一个富民墓志铭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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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管耆长勾当”􀃊􀁋􀁗外，基本不见以乡役为荣

者，说明宋人已不把乡役视为“官”。马端临的

结论总体上仍然成立。

关于职役制，概而言之，北宋前期以户长负

责催税，耆长负责治安。北宋中期以后，则以保

甲负责治安，耆户长负责催税。也就是说，乡里事

务只剩下功能化的催税与治安，负责教化的乡官

长期缺位，乡里组织被严重虚化了。这也对应了

开宝七年（974年）“废乡分为管”［4］4321的问题，即

实际废除的是乡级组织，而非乡的行政区划􀃊􀁋􀁘。

换言之，废除的是“乡分”，而非作为行政区划的

“乡”，标志是代表“乡”的“乡官”不见了。由此，

也给乡居士人与部分富民留下了发展空间。他

们通过积极从事公益慈善活动而获得了民间权

威的地位，从而形成由其领导的自发性的乡村共

同体。不过，在官方胥吏与乡村豪强的双重压力

下，这种自发性的乡村共同体并不稳固，有可能

随着民间权威地位的改变而波动，也可能因为缺

乏官方支持而难以为继。南宋以后，随着乡村社

会问题日益突出，亟须一个具有官方身份的领导

者填补乡村社会的空白。因此，朱熹建立了社仓

制度，其目的颇有深意。

第一，乡官的设置，具有重建乡里领导层的

意图。朱熹设计的程序是，乡官由乡里耆老推

荐，由官方礼聘士人充任。朱熹以士人为乡官，

其意图显然不限于社仓。在宋朝，偶有将乡居官

员简称为乡官者，但真正意义上的乡官是指负责

乡里教化的非正式的“官”，即苏颂所说：“有明于

义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旌异，或立乡官之号以

赐之。使人谕教化于下，相率而归于善道。”［31］换

言之，以士人为乡官，不仅便于管理社仓，更有教

化乡里的意思。朱熹在讨论社仓法与青苗贷的

区别时曾说，青苗贷只依靠官吏而没有依靠“乡

人士君子”，从而失去“惨怛忠利之心”，这是其失

败的重要原因􀃊􀁋􀁙。言下之意，社仓以“乡人士君

子”而行“惨怛忠利之心”，与青苗贷有着本质不

同。所谓“惨怛忠利之心”，语出《礼记·表记》：

“子民如父母，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32］“惨

怛”指对民众的痛苦感同身受，“忠利”指忠厚之

教。这句话是指秉持视民如伤之意，行忠厚之教

化。乡官的设立，有重建乡里教化的意图。

第二，保甲的纳入，具有控制乡里职役的意

图。南宋时期，以乡村五家相邻者为一小保，五

小保为一大保，通选保内“物力高者”一人为大

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通选都保内“有行止材

勇、物力最高者”［4］7858二人为都保正副。也就是

说，每二十五家为一大保，大保长是其负责人；

二百五十家为一都保，都保正副为其负责人，一

般简称保正副。保甲组织具有“乡村武力”的性

质，其首领有“缉捕逃亡军人及私贩禁物、斗讼、

桥路等事”［4］6277的职责，拥有一定的权力。如果

保正副、大保长等人品不佳，则难免为害乡里。

《夷坚志》曾记房州保正李政，“顽猾健讼，侵人

田园，夺人牛马，官司莫能治”［33］。无奈之下，民

众只能通过编排其报应故事泄愤。保正副、大

保长通常由第一、二等户的富民担任，在负责教

化的乡官长期缺位的背景下，富民实际上掌握

了乡里的行政权力，这显然不利于乡里共同体

建设。因此，通过社仓组织将保正副、大保长置

于乡官领导之下，实际起到了巩固士人领导地

位，抑制富民为害乡里的作用。

第三，结社的规定，具有规范民间私社的意

图。社起源于商周时代的社祭，战国秦汉时期，

在里中置社称为里社，每社二十五家，是一种官

方认可的地缘结社组织。隋代仍以二十五家为

一社􀃊􀁋􀁚，在社之上建立义仓，谓之社仓。朱熹明

确承认，“惟念里社有仓，实隋、唐遗法”［34］4603。

换言之，朱子社仓仿效了隋代社仓，也包含了对

民间私社进行规范的考量。宋朝乡村的社不再

具有乡里基层组织的意义，而仅仅是民间信仰

的私社，通常称为村社，一般祭祀田神或地方神

祇。程颢在晋城令任上时，即实施过规范私社

的举措：“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

有劝有耻。邑几万室，三年之间，无强盗及斗死

者。”［35］联系朱熹《社仓事目》，对民众入社除了

有资产方面的规定外，还有严格约束及甄别善

恶等方面的规定。这种安排，透露出规范民间

私社的意图。如前所述，宋朝民间多有秘密会

社，而福建地区是秘密会社的流行区。秘密会

社的危害，最令士大夫感到忧虑。民间公开的

结社看似无害，但如果不加以规范，就存在被奸

人利用的可能。朱熹曾谈到南宋初年福建地区

的社会动乱，其中如建阳县一遇饥荒，“奸民处

处群聚，饮博啸呼，若将以踵前事者”［34］3777-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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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学生刘子寰是建阳人，他曾经描述建宁府

一带的乡风：乡里浪荡子弟不务正业，最喜欢参

加迎神赛会之类的活动，有时行为颇为诡秘，

“如遵密约赴黄巾，又似传筹觅王母”［36］440。平

时耍勇斗狠都是这些人，“一遇凶荒皆哨聚”［36］440。

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行为颇为类似五斗米道，一

遇凶荒便会群聚起事。因此，朱熹尽管没有明

说，但其通过社仓将民众结为社，令社众互相监

督，总体上将其置于乡官领导之下，无疑起到了

排斥民间秘密结社的作用。朱熹门人赵崇度曾

于湖南任地方官，即请求“禁立私社，以杜奸民

鸠聚之渐”［37］，或许正是受到朱熹的启发。

综上所述，社仓是一个由官方资助的面向

乡村的公益设施，也是一个在官方监督下的准

乡里组织。由此，乡里共同体的强度无疑增强

了。社仓主要针对乡村突出的贫困问题，为乡

村贫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士人以

乡官身份取得对乡里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富民

被置于乡官领导之下，贫民也被控制在结社组

织之内，这也意味着对富民内部的小共同体以

及贫民之间的小共同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

合。换言之，围绕社仓建立的乡里共同体，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各种单一共同体的整合。与

官本社仓依托保甲组织有所不同，民本社仓依

托富民自身的家族资源与社会网络，是一种带

有民间自治色彩的乡里共同体。一般而言，乡

居士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上可协调官府，

中可抵御土豪，下可说服民众，是社仓管理的理

想人选。富民具有明显的财富优势，一些具有

绅化特征的富民，通过社仓将部分乡村贫困人

口纳入慈善救济体系，将贫富矛盾逐渐转化为

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对

乡里共同体的整合。如果说官本社仓重在以乡

居士人整合乡里社会，则民本社仓具有富民自

我整合的意味。总体上看，随着各种单一共同

体的整合，乡里共同体的兴起成为必然。

结 语

宋朝村落共同体处于衰落过程中，取而代之的

是乡里共同体。具体而言，本文有如下三个主要

结论。

第一，汉唐时期的村落共同体是建立在里社基

础上的，与乡里组织的关系密切。这一时期人地关

系相对稳定，社会具有较为静态的特征，这是村落

共同体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中唐以后，由于均田

制的崩溃以及乡里组织的虚化，村落共同体的基础

被动摇。由此，村落共同体的衰落不可避免，其表

征是有组织的地缘互助关系在宋朝的衰落。

第二，宋朝乡村共同体建设是北宋儒学复

兴运动的一个重要指向，因为儒学复兴运动不

仅是思想革新运动，而且“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不只停留在思想层面上”［38］。换言

之，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指向是现实改造，即重

建合理的人间秩序􀃊􀁋􀁛。为此，重建地缘共同体是

一个必然选择。由于朱子社仓聚焦于乡村社会

最为突出的饥荒问题和贫富矛盾，因而是一种

较为成功的乡村共同体模式。

第三，宋朝乡村共同体主要表现为乡里共同

体，这是由于乡里是秦汉以来基层组织的区划单

元，这一空间范围成为人们习惯的社会单元。并

且，涉及具有财富再分配性质的慈善问题，在村落

有限的人口中难以落实，必须扩展到乡里才有可

能实现。即如围绕社仓而形成的共同体，其基础

是“都”，但以乡里为单元，是一种乡里共同体，这

意味着对村落社会或单一共同体的整合。

综合而言，宋朝乡村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

乡里共同体。乡里共同体的核心是乡居士人，

也包括部分具有绅化倾向的乡村富民。乡里共

同体的兴起，一方面是受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

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回应地缘关系疏离后乡村

社会重构的需求。说到底，共同体既是一种社

会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自我保障方式，人们通过

结成有机的共同体关系，可以化解生活中的诸

多风险。在此基础上，个体家庭的不幸不再是

其小家庭的问题，甚至也不再是其所在单一共

同体的责任，而转变为乡里共同的责任。由此，

乡里社会矛盾被部分抑制，传统生活方式得以

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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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ine of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the Rise of Township-Village（Xiang-li）Communitie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Zhang Wen

Abstract: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saw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ommunities， which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township-village communities. The decline of village communities began with social
differentiation since the mid-Tang period， leading to the alienation of geographical relations， manifesting as the
weakening of organized geographical mutual-aid relations. In this context， aside from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organized geographical mutual-aid in certain localized areas， spontaneous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 community compacts
（xiangyue） organized by scholar-officials partially fulfilled the gap. However， the former was suppress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could not become mainstream， while the latter was too idealized to achieve widespread adoption，
making the decline of village communities irreversible. From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driven by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communities becam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scholar-officials in
their pursuit of an ideal social order. Thus， the township-village community emerged， characterized by spontaneous
order， in which rural dwelling scholar-genrty and rich people aspiring to gentry status became leaders through their
geographical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By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u Xi’s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granaries
（she-cang）， and the appointment of rural dwelling scholar-genrty as community officials， not only managed the
granaries but also moralized the township-village， restrained the rich people， and controlled the poor people. Thus，
the township-village communities achieved organizational expansion.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village community；township-villag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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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文学发生学、先秦至六朝文学文化研究。

自李泽厚提出“儒道互补”并将其视为中国

思想的基本线索以来，学界多惯于以“儒道叙

事”概括中国文化结构。然而，这一观点实难涵

盖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与历史纵深。儒、道两家

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此前文化已经历了漫长

的发展过程。在儒、道两家文化尚未成型的时

代，“互补”无从谈起。战国时期思想多元并立，

如孟子所言“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272，

儒、道并非当时主流。即便在魏晋之后形成儒、

释、道三教并立格局，“儒道互补”也主要流行于

部分文人阶层，难以反映兵、农、商等广大群体

的文化实践。文化是一个包含制度、思想、艺

术、技术、民俗等多维度的整体，远非儒、道两家

所能囊括。因此，理解中国文化的发生与结构，

应回到其源头——先秦时期。先秦文化围绕

“真”与“善”两个终极维度展开，形成一套贯通

政治、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农学、医学等领域

的叙事体系。这一结构在“六经”中已见雏形。

诸子之学择取“六经”思想中的某一方面，形成

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成为“六经”学的有机组

成部分，延续并深化了真、善二维文化叙事范

式，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格局。

一、真、善二维文化叙事的思维原点

本文的“真”，指自然原始质朴的本真状态，

核心内涵是崇尚自然；“善”即改造自然本真而

确立的最高伦理理性，以功德为核心内涵。故

真、善二维文化叙事也可表述为自然与道德二

维文化叙事。它们都具有形而上的终极原则以

及形而下的实践属性和意义。先秦真、善二维

文化叙事，是基于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认知而形

成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历史记忆、理解和言说

的价值轴心、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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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真、善二维文化叙事都是围绕人的

生存需求展开的。原始社会，人类生存基本依

赖自然，人们的思考原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自然的依赖导致了自然膜拜，产生了效法自

然的原始哲学观。同时，原始社会各部落之间

争夺生存空间而产生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凸显

了部落首领德行对部落生存空间拓展的重要意

义，产生了原始功德价值意识。进入国家政治

时代，国家与各方国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矛盾

成为主要矛盾。帝王的德行在国家存续方面的

价值和意义日渐凸显，使人们对生存的思考聚

焦于道德之善恶。于是，依据人们生存的主要

矛盾，形成了以真、善为轴心的二维文化叙事

结构。

（一）先秦真维文化叙事的发生

人的意识因经验产生。经验决定了人的认

知对象和知识构成，极大程度上规定了经验主

体的意识及价值取向。先秦真、善终极价值的

确立，与人的经验密不可分。

人类从自然走来，进入原始农业社会，经历

了漫长的采集渔猎生活时期。那时人们的生存

空间极为有限，用以维持生命的食物全都来源

于自然。《庄子》所载“民皆巢居”，“昼拾橡栗，暮

栖木上”，正是这种生存状态的深刻记忆。食物

作为早期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使得某些动植

物被赋予祖先意义，演化为图腾崇拜。伏羲、女

娲形象常为人面蛇身，在神话中被视为人类始

祖，闻一多《伏羲考》更指出伏羲、女娲原义为葫

芦，实为早期人类依赖自然物生存的隐喻。自

然既赐予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也带来严峻挑

战。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

等神话，以及商代甲骨文中出现的求雨卜辞，均

反映出先民面对自然灾害时的焦虑。尽管后

羿、大禹等形象体现了一定的抗争意志，但夸父

道渴而死、精卫衔木难填沧海等叙事仍暗含着

人与自然抗衡时的无力感。这种恩赐与灾难并

存的双重经验，逐渐催生出人类对自然的敬畏

与崇拜，形成早期的自然神灵观念。在此过程

中，人类通过感性经验与神秘互渗的方式，建构

起以自然现象推断人事祸福的认知模式。这一

模式逐渐升华为具有哲学意义的自然天道观，

成为解释人类命运的根本原则。同时，祭祀与

卜筮等则成为沟通天人、祈求庇佑、拓展生存空

间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自然天道观的雏形可追溯至伏羲画八卦。

《周易·系辞传》称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2］16，判断祸福凶吉。夏商时期

的《连山》《归藏》在八卦基础上推演出六十四

卦，至周代出现《周易》，形成“三易”并用的传

统。《周礼》载大卜掌《连山》《归藏》《周易》“其经

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3］1733，说明三者虽各

有侧重，却共同继承了伏羲八卦以自然关系推

演人事祸福的核心观念。

以往学界多疑传本《归藏》不可信，然《归

藏》非后人伪作。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与清

华简《筮法》《别卦》的出土，证实其虽与《周易》

在卦序上有所不同，即《归藏》首“坤”而《周易》

首“乾”，但二者均通过八卦组合构成六十四卦，

并借卦象和爻象判断人事吉凶。八卦对应天、

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物象，卦爻在六

十四卦中的变动正反映这些自然要素交互作用

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归藏》筮占尤重自然节律与时空关系。占

筮时将蓍草一分为二象征天地，抽一根象征太

极或人，并在演算中纳入四季、闰月等时间因

素，形成“再扐而后挂”的程式，体现对自然周期

与人事关联的自觉关注。此外，《归藏》筮占融

合了干支与五行观念，如清华简《筮法》所载，天

干、地支与卦、爻相配，构成一套融合方位、四

时、五行与颜色的象征体系。其卦位图明确标

注“东方也，木也，青色。南方也，火也，赤色。

西方也，金也，白色。北方也，水也，黑色”［4］，说

明当时已存在以干支、五行进行筮占的情况。

尽管这种通过自然物象组合预测人事吉凶

的方法并不符合现代科学认知，但其背后贯穿

着人类对自然本真的崇拜。八卦所对应的天、

地、雷、风、水、火、山、泽，皆是直接作用于人类

生活的自然实在，其影响力独立于人的意志而

存在。因而，从《连山》《归藏》到《周易》，通过自

然现象的相互关系及其变易来探求人事规律，

本质上是对自然之“真”本体性的体察与追寻。

正是在此认知基础上，古人逐渐形成效法自然、

以自然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从而奠定了

先秦“真”维文化叙事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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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秦善维文化叙事的生成

善维文化叙事同样根植于原始社会生存空

间拓展的需求，但其方向转向了社会伦理道德

的主观建构。换言之，部落首领因其主观道德

而拓展了部落生存空间，使人们意识到道德之

善的社会生存张力，萌生了对善的崇尚。在部

落间为争夺生存资源而冲突频繁的背景下，那

些带领部族开拓疆土、战胜灾害或发展生产的

首领，因其功绩而被视为英雄，并逐渐被神格

化，形成了英雄崇拜与祖先崇拜。《国语》载先民

祭祀有五个原则，都是围绕拓展族群生存空间

而确定的。如五帝和商代的祖先契等“法施于

民”，殷人冥勤于治水而殉职，后稷致力于发展

生产而卒于任上，虞幕、夏杼等“以劳定国”，大

禹等“能御大灾”，商汤等“能捍大患”的记载，都

体现了先民对造福族群之“功”的崇敬。这种因

功绩而受人歌颂、尊崇的集体记忆，通过祭祀仪

式、口传历史等方式不断强化，使得功德成为评

价先王与首领的核心标准，亦成为族群认同与

凝聚的精神纽带。

夏、商、西周时期，“功”“德”逐渐融为一

体。时人认为，有功者必有德，德是建功的前

提。故对先王功业的歌颂与崇拜自然延伸至对

其德行的推崇。《尚书·尧典》赞扬尧以“钦明文

思”“克明俊德”而使九族和睦、百姓安宁；《尚

书·舜典》赞扬舜“浚哲文明温恭”，能“远柔能

迩”，使“蛮夷率服”；《尚书·大禹谟》载皋陶布德

于百姓，“黎民怀之”。《尚书·洪范》强调治国应

注意“五事”“三德”，“五事”即貌恭、言从、视明、

听聪、思睿，“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至周

代，更形成一套以“德”为核心的政治论述，如

《周颂》《大雅》中反复颂扬文王“秉文之德”、武

王“应侯顺德”，《尚书·召诰》则警示“惟不敬厥

德，乃早坠厥命”。这些文献表明，“德”已上升

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与政权合法性的依据。

在此过程中，“德”与“善”渐趋同一。“德”指

向社会生活中确立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

“善”则强调道德所具有的行为、品质，故夏商崇

尚的德，其内涵就是善。《大禹谟》称“德惟善

政”，《盘庚》言“用德彰厥善”，《毕命》主张“彰善

瘅恶”，皆表明德政即善政，德行即善行。这种

德善一体的观念，使原本对功业的崇拜，逐步转

化为对道德之“善”的价值追求。部落首领的道

德之善对拓展部族生存空间的意义重大。于

是，以功德为善的价值取向，通过现实经验和英

雄崇拜、祖先崇拜的信仰，在先民意识中不断强

化，赋予了“善”以部落和国家生存法则的意义，

文化的善维叙事由此确立。

综上，善维文化叙事的形成源于部落时代

对拓展生存空间之功绩的崇尚，历经夏商周三

代，逐渐演变为对德行与善政的理性认知与价

值强化。它通过历史记忆、祭祀礼仪、典籍传承

等多种途径，构建起一套以道德之善为轴心的

意义体系。“善”维叙事与源于自然崇拜的“真”

维叙事并行，二者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化中彼此

交织、相互支撑的二维叙事结构，为中国思想文

化与实践奠定了深层的核心价值基础。

二、“六经”真、善相融的

二维文化叙事

“六经”凝结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对前代文化

的系统总结，并以其所承载的思维范式深刻影

响了当时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与实践。这

种在历史记忆中不断强化的认知方式，反过来

又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了源自原始社会的真、善

二维价值取向，最终在“六经”中呈现出真与善

相互交融、彼此支撑的经典文化叙事特征。

（一）“六经”的真维文化叙事

“六经”虽在后世被主要视为儒家经典，强

调仁义道德，并将其作为平治天下的法门。但

其并没有因扬善而贬真，而是同时高扬对自然

法则的尊崇与效法。这在《周易》《尚书》《春秋》

《周礼》《诗经》和乐中均有鲜明体现。

《周易》由《连山》《归藏》演化而来，受周代

礼乐制度及其道德意识的影响，其将《归藏》首

“坤”变为首“乾”，也扬弃了《归藏》五行、天干地

支等占筮要素，在判断吉凶时融入道德因素，表

现出崇尚道德的一面。但其根本仍在于通过自

然物象的关系与变易来探察人事。《系辞传》指

出，八卦对应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其相

互推移模拟了自然界的运行，显示出天地万物

运行的规律——“天下之理”。人若能把握此

“天下之理”，便可“成位乎其中”。这表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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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始终把自然事物关系及其变易所形成的“规

律”视为人事法则。

《尚书》同样贯穿着对自然秩序的敬畏。《尧

典》记载尧告诫羲和要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

辰”，依自然节律“敬授人时”；《舜典》载其祭祀

“六宗”①，体现出对自然神力的尊崇；《益稷》载

其效法“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

织绘五彩图案，隐喻着将自然法则视为政治法

则；《洪范》更将五行、五纪、庶徵②列为治国大

法，强调政治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将招致

灾异。

“三礼”所载周代礼乐制度，深刻体现了周

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效法。在政治机构设置上，

周人仿效天地四时，设立天、地、春、夏、秋、冬六

官，将宇宙秩序映射于官职体系中。帝王服饰、

用物同样蕴含自然物象，如衮服“以象天”，冕璪

“十有二旒”以“则天数”，旌旗绘日月龙章亦为

“以象天”［5］3146-3148。这些设计皆源于夏商以来对

自然崇拜的记忆。《周礼》载，周代国家的祭祀对

象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风雨山川乃至四方百

物［3］757-758，表明自然万物均被纳入神圣仪典。祭

祀器具与服饰亦须合乎“天地之性”“天地之

数”，如《礼记·郊特牲》载郊祭时“器用陶匏，以

象天地之性”［5］3146，体现了礼制对自然本质的追

随。尤为突出的是《礼记·月令》所载“节候政

治”，即天子政令须随四时流转而调整。立春时

迎春东郊，择吉日亲执耒耜而藉田，并禁伐木、

禁渔猎；仲秋则顺应肃杀之气，处决囚犯、修缮

城郭。时人相信，政令若违背自然节候，将导致

灾异，如“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

“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

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5］2957。

这种因时而治的理念，正是周人将自然法则提

升为政治法则的集中体现。

“六经”虽无独立乐典存世，然通过先秦乐论

及《礼记·乐记》，可窥探周代乐学与自然崇拜的

深刻联系。春秋早中期已确立十二律吕体系，分

别对应十二个月，蕴含天地、阴阳二气的流转循

环。正如乐官伶州鸠所言，乐律“立均出度”，其“平

之以六，成于十二”的结构本就是“天之道”［6］113。

乐官的职责在于“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3］1722，

即通过十二律吕确定五声调式的音高，使金、

石、土、革、丝、木、匏、竹八音“以合阴阳之声”［3］1702。

周代的雅、颂之乐所崇尚的“中和”审美理想，其根

本依据亦在于天地自然。《礼记·乐记》明确指

出，“乐者天地之和也”，认为“乐”是宇宙间阴

阳、四时、日月、风雨等力量相摩相荡所生和谐的

体现［5］3320。因此，“和平之声”是乐的核心价值［6］112，

并将效法天地自然视为作乐的最高准则。

《诗经》中的自然崇拜既体现于祭祀活动之

中，也蕴含于比兴手法之中。农事诗如《噫嘻》

《丰年》《载芟》记录了周人依四时祭祀天地社

稷、祈报告谢的仪式。而大量以自然物象为喻

的篇章，更深刻反映了对自然法则的体认与追

随。《桃夭》以桃花盛放喻婚嫁宜时，《摽有梅》以

梅实渐落喻青春当婚，皆暗合生物节律；《凯风》

以南风长养万物喻母亲育德，则直接表达了对自

然生养之性的效仿。这些比兴远非单纯修辞，实

为人事应合天道的文化隐喻。由此可见，源自上

古的自然崇拜深刻渗透于《诗经》的文本肌理。

原始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以巨大的影响力穿

越悠久的历史，在西周春秋时期依然保持着它

的文化魅力，植根于“六经”，并成为“六经”真维

叙事得以延续与强化的关键因素。

（二）“六经”的善维文化叙事

西周初年确立的礼乐制度，融合宗法制与

原始宗教礼仪，将政治伦理与家庭伦理整合为

国家行为准则，并赋予其普遍的规范意义。周

人将商代具有自然神色彩的“上帝”转化为人格

化的“天”，赋予礼乐伦理价值以“天”意的形而

上意义和终极真理的价值。这一转向在“六经”

中得到集中体现，形成了鲜明的善维文化叙事。

“六经”的善维文化叙事，建构在两周之前

道德崇尚记忆的基础上。商人尊奉“上帝”为世

界主宰，并无视道德为形而上“天理”存在的观

念，不认为道德是上帝的意志。“上帝”主宰“年

成，战争，作邑，王之行动”，无决定国家制度和

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如陈梦家所言，商代甲骨

文中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

是周人提出来的”，“天命”是周人的观念［7］。周

人提出“天”与“天命”的概念，并将其与“德”紧

密结合，构建出“天命—德行—政权”三位一体

的政治合法性框架，赋予了礼乐道德“天命”的

终极法理依据。《周颂·维天之命》强调“文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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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纯”源自天授；《尚书·召诰》记载夏、商因

“不敬厥德”而丧失天命的史实，阐明天命转移

以德行为依据。于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成

为周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逻辑，礼乐道德不仅

作为实践理性存在，更被赋予“天理”的形而上

地位，完成了道德为政权根基的哲学论证。

周初所倡导的德政不仅指向具体的政治措

施，更以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品质为根本前提。

《尚书·皋陶谟》认为治国者应具备“宽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

刚而塞，强而义”［8］的道德品质。《尚书·立政》亦

载周公告诫大臣要践行“九德”，表明德政已包

含对统治者个人道德品质的理性要求。与此同

时，周代将宗法制度上升为政治制度，将家庭伦

理扩展为政治伦理，并与政治伦理道德融为一

体。《尚书·康诰》视不孝不慈为“无德”，《尚书·酒

诰》强调“用孝养厥父母”，《尚书·蔡仲之命》将

“惟忠惟孝”视为保证政治安定的重要措施。《诗

经》亦多言“孝思”“孝道”，如《既醉》载“孝子不

匮，永锡尔类”［9］1156，《下武》赞美成王“永言孝

思，孝思维则”［9］1131。这都表明孝悌等家庭伦理

道德被系统地扩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维护国家秩

序的重要纽带。在这一过程中，礼乐制度被赋予

至高无上的地位，既整合了家庭伦理与政治伦

理，也被提升为“天经地义”的永恒法则。晏子指

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10］4594即是“礼”；子产言

明“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10］4576；《礼记·礼

运》更强调礼乃“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5］3063，

得失观关乎存亡。至此，礼乐道德之“善”不仅具

备实践理性的品格，更获得了“天命”的形而上意

涵，成为兼具神圣性与规范性的终极价值。正如

裨谌所言：“善之代不善，天命也。”［10］4362周人通

过这一系列建构，使“善”维文化叙事在哲学层

面与制度层面得以完全确立。

当国家与家庭伦理道德被确立为政治制度

的基石，并被赋予“天命”意涵后，善维文化叙事

便在思想与实践层面正式形成。《国语·楚语》载

申叔时教太子为善，以《春秋》、先王世系、《诗》、

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为教材，旨在使太子

“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从而通晓恭

俭之孝和慈爱之仁。这表明《诗》、礼、乐、《春

秋》等在当时已被视为承载与传达善维叙事的

重要载体。因此，在此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六

经”，自然深刻凸显出礼乐道德的价值导向，成

为善维文化叙事在经典文本中的集中体现。

《诗经》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美”与“刺”

两种形式之上，二者虽表现方式不同，但其维护

礼乐伦理道德之善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完全一

致。“美”以歌颂为主，如《大雅》中的《文王》《大

明》《假乐》《卷阿》篇颂扬帝王德行；《小雅》中的

《南山有台》《湛露》等篇颂扬君子德行；《国风》

中的《淇奥》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9］677喻德行

修养。“刺”侧重讽刺批评，如《大雅》中的《民劳》

《荡》《抑》谴责厉王失德；《小雅》中的《巷伯》斥

谗言之人“投畀豺虎”［9］979；《国风》中《谷风》刺夫

妇失道，《相鼠》痛责无礼之行。这些作品皆围

绕伦理教化展开，故《毛诗序》谓其具有“经夫

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9］565的社会

功能，彰显了《诗经》在善维叙事中的典范意义。

乐本为“六经”之一，其价值取向与礼相辅相

成。《礼记·乐记》提出“礼乐刑政，其极一也”［5］3311，

表明礼乐共同服务于道德教化的根本目标。《尚

书·舜典》记载，夔典乐以乐教贵族子弟“直而

温，宽而栗”等品质；《周礼·大司乐》亦载乐官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3］1700 之

德。这表明乐的本质在于“象德”，即通过艺术

形式体现伦理规范，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

之理”［5］3328皆得以呈现。因此，乐具有显著的社

会教化功能，“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

“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父子兄弟同听之，

则莫不和亲”，从而达到“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

民”［5］3348的目的，最终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

定。由此可见，乐虽为艺术形式，但其核心始终

围绕着礼乐道德之“善”，是善维文化叙事在礼

乐体系中的重要载体与实践途径。

《周易》虽以自然天道解释人事祸福，但其

解释卦爻之辞时却鲜明地体现了以礼乐道德为

行为准则的价值取向。《说卦传》认为《周易》“立

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

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2］17，将仁义与天

地相关联，结构于一体，视为祸福的关键所在。

卦爻辞中，《乾》卦九三爻强调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若厉”［2］22，则能免除灾祸；《坤》卦六二爻认

为“直方大，不习无不利”［2］32；《大有》卦言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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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遏恶扬善”［2］59；《恒》卦九三爻则警示“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2］97。这些表述均将个人德性

视为趋吉避凶的重要依据。《系辞》指出“圣人之

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2］179，将“仁”视为政权

稳定的根本；《文言》将《乾》卦“元亨利贞”解释

为：“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

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2］25，明

确提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

余殃”［2］33，将道德之善视为家族兴衰的根本。

上述种种都体现出《周易》对礼乐道德的推崇。

先秦时期各国皆有史籍《春秋》，其文本在

孔子整理前已具经典价值。《国语·楚语》载申叔

时以《春秋》教导太子“耸善而抑恶”，表明其早被

视作道德教化的载体。孟子谓“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11］，然此伦理威慑功能并非孔子

《春秋》独有。周代史官本有“守典奉法”［5］2936之

责，据《周礼》《礼记》所载，太史执掌礼乐典法，

负责记录统治者的言行、稽考是非，对违礼者施

以刑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弑君，

太史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遭杀害后其他史

官依然秉笔直书，正体现了史官借史记维护礼

乐秩序的核心职能。此类载录善恶、以史为鉴

的书写传统，普遍存在于各国《春秋》之中。故

其叙事始终贯穿着“善维”价值取向，旨在通过

历史记述扬善抑恶，维系伦理政治秩序。

“三礼”系统阐述了礼乐制度及其伦理内

核。《周礼》详细记载了以礼乐为核心的教化体

系：大司徒掌“十二教”，如“祀礼教敬”“乐礼教

和”；师氏以“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与“三行”

（孝行、友行、顺行）教导国子；大司乐则以“中、

和、祗、庸、孝、友”等“乐德”培养道德情操［3］1700。

《礼记·曲礼》进一步强调，礼是定名分、正人伦、

止争讼的根本，将符合道德仁义的行为称为“善

行”［5］2663。这些内容共同表明，“三礼”的叙述始

终围绕礼乐道德的构建与推行，鲜明地体现了

善维文化叙事的立场。

由此可见，礼乐道德被周人赋予“天命”的

法则属性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伦理道

德之“善”也被赋予最高理性价值的意义。“六

经”作为这一时期历史文化记忆的结晶，既延

续并发展了源自上古的自然之“真”的叙事传

统，也系统确立了以道德之“善”为核心的价值

取向，从而完整构建了真、善并重的二维文化

叙事体系。

三、诸子真、善二维叙事谱系

学界多将“六经”视为儒家经典，但实际上，

“六经”乃中国文化元典。正如《庄子·天下》所

言，诗、书、礼、乐之教“散于天下”，为“百家之

学”所共尊与称引。诸子之学皆在“六经”的基

础上生发，并依据各自的时代关切与人性思考，

对其思想资源进行了解构与重构，以回应礼崩

乐坏、列国争衡的新局势。尽管如此，诸子争鸣

的根本议题并未偏离“六经”所奠基的真、善二

维文化叙事框架。

（一）先秦诸子真维文化叙事

诸子的真维叙事源自“六经”效法自然的传

统，但扬弃了早期以自然简单比附人事的原始

思维，将自然提升为宇宙本体与最高法则，建构

起以自然之道为核心的“天人”哲学体系和思维

模式。持此取向的诸子，包括道家及其分支（如

杨朱学派、黄老学派）、法家及阴阳五行学派

等。他们虽政治主张与生命观念各异，但均以

自然本真为哲学原点与价值依据。道家学派以

自然之道为最高法则，主张顺任自然，实行无为

政治，强调“朴素”人性，反对礼乐道德和追求功

名利禄。杨朱学派不喜仁义道德功名，主张保

持人性之“真”，顺欲而全生。黄老学派主张效

法自然，以“道法”治国，反对礼乐仁义政治。法

家与黄老关系密切，也主张自然天道哲学，因任

自然人性对欲望的追求，以赏罚调动百姓为君

主服务。阴阳五行学派专取阴阳、五行建构一

个涵盖宇宙、历史、社会、人事内在关系的阐释

体系。医家依据“阴阳为体，五行为用”的理论

框架，去阐释疾病的发生、治疗理论。这些学派

的政治观念和生命意识等并不完全相同，但其

核心取向都源于“六经”真维叙事的自然膜拜。

1.“自然”终极真理的形上叙事

老子开创的道家，在“三易”自然决定祸福

思想的基础上，将感官自然演化为形而上之

“道”。他认为“道”生万物，并效法自然，提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道”

为世界本源、万物规律与人事法则，认为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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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则天地万物正常运行，侯王“为天下正”；

违背“道”，则天不“清”、地不“宁”、神不灵、山谷

不盈、“万物无以生”，侯王无以治国［12］106-117。庄

子进一步将“道”阐释为“无为无形”却“有情有

信”的绝对存在，它“生天生地”，先天地而存，“日

月得之，终古不息”，“黄帝得之，以登云天”，是

万物所由的终极依据，即所谓“道者，万物之所

由”［13］246-247。列子同样强调“天道自会”“天道自

运”，万物“不待神灵而生，不待阴阳而形，不待

日月而明”，皆因其“道自然”，独立不倚［14］162-163。

杨朱学派虽少有对自然之道的阐释，但其

思想深受道家影响。《汉书·艺文志》将“公子牟

四篇”归入道家；《庄子·秋水》载魏牟讥公孙龙

拘泥“先王之道”为“井底之蛙”，而盛赞庄子之

言为“反于大通”的“极妙之言”［13］597-601，足见其

理念与道家关系密切。

黄老学派与法家学派均继承了老子的道论

思想。《鹖冠子》与《黄帝四经》皆以太上之“道”

为宇宙根本。《鹖冠子》强调天地有常则，“天不

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阴阳不乱其气”［15］263，认为

万物生成运行皆由天地四时之道所定，自然之

道是不可违背的法则，圣人唯有效法自然才能

成功。《环流》明确提出“命者，自然者也”，主张

“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15］70。《黄帝四经·道

原》则将“道”描述为“恒先之初”“虚同为一”的

终极本源，它虽无形无名，却能“小以成小，大以

成大”，生成万物、成就百事［16］399。此“虚同为

一”之“一”，正对应于老子“道生一”的哲学框

架。法家之学如冯友兰所言，“实大受道家之影

响”［17］。韩非虽师承儒家荀子，却对老子思想颇

有研习，其《解老》《喻老》两篇即为明证。他同

样赋予“道”以本体与规律的双重意义，认为“道

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18］146，是天

地、日月、四时等一切现象生成运行的依据，故

说“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

之以成”［18］147-148。“道”不仅是自然之理，也是社

会人事的法则，“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

与天地统”［18］147，表明其思想体系中仍保留了

“道”作为最高范畴的形上地位。黄老与法家对

“道”论的继承与转化，体现了老子思想在战国

时期的深远影响。

阴阳五行家较少直接论述本体之“道”，而

是在《归藏》卜筮及《洪范》将五行列为治国大法

的观念基础上，专取阴阳、五行观念来构建一套

贯通宇宙、历史、社会与人事内在关系的阐释体

系。阴阳与五行作为解释世界生成与运行的基

本范式，并非该学派独创，而是源自商周以来的

共同观念。《归藏》《周易》皆以乾为天、为阳，坤

为地、为阴，认为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史伯提出

“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6］470，《老

子》载“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

亦认为四时、昼夜交替为“阴阳之化”［19］85。至春

秋时期，子大叔进一步将“五行”（金、木、水、火、

土）与“六气”相联系，用以说明五味、五色、五声

等现象的形成［10］4576-4577。战国以来，这一对应结

构不断扩展，五行被系统地配属于地理之五方、

人之五脏、道德之五常等，形成自然、社会、人体

与伦理相互关联的图式。与此同时，阴阳也被

广泛用于解释各类二元关系，如《马王堆汉墓帛

书》所概括的“天阳地阴”“春阳秋阴”“主阳臣

阴”“男阳女阴”等，体现出“诸阳者法天，诸阴者

法地”的效法自然的思想。

在实践中，阴阳与五行并非彼此割裂。《礼

记·礼运》强调圣人法天，必须“以天地为本，以

阴阳为端……五行以为质”［5］3084，说明二者在整

体宇宙观中融为一体。《黄帝内经》更建立起“阴

阳为体，五行为用”的理论框架，认为“天有四

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

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20］49。阴阳的消长

与五行生克共同维持人体内外环境的动态平

衡，疾病则源于此类关系的失调。因此，调摄身

心、防治疾病的关键在于遵循阴阳五行的自然

法则，维持其和谐状态。

由此可见，上述各派思想虽各有侧重，但共

享着对“六经”所蕴含的自然终极法则的共同记

忆，均将自然本真置于哲学叙事的原点。

2.顺任自然人性的政治叙事

真维叙事诸派大多认为“道”赋予了万物自

性，毁损事物的自性就会使其衰败，故认为政治

应顺应而非违逆本性。然而，由于各家对人性

内涵及现实社会秩序的理解存在分歧，其具体

的政治主张呈现出显著差异，道家向往回归自

然的“真”“朴”状态，主张“无为而治”；黄老学派

在肯定基本等级秩序的前提下，倡导效法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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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静无为；法家则直面并利用人性的功利欲求，

主张以赏罚驱动民众。

其一，道家的“无为而治”与对礼乐的批

判。道家将人类社会的原始自然状态理想化，

认为其时无贵贱、贤愚之分，民性淳朴。文明的

兴起，特别是礼乐制度与仁义道德的创制，都是

对自然本真的背离，是导致纷争、压迫与社会异

化的根源。因此，最佳的政治就是回归自然的

“真”“朴”，回归“小国寡民”的原始和谐。

老子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宇宙论出

发，推导出“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他认为统

治者应“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2］104，具体而

言就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

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12］8，消除引发

竞争与欲望的外部刺激。他猛烈抨击礼乐仁

义，视其为“大道废”后的产物，是“忠信之薄，而

乱之首”。在老子看来，提倡“孝慈”恰恰证明了

“六亲不和”，标榜“忠臣”正意味着“国家昏乱”，

“道”被废代之以礼乐仁义才有了背离自然之

“真”的“大伪”。因此，真正的“德政”是效法道

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不刻意“立善以治

物”，而是任万物依其本性自然发展，扬弃礼乐

道德，“反朴归真”，“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将这

种批判推向极致。他描绘的“至德之世”是人

“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不分“君子”“小

人”，“无知”也“无欲”［13］336。他认为，后世圣人

“屈折礼乐，呴俞仁义”，是“失其常然”。社会

素朴，则民得其性，强立价值标准，使“天下莫

不奔命”［13］323，就如“骈拇”无用且伤性，终致纯

朴离散。更有甚者，仁义道德成为大盗窃国的

工具。因此，政治只有保持“常然”，即自然的本

然状态，才能使民几乎以其真，实现“无为”而

“天下之德”。列子同样主张“至为无为”，认为

运用仁义治国是“灭亡之道”。他提倡“虚静”，

认为世界和人生的理想状态是“静也虚也，得其

居矣”，而任何人为的干预，“取也与也”，则会导

致“失其所”。以仁义破毁原始的虚静，便是“使

真性破毁，心神汨昏”［14］29。

其二，黄老学派的“因循天道”与法治主

张。黄老学派对现实社会的基本秩序（如君臣、

贵贱）持一定认可态度，但其治国理念的核心依

然是效法自然、清静无为。他们试图将道家的

天道观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主张君主应“因天地

之自然”，依循客观规律来治理国家，而非依靠

主观的道德说教。《鹖冠子》载“天者，万物所以

得立也。地者，万物所以得安也”［15］84，天地确立

了政治法则。君主治理国家必须“以天地动”，

若背逆天时则会有灾祸。《世贤》载理想的治国

效果应如良医治病，“至功之成其下，谓之自

然”［15］325，即政令施行而百姓不觉其扰，功业成

就却似自然发生。因此，“贤”的标准在于能否

“无为”而致治。《黄帝四经》同样主张政治应遵

循“恒常”之道。它认为，万物皆“自为舍”“自为

名”“自为正”，有其自发秩序。治理国家就像

“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一样，“无执”“无处”“无

为”“无私”，虚静不动，不妄加干预［16］166-175。它

反对“人执”［16］44，认为这会“乱民功”而“逆天

时”，最终导致“失民”［16］223。故治国之要在于

“尽天极”“用天当”，不夺“天功”，顺应天道与民

情之自然。

其三，法家的“因人情”与赏罚政治。法家

明确拒绝以礼乐仁义作为治国手段，其政治设

计的基石是“因人情”，即承认并利用人性普遍

“好利恶害”的自然事实。他们不追求道德教

化，而是主张通过建立严明的赏罚制度（“法”与

“术”），将民众对利益的追求引导至为国家（实

则为君主）服务的轨道上，以此实现国富兵强。

商鞅认为“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

而索利”［21］41，“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

则索乐，辱则求荣”［21］39。治国不能依赖百姓的

仁义道德，而应利用其好利之心，“凡人主之所

以劝民者，官爵也”［21］24，并且认为“辩慧，乱之赞

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

之鼠也”［21］35。《六虱》更将礼乐、诗书、修善、孝

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视为无益于农

战，必须摒弃。慎子提出“天道因则大”，“因”即

“因人之情”，天道最大的要求就是要顺应人之本

性［22］24-26。治理国家不能靠贤德感化，而应根据

人情好恶建立规则，即利用人性对功名利禄的

追求，调动人的积极性来为国家效力。韩非子

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因人情而治”的理论。他认

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

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

矣。”［18］430-431人性“恶劳而乐佚”，趋利而避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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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应利用这一点，以爵禄赏有功，以刑罚惩有

过，从而驱民尽力。他尖锐地批评儒家空谈先

王仁义，“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

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

誉，先王之成功”，是“说者之巫祝”［18］463，无益于实

际政务，并断言“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18］112。

3.顺任自然人性的生命叙事

在生命价值层面，真维叙事诸派均摒弃了

以礼乐道德完善为人生目标的“善维”取向，转

而从自然人性中寻求安身立命之道。然而，由

于对人性内涵及生命理想的理解不同，其生命

叙事也不同。道家追求“返朴归真”的朴素人

生；杨朱学派主张“顺欲全生”的感性享乐；黄

老、法家及医家则在承认或利用人性自然倾向

的同时，强调遵循客观法则以保全生命。

其一，道家的“返朴归真”与“真人”理想。

道家认为，人性本真在于其原始的“朴素”状态，

即“少私寡欲”［12］45。生命的最高价值在于抵御

世俗功名与物质享受的诱惑，守护并回归这一

本真，成为与道合一的“真人”。老子主张“见素

抱朴，少私寡欲”［12］45，认为“五色”“五音”“五

味”等感官享乐与“驰骋畋猎”等放纵行为一样，

都会损害生命的本真［12］27。他更深刻地指出，对

声名、道德之“善”的刻意追求，同样是扰动人心

的“大患”。真正的生命智慧，在于众人追逐“昭

昭察察”的功名利禄时，独能保持“若婴儿之未

孩”般的浑朴与“闷闷”然的淡泊。

庄子系统阐述了“贵真”的生命哲学。他认

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而世俗之人“殉利”

“殉名”“殉家”“殉天下”，皆是“伤性以身为殉”，

为功名和道德之“善”等外物所奴役，违背自然

人性［13］323。人生的至境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气之辩，以游无穷”［13］17，实现精神的绝对自由。

他所推崇的“真人”，能“体纯素”，不“以人助

天”，无为而任自然，超然于得失、荣辱、生死之

上，与物为一，无有喜怒哀乐，“其寝不梦，其觉

无忧”［13］228-229。这种“真人”虽无功名，但“其尘

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13］31，比社会称颂的

集功名和仁义之“善”于一体的圣人还要强千

百倍。因此，人生应“慎守其真”，做到“无以人

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13］590-591。列子

亦持相似观点，主张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

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14］5，一切事物都其性

自足，故人当“内观”，“取足于身”［14］128，回归

“其觉自忘，其寝不梦”［14］104的真朴状态。

其二，杨朱学派的“顺欲全生”论。杨朱学

派将人性的自然欲求视为生命价值的正当追

求，公开主张顺应并满足感官欲望，“全性保真，

不以物累形”，鲜明地反对为道德名节而压抑或

牺牲生命享受。杨朱直言：“人之生也奚为哉？

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14］219他认为，若

为“名法”“一时之虚誉”“死后之余荣”所束缚，

而不能尽情享受生命之“至乐”，便是虚度一

生。因此，他主张“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

“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14］220。子华子提出

“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而

“全生”即“六欲皆得其宜”［13］969。《荀子·非十二

子》批评它嚣、魏牟“纵情性，安恣睢”［23］91，可知它

嚣、魏牟也主张放任自然情欲，享受人生。

其三，黄老、法家与医家的“循理养生”观。

黄老学派在生命观上较为复杂，既不主张顺欲养

生，也不反对个体对功名的追求。《黄帝四经》主

张“因天之生也以养生”［16］65，即顺应天赋本性，但

同时又警告“心欲是行，身危有［殃］”［16］47，反对

放纵欲望。其核心的养生智慧是把握“雌雄节”

所象征的自然法则，认为“雄”未必得福，而“雌”

“必得将有赏”，因此主张守柔、谦退、不争以趋

福避祸，而非追求仁义道德。鹖冠子则带有更

多道家超越色彩，将道家自然的朴素人性当作

生命的价值所在。其认为得道之“至人”应“遗

物，独与道俱，纵驱委命，与时往来”［15］281，不追逐

世俗功名，如“列士徇名”，不沉溺物欲，如“贪夫

徇财”，做到“常住真际而不逐其名”［15］288。

法家坦然承认并肯定人性“自为”“好利”的

合理性。慎到说“人莫不自为”，因顺天道就是

“因人之情”，即人的自然禀性［22］24-25；商鞅认为

治国需“名与利交至”［21］39，而非化以仁义道德；

韩非指出“人莫不欲富贵全寿”［18］136，追求利益

是人之常情。在个人养生层面，他们亦主张节

制，如韩非子认为对美味、女色过度追求则伤

身，享受应“去甚去泰，身乃无害”［18］43-44。他们

的生命观与政治观都对人的欲望表现出一致的

肯定，即人生当合理追求利益与适度享受生

命。在公共领域，治国当利用人性欲求实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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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目标。

《黄帝内经》从医学角度将生命健康的本质

归结为保全天所赋予的“真精”“真气”。若是

“竭其精”而“耗散其真”［20］3，人就会生病衰弱而

亡。养生的根本在于“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

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20］276，即严格遵循

自然节律，“顺四时”，“节阴阳”，并调适精神情

绪，“和喜怒”。人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就能

“真气”不失，故应效仿“真人”，“和于阴阳，调于

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20］3-11。这种高度理

性化的“循理养生”，将依照自然法则运行和调

护视为生命原则。

综上所述，真维叙事下的生命哲学呈现多

元面貌，道家指向精神性的本真超越，杨朱学派

肯定感性欲望的正当满足，黄老、法家与医家则

侧重在自然或社会法则下的理性调摄与保全。

它们的共同内核在于将生命价值的坐标锚定于

自然人性及其存在法则的“真”之上。

（二）先秦诸子的善维文化叙事

以儒家、墨家、管子学派③及晏子等为代表

的善维叙事派，其共同特征在于：将“六经”的天

命哲学视为人类终极法则；以尧、舜、汤、文王等

受命圣王为政治楷模与价值标杆；在政治上主

张以礼义道德为治国之本，强调德治与教化；在

人生层面，则将个体的道德修养与完善视为最

高价值。

1.以“天命”为最高法则的哲学叙事

善维叙事诸派激活并强化了“六经”记忆中

的“天命”观，以之作为其文化叙事的基础。

儒家虽重人事，但其道德哲学的终极依据

仍在于“天”。孔子“畏天命”，对尧舜推崇备至，

认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的美德和功绩都

是效法上天意志的结果；“成汤卒受天命”［24］1158，

“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24］1159，他们的成功都

是天命所归。孟子明确主张“顺天者存，逆天者

亡”［1］279，将政权更迭最终归结为天意对德行的

抉择，帝王大位是“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

子”［1］308。《中庸》开宗明义，载“天命之谓性，率性

之谓道”［1］17，将人性本源与行为准则系于天

命。荀子虽持“天行有常”的自然天道观，否定

天有意志，但也认为存在一种最高法则的“天”

或“天理”。这种“天理”“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

地，中取则于人”，尽得“人所以群居和一之

理”［23］373，并未否定“六经”传统中“天道”作为最

高法则的根本地位。他主张人应主动探究并顺

应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以此参与并成就自然

的化育之功，使“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23］309。

墨家“天志”论更为直接地指出“天”有赏善

罚恶的意志。墨子认为“义”自天出，“天下有义

则治，无义则乱”［25］195，“天欲义而恶不义”［25］191。

“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25］208，

故人人必须“顺天之意”［25］211。其“天志”实为道

德化的、具有人格神色彩的终极主宰。

管子学派及晏子亦持类似天命观。《管子》

论“道”虽颇有道家意味，但同样认为“天道”是

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能“助顺罚逆”［19］859，

“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

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19］1186。周

武以德受助而兴，桀、纣失德遭弃而亡，表明此

“天道”具备赏善罚恶的意志属性。晏子明言“天

道不 ，不贰其命”［26］331，坚信“人行善者天赏之，

行不善者天殃之”［26］54，只有像文王那样“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才能承祖授业［26］331。

可见他们所谓“天道”，是西周时文王、武王受天

命而代商的具有主观意志的“天道”。

由此可见，善维诸派都有一个具有道德意

志或道德法则意义的“天”或”天道“，以此作为

政治、人生价值取向的哲学依据。

2.礼义道德为政治叙事轴心

善维叙事诸派认为，肇始于周代的礼乐制

度及其蕴含的伦理道德，是“天道”“天意”在人

类社会的具体体现，因而将礼义道德视为治国

平天下的根本原则，主张德治与教化。

儒家是礼义道德治国最系统的阐述者。孔

子以“仁”释“礼”，礼是仁的外在形式，仁是礼的

核心内涵，主张“为国以礼”“为政以德”，即如其

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

仁焉。”［1］131孟子将仁政视为得天下、保天下的不

二法门，“无礼义，则上下乱”［1］366，“义，路也；礼，门

也”［1］323。其认为不行仁义必然亡国，强调发政施

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1］204。荀子虽言

性恶，但更突出“礼”作为“理之不可易者”［23］382的规

范作用，断言“国之命在礼”［23］291，将“仁义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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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真、善二维文化叙事及其发生

视为“常安之术”［23］62。《大学》则勾勒出“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逻辑关系［1］9-10，将个人

道德修养直接作为政治成功的起点。可见，儒

家把礼义道德视为政治的最高法则。

墨家虽“重利”，批评儒家礼乐繁缛，主张

“非乐”，但其批判的焦点在于礼乐形式的过度

铺陈，而非否定礼义本身。墨子肯定“君臣上下

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的必要性，认为“无

礼”则天下乱［25］77。他认为“君臣不惠忠，父子不

慈孝”［25］100是天下大害，并强调统治者“从事于

义，必为圣人”［25］443。因此，墨家同样视仁义道德

为社会秩序的基石，主张言行皆应“合于三代圣

王尧舜禹汤文武”［25］442，本质上仍将礼作为维护

社会秩序的根本。

管子高度重视礼乐道德的治国作用，主张

“招携以礼，怀远以德”［10］3904，强调“为君不君，为

臣不臣，乱之本也”［6］237。他明确提出“法出于

礼”，认为“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19］1199。

因此，治“正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妻之义”，以

实现“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

明”，如此方能“近者亲之，远者归之”［19］1204。在

《五辅》中，他将“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

等，贫富有度”［19］198视为治国之“八经”，并在辅

佐齐桓公时推行礼义教化，使士民“父与父言义”

“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幼者言悌”［6］220，以

求实现霸业。晏子同样视礼为治国根基，提出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10］4594。其具

体主张是确立“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妇听”［10］4594的人伦秩序，将礼的

道德规范落实于社会实践之中。

由上可见，尽管善维叙事诸派在具体治国

策略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高度认同礼义道德

是治国的根本所在。

3.仁义道德立身的人生价值叙事

善维文化叙事以维护政治稳定为目的，视

礼义道德为治国之“道”。它将国家建构为命运

共同体，从而将个体修身，即道德完善确立为平

治天下的起点。因此，个体道德修养自然成为

善维文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是倡导以仁义道德立身的核心学派。

孔子将“仁”视为涵盖孝悌、爱人、知礼、忠信等

众多礼义道德的范畴。他认为“好仁者无以尚

之”，人生最高境界在于成为“仁人”与“君子”。

君子须臾不可离仁，即使于仓促困顿之际亦须

持守，并以义为根本，以礼践行，通过谦逊与诚

信成就人格，即“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

之，信以成之”［1］165。子思与孟子特别强调

“诚”。子思以“诚”为天道，认为“不诚无物”。

孟子则视“思诚”为人道［1］282，主张通过修养心性

达到“至诚”，实现道德自觉。他也视仁为最高

道德标准和安国立身基石，认为恻隐、羞恶、恭

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为仁义礼智之端绪，

是“天爵”［1］328。人通过“反身而诚”以明善性，便

能独立于天地间。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天

生好利、有欲。任人性会导致“争夺生而辞让亡”

“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23］434，

故他主张效法圣人，“化性而起伪”［23］438。他极

重“修身”，要求见善则学、见不善则省，通过持

续修养形成“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

下不能荡也”的“德操”［23］19。尽管孔、孟、荀在人

性论起点上存在差异，但都将仁义道德的修养

与完善提升至生命最高价值的高度，共同构筑

了儒家以德立身的坚实传统。

墨家的人生价值取向虽与儒家存在差异，

如主张义利相兼、反对“亲亲”，但其核心仍指向

仁义道德修养。墨子认为立身须以“仁义”为内

外准则，主张亲近“好仁义”之友以陶冶情操。

他肯定仁、义、礼、忠、信等道德范畴，强调“仁者

爱人”，并相信“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在《修

身》篇中，墨子提倡“君子”应做到“贫则见廉，富

则见义”，意志坚定、言行一致；同时指出“善无

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25］9-11，强调

“善”念必须付诸实践，方能真正立身于世。

管子学派也将道德修养视为立身之本，主

张士人应“修身功材”，德才兼备才能有用于

国。为此，他们提出为政立身的“七体”原则，涵

盖“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等内容，

并主张君主“中正而无私”，臣民“忠信而不党”，

人父“慈惠以教”，人子“孝悌以肃”，人兄“宽裕

以诲”，人弟“比顺以敬”，人夫“敦蒙以固”，人妻

“劝勉以贞”［19］197-198。《管子·枢言》更强调“为善

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19］254，明确将为善确立

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晏子同样倡导“君子”

人格，在与叔向论“君子之大义”时，强调君子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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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和调”而不迎合，临危而不苟，“庄敬”而不

狡急，“和柔”而不卑屈，“刻廉”（廉洁）而不伤于

物，“行精”（心行洁净）而不扬他人之恶，“齐尚”

（尚同）而能容才弱之人，“富贵不傲物”，“贫穷”

不改操行。这样就“正”能“不失上下之伦”，

“曲”能“不失仁义之理”，做到“事亲孝”“事君

忠”“和于兄弟，信于朋友”［26］208-219，最终实现“身

之所以安”与“世之所以治”的统一。

总之，善维叙事诸派的人生价值取向虽有

不同，但都认为礼义道德修养是个体安身立命

的原则。

余 论

先秦真、善二维文化叙事植根于人类早期

经验中形成的自然崇拜与功德崇拜，并分别从

自然本体与意志性“天”本体中获得哲学支撑，

由此形成“自然与人合一”及“天人合一”两种思

维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叙事的基本格局。

真、善二维价值取向根植于原始社会的生

存需求。进入文明社会后，原始部族共同体转

变为等级化的国家体制，统治者在拓展自身生

存空间的同时，也压缩了被统治者的生存空

间。在此过程中，善维价值的内涵逐渐被礼乐

伦理道德所吸纳和转化。礼乐道德虽承袭了早

期功德崇拜的外壳，并被提升为“天理”，成为维

护政治秩序的核心规范，但“善”依然保持着终

极价值的地位。与此同时，真维叙事因肯定自

然人性、尊重个体生存空间，在礼乐等级制度之

外为士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缓冲与价值依托。

尤其在魏晋时期，玄学以自然为终极取向，既调

和了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也承认了功名追求与

生命享受的合理性，从而形成了士人阶层融合

真朴、功德与生命享受的稳定心理结构。真、善

二维由此在互补与张力中，共同维系了中国古

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与价值实践。

先秦真、善二维文化叙事结构深远地影响

了后世中国文化的演进。汉代“天人感应”说、

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辨、宋明理学的“理本

体”论及历代人性论争，皆围绕自然与道德的关

系展开。政治实践中的“儒法并用”，实则是顺

应人欲的赏罚机制与道德教化的二维结合；史

学叙事以人物为中心，侧重功名道德之评判，体

现善维主导；道教修炼、禅宗“见性成佛”的核心

思想，亦蕴含对自然真性与道德觉悟的双重追

求；文学艺术则在抒写性情与承载教化之间的

持续张力中发展。由此可见，渊源于“六经”、奠

基于诸子的真、善二维文化叙事，以其内在的张

力与互补性，贯穿并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整

体脉络与精神特质。

注释

①“六宗”即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参见阮元校

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26页。②“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纪”即岁、月、

日、星辰、历数；“庶徵”即雨、旸、燠、寒、风。③《汉书·
艺文志》虽将管子学派归入道家，其理念也和儒家有很

大不同，当是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六经”文化架构，但其

追求最终还是聚焦于道德之善，故将其归入善维叙事

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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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Dimensional Cultural Narrative of Truth and Goodness and Its Genesis
in the Pre-Qin Period

Zhao Hui

Abstract: In primitive society， human survival depended on nature while also facing inter-tribal conflicts. This
highlighted the crucial value of both nature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tribal leaders in expanding living space， giving
rise to primitive religious worship of nature and heroes. During the Xia，Shang，and Zhou dynasties，although human
survival still relied on the natural economy， the virtue of rulers and moral educ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state. Nature and moral virtue thus evolved into two ultimate concerns for human existence. Through
historical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experience of new social life， they were elevated into a worldview characterized by

“heaven and man united as one”with both natural and personal significance. This process l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Six Classics，” which embody practical rationality in the physical realm and the ultimate principles of truth and
goodness on the metaphysical level， thereby forming the two-dimensional cultural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ruth and
goodness. Drawing on“Six Classics”， the various pre-Qin philosophical schools， interpreted and developed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ir cultural idea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social experiences and intellectual frameworks. They constructed
a grand， two-dimensional cultural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encompassing politics， philosophy， history， ethics，
literature, arts， agronomy， and medicine， thus establishing the paradigm of the two-dimensional cultural narrative of
truth and goodness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the Pre-Qin period；two-dimensionality of truth and goodness；cultural philosophy；genealogy
［责任编辑/周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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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丽平淡：赵师秀山水诗的风格特质与诗学渊源*

诸葛忆兵

摘 要：赵师秀在“永嘉四灵”中创作成就最高，其山水诗创作集中体现了这一诗派的审美追求与艺术风

格。赵师秀生长于永嘉，家乡山水孕育了他的审美情怀，奠定了他的创作风格。赵师秀诸多山水名篇即取材于

永嘉的奇山异水，如会昌湖、松台山、雁荡山等均为其诗歌吟咏的对象。赵师秀中第后仕宦多地，他乡风光拓宽

了他的视野，拓展了其山水诗的表现空间与意境层次。他初仕江东，再仕江西，后期寓居京城临安，皆有脍炙人

口的诗篇流传。赵师秀的山水诗不仅仅是对自然景物的摹写，更是其应对生活困窘、仕途不畅、时代局促的一

种诗学态度。他自觉承袭晚唐诗风，专攻五律，寄情山水，形成以清丽平淡为主的风格特质。这一风格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南宋中后期士人淡泊自守的普遍心态，对江湖诗派产生了直接影响。赵师秀的山水诗成为观察

南宋诗风演变与文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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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四灵”①崛起于南宋中后期诗坛，自成

一派，影响相当广泛。刘克庄称其“旧止四人为

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1］477，不仅道出了“四灵”

诗风从地方向全国扩散的情况，而且揭示出其

创作风格对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深远影响。“四

灵”以擅写山水著称，赵师秀最突出的文学成就

即是山水诗创作，“四灵”之中，历代评家公认赵

师秀的创作成就最高。与赵师秀同时代的范晞

文说：“四灵，唱唐诗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赵紫

芝也。”［2］宋末元初的方回说：“四灵诗，赵紫芝

为冠。”［3］清代贺裳说：“永嘉四灵，赵紫芝最为

佼佼。”［4］“江湖诗派”代表人物戴复古以“东晋

时人物，晚唐家数诗”［5］43 来概括赵师秀及“四

灵”的创作特征与诗学渊源。赵师秀的山水诗

在学习晚唐诗风的基础上，承载着永嘉山水的

灵气，融会了其宦游各地的审美体验，最终形成

清丽平淡的风格特征。深入细致地研读赵师秀

的山水诗，系统阐释其风格形成的深层机制与

诗学意义，可以对“四灵”诗派和南宋中后期诗

坛有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和把握。

一、永嘉山水与地域诗情的孕育

赵师秀（1170—1220），字紫芝，改字灵秀，

又称灵芝，号天乐，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永嘉

城内外多山水名胜，南朝宋初谢灵运官永嘉太

守，于此地创作不少山水诗篇，由此掀开中国山

水诗创作之大幕，永嘉山水也因此成为文人审

美体验的重要源泉。赵师秀早年生活在永嘉，

出仕之后待阙期间也多次回永嘉居住。其诗歌

创作深深浸润着家乡的自然意象与隐逸气息，

诸多山水名篇即由家乡的奇山异水孕育而来。

因此可以说，永嘉山水孕育了赵师秀的审美情

怀，奠定了赵师秀的创作风格。家乡山水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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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赵师秀“清”的审美基调，也为其诗歌注

入了隐逸淡泊的精神底色。永嘉山水对于赵师

秀而言，既是实在的审美对象，也是精神栖居的

象征。

赵师秀摹写永嘉山水最为著名的当是《薛

氏瓜庐》：

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

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

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

吾生嫌已老，学圃未如君。［6］33845

“ 薛 氏 ”即 赵 师 秀 友 人 薛 师 石（1178—
1228），字景石，号瓜庐，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隐居于温州会昌湖西。会昌湖地处水乡，西依

山峦，湖山映带，水网纵横，景致清幽。薛师石

于会昌湖畔筑瓜庐，永嘉文人士大夫常常在这

里雅集，后人称其为“瓜庐诗社”，或“永嘉诗社”

“温州诗社”，闻名遐迩。外出仕宦期间，赵师秀

对故乡回忆最多的是参与“瓜庐诗社”等活动，

对薛师石的诗才和薛氏瓜庐的景色赞不绝口。

“四灵”皆有题咏瓜庐的篇什，多为诗社聚会之

作，赵师秀这首《薛氏瓜庐》最出色。

诗作开篇“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之句

说明薛氏瓜庐的由来，既表达出对友人薛师石

隐居不仕的赞美，也是赵师秀自我人格理想的

投射，同时又代表着众多南宋中后期士人的美

好愿景。薛师石出身于士大夫世家，薛氏为温

州大族，薛师石的岳父木待问乃隆兴元年（1163
年）状元。从这样的家世背景看，不出仕完全是

薛师石的自由选择。颔联称颂薛师石日常生活

状态随意自然。薛师石隐居期间，唯喜读书和

种瓜。读书是书生的本分，种瓜也是高雅之

事。秦东陵侯邵平在亡国之后，种瓜于长安城

东青门外，瓜味香甜，被称为“东陵瓜”，后代诗

词中借种瓜典故喻指高蹈避世之隐士。薛师石

自号瓜庐，就是标榜自己这种身份，赵师秀诗歌

对此予以强调。“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一联

是赵师秀传诵最广的名句之一，生动地再现了

永嘉春日的氤氲地貌，不仅将永嘉春日山水特

有的美景呈现在读者眼前，更以疏淡之笔勾勒

出隐者的心境。论者认为这两句化用姚合《送宋

慎言》中的诗句：“驿路多连水，州城半在云。”［7］

赵师秀此句可谓点铁成金，浑然天成。结尾诗

人回看自己的生活现状，艳羡之情难以遏制。

这种艳羡之情是南宋中后期江湖诗人共同具有

的，故此诗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在诗坛产生深

远的影响。

在《和陈水云湖庄韵》《会景轩》等作品中，

赵师秀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会昌湖、松台山等地

的光影变幻与晨昏景致，语言清浅而意境幽

远。会昌湖位于温州西面，周边有松台山、西山

等景观，风光秀丽，温州士绅于此筑庐居住者甚

多，赵师秀的师友叶适、徐玑等人的居室也在近

旁。当地墨客骚人常常流连于此，题咏不绝，赵

师秀也是湖边常客。永嘉前辈陈谦官至宝谟阁

待制，晚年退隐家乡，在会昌湖旁建水云庄，赵

师秀有《和陈水云湖庄韵》：

粼粼水增波，迭迭云弄影。

昔夸春径妍，今爱秋塘静。

芳筵集宾彦，清宴除艳靓。

时当新雨余，苍翠献林岭。

既忻冲抱舒，复快远目骋。

仰嘉钟鼎人，而乃眷箕颍。

深营察高趣，雅咏发沉景。

独使和者难，一夕愁欲瘿。［6］33835

会昌湖水波粼粼，叠云倒影，明丽澄澈。赵

师秀曾步“春径”游览，今来再爱“秋塘”静谧，时

时为水云庄座上嘉宾。赵师秀以春秋两季互

文，实指一年四季因各种雅集常常徜徉于会昌

湖畔。今日聚会，一场新雨后，湖边山色苍翠，

远目骋望，郁郁葱葱。这里摒除了“艳靓”色彩，

让人感觉清新悦目。再有“芳筵”嘉宾，高朋满

座，题诗“雅咏”，自然令人心旷神怡。“仰嘉钟鼎

人，而乃眷箕颍”之句指陈谦隐居于会昌湖旁，

令人高山仰止。“箕颍”代指会昌湖，相传尧时，

许由隐居箕山之下、颍水之阳，后世以“箕颍”指

代隐逸处所。结句称赞陈谦原作曲高和寡，乃

应酬称颂之语。“四灵”擅长五律，这里用五古

体，应酬味儿更浓。

温州松台山邻近会昌湖，“四灵”与叶适等

常聚于此。当时叶适被罢免回乡，居住在松台

山附近的水心村。叶适与“四灵”交往非常密

切，是“四灵”的师长辈和“四灵”诗风的积极弘

扬者，又是当时永嘉士人群体的领袖人物。徐

照、徐玑等都有题咏松台山的组诗，共 4 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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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宿觉庵》《绝境亭》《会景轩》《茶山堂》。赵

师秀现存只有《会景轩》1首：

此中非一景，欲状固难名。

江近秋阴早，山多晓气清。

断云分树泊，饥鹤下田行。

别拟深更至，虚空看月明。［6］33846

徐照、徐玑、赵师秀题咏松台山之作诗题相

同，皆写秋景，三人《会景轩》之作韵部亦相同，

故疑为同游之作。会景轩所在位置视野开阔，

松台景观一览无余。首联点题，言登临观赏“非

一景”，诗家难状。诗人尽量从大处着眼，“状难

写之景如在目前”。从松台向远处眺望大江，周

边山峦连绵，“秋阴”早至，“晓气”清爽。诗人仰

望上方，片云凝滞，如停泊于树梢；俯视山脚，饥

鹤成行，觅食于田中。“断云”句造语新奇，想象

丰富；“饥鹤”句为秋收后的特有景观，由此可见

诗人的观察非常细致。美景当前，诗人拟将一

直流连到夜晚，届时一轮明月高挂虚空，必有另

外一番景观。

雁荡山是永嘉最为著名的山水胜景，“四

灵”诗中多有体现，赵师秀与徐照、翁卷等人同

游雁荡所作组诗值得注意②。这次应该是徐照、

翁卷、赵师秀三人的同游之旅③。理由有二：其

一，诗题大致相同；其二，游览时间相同且特

别。三人这次是冬日出游，徐照《寿昌道中》云：

“一游期一月，回日必冬残。”翁卷《能仁寺》云：

“得见是冬月，要来从昔年。”赵师秀《雁荡宝冠

寺》云：“欲住逢年尽，因吟过夜分。”雁荡少雪，

以山水著称，在春、夏、秋三季景色更佳。三人

冬日来游非常特殊，当有特别理由，很可能是相

约而来。

大龙湫、灵岩与灵峰为雁荡山三大标志性

景观，号称“雁荡三绝”，此次同游赵师秀所作

《大龙湫》与《灵岩》堪称摹写雁荡山水的佳作。

雁荡山水中大龙湫瀑布最为著名，高达 80余丈，

虚空飘落，风吹作雨落，日射成虹霓，气势极为

壮观。赵师秀在《大龙湫》中写道：

一派落虚空，如何画得同？

高风吹作雨，低日射成虹。

西域书曾说，先朝路始通。

或言龙已去，幽处别为宫。［6］33843

前两联以寥寥数笔勾勒出大龙湫之神韵，

视觉和感觉交融，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戴复

古所作《大龙湫》与赵师秀之作有异曲同工之

妙：“百丈云岩上，神龙噀水飞。四时作风雨，万

斛泻珠玑。不可形容处，无穷造化机。非他瀑

布比，对此欲忘归。”［5］76相传唐初印度僧人诺矩

罗来雁荡山造塔建寺，喜爱龙湫美景，常来观

瀑，终至坐化，而后大龙湫始为人所知。“西域”

一联就是追溯大龙湫的这段历史。“龙湫”本指

瀑布，赵师秀故意将其误解为蛟龙，为此地山水

平添一份神异色彩。

灵岩以陡峭林立、造型奇特的岩石著称。

赵师秀的《灵岩》以凝练的笔法勾勒出雁荡山灵

岩的奇崛风貌：

忽有千岩聚，禅宫得土悭。

古来云是海，天下别无山。

久立增寒思，初看损壮颜。

曾闻斤石剥，夜落半空间。［6］33861

诗歌开篇就凸显此地千岩聚集、灵岩寺矗

立的独特景观，在视觉冲击中制造一种时空张

力，由此追溯“古来云是海”的沧桑巨变。诗人

极力描摹灵岩壮阔的气势，乃有“天下别无山”

的极度夸张，这也是他对家乡山水独有情感的

表达。游人初览此景，惊损壮颜，流连久立，渐

增寒意，甚至夜闻石落，声响半空。诗人通过情

节塑造或细节勾勒，使灵岩别具一格的风貌形

神毕现，宛在眼前。诗中融入历史意识与个人

体悟，充分体现了赵师秀“清瘦中见雄奇，平淡

中寓深意”的艺术追求。

二、他乡风光与诗境的拓展

赵师秀是“永嘉四灵”中唯一进士及第者，

先后在江东、江西等地任职。长期宦游拓宽了

其山水诗的题材与境界，建康栖霞庵的秋景、江

西筠州郡庠山亭的远眺、延禧观的古迹追怀等，

皆成为其笔下意境各异的山水篇章。在对他乡

山水的书写中，赵师秀延续了清丽平淡的审美

基调，同时融入了历史记忆、人文追思与旅途

体悟。

赵师秀初仕江东，翁卷有《送赵紫芝为江东

从事》。“江东”即宋代行政区域江南东路，治所

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故翁卷诗云：“山水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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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登临三考时。”建康为六朝古都，山水秀美，

翁卷送别友人时，就料想赵师秀在任三年，其间

一定多山水登临，与之相伴的当然是锦心绣口

的山水诗。赵师秀的《秋日游栖霞庵》以细微的

物候变化传达出季节流转的禅意：

乘兴入孤村，神凝秋水间。

菊开嫌径小，荷尽觉池宽。

林影悬崖屋，钟声何处山？

清游殊未倦，初日照松关。［6］33863

南京栖霞山，因南朝齐明僧绍于此隐居并

舍宅始建栖霞寺而得名，为金陵胜景之一。赵

师秀秋日乘兴而来，漫步于“孤村”，眺望周遭盛

开的菊花，荷叶净尽的池塘，感觉处处赏心悦

目。“菊开”一联，造语新奇。山径因菊花的遮掩

而变窄，池塘因荷叶净尽而显宽，寥寥数语呈现

出秋日特有的景致。此外，山间林影、悬崖建

屋、钟声遥传等，都给诗人带来清雅新奇的享

受。诗人因此兴致勃勃，毫无倦意。

赵师秀再仕江西，为筠州（今江西高安）推

官，诸多诗篇作于筠州任内。如《筠州郡庠山

亭》云：

一来高处望，远近尽秋容。

秀气归才子，清风属钓翁。

溪晴分别港，山阙见他峰。

独忆良宵月，无由宿此中。［6］33838

又如《延禧观》云：

寂寞古仙宫，松林常有风。

鹤毛兼叶下，井气与云同。

背日苔砖紫，多年粉壁红。

相传陶县令，曾住此山中。［6］33838

庠山亭在州学府内，曾巩《筠州学记》记载，

筠州学府乃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知州董

仪等人于“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8］，

这里地势高峻，号称庠山。赵师秀秋日登临此

亭，居高眺望，筠州景致尽收眼底。筠州学府尽

得风水地利，此地“秀气”归诸学府才子，将来人

才辈出可以想见。赵师秀为清游官员，有“钓

翁”一样的闲适从容。“秀气”一联照应身份不同

者：才子勤奋好学，游人悠闲自在，各得其所。

赵师秀来此为观赏山水，故诗中将学子学业一

笔带过，重在描写庠山亭景观。清风拂面，溪流

入港，山峦叠翠，良月当空。诗人恋恋不舍，只

可惜今夜“无因”留宿，只能告别眼前美景。

延禧观在今江西宜丰，宜丰紧邻筠州，相传

为陶渊明故里，今宜丰建有“陶渊明故里园”。

南宋时期的延禧观是非常冷清寂寞的，赵师秀

特意到此游览，应该是为凭吊或追怀陶渊明而

来。《延禧观》中鹤毛与松针飘零、井气与云雾蒸

腾的景象，都是诗人在静谧的环境中得以欣赏

品味的。诗人通过“背日苔砖紫，多年粉壁红”

的荒寂意象，勾连起对陶渊明精神的遥思。诗

人在对陶渊明的追忆中，寄托着一腔怀古幽

思。仙宫的寂寞也是陶渊明和赵师秀的寂寞，

唯有此地山水，聊以慰藉。

赵师秀在江西任职期间，到访过诸多风景

名胜，这在其诗作中多有体现。如《访韩仲止不

遇题涧上》云：

隔涧竹扉深，苍童引客寻。

虽然乖晤语，犹得见园林。

野蔓时妨步，山蝉亦好吟。

石根泉数斗，清冷应人心。［6］33849

又如《龟峰寺》云：

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

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

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

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6］33849

韩淲（1159—1224），字仲止，韩元吉之子，

上饶（今属江西）人，退居上饶南涧，故自号涧

泉，有《涧泉集》，与赵蕃并称“二泉”。赵蕃，字

昌甫，号章泉，时亦归隐上饶。赵师秀非常推崇

韩、赵二人诗作，到江西任职，便寻找机会前去

拜访。但不凑巧的是韩淲外出，赵师秀便将关

注点转移到南涧旁的园林风光。涧边曲径幽

深，竹扉隔断园林。园中野蔓随处滋长，树间山

蝉欢快吟唱，石根清泉数斗汇聚，清幽别致，引

人入胜。赵师秀虽未与韩淲会晤，却能体会主

人的境界，对其诗作也有更深一层理解。赵师

秀又有寄给赵蕃的《贵溪夜泊寄赵昌甫》，该诗

后四句云：“波净孤萤度，宵凉数叶飞。远怀高

卧者，微月闭松扉。”［6］33850幽寂冷清的风光，凸显

赵蕃的志趣和赵师秀的审美眼光。

赵师秀任职江西期间，此类写景佳句甚多，

比如《过弋阳》中的“磨圆滩石几年浪，丹尽江枫

昨夜霜”［6］33856，《桃花寺》中的“石幽秋鹭上，滩远

清丽平淡：赵师秀山水诗的风格特质与诗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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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僧闻。汲井连黄叶，登台散白云”［6］33846，《润陂

山上作》中的“野花可爱移难活，啼鸟多情望即

飞”［6］33860，《寄新吴友人》中的“春至山疑长，江空

雨似无”［6］33860。

赵师秀多次往返弋阳，饱览当地山水风

光。《江西通志·寺观二》记载：“桃花寺在弋阳县

玉亭乡，宋景德间建。”［9］赵师秀显然是特意寻

访桃花寺。《大清一统志》卷 238记载：“润陂市，

在进贤县东七十里。《九域志》‘南昌县有润陂

镇’，即此。朱子有《过润陂》诗。”［10］《寄新吴友

人》中的新吴是旧地名，治所在今江西奉新县西

北 30里。这些景色皆以清幽空灵为主调，同时

带有寂寞冷落的况味，是赵师秀的审美趣味与

这一阶段心境的融合。

赵师秀晚年或因候选改官等原因，寓居京

城临安，并于此终老，有诸多山水诗作于杭州。

如《孤山寒食》：

二月芳菲在水边，旅人消困亦随缘。

晴舒蝶翅初匀粉，雨压杨花未放绵。

有句自题闲处壁，无钱难买贵时船。

最怜隐者高眠地，日日春风是管弦。［6］33855

西湖孤山风景绝佳，北宋林逋居此，留下诸

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以及令人向往的传说。赵师

秀到此地当然要到这位前辈墓前祭拜。林逋擅

写梅花，活得清高孤独，赵师秀将这两个方面融

入诗篇，以祭奠致敬前贤，却没有落实对应，笔

调相当空灵，彰显赵师秀后期娴熟的诗艺。寒

食时节游览孤山，又是一番春光旖旎的景色。

西湖边花草渐渐繁盛，晴日蝴蝶穿梭，雨水压制

了飞舞的杨絮，置身山水之间，春风拂面，处处

管弦，诗人为之陶醉。这里的“隐者高眠”还是

指林逋，但赵师秀对孤山春色是欣喜接受的，亦

如当年林逋怡然自得于西湖孤山之滨。

赵师秀还有许多写于杭州的诗篇。《题四圣

观□道士诗卷》云：“一观桃花红似锦，两堤杨柳

绿于云。游人只是游晴昼，烟雨朝昏尽属君。”

《方舆胜览》卷一云：“四圣观，在西湖孤山之上，

祠佑圣、翊圣、天猷、天蓬四圣。”［11］这也是写孤山

绚丽的春日风景。《葛翁小阁》云：“树色对疏棂，

横陈一片清。微风杨叶下，斜日竹梢明。”［6］33847此

诗乃其为友人葛天民所作。葛天民隐居西湖，

所居小阁景致清幽，令人向往。《柳下书斋》云：

“转曲认幽栖，斋名壁上题。柳遮船步水，草出

瓦沟泥。养静抛书册，销闲倚杖藜。谁知凤城

外，宛是武陵溪。”［6］33847凤城是京城的别称，这里

指南宋临安。杭州山水景致甚多，诗人乘船寻

觅城外书斋，如入武陵溪，美不胜收。《赠陈宗

之》云：“四围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门对官河

水，檐依绿树阴。”［6］33848陈起是当时著名的书商，

字宗之，居住于钱塘，大量江湖诗派的集子都是

他刊印的。“四灵”及后来的江湖诗派因陈起而名

声大著。同时诗人苏泂有《简紫芝》：“一只林家

鹤，饶君骨更清。”［6］33907诗中称赏赵师秀爱林逋、

喜山水与寺院，嗜诗作，骨气清奇，这是对赵师

秀游览西湖与杭州之作的总结，也是其形象的

写照。

赵师秀还有大量诗篇作于行旅途中。《舟行

寄翁十》云：“舟轻风色好，波面去迢迢。……江

禽停晚树，涧水入秋潮。”［6］33838《缙云县宿》云：

“古邑居人少，春寒入夜多。雨香仙地药，烛动

石桥波。”［6］33838《十里》云：“竹里怪禽啼似鬼，道

旁枯木祭为神。”［6］33860诗中心境不同，沿途风光

各异，或清丽，或幽静，或冷僻，然皆引人入胜，

值得反复品味。

赵师秀宦游中对他乡风光的书写在延续永

嘉山水诗清丽特质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历史

感怀与人生况味，保持着含蓄平和、安闲自适的

人生态度。他乡风光拓展了赵师秀的视野，拓

宽了赵师秀的诗境，使其清丽平淡的艺术特质

获得更丰富的表现形态。

三、清丽平淡诗风的形成

赵师秀的山水诗在南宋中后期诗坛独树一

帜，整体呈现出清丽平淡的风格取向。这一风

格是其生活态度、诗学观念与时代语境共同作

用的产物。他虽宦途奔波，沉抑下僚，家境并不

富裕，但他一直坦然面对，不以生活的困窘、仕

途的不畅为意，始终保持着“泊然安贱贫”［6］33836

的平和与自适。他生活在宋金关系相对稳定的

时期，对边事关注不多，醉心于山水之间，自觉

继承晚唐姚合、贾岛一脉，讲求炼字炼句，追求

意境清寂，成为当时诗坛的一种标杆。

赵师秀在好友、“四灵”之一徐玑赴任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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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理参军时所作的《送徐玑赴永州掾》中，表达

出自己诗歌的审美追求：

二水鸿飞外，君今问去程。

家贫难择宦，身远易成名。

入署梅花落，过汀蕙草生。

莫因饶楚思，词体失和平。［6］33841

徐玑以恩荫入仕，沉抑下僚，“家贫难择

宦”，赵师秀对此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徐玑

赴任的潇湘二水之地，屈原曾流放于此。赵师

秀担心他在那里愁苦压抑，所以鼓励他“身远易

成名”，特别叮嘱他“莫因饶楚思，词体失和

平”。可见，赵师秀不赞成诗人身处逆境时将

“愁思沸郁”倾诉于诗歌中，而是期望友人保持

平和的心态、平和的诗风。这也是赵师秀的审

美追求。徐玑去世后，赵师秀有《哭徐玑》五首，

其一对友人的一生和创作做了简要总结：“微官

漫不遇，泊然安贱贫。心夷语自秀，一洗世士

陈。”［6］33836“心夷语自秀”可视作赵师秀夫子自

道，在他看来，正是心态的平和才有了“四灵”清

丽平淡的诗风。此外，从赵师秀编选《众妙集》

时“以风度流丽为宗”［12］2621的选诗标准，亦可凸

显其审美趣味。

赵师秀乃赵宋宗室，21岁时考中进士，在宦

海浮沉 20余年，虽说不上显达，但也没有遭受重

大挫折。客观来看，宋代多数进士出身者的仕

途经历与赵师秀类似，进入中高层的毕竟是少

数。士大夫如果对仕途没有过高期望，能够接

受相对寻常的仕途升迁，也有可能达到赵师秀

所谓的“泊然安贱贫”的状态。赵师秀《官舍初

成》云：“为宅傍城墙，先求夏日凉。凿池容众

水，栽竹断斜阳。官是三年满，身无一事忙。不

知何补报，安坐恐难当。”［6］33845其中虽有对居官

碌碌无为的惶恐，但更多的是“凿池”“栽竹”的

自得其乐。

赵师秀所生活和仕宦的孝宗、光宗、宁宗三

朝，宋金之间大致维持相对的和平，战争较少。

孝宗初年发动“隆兴北伐”时，赵师秀尚未出生；

宁宗时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战争大体在宋

金边界进行，对南宋全境影响不大。换言之，南

宋中期士大夫的生活并未受到战争的太大冲

击，战争相对淡出部分诗人的视野。在此背景

下，赵师秀对“开禧北伐”或宋金边事关注不多，

今存诗歌中涉及边事的仅有 5首，且涉及程度不

深，完全没有辛弃疾、陈亮等诗人作品中的北伐

主题和对宋金关系的深度关注。如《九客一羽

衣泛舟分韵得尊字就送朱几仲》云“慷慨念时

事”“北望徒太息”［6］33836，借送友表达对边事的失

望；《抚栏》云“听说边头事，时贤策在和”［6］33839，

对开禧北伐战败、韩侂胄被杀、宋廷转而求和表

示失望；《寄赵昌父》云“便使重承诏，多应不议

边”［6］33839，对友人“不议边”的政治态度表示理

解；《赠张奕》云“天下方无事，男儿未有功。边

风吹面黑，市酒到肠空”［6］33839，叹息友人有志边

事而不得施展；《多景楼晚望》云“残风忽送吹营

角，声引边愁不可听”［6］33854，对边界战争表示一

定的担忧。

翻检赵师秀的诗歌，其中虽屡屡有“吾贫未

得归”［6］33837、“因贫为远别”［6］33837、“家务贫多

阙”［6］33841、“贫窭又商量”［6］33848、“出仕归来贫似

旧”［6］33855、“俸少贫如故”［6］33859等叹贫之言，但从

全诗来看，诗人的心态依然是平和的，只是将贫

困作为生活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来叙说，这与孟郊

诗歌中叹贫时的强烈愤慨截然不同。更为难得

的是，即使在生活困顿不堪之际，诗人依然能保

持好的心境。如《病起》云：“身如瘦鹤已伶俜，一

卧兼旬更有零。朝客偶知亲送药，野僧相保密持

经……惟有爱花心未已，遍分黄菊插空瓶。”［6］33854

诗人总是在寻觅生活中的美好，即使疾病缠身，

瘦弱不堪，但因有“朝客”“野僧”的暖心关怀，他

依然“爱花未已”。仔细品味上文列举的诗篇，

悠然自得的好心境处处流露。

赵师秀与“四灵”中其他三位交往时，也较少

为他们的穷困窘迫生活而呼喊，更多的是欣赏山

水之清秀。《舟行寄翁十》云：“舟轻风色好，波面

去迢迢……江禽停晚树，涧水入秋潮。”［6］33838《简

同行翁灵舒》云：“水禽多雪色，野笛忽秋声。必

有新成句，溪流合让清。”［6］33840《灵山阁见二徐友

旧题句》云：“一面见溪水，三边皆翠微。晚来虚

槛外，秋近白云飞。”［6］33840徐照大病初愈，赵师

秀就与他相约同践天台山水之约，即使徐照去

世之后，赵师秀所作《哀山民》中仍写道：“君亦

疑勿药，春和可为乐。仙家桃最红，同践天台

约。”［6］33834从中可见“四灵”对世事的良好心态、

对山水的痴迷。

清丽平淡：赵师秀山水诗的风格特质与诗学渊源

105



2026年第 1期

虽然叶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曾以“狭”来

定义“四灵”诗歌的主题［13］，严羽批评“近世赵紫

芝、翁灵舒辈……入声闻辟支之果”［14］，四库馆

臣认为“师秀之诗，大抵沿溯武功一派，意境颇

狭”［12］2621，但这些评价都是针对“四灵”题材的狭

窄或诗风单一而言。赵师秀的可贵之处在于，

他能够淡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醉心于清丽

山水，在狭小的题材中开拓出幽微而隽永的情

感空间。

赵师秀作品中最负盛名的《约客》以简练的

笔触，动静结合地描绘出江南雨夜候客的寻常

场景，传递出安闲自适的人生态度：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6］33858

黄梅时节，阴雨连绵，但这丝毫不能干扰诗

人的雅兴。青草池塘，处处蛙声，给清秀山水平

添一丝欢快，使这个春夜静谧而有生机。即使

约客不来，诗人夜半独坐，依然悠闲自在，并没

有寂寞或失落之感。诗人伴随着灯花的飘落

“闲敲棋子”，独自思考对局，从容淡然，潇洒随

意，这种闲适的心态令人神往。赵师秀这种诗

意的表达，打动了后世无数的读者。“四灵”可以

成派，南宋后期诗人纷拥追随，可以从赵师秀这

样的诗篇中寻找到原因，该诗也因此成为“永嘉

四灵”的典范之作。

“自古逢秋悲寂寥”，这是古代诗人的常态，

能够跳出“悲秋”牢笼者不多。赵师秀对传统悲

秋主题进行了转换与解构，将“秋”由悲哀的载

体变为被“爱”的对象，在荒寂的秋色中发现隐

隐生机，如《秋色》：

幽人爱秋色，只为属吟情。

一片叶初落，数联诗已清。

瘦便藤杖细，凉觉葛衣轻。

门外萧萧径，今年菊自生。［6］33840

开篇就声称“幽人爱秋色”，落叶引发诗情，

秋凉令人清爽，小径菊花自生，凡此种种，让诗

人欣然自得。诗人依藤杖而行，闲步于“萧萧

径”，品味着秋日特有的景观。周边虽然寂寞萧

条，但诗人落笔于“菊自生”颇具深意。在“门外

萧萧径，今年菊自生”的对比中，既暗示大自然

的勃勃生机不可阻挡，也隐喻诗人内心世界的

自足。如此，诗人便超越了秋日固有的悲苦寂

寥，转而归于平淡自在，这与其“泊然安贱贫”的

人生态度高度契合。类似的还有《秋屏作》，诗

人沉浸于秋日美景：“凡有栏干处，秋来遍往

还。就中惟此地，全得见西山。”［6］33840

“四灵”皆倡导学习唐人五律，尤其喜欢晚

唐姚合、贾岛的诗风。严羽云：“近世赵紫芝、翁

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语，稍稍复就清苦之

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14］有

学者更为细致地认定“四灵”主要是承继姚合诗

风。《四库提要》指出：“‘四灵’皆学晚唐，然大抵

多得力于武功一派，专以炼句为工，而句法又以

炼字为要。”［12］1390“‘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

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是也。其法以新切为

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

觞。”［12］1410四库馆臣所言，切中肯綮。

姚合为名门之后，39岁考中进士，后为武功

县（今陕西武功）主簿，有《武功县中作三十首》

等诗歌，语言平易，风格清峭幽折，后人将这类

作品所呈现的独特风格归纳为“武功体”。赵师

秀清丽平淡的诗风，承继了姚合这类诗歌的精

髓。四库馆臣认为赵师秀“其诗主于野逸清瘦，

以矫江西之失”［12］1390，也是从这个角度肯定其

诗风。

姚合、贾岛多创作五律，他们的诗歌也以五

律的成就最高。“四灵”自称“唐世吟诗侣”，叶适

等人也推崇徐照“复言唐诗”，这些在很大程度

上是指“四灵”学习姚合与贾岛，擅长创作五律

诗篇。刘克庄《野谷集序》云：“顷赵紫芝诸人尤

尚五言律体。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

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1］2431赵师秀将

自己对五律诗体的喜爱，以最夸张的语言表达

出来。赵师秀今存诗歌 159首，五律就多达 101
首，大约占 2/3，其对五律的喜爱和擅长不言而

喻。前面例举的赵师秀的名篇，大多数是五律，

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梅 诗话》载赵师秀一段趣事：“杜小山问

句法于师秀，答曰：‘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

珑，自能作诗。’”［15］“饱吃梅花”的戏谑，正表明

了赵师秀追求清高脱俗、清秀淡远的审美情

趣。这也代表了“四灵”共同的审美追求，在南

宋中期相对和平的时期成为部分江湖诗人创作

的一种标杆。南宋后期政局动荡，边患增多，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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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江湖小诗人寻找不到生活目标，转而羡慕“四

灵”的生活态度，期望淡远世事，归隐山水。即

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模仿，也要在诗歌创

作中表达出来，这是南宋中后期江湖诗派形成

的重要原因。在南宋中后期诗坛上，“四灵”之

杰赵师秀因而具有了一定的典范意义。

注释

①“永嘉四灵”是南宋时期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指当时

浙江永嘉（今温州）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

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因四人字号中皆有

“灵”字，并以此相标榜，故称“永嘉四灵”。②徐照有《游

雁荡山八首》，分别为《寿昌道中》《能仁寺》《大龙湫瀑

布》《灵岩》《灵峰》《石门庵》《宝冠寺》《赠东庵约公》；徐

玑也留下《雁山》《大龙湫》《灵峰寺洞》《净名寺》《赠东

庵约老》5首作品，翁卷留存《能仁寺》《赠东庵约公》《石

门庵》《宝冠寺》《寿昌道中》5 首，赵师秀则留存《大龙

湫》《雁荡宝冠寺》《赠约老》《石门僧》《灵岩》5首。③徐

玑的诗题略有不同，有《净名寺》，且《赠东庵约老》云：

“门掩春山绿”，应当是另一次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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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丽平淡：赵师秀山水诗的风格特质与诗学渊源

Elegant Simplicity：The Stylistic Features and Poetic Origins of
Zhao Shixiu’s Landscape Poetry

Zhuge Yibing

Abstract: Among the“Four Great Poets of Yongjia”，Zhao Shixiu achieved the highest creative accomplishment.
His landscape poetry centrally embodies the aesthetic pursuits and artistic style of this poetic school. Zhao Shixiu grew
up in Yongjia，where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his hometown nurtured his aesthetic sensibility and established his
creative style. Many of his renowned landscape poems were inspired by the magnificent scenery of Yongjia， such as
Huichang Lake， Songtai Mountain， and Yandang Mountain， all of which became subjects of his poetic verse. After
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holding official posts in many regions， the landscapes of other places broadened
his horizons and expanded the spatial expression and layered imagery in his landscape poetry. He first served in
Jiangdong， then in Jiangxi，and later resided in the capital，Lin’an，during which period he created many renowned
poems. Zhao Shixiu’s landscape poetry is not merely a depiction of natural scenery but an expression in response to
life’s hardships， career setback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his time. Drawing on the poetic legacy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he specialized in five-character regulated verse （wu lü） and expressed his emotions through landscapes，
forming a stylistic feature characterized primarily by elegance， freshness， and simplicity. This style ，to some extent，
reflected the prevalent mentality of detachment and self-restraint among scholar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fluencing the Jianghu School of poetry. Zhao Shixiu’s landscape poetry provides an important lens into
observing the evolution of poetic styles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of literati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Zhao Shixiu；landscape poetry；elegant simplicity；“Four Great Poets of Yongjia”
［责任编辑/漱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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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置汉简所见中西交通史实考论*

张俊民

摘 要：悬泉置是已知丝绸之路上唯一经过考古发掘并出土大量文字资料的驿站遗址，其日常运作与管理

反映了汉代中西交通的盛况，是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悬泉置汉简以其出土于关键节点的独

特性和档案文书的细节性，深化了学界对汉代中西交通史的认识。其价值体现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首先，

它精确锚定了悬泉置作为丝绸之路东段核心枢纽的地理坐标，并清晰勾勒出以之为中心的层级化邮驿网络，揭

示了汉王朝交通动脉的制度根基。其次，它生动再现了汇聚于此的多元人群及其互动场景，展现了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复杂图景与治理逻辑。最后，其自身运作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西交通日常实践与制度保障的

微观窗口，同时也体现了边郡为中西交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悬泉置汉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民族交往；邮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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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主要从事西北简牍整理与研究。

悬泉置汉简是汉代悬泉置遗址日常管理

与运作所使用的档案文书得以保留下来的部

分，目前的数量是 1.8 万枚。《悬泉汉简（壹—

伍）》已经由中西书局于 2019—2025 年陆续公

开出版，约占预计八卷本的二分之一多，发表

简牍数量约 11000 枚①。悬泉置是汉代邮驿系

统中级别最高的组织机构，主要负责过往人

员的食宿供应与政令邮书的传递，类似的机

构在敦煌郡有 9 处，酒泉郡有 11 处。悬泉置

作为汉朝驿道重要节点的同时，又因其所处

的地理位置而兼具沟通丝绸之路、维持中外

关系与连接中西交通的重要功能。认真梳理

悬泉置汉简相关资料，进一步认识其日常运

作详情，是我们利用史书研究汉代中西交通、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限于篇幅，

我们仅就目前较为明晰的几点认识做简单

总结。

一、地理枢纽与驿路网络：悬泉置

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

通过对遗址出土的悬泉置汉简的研究可

知，悬泉置是当时敦煌郡在官方大路上设置的

级别最高的驿站机构。作为汉王朝内部日常行

政管理而设立的邮驿系统，悬泉置因其所处的

地理位置又成为丝绸之路、中西交通、中外关系

的重要节点。

悬泉置是汉代邮驿系统的一个驿站，位于

今甘肃省敦煌市最东部，接近瓜州县界②。考古

发掘后的遗址主体是一个 50米见方的坞堡，西

南角突出一个 30米见方的马厩区。坞堡东侧开

一门。遗址内遗存以西汉为主，新朝、东汉、晋

代均有沿用，唐代在其附近设有悬泉驿。悬泉

置遗址除本体之外，还有东侧山上的烽火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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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悬泉置汉简中出现的“山上亭”，还有保障

悬泉置日常生活用水的悬泉水。悬泉水的左侧

沟边应该是汉简中“临泉亭”所在。临泉亭以东

是汉代效谷县通往广至县的古道，也就是丝绸之

路、中西交通的大路。沿途除了不计其数的石头

堆路标外，还有D114、A86、A87等驿站遗址③。这

些驿站遗址应该是汉简中出现的石靡亭、万年

骑置等。

悬泉置遗址位于汉代效谷县东部，是效谷

县境内驿路上两个驿站中的东边一个，西边是

遮要置。遮要置西经敦煌乐望亭入敦煌县以及

敦煌郡所在的敦煌置。悬泉置以东是敦煌郡广

至县的鱼离置、广至置、冥安置与渊泉置。而与

其他置相比，悬泉置距离县治最远，其东与广至

县城之间有一个鱼离置，其西与敦煌、效谷县城

之间也间隔一个遮要置。悬泉置远离西汉县治

所在，其与人口密集居住区相对较远，其日常保

障供给因而更加困难，更凸显其所在位置对交

通的重要性。即便现在，此地仍是交通必经之

地，而周围数十公里之内依然没有居民点。

效谷县驿站级别最高的是悬泉、遮要二置，

还有 4个级别低一级的骑置，主要负责紧急公文

的传递。此外还有悬泉置西侧的平望骑置、遮

要置西侧的甘井骑置。每个骑置配备有 3匹马，

1 名小吏和 3 名具体负责养马、传递邮书的驿

骑。骑置大体位于置与置的中间点。悬泉置距

离西侧平望骑置 50 汉里，距离万年骑置 40 汉

里，万年骑置位于悬泉置与鱼离置的中间点④。

比骑置低一级的邮驿机构是亭，它也是驿

路上最小的基础单元。悬泉置与平望骑置之间

是无穷亭，大致在悬泉置与平望骑置的中间位

置。亭中有亭长 1人，亭卒 3人，负责驿路安全，

并为过往人员提供必要的服务。

交通干线之外，还有支线。在效谷县西侧

的安民亭有一条支线，可以到敦煌郡北部长城

防御线上的中部都尉府。敦煌东行的普通路线

大站是遮要置、悬泉置、鱼离置、广至置、冥安

置，渊泉置是敦煌郡最东边的一大站。渊泉置

距离酒泉郡最西边的驿站乾齐是 58汉里。

从敦煌发给效谷县的文书，也可以直接由

敦煌的乐望亭传过来，而从广至县发给效谷县

的邮书，一般是由安民亭经过西门亭传给县廷

的。临泉亭经西门亭传递到效谷县廷的驿路长

124 汉里，石靡亭到安民亭的距离是 140 汉里。

悬泉置到冥安置的距离是 210汉里，到金城允吾

的距离是 2820汉里，到天水平襄的距离是 2830
汉里，到长安的距离是 4080汉里。

晋代悬泉置附近的状况，不是十分明确，一

般将遗址西南角最高的烽火台作为晋代的主要

遗存，代表遗物有晋代的纸张以及“康哉之歌”

竹简⑤。

唐代的文书，对我们完整认识悬泉置提供

了帮助，汉简上书写的汉字是“县泉置”，对照敦

煌文书我们才知道“县泉”应读如“悬泉”，即泉

水从崖壁坠落，悬空而出，地图上的“掉掉（吊

吊）水”称谓则更贴近真实情况。而附近的甜水

井已经距离悬泉置的命名时代很久远了。唐代

称“掉掉水”为“悬泉水”，一度在水东 15里设悬

泉驿⑥。

一般认为唐代的常乐县城，在今瓜州破城

子，也就是汉代的广至县，其西南的鱼泉驿大致

相当于汉代的鱼离置，悬泉驿是在山南空谷驿

废弃之后出现的，应该在泉水东 15里，是不是与

悬泉置遗址中的晋代状况相类似不得而知，但

唐代的无穷驿无疑不是汉代的无穷亭位置。汉

代的无穷亭位于悬泉置与平望骑置之间 25汉里

左右，是悬泉置西侧最近的亭。由于汉、唐的时

代差异，名称一致而位置未必在一处。

将悬泉置及其周边形成的交通网放置在汉

代邮驿系统之中来看，它只是敦煌郡效谷县的

一段路线而已。其设置可在汉代的《行书律》

《传食律》中找到依据。简牍文书所见汉代邮驿

的设置状况如下：

十里置一邮，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

界，廿里一邮。［1］198

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地险陕（狭）

不可置邮者，得进退就便处。［1］199

具体到西北地区的机构设置，恰印证“得进

退就便处”的描述，悬泉置汉简的驿置道里簿记

载的最近距离是 54汉里（氐池到觻得），最远者

是 99汉里（玉门到沙头）。

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 氐池去觻得五

十四里

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觻得去昭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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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里 府下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昭武去祁连

置六十一里

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祁连置去表是

七十里

……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

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

·右 酒 泉 郡 县 置 十 一 六 百 九 十 四 里

□􀏦 ⅡT0214①∶130A⑦

至于我们在悬泉置汉简中见到的临泉亭、

无穷亭，应该就是正史所言“五里一邮”之邮

亭，类似《汉官仪》所谓的“十里一亭，亭长、亭

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2］。而

悬泉置汉简的“骑置”与《汉书》所谓“因骑置以

闻”⑧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正是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个机构，悬泉

置处在敦煌郡的驿路上，而敦煌郡既是汉朝通

往西域的必经之地，也是汉经营西域的大后方，

这条驿路也就成为汉代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和丝

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悬泉置的设置是为中

西交通服务的，其日常运作与维护成为中西交

通、中外关系与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悬泉置汉

简之中众多接待中西交往人员的资料就是最好

的证明。

二、中西交通中的民族交往

与身份认同

在远离县城的无人区设立一个专门为过往

人员提供食宿的机构，是保障交通的需要。作

为东西往来人员休息与补充给养的场所，悬泉

置的设立显得尤为必要。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必

经之地，悬泉置就是西汉时敦煌的典型代表。

悬泉置为往来人员提供必要的服务，经过悬泉

置的人们就是中西交通的见证者，他们对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他们以汉代

的交通路线为依托，在悬泉置住宿、休息，得到

保障供给之后继续前行，直至最终完成使命。

除汉王朝的使者官员之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中亚、南亚乃至西亚的使团。他们或单独成行

以“奉献”之名去往长安，或者与沿途使团结伴

而行，由西域都护府、敦煌太守委派专人护送至

长安；而其从长安返回时，多由中央派使者专门

护送，其队伍多数以“诸国客”的形式出现。经

过对悬泉置汉简的梳理，我们发现，出现在悬泉

置的西域使者来自婼羌、且末、小宛、精绝、扜

弥、渠勒、于阗、莎车、疏勒等 30余国⑨。其中折

垣、祭越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乌弋山离与西夜

国⑩。此外，也有汉朝人到条支国的记录􀃊􀁉􀁓。

有学者认为汉王朝和于阗、鄯善的交往不

宜归入中西交通史的范畴，但是，于阗、鄯善作

为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其对中西交通史的贡

献不可低估。当时西亚、中亚的使团会和于阗、

莎车使者一道去长安，悬泉置对其的接待也是

同时进行的，并无二致。对鄯善、于阗使团的接

待，也是中西交通接待形式的一种。悬泉置汉

简中使团混杂的现象经常出现，如：

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

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 ⅠT0309③∶97
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 至 以食

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

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

斗 至 ⅡT0113②∶24
前简出现的使团成员来自大月氏、大宛、疏勒、

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等，对其的限定词

是“客”，这可能是从长安返程时，由某人所送

“诸国客”归西域的文字记录。来自不同地域的

使者、贵人出现在悬泉置，受到无微不至的接

待，被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来自八国的使者

竟然有 18人，还有贵人若干。后一简记录的是

敦煌守属董并、叶贺送莎车、罽宾、祭越使者经

过悬泉置时，悬泉置接待三地使者的消费情况，

用 160钱沽酒 1.6石，供 4位使者饮用。而董并、

叶贺的供给是单独记录的：

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

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

ⅠT0309③∶134
这是一条反映悬泉置接待过往人员的典型记

录，一般学者都会引用。使者王君护送的返程

队伍所谓于阗王以下 1074人，极有可能就是类

似上述二简的另一泛称，作为管理文书没有将

1074人的组成详细记录，而重在说明时间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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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让沿途做好接待准备即可，其中“于阗王以

下”不是于阗一国之客，而是以于阗王为代表的

诸国之客。类似的诸国客记录，又如：

□􀏦传送康居诸国客卫候臣弘副□池阳

令臣忠上书一封 黄龙元年□􀏦

ⅡT0214③∶109A
使送乌孙诸国客副使长臣所上书一

封 ⅤT1310③∶69
·河平四年正月吏为使者丁君所将诸

国客治酒□□

ⅠT0111②∶65+T0111①∶401􀃊􀁉􀁔

□􀏦校尉丞义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从者一

人凡二人人一食食三升东 ⅤT1311③∶129
以上四简的诸国客都是泛称，除第三简称为“诸

国客”外，其他三简都是“某国诸国客”。前三简

都是记载从东向西去送行的，送行的使者在途

中还给皇帝上书汇报情况；后一简校尉丞应该

是戊己校尉的丞，西域都护府派专人护送大月

氏诸国客，丞之外还有其从者，此简是其二人在

悬泉置的消费记录《粟出入簿》。

出现在悬泉置的多民族人员，除使者外，还

有副使者，也有西域的贵人及其仆人或从者，也

可以看到“质子”；汉朝方面有西行的使臣、公

主，类似长罗侯、乌孙公主等。另外，还有泛称

的“诸国客”“胡客”“客”等。参与人员除了敦煌

太守府人员之外，还有西域都护的迎送人员，这

些是中西交通的保障者。而近汉地的类似鄯

善、莎车等，既是中西交通的参与者，也是中西

交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保障者。

入麦四石以食送使者萧君所将胡客马

十匹 鸿嘉四年九月丁酉悬泉置佐谭受敦

煌厩啬夫褒 ⅡT0111①∶21􀃊􀁉􀁕

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大守守属汉刚

送客移过所县置自来焉耆危须鄯善王副

使□􀏦

匹牛牛车七两即日发敦煌檄到豫自办

给法所当得都尉以下逢迎客县界相

ⅤT1310③∶162
书令县给置一岁过客具各有品数期毋

出十月毕成 已出 ⅠT0309③∶53
悬泉置啬夫博叩头死罪死罪置受司御

敦煌北乡南移十月十一月逋十人直钱

八千迫大客且到用度不足博叩头死罪

死罪唯君哀怜博叩头叩头死罪死罪

ⅡT0111①∶224
东送客悬泉置病狂食饮不尽度日益剧

马医偃 ⅡT0111③∶24􀃊􀁉􀁖

对西来人员的称谓从明确精准的使者，到

泛称“诸国客”“胡客”，再到更为广泛的“客”，想

要从中选择与认定外国客是不容易的。远近客

人都是混杂在一起的，而近的客人（非“外国

客”）也是当时中西交通的参与者之一。

至于悬泉置的自身运作，为了保障其功能

的发挥，其管理制度或文书则将这些人员径称

为“客”。前面出现的“一岁过客”“汉刚送客”

“东送客”都是当时的泛称。

“客”之外还有一个法律用语“蛮夷”，且有

内外蛮夷之分。外蛮夷指汉地之外的蛮夷，内

蛮夷是汉地之内的蛮夷，此种分法类似“道”的

管理方式，可能源于西汉初年的《蛮夷律》，也就

是后世的外事管理制度与条例􀃊􀁉􀁗。悬泉置汉简

中直接出现的“蛮夷”有：

水少至五┗六月中禾稼 焦伤数助县

舂靡过军传送迎蛮夷客施刑士良家子□

ⅡT0114③∶492􀃊􀁉􀁘

·铸伪金钱奴婢犯贼杀伤主主适妻以

上律皆不得赦在蛮夷中得毋用期赦前有罪

后发觉

勿治奏当当上勿上诸以赦令免者其死

罪令作县官三岁城旦春以上二岁鬼亲白粲

一岁 ⅡT0216②∶615
□􀏦申敦煌大守宗长史谭移部都尉谓官

□􀏦 Ａ

□􀏦□兵蛮夷诤伪难知唯府惊当备者敢

□􀏦 Ｂ

□􀏦年□􀏦 Ｃ （残觚）

ⅡT0215②∶112ABC
皆坐与蛮夷私下□􀏦 ⅡT0215S∶291

以上四简均出现有“蛮夷”一词，首简的“送迎蛮

夷客”与施刑士、良家子并列，其中的“蛮夷客”

与前文所谓“胡客”近似，只是称谓不同。第二

简明显蕴含地域概念，汉地之外，不归汉人管辖

的地域都是蛮夷中，类似今天的国外。其意是

指在域外犯罪者，不在赦免之列。类似的还有

悬泉置汉简所见中西交通史实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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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文字过于残泐不录。第三简“蛮夷诤伪难

知”与第四简“坐与蛮夷私下（交）”，应该是指

人，简三在敦煌郡而言可能指羌人、匈奴人，也

可能是西域诸国之人。但其作为备用词指代

羌、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简四虽有简三的含

义，但可能更接近简一“蛮夷客”。如果换作“胡

人”与“胡客”，简四则接近“胡人”，而简一则类

似“胡客”。

在现已公开发表的悬泉置汉简中，还有二

简出现了“蛮夷”，只是因为原释读不察，均有

误。分别是：

□􀏦库佐同敢言之谨移蛮夷用酒度

ⅠT0112③∶103+95A􀃊􀁉􀁙

……其三人犯法外蛮夷中以诏书□􀏦

ⅠT0116②∶118B􀃊􀁉􀁚

前简与悬泉置等准备接待用的酒有关，“度”是

事先的估算，“用酒度”就是对能用多少酒进行

估算。如果按照已知的《过长罗侯费用簿》记载

的事先准备 18石酒，悬泉置用效谷县给的 3石

曲自己酿造，再加上效谷县给的 2石，接待长罗

侯等共消费酒 20 石。其中的 18 石就是按照长

罗侯一行的人数所做的用酒度。所言“蛮夷”与

前言“胡客”“诸国客”含义接近，可能也会包括

部分南羌与匈奴。后一简是对众多犯罪人员的

统计簿，众人的犯罪情况并不一样，其中三人犯

法在外蛮夷中，类似国外犯罪，以诏书确定是否

赦免其罪。“外蛮夷”相较前简属于法律用语，前

简则属于日常用语。这是“蛮夷”在二简中出现

的具体语境差异。

悬泉置汉简还出现类似今天的“外国”一

词，以下是悬泉置的财物支出文书，重在说明物

品的支出与使用情况，具体使用者不明。

右出钱四百七十买肉九十四斤 以食

外国王使者贵人从者卌四人人再食

ⅡT0215③∶26
□􀏦以食守属李长所送外国王使者四人

人一食一斤 ⅡT0214③∶182
出钱九十买肉十八斤 以食使者卜君

所将外国从者九人人再食积十八食食一斤

ⅠT0114③∶8
□􀏦升大以给使外国及所将客斋二事一

千一百七十二石三斗 ⅤT1311④∶81

前三简记述的是外国的使者、贵人及其从者，后

一简则是“使外国”者及其所将客，属于送外国

使者返程的情形。上简反映出在中西交通的往

来过程中，西来的使者从长安回程，多由中央派

官员（又称“使者”）送他们回西域。

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保障语言

交流的“通传”“译人”是不可或缺的，有的学者

已经关注到中西交通中的“译人”问题􀃊􀁉􀁛。悬泉

置汉简中出现比较多的译人是“匈奴译”，其次

是“羌译”。简文如：

出穈三石八斗四升 己未以食从吏小

史及匈奴译所乘马卅□□􀏦 ⅠT0209⑤∶16
□􀏦其九匹乘 一匹假匈奴□􀏦

□􀏦廿四匹牡 见马卅二匹□􀏦

ⅠT0111②∶53+55􀃊􀁊􀁒

·凡 传 马 卌 四 匹 其 一 匹 假 匈 奴

译 □􀏦

见卌三匹 ⅡT0213①∶8
今余传马卅八匹 其一匹假匈奴译

见卅七匹 ⅡT0216②∶220
□􀏦卅四匹 其一匹假匈奴译

见卅三匹 ⅡT0216②∶695
仓 曹 言 遣 守 属 忠 送 罢 匈 奴 译 诣 府

□􀏦 Ⅱ98DYT1∶1142
□􀏦 以食匈奴译及私从者大男二人积

六十人人六升 Ⅱ98DYT2∶7153
以上七简前五简是悬泉置汉简，后二简出土于小

方盘城遗址􀃊􀁊􀁓。前五简基本上是悬泉置汉简中全

部有关“匈奴译”的简，而总数仅有 380枚的小方

盘汉简也有二简与“匈奴译”相关。这是偶然现

象，还是有别的原因？是边塞屯戍需要匈奴译侦

察与了解敌情，还是与匈奴人交流的需要？

针对更远地区的中西交通，除了一简出现

“羌胡译”的泛称外，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发现。

此简是：

入粟八斗 阳朔二年闰月甲辰悬泉吾

子文受遮要啬夫博以食羌胡译行书马瓡赐

之等传马 ⅡT0215②∶16
如此一来，史书中出现的“导译”或“译人”，

在悬泉置汉简中除了“匈奴译”之外，还需要其

他什么语言作为交流语言呢？马圈湾汉简莫府

档案的“虏译”也是一条不太明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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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护虏译持檄告戊部尉钦，车师前附

城诩 马·112177􀃊􀁊􀁔

悬泉置汉简中的羌译，时间比较早，元凤五

年（公元前 76年），天水郡以“请诏”的形式给敦

煌郡调派羌译一人，“妾南”是羌人名字的汉字显

示。文书是天水郡戎邑签发的传文书，妾南经过

悬泉置时，悬泉置对其传文书的录文如下：

元凤五年十一月丙子朔辛卯尉史宣敢

言之戎邑给敦煌郡羌译一人有请诏今谨遣

羌译板里男子妾南以县牛车传送续食

谒移过所县道官给法所当得舍传舍敢言

之 A
十一月辛卯戎邑丞舍移过所县道官河

津关往来复传如律令掾留见守

令史建德□□元凤五年九月丙申过

东 B ⅤT1511⑤∶2AB
敦煌郡亟须羌译向昭帝请示，这可能是敦

煌郡建立之后，与南山羌联系交往的需要。最

后，中央将敦煌郡获得批准的诏书转发给天水

郡，由天水郡调配羌译妾南去敦煌。天水郡依

据的则是“请诏”。

综上，悬泉置汉简中出现了各类人员的称

谓，有客、诸国客、胡客、外国客，有王、王使者、

副使者、贵人、从者，还有“蛮夷”，有归义的大月

氏、羌等。然而其中对于作为中西交往桥梁的

翻译人员的反映并不多，虽然学者关注了其中

的“译者”“译人”，但总体上数量较少。

三、制度运作与负担压力：悬泉置的

日常运作

西汉时期是政府主持参与中西交通的开

始，机构的设置、运营与日常供给都是政府行

为。为了招徕西域诸国，朝廷派众多使团携带

大量丝绸、珠宝西行，而西域诸国亦感受到汉朝

的强大与富裕。然而关于双方的交往对汉朝的

作用，在当时就有不同的看法。除史书的简单

记录之外，要探讨西汉之时中西交通的状况，悬

泉置的日常运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从悬

泉置的机构规模、人员配备、马匹管理、传舍标

准、日常生活物资的供给到具体的每一次接待

活动，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西交通的后勤保

障、日常服务以及具体的交往形式与过程。在

已有对悬泉置汉简的研究中，有很多比较典型

的资料。总而言之，体现中西交通、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康居使者的接待

在这些资料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案验康居

王使者献驼册》，围绕康居王使者奉献骆驼出现

的外事纠纷所体现出来的中西交通、交流与交

往，多数学者已有探讨􀃊􀁊􀁕，不再赘述。下面是另

一条关于康居使者的简文：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

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

比胥楗

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

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

匹私马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

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

ⅡT0213③∶6+ⅡT0214③∶83Ａ
这条简文早年笔者只是注意到其后半段，其中

的“比胥楗”三字使人联想到西域的北胥鞬屯

田。史书中有“北胥鞬”，一直没有出现对应的

“南胥鞬”。本条简文的出现解决了西域屯田的

名称问题，不是“北胥鞬”而是“比胥鞬”􀃊􀁊􀁖。

该简出土时残断为两段，后期将两段缀

合。现有的简文是三行文字，是敦煌郡太守发

给酒泉郡的文书，介绍康居王的使团状况，让酒

泉郡做好接待工作。在使团途经悬泉置时，悬

泉置将这份文件进行了抄录，作为其接待过往

人员的凭证。

本简的时间是甘露二年（公元前 52 年）正

月，是敦煌太守千秋与兼行丞事的库令贺联名

给酒泉郡太守府的文书。大意是安远侯郑吉派

其手下“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皇帝，顺便护送

康居国的一个使团到长安。甘露二年的安远

侯，即“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郑吉，西方来

的康居国使团首先在西域得到西域都护府的接

待，遇到罢归回长安的候丞赵千秋给皇帝送安

远侯郑吉的上书，顺便沿途护送康居的使团去

长安。因为时间是正月，恰与走“沙道”入玉门

关的黄金时段相吻合。敦煌太守给酒泉太守府

的文书中，也提到使团入玉门关时的查验工作

悬泉置汉简所见中西交通史实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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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成，使团的组成、携带物品的数量，等等。

康居国的使团组成有使者 2人、贵人 10人、

从者 64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皇帝奉献 2匹

马、10头骆驼。自己使用的马 9匹、驴 31匹、骆

驼 25头，还有 1头牛。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沿途

提供给养的，如草与饲料等，至于通常所说的西

域珠宝异物在文书中并没有显示。

使团即使是有西域都护的人专门护送，入

玉门关时的查验手续也是不能省略的，“阅名籍

畜财财物”就是基本的查验程序。戊申日入关，

第三天又由敦煌太守签发文书，可见其速度很

快，因为从玉门关到敦煌中间需要两天时间的

行程。入玉门关之后，第二天才有可能到敦煌。

悬泉置汉简中没有出现敦煌太守府签发的

康居使团的传文书，这也与西域都护府签发传

文书的情况相吻合。西来使团的通行证也就是

悬泉置汉简常见的“传文书”，既有西域都护府

签发的，也有敦煌太守府签发的。敦煌太守千

秋给酒泉太守发文，依据的就是西域都护府签

发的传文书。这个使团在敦煌郡从敦煌到渊

泉，有敦煌太守府给酒泉太守府的文书就可以

证明其身份。

至于悬泉置接待这个使团的花销是多少，

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从这条简文只能看到使

团的管理，从西域入玉门关到敦煌，再从敦煌东

行的局部信息。其所反映的情况是中西交通某

一时段具体人员的构成与管理程序。这是西来

人员的状况。

（二）从长安去西域的使团管理

使者在长安完成奉献任务后，得到皇帝的

赏赐，返程时我们看不到他们所携带的丝绸之

类的物品的记载，悬泉置汉简中出现的是送西

来使者回去的传文书，一般是由长安直接派专

使护送；传文书之外，还有接待这些人的消费记

录。比较特殊的是类似于阗王等一行回去的事

先通报，其产生的原因是需要接待的人员众多，

不事先通知难以完成接待任务。

西来使者返程，一般是朝廷派专使护送回

西域，使者不是一国一地而是集中护送。悬泉

置汉简中类似的传文书记录有：

永光二年六月乙亥左将军卫尉臣嘉右

将军□掾属臣奉世承

制诏御史曰使送焉耆王北道客传马□

□□□□□□文□

檄蔡宗辅俱

为驾一封轺传二人共载

龟兹焉耆王使者三人贵廿四人，

献驴十匹橐佗五匹遣马三匹 正月癸

卯东□􀏦 ⅤT1210③∶131
“共载”以前文字是传文书，而其下第二栏并不

是传文书用语。第一栏持传人的任务是“送焉

耆王北道客”，除焉耆王之外，还有西域其他小

国的使者。第二栏不是传文书，而是记录了西

域小国龟兹、焉耆的使者团队状况，且时间是正

月癸卯，而与传文书第一栏出现的六月时间相

差半年之久。第一栏是送焉耆等国使者回去，

第二栏是龟兹、焉耆又派使者给皇上奉献驴与

骆驼，顺便由送行的使者回程时监护带到长

安。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皇上派人送西域

小国的使者回去之后，小国又派使者来长安表

示感谢。

与专使的传文书录文同时，还应该有使者

一行经过悬泉置的花费记录，或称“簿”“出入

簿”等。如：

□􀏦君张君王君送乌孙诸国客过置食费

直 ⅡT0114④∶41
出茭八十七石 以食译马百一十六匹

送迎诸国客使者积六百九十六食食十五

斤 ⅠT0111②∶35
与悬泉置日常接待使团记录不一样的是简

ⅠT0309③∶134，此简记录的西归使团过于庞大，

需要提前进行通报，预先准备。简文称：

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

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

本简原本是酒泉郡给敦煌郡的通报文书，使者

王君护送的使团有 1074人，预计五月丙戌这一

天从酒泉郡治所禄福出发，5天之后会到敦煌郡

最东的驿站渊泉。这个文书在悬泉置出现应该

是敦煌郡又将这一情况下传给悬泉置，让悬泉

置知道有此事，接待的规模庞大，人员众多，预

先做好接待准备。因为是散简，具体如何接待

不详。如果联系到送楼兰王东行的记录，大概

是敦煌郡要将接待需要的人、马、车调往渊泉，

以“柱”的形式等着接待。简文所言是“柱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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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

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

当柱敦□􀏦 ⅡT0115②∶47
悬泉置接到类似通知之后，人员数量庞大，

如何接待？常用的人手、物品一定是不足的，需

要置备不同数量的用物：房舍、酒肉、粮草，调动

附近可以来悬泉置帮忙的人手等。接待楼兰王

的“柱敦（煌）”与使者王君即将到来的通知，都

可以看作汉代邮驿系统接待人员的事先准备步

骤，而《过长罗侯费用簿》所记内容已经是事后

记录􀃊􀁊􀁗。事中阶段如何进行尚不清楚。不仅悬

泉置自身会面临各种与接待有关的事务，而且

置与置之间还会因为参与接待的人员调配，产

生粮草、物品相互借用的情况。如：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

鱼离悬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

以下过禀

穬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十

一月报毋令缪如律令 ⅡT0114③∶522
本简是渊泉置告知广至、鱼离、悬泉、遮要、龙勒

等置人员在渊泉消费了多少饲料穬麦，要计入

十一月的往来账目中，以备彼此之间将来办理

交付事宜。

（三）过往人员接待给悬泉置带来的负担

作为中西交通最西端的行政主管，西域都

护郭舜这样论述当时汉与康居交往的情况：

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

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

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3］

悬泉置只是敦煌郡下辖驿站的一个典型代

表，不仅负责内部往来人员的接待与政令文书

的传递，还要肩负为中西交通服务的重任。在

中西交通繁忙之时，悬泉置自身的接待窘境，也

体现出中西交通给沿途带来的负担。简文记：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壬寅敦煌大守千

秋长史憙丞破胡谓县律曰诸乘置其传不名

急及乘传者驿驾皆令葆马三日三日中死负

之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

十匹计以来死者三百六十八匹过员八匹令

长丞不忧亲严教主者吏马饮食不得度病不

以时医治马死者以故众多甚毋状悬泉置尤

剧已论丞啬夫书到案赦以来当负马者趣责

马齿五岁以上至十二岁高五尺八寸以上丰

厚任用者守丞行县见所偿马如律令

ⅡT0115③∶80+81+82
三简文字属于一册书（80+81+82），其中提到甘

露二年敦煌郡太守发文，要求郡中的驿站做好

马匹使用与管理工作。类似悬泉置的 9个驿站

马匹定员 360 匹，但在一年之中竟然死掉 368
匹。这些马匹都是郡府调拨的，马匹死亡之后，

还需要补充才能满足日常迎来送往的需要。

马匹只不过是中西交通的常备用品之一，

还有养马的人、马匹食用的草料、马医，等等。

即便是在马匹配备基本合理的情况下，繁忙的

接待事务也时常让骑置捉襟见肘，马匹得不到

相应的休息，使用过度。如：

余见马三匹送迎客檄书多马少用剧罢

传车器物传相腾 ⅡT0111②∶62
护羌使者方行部有以马为谴长必坐论

过广至传马见四匹皆瘦问厩吏言十五匹送

使者大守用十匹 ⅡT0215③∶83
前简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置的情况，定员 40匹马，

在某一天检查时仅看到 3匹，而迎送客人、传递

檄书的任务又重，“马少用剧罢”。传车与其他

器物也是应急混用的。后一简明言广至置的状

况，置中仅剩 4匹马，15匹送使者使用，10匹归

太守使用。

这是马匹使用出现的一些短缺状况，而悬

泉置接待人手不足的情况，也在其文书中时有

记录。如：

不可以过客韭尽酒肉度少唯廷为调肥

牛肉肥半瘦 ⅠT0112③∶88
悬泉置啬夫博叩头死罪死罪置受□□

敦煌北乡南移十月十一月逋十人直钱

八千迫大客且到用度不足博叩头死罪

死罪唯君哀怜博叩头叩头死罪死罪

ⅡT0111①∶224
迫客且到人力少不足恐客到不□􀏦

ⅤT1510②∶130
以上记录的是不同时期悬泉置人手与物品短缺

状况，置啬夫博“唯君哀怜”的狼狈处境。第一

简说物品少，“不可以过客”，无法接待客人的原

因是“韭尽”“酒肉度（预计）少”􀃊􀁊􀁘，希望效谷县调

给好的牛肉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简说敦煌逋欠

悬泉置汉简所见中西交通史实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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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置人手 10 人，折合 8000 钱，又迫于重要客

人将路过悬泉置，“大客”来与简三类似，接待客

人需要的人手不足。

过往的客人众多，悬泉置就需要准备超量

的酒、肉与粮草，而接待过程中需要使用的人手

常常有不到岗“逋”的情况。虽然悬泉置可以让

效谷县解决，但这种状况对效谷县乃至敦煌郡

而言无疑都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也可以看作

郭舜所言“苦”的表象之一。

结 语

悬泉置汉简以其出土于关键地点的独特性

和档案文书的细节性，深化了学界对汉代中西交

通史的认识。其价值体现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

面：首先，它确立了悬泉置作为丝绸之路东段核

心枢纽的地理坐标，并清晰勾勒出以之为中心的

层级化邮驿网络，揭示了汉代交通动脉的制度根

基。其次，它生动再现了汇聚于此的多元人群及

其互动场景，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图

景与宏阔的历史画卷。最后，其自身运作的档案

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西交通日常实践与制度保

障的微观窗口，同时也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揭示了

这种繁荣对边郡造成的经济负担与压力。

悬泉置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个机构，是

研究中外关系、中西交通以及丝绸之路在西汉

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位置的确定为当时

的交通路线提供了明确的地理坐标。悬泉置的

日常运作与管理，是汉代中西交通史的缩影，为

中西交往的人员提供了文化展示、交流的场

所。悬泉置汉简是记录汉代中西交通的档案文

书，是对史书记载中西交通和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重要补充与完善。通过对众多简牍文书的

梳理，我们发现在悬泉置汉简中，中西交通的表

现主要是往来人员的接待与管理，而经过的使

者及其使团携带的物品如珠宝、金银、丝绸、绢

帛等并没有记录。也许是悬泉置并没有检查、

验核的权限，其主要是为经过人员提供所需的

车、马、饮食、住宿等服务，以至于中西交通中的

丝绸、绢帛等西去物品在简牍中均没有出现。

事实上，在中西交通的大路上行走的使者

及其团队，有时是难以区分远近地域的，甚至是

混合的使团，集中护送更方便管理与提供服务，

特别是使者从长安西归都是由专人一并护送，

其中的人员组成并不具体。西域都护与西域小

国，既是中西交通的参与者，又是中西交通安

全、生活的保障者。频繁的接待任务给沿途的

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西域都护郭

舜所言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皆苦之”，在

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具体状况的真实体现，这

也可以通过悬泉置汉简所记的悬泉置接待窘境

间接地体现出来。人手、物品、马匹短缺，而路

过悬泉置的客人众多，需要在悬泉置吃、住，悬

泉置啬夫迫不得已祈求效谷县哀怜一二，考虑

其困境并提供急需的帮助。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悬泉置汉简中保留

下来的部分，其体现出来的接待情况与接待负担

也只是局部，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某一事

件的细节末端。如果将元康四年（公元前 62年）

的《食鸡簿》、元康五年（公元前 61年）的《过长罗

侯费用簿》与悬泉置本应该存在的简牍文书对

比，我们就会发现《食鸡簿》只是数十年中一年的

记录，类似的文书原则上应该每年都有；每次大

型接待都应该有类似《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决算

文书，而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之一。类似的接待

如“日逐王降汉”、乌孙大昆弥奉献、康居国与大

月氏使团都应该有一个类似的“过……费用

簿”。我们可以从极其宝贵而又有很大局限性的

悬泉置汉简管中窥豹。

注释

①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悬泉汉简（壹—伍）》，中西书局

2019年版、2020年版、2023年版、2024年版、2025年版。

②遗址发掘时瓜州县尚称安西县，2006年更名“瓜州”。

③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5年

版，第 92、112页。④张经久、张俊民：《敦煌汉代悬泉置

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 2期；张

俊民：《悬泉汉简与丝绸之路三题》，载樊锦诗、杨富学

编：《敦煌与中外关系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2021 年

版，第 398—423 页。⑤买梦潇：《〈悬泉汉简（贰）〉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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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有悬泉水、悬泉驿，驿在水东 15里。参见李正宇：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版，第 15、25页。⑦此类简号释文均出自《悬泉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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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2013年版，第 3912页。⑨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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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⑩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

研究》2012年第 2期。罗帅考证“折垣”是乌弋山离，而

“乌弋山离”又见悬泉置汉简ⅡT0115②∶95“遮要第一传

车为乌弋山离使者□􀏦 ”。􀃊􀁉􀁓张俊民：《悬泉置汉简Ⅰ

T0116②∶118释文与校读》，《出土文献研究》第 20辑，中

西书局 2022年版，第 359—371页。􀃊􀁉􀁔谢明宏：《〈悬泉汉

简（贰）〉缀合（十六）》，简帛网 2021 年 12 月 12 日，

http：//www.bsm.org.cn/?hanjian/8533.html。􀃊􀁉􀁕本简的文字

书写很不标准，“四石”作“ ”，“石”字右下不是

“口”而是“士”字；“者”字《悬泉汉简（贰）》原释作“客”

字不妥，今改释。􀃊􀁉􀁖“东送”二字《悬泉汉简（贰）》未释

读，今据图版补。􀃊􀁉􀁗唐俊峰：《新见荆州胡家草场 12号

汉墓〈外乐律〉〈蛮夷律〉条文读记与校释》，《法律史译

评》第 8卷，中西书局 2021年版，第 72—93页。􀃊􀁉􀁘“蛮”

字原书释作“ ”字，“蛮”字变体，今改释。􀃊􀁉􀁙“蛮夷”，

已有释读《悬泉汉简（壹）》作“变第”，今改释。􀃊􀁉􀁚“蛮

夷”，已有释读《悬泉汉简（壹）》作“给事”，今改释。参

见张俊民：《悬泉置汉简ⅠT0116② ∶118 释文与校读》。

􀃊􀁉􀁛王子今、乔松林：《“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西

域研究》2013年第 1期。􀃊􀁊􀁒“匈”字，已有释读《悬泉汉简

（壹）》作“官”，今改释。􀃊􀁊􀁓张德芳、石明秀：《玉门关汉

简》，中西书局 2019 年版。􀃊􀁊􀁔张俊民：《马圈湾汉简

整理与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2023年版，第 177页。􀃊􀁊􀁕
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辨》，载荣新江、李孝聪

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 149—161页；

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

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年第 1期；袁延胜：《悬泉

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 2
期。􀃊􀁊􀁖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

2001 年第 1 期。􀃊􀁊􀁗张俊民：《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

簿》，《陇右文博》2000年第 2期。􀃊􀁊􀁘悬泉置汉简ⅤT1309
④∶25所言不知是何处，一次接待的“使者贵人百八十九

人，用肉千八百七十二斤”，而缺口竟然是“凡少千二百

七十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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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Historical Facts on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as Recorded
in the Xuanquanzhi Han Slips

Zhang Junmin

Abstract: The Xuanquanzhi is the only relay station site along the Silk Road that has been archaeologically
excavated and yielded a vast quantity of written records. Its daily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reflect the flourishing
east-west communication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offering a model of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 Xuanquanzhi Han Slips， distinguished by their unique provenance at a strategic node and
exceptionally detailed archival documentation， have significantly advanced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history in the Han Dynasty. Their value manifests in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first， the slips
precisely situate the Xuanquanzhi as a key hub on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mapping a hierarchical postal
network that radiated from it and revealing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Han dynasty’s transport arteries. Second，
they vividly reconstruct the diverse populations that converged at this node and their interactive dynamics， showcasing
the complex social fabric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Finally， the posthouse’s operational
archives provide a microscopic view of the daily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at sustained east-west
transportation，while also reflecting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the frontier prefectur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Xuanquanzhi Han Slips；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the Silk Road； ethnic interactions； postal
re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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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覆无遗：月令与秦汉时期特殊社会福利*

冯闻文

摘 要：秦汉时期特殊社会福利政策呈现出遵循时令规律的特点，深受时令、月令文献中政事与自然时序

相对应的分类思维影响，表现为季节与特定社会群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体现在春季养幼存孤与秋季养老等措施

在时间上的规律性安排。这种依时施政的方式，一方面促进了相关政策的制度化，有利于形成持久稳定的治理

传统；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时间上的固定化而使社会福利带有仪式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行政弹性。

月令体系深刻影响了秦汉时期国家在特定时节对福利政策的强调与推行，强化了全社会共有的时间节律与政

治文化秩序。

关键词：月令；秦汉时期；特殊群体；慈幼；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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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土简牍与秦汉特殊社会福利研究”（22FZSB004）。
作者简介：冯闻文，女，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江苏无锡 214122），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

特殊社会福利指针对特殊群体施行的社会

福利。秦汉时期，六合一统，国家将各种类型的

社会人口悉数纳入统治之下，从而为社会政策

的广泛施行提供了可能。月令是阴阳五行家将

“与四季十二个月中阴阳之气相适应的政治设

施、礼乐及相关的思想，组成一个互相配合的系

统”［1］。其自然划分与社会划分互相对应，呈现

出同态的关系①。其中包括了将特殊群体与时

间、方位匹配，从而对特殊社会福利的施行加以

安排。秦汉时期的政令或以月令类文献为潜文

本，或直接以季节为诏令先导之词，体现出以时

序为轴的“世界图式”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

出土文献如青川秦牍《为田律》、云梦睡虎

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中的内容和月令有

不少接近的地方，居延元康五年诏书简和时令

文献存在渊源关系，尹湾汉简《集簿》直书“春

令”，而悬泉置壁题《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

月令五十条》以及居延新莽简与今本《礼记·月

令》文字更为接近②。无论是出于考察经学对于

政治的实际影响，还是为了探讨秦汉国家行政

背后的文化意涵，近年来学界将月令与秦汉政

治的关系纳入研究范围③，研究议题包括月令源

流考辨以及月令对法律、社会制度、养老制度的

影响等。在前学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月令与秦

汉诏令中特殊社会福利内容之间的关系，有助

于更好地把握秦汉时期特殊社会福利的时代特

点与文化内涵。

一、四时、五行、八节、十二月

与特殊群体

通过梳理记载时令、月令的相关文本，利用

时间区隔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即

可发现随着区隔方式的不同，单位时间所对应

的特殊社会福利内容亦有一定差异。

（一）以四时为序

在时令文献中，有以季节为时间单位，将四

时和特定类型的人口进行匹配的情况。《皇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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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迎四时礼仪的残文“秋养九志于西堂，冬

养九胜于北堂”［2］。陈侃理据银雀山汉简《迎四

时》将其订为“养九老”和“养六胜”。两篇互相补

正，知明堂迎四时之礼有“春养八稚于东堂”“夏

养七嬬妇于南堂”“秋养九老于西堂”“冬养六胜

于北堂”［3］之说。稚童、嬬妇、老年男性和女性，

分别在春夏秋冬得到象征性的赡养，至于八、七、

九、六之数则遵循成数④。这一内容与《大戴礼

记·千乘》所载千乘之国四佐司春、夏、秋、冬之事

相似。春三月“朝孤子八人”，夏三月“爵士之有

庆者七人”，秋三月“食农夫九人”，冬三月“息国

老六人”⑤。银雀山汉简《迎四时》、《大戴礼记·千

乘》都遵循成数。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春宜

少年，夏宜耆年，秋宜佫年，冬宜□……”［4］204整理

者认为：“佫，宜当读为‘胡’。《诗·载芟》‘胡考之

宁’，毛传：‘胡，寿也。’《周书·谥法》‘弥年寿考曰

胡。’”［4］207同样将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与四季进

行匹配。四时施惠的具体记载见表 1。

兼覆无遗：月令与秦汉时期特殊社会福利

将特殊社会福利的对象与时令进行匹配，

并非仅限于此种四时之说，亦见于《礼记·郊特

牲》中的“春飨孤子，秋食耆老”［5］1446。对此，南

朝经学家皇侃认为：“春是生养之时，故飨孤子，

取长养之义。秋是成熟之时，故食耆老，取老成

之义。”［5］1446顾炎武认为：“春飨孤子，以象物之

方生；秋飨耆老，以象物之既成。”［6］278而《淮南

子·时则训》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

令》中“迎四时”的部分，还赏的对象不具有像银

雀山汉简《迎四时》那般施惠于某种特定类型人

口的特征。如《淮南子·时则训》，立冬之日迎

岁，“还，乃赏死事，存孤寡”［7］180。

另一种四时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大体

上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秩序。司

马谈《论六家要旨》记载：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

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

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

也”。［8］

政事不离天地之大经，“春天是万物生长的

时候，一切的政治和人事都应向了生长方面进

展，……向来关闭的地方要打开，刑罚要停用，

犯人的桎梏要解除，伐木和打猎要禁止，让人和

物各得欣欣地生长”［9］。因此，惠政当于春季施

行，如《管子·禁藏》的春令施惠尤为突出：“赐鳏

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10］1017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与春、夏、秋、冬四时的

生、养、杀、藏相对应的是庆、赏、罚、刑四政⑥。

（二）五行与特殊群体

以五行为序施行政事，如《管子·幼官》和

《管子·幼官图》，虽然分为五时，但日数仅四时

有之⑦。《管子·幼官》中的惠政有秋“修乡闾之什

伍，量委积之多寡，定府官之计数。养老弱而勿

通，信利周而无私”［10］155。冬，再会诸侯，“令曰：

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10］158。而以五时、五方

来区隔则见于《管子·五行》《淮南子·天文训》《春

秋繁露·五行顺逆》《春秋繁露·治水五行》⑧。五

时是将三百六十日五等分，并匹配五行。在这

种时间分配方式下，中央土用事的七十二日的

施惠功能被突出。《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中土用

事的七十二日，对应的政事就包括“养长老，存

幼孤，矜寡独，赐孝弟，施恩泽”［11］382。

四时和五时的起点不一样，五时以冬至为起

点，四时是以距离冬至四十六日，即立春开始

的。而季节的重要性和空间的重要性相比肩⑨。

《淮南子·时则训》中将五方与五时的区分功能

匹配，中央所对应的施惠亦得到强调，“行稃鬻，

养老衰，吊死问疾”［7］186。不过，《春秋繁露·治水

五行》中在金用事时有“存长老”⑩，《淮南子·天

文训》中第四个七十二日、《淮南子·时则训》西

方并无存长老的内容。此外，《淮南子·时则训》

中南方有“振贫穷、惠孤寡、忧罢疾”［7］185，《春秋

《皇览》

秋养九志于西堂

冬养九胜于北堂

银雀山汉简《迎四时》

春养八稚于东堂

夏养七嬬妇于南堂

秋养九老于西堂

冬养六胜于北堂

《大戴礼记·千乘》

朝孤子八人

爵士之有庆者七人

食农夫九人

息国老六人

《礼记·郊特牲》

春飨孤子

秋食耆老

表1 四时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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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露·治水五行》在木用事之时安排“存幼孤，矜

寡独”［11］382，显示出五行、五时、政事有不同的匹

配方式。银雀山汉简《五令》中的德令、义令、惠

令、威令、罚令也与五行相匹配。而“德令者，求

诸孤幼不能自衣食者，禀（廪）气（饩）之，以助

生”；“惠令者，求行年八十者，修其床席，问其饮

食，以固守”［4］226。

（三）八节、十二月与特殊群体

《管子·轻重己》又有八节为序，春始（冬

尽）、春至、夏始（春尽）、夏至、秋始（夏尽）、秋

至、冬始（秋尽）、冬至。四季皆有始、至、尽，上

一季之季尾与下一季的季首交叠，以此为单位

对政事进行安排，和四时是相通的。

以月来安排政令的施行，是严格意义上的

月令。月令由时令而来，因而也需要调和四时、

五行的关系。《管子·四时》调和四时与五行时，

以中央辅四时，这种虚应为《吕氏春秋·十二纪》

《礼记·月令》所继承，但月令更多的是承接四时

之时令而来，其起点也是立春。《淮南子》则尝试

对中央之政事假以时日，将季夏与中央土对应，

王爱和认为“四季和五行间的关联是最难的，

《管子·玄宫》和《吕氏春秋》都未能解决这一难

题。《淮南子·时则训》中的‘月令’发明了五季，

在四季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个季夏，代表一年中

的第六个月”［12］，但如李零所说，“实际上却更

不整齐”［13］。又有以四时之末的十八日对应中

央土的，王夫之认为“天之有五行与四时，互成

其用，并行不悖，而非有一成之模，限众理以必

出于一辙，此天之所以圆妙不测而非私智之所

可度者也”［14］。《淮南子·时则训》中的季夏一个

月就承担了中央土用事的功能，由此需要对应

一定的政令。“令吊死问疾，存视长老，行稃鬻，

厚席蓐，以送万物归也”［7］172和其规定的“五方”

中央之政匹配，《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
月令》则无这一内容。十二月中惠政的安排，

以《吕纪》为例，季春，“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

发仓窌，赐贫穷，振乏绝”［15］60；仲秋，“养衰老，

授几杖，行糜粥饮食”［15］176；孟冬，“赏死事，恤

孤寡”［15］216。可见，这些与四时社会福利政策的

安排较为近似。

王梦鸥在诠释月令的组织原理时，指出月

令大意虽不外如《四时篇》春赢育、夏养长、秋聚

收、冬闭藏，细按之又布置有“阳德”“阴刑”相

对之意义􀃊􀁉􀁓，如仲春之月“安萌牙，养幼少，存诸

孤”［15］34和仲秋之月的“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

饮食”。从时令、月令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来

看，时间的相对性和发展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相对关系是由阴阳的相对而来的，以春夏为阳，

秋冬为阴，因而以春夏布德，秋冬行刑；发展的关

系则是比拟于自然界的幼弱、成长、衰老与死亡，

因而多以春季对幼孤，秋季对衰老。月令行事就

是调和时间的相对性和发展性。人作为主体，起

顺应或助成作用。而时间的起点、单位时间的划

分不同，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自然有所差异。

徐复观根据《吕氏春秋·序意》指出“在吕氏

及其门客的心目中，此书的骨干，是《十二纪》而

不是《八览》《六论》”，“其著《十二纪》之目的，乃

以秦将统一天下，想预为其建立政治上之最高

原则”［16］。杨振红也认为《吕氏春秋·十二纪》所

代表的月令体系在时令宜忌学说中地位独特，

与流行于世的其他宜忌时令截然两别，已有政

令的色彩。《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有而《淮南子·
时则训》中无的内容，多与西汉的制度有关􀃊􀁉􀁔。

通过对月令和西汉政令的比较研究，学界

对于汉代施行的月令性质持不同观点。邢义田

认为“汉代施行的月令，不是遵照哪一部儒经或

哪一系统的月令，而是经过多方采择，不断改变

调整，掺杂现实的需要以及‘祖宗故事’而形成

的汉家月令”［17］。杨振红则认为“西汉王朝的历

史是一个逐步实践明堂月令并赋予时代色彩的

过程，而每一朝仿照月令制定的政策都以法令

或故事的形式为后代所继承”［18］。争议在于汉

代月令的施行是否有一个权威文本作为依据。

对于月令从何时开始对汉代现实政治发挥影

响，杨振红认为始于文帝朝􀃊􀁉􀁕。邢义田则认为从

文帝到武帝、昭帝，施政尚未形成像《礼记·月令》

那样完整固定的系统􀃊􀁉􀁖，但对宣帝以降月令对于

现实政治的影响持相近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下

面从春令施惠和仲秋养老两个方面来探讨秦汉

时期特殊社会福利制度与月令之间的关系。

二、秦汉时期的春令施惠

从出土文献来看，汉世对于特殊群体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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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认识多可追溯至秦。睡虎地简、岳麓简、里耶

简证明秦制中已有免老、睆老、赐杖、罢癃等内

容，这些虽然主要隶属于课役系统，但都以对人

口差异的认识为基础，有衍生出多元化社会政策

的可能性，内容也都为汉代的社会制度所吸收。

西汉承敝易变，在制度上则大量沿袭秦制。

以传世文献观之，高祖行产子复除令，文帝行受鬻

法，并施赐于鳏寡孤独，基本确立了汉世垂德施惠

的范围。晁错称其“宾礼长老，爱恤少孤”［19］2296，

贾山谓：“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

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19］2336

武帝时，“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

独”［19］2572，淮南王安称武帝“哀鳏寡，恤孤独，养耆

老，振匮乏”［19］2777。武帝又多因出巡而行惠政。

宣帝时，则因祥瑞而屡行赏赐，惠及鳏、寡、孤、

独及年高者。西汉在皇帝践祚、冠礼、立后、建

储，及天有祥瑞、灾异之时，多实行针对上述特

殊群体的惠政，内容主要是赐帛􀃊􀁉􀁗。东汉赐物令

之因由与西汉大体相同，内容主要是赐粟，对象

增加了笃癃。更有仲秋 糜粥呼应受鬻法，章

帝胎养令延续高祖产子复除令。由此能大概窥

见汉代社会福利政策的首尾终始，以及特殊群

体所占之比重。

秦政和月令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农业时间方

面，尤重“田时”􀃊􀁉􀁘。汉代自文帝朝始，月令关于

行政时间的安排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逐渐加深，

在社会政策方面主要表现为春令成户、掩骼埋

胔、养幼存孤。

（一）春令成户

尹湾汉简《集簿》第十九行为“以春令成户

七千卅九，口二万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

百五十一石八（？）斗□升半升，率口二斗八升有

奇”［20］78。学界对“春令成户”理解不一。邢义田

认为春令成户是鼓励百姓婚配而后成户􀃊􀁉􀁙。谢

桂华认为“疑指根据皇帝于春季颁布的诏令新

增加的户、口和用谷的总计以及每口用谷的平

均数”［21］。高敏则认为是针对“在立春之后春耕

开始之前重新登记户口的流民”，“由于他们脱

籍，现在重新登记户口立户，官府为了奖励他

们，便对春令成户者实行粮食补贴政策”［22］。此

说似以章帝建初元年（76 年）正月诏为依据􀃊􀁉􀁚。

高恒认为是“春季青黄不接之际，郡国应赈济贫

困农户”，并指出春令乃是仿照《礼记》中的月令

而来􀃊􀁉􀁛。杨振红则认为“成户”当为“存户”，是存

恤鳏寡孤独贫穷户􀃊􀁊􀁒。笔者认为，因为紧随“春

令成户”户数之后的是用谷数，对“成户”的理

解，当以高恒、杨振红之说为胜。《大戴礼记·千

乘》载“司徒典春……成长幼老疾孤寡，以时通

于四疆”［23］，方向东认为“‘成’疑当作‘存’，存，

恤问也，与养同义。《老子》成、存押韵”［24］，可佐

证杨振红之说。

《盐铁论·授时》载汉代“春令”：

大夫曰：“……故春亲耕以劝农，赈贷以

赡不足，通滀水，出轻系，使民务时也……”

贤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补不足，秋省

敛以助不给。民勤于财则贡赋省，民勤于

力则功筑罕。为民爱力，不夺须臾。故召

伯听断于甘棠之下，为妨农业之务也。今

时雨澍泽，种悬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

不得收。田畴赤地，而停落成市，发春而

后，悬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劝耕稼之

意，而春令之所谓也”［25］。

由上可知，尹湾汉简《集簿》春令“成户”用

谷是因春季宜“赈贷以赡不足”，这并非全为仿

照月令，亦是为了满足现实需要。“赤春。俗说：

赤春从人假贷，皆自乏之时。或说：当言斥春，

春旧谷已□，新谷未登，乃指斥此时，相从假贷

乎？”［26］包山楚简中的贷金简亦是春赋秋敛，此

外，《周礼·地官·旅师》云“凡用粟，春颁而秋敛

之”［27］745，《管子·禁藏》载，方春三月，“赐鳏寡，振

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10］1017，《管子·
国蓄》云“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10］1269。

当“新陈米未交”之际，春令“行庆施惠”满足人

们的现实需求。土山屯汉牍《堂邑元寿二年要

具簿》中的记载“以春令贷贫民户五千九十一口

万二千七百九十九”［28］即证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对应的是汉代春季的行庆施惠。文

帝养老诏特别强调春季的季节属性：“方春和

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

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

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19］113 成帝

时，谷永诏对：“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

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石，敕劝耕桑，

毋夺农时，以慰绥元元之心，防塞大奸之隙。诸

兼覆无遗：月令与秦汉时期特殊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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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乱，庶几可息。”［19］3471东汉郎 条陈便宜四

事，包括“赏录有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

贫弱”［29］1074。

汉世于春季有宽大诏书之颁行。《后汉书·
礼仪志》载：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

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

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

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宽大书

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

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

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29］3102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丙寅诏：“方春东作，

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

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

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

理冤狱。”［29］132-133行文几乎与《后汉书·礼仪志》

中的宽大书相同。春季颁布宽恤百姓诏书的

制度，东汉时由侯霸建立。“建武四年，光武征霸

与车驾会寿春，拜尚书令。时无故典，朝廷又少

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

度有益于时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宽大之诏，奉

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29］902这些诏令具体体

现了春季时令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二）掩骼埋胔

《礼记·月令》谓“掩骼埋胔”，郑玄注曰：“为

死气逆生气也。”［5］1357《管子·度地》曰：“春不收

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10］1063

《吕氏春秋·孟春纪》云“（孟春）掩骼霾髊”，注

谓：“白骨曰骼。有肉曰髊。掩霾者，覆盖之也，

顺木德而尚仁恩也”［15］11。《淮南子·时则训》孟春

月令有“掩骼薶骴”，注谓“骼，骨有肉。掩覆薶

藏之，慎生气也”［7］161。《周礼·秋官·蜡氏》则有蜡

氏之职，“蜡氏，掌除骴。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

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

师、大宾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

置楬焉，书其日月焉，县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

官，以待其人。掌凡国之骴禁”［27］884-885。骴禁，

郑玄认为即“禁谓孟春掩骼埋胔之属”［27］885。《说

文》引《明堂月令》曰“掩骼薶骴”［30］。

《秦律十八种·田律》有山林时禁，“春二月，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

夜草为灰，取生荔、麋 （卵）鷇，毋□□□□□

□毒鱼鳖，置阱罔（網），到七月而纵之”［31］20。但

因死亡而伐木为棺椁者，可特别处置。“唯不幸

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31］20。但此

与春令掩埋枯骨以助生气似无关。

《月令》中“掩骼埋胔”的做法，西汉元帝时

已为匡衡征引：

丞 相 匡 衡 、御 史 大 夫 繁 延 寿 以 为 ：

“……《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

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

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

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19］3015

“掩骼埋胔”在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

中记载为“瘗骼狸骴”，其后注解谓“骼谓鸟兽之

□也，其有肉者为骴，尽夏”［32］5。

东汉时，汉质帝即征引《礼记·月令》此条，

对九江、广陵二郡施以惠政。“二月庚辰，诏曰：

‘……方春戒节，赈济乏厄，掩骼埋胔之时。其调

比郡见谷，出禀穷弱，收葬枯骸，务加埋恤，以称

朕意。’”［29］281汉安帝时亦于二月收葬客死无家属

及棺椁朽败者，或亦与此有关。“二月戊戌，遣中

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

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29］222

月令以春季掩埋枯骨主要是为了助生气。

但如果只在春季才施以掩埋枯骨的惠政，则无

法及时应对灾荒病疠突发的情形。秦汉时期对

周文王“泽及髊骨”之仁惠多有记述，并突破时

令限制。《吕氏春秋·异用》载：

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

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

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

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

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

矣。泽及髊骨，又况于人乎！”􀃊􀁊􀁓

为汉代惠政称引的不限于春令，还涉及其

他情况，如质帝和桓帝之时的记载：

（永熹元年）五月甲午，诏曰：“……自

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

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

日阴云，还复开霁……其令中都官系囚罪

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

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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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恤，以慰孤魂。”［29］278

（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诏曰：“……今

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

甚违周文掩胔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

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

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

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

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29］294-295

可见，月令类文献虽为依照月份的行政提

供了依据，但并不足以应对现实情况的多变。

（三）养幼存孤

有关春令养幼存孤的文献记载丰富，传世

文献中的《管子》《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

《春秋繁露》，及出土文献银雀山汉简《迎四时》、

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都有春令养幼存孤

的内容。关于春令养幼存孤的详细记载见表 2。

兼覆无遗：月令与秦汉时期特殊社会福利

内容

春令“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

众，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

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春以甲乙之日发五政，其中，“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

“春飨孤子”。

“仲春之月……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

仲春月令有“是肔，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高诱注：“顺春阳，长养幼少，存恤孤寡。萌牙诸当

生者不扰动，故曰安”。

仲春月令有“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狱讼，养幼小，存孤独，以通句萌”。

日冬至七十二日“存幼孤，矜寡独”。

“春养八稚于东堂”。

仲春月令“存诸孤”。

出处

《管子·轻重己》

《管子·四时》

《礼记·郊特牲》

《礼记·月令》

《吕氏春秋·仲春纪》

《淮南子·时则训》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

银雀山汉简《迎四时》

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

表2 春令养幼存孤记载

汉代于春月行相应政令。敦煌悬泉置《四时

月令诏条》，仲春月令“存诸孤”［32］5。章帝元和二年

（85年），“春正月乙酉，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

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

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29］148。章帝元和三年

（86年），“春正月乙酉，诏曰：‘盖君人者，视民如父

母，有憯怛之忧，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

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29］154。

安帝元初六年（119年）春二月乙卯，诏曰：“夫政，

先京师，后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

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

气，崇生长也。其赐人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

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29］229-230

安帝所引《月令》“表贞女”，并不见于今本《礼记·
月令》，应是东汉颁行的月令。至于养幼存孤的内

容则一以贯之，以上皆是汉世依照月令文献，于春

季施行养幼存孤之惠政的证明。

三、秦汉时期的秋令养老

按照时令月令文献记载，养老之政多于秋

季施行，以此“象物之既成”［6］278。《礼记·月令》中

仲秋月令有“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

食”，郑玄注：“助老气也。”［5］1373然而，据张家山

汉简所见吕后时的《傅律》与荆州胡家草场汉简

所见文帝时的《傅律》可知，当时虽规定了受鬻

法及文帝养老令，但汉初尚未形成与月令仲秋

养老对应的政令􀃊􀁊􀁕。沈家本《汉律摭遗》已注意

文帝养老诏与月令时间上的差异：“文帝诏，受

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是此法汉初已

行之，犹本于《月令》糜粥之旧法。”然而，“东京

八月案比，有授杖 糜粥之政，全仿《月令》仲秋

之制，盖与西京稍不同矣”［33］。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中九十岁以

上的老人受鬻乃是按月禀给，是一种常饩，而

胡家草场汉简中的受鬻法却并不像《二年律

令·傅律》那样以月系之。故针对九十岁以上

老年人的受鬻法其实施频次也成为一个问

题。若是抄写失误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二

年律令·傅律》“月一石”的“月”字为衍字，二是

胡家草场汉简漏抄“月”字。若是制度变化问

题，由按月禀给改为按年禀给或一次性的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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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又和文帝养老令的精神冲突。故漏抄“月”

字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应是九十岁以上老年人

口数有限，受鬻法实施的机会不多。

东汉仿月令行仲秋养老令的依据有章帝章

和元年（87年）的“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

糜粥饮食。其赐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为

醴酪”［29］157。又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秋，京师

及十郡国降雨。安帝诏再次提及仲秋月令：

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获，而连雨未

霁，惧必淹伤……又《月令》“仲秋养衰老，

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

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

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

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29］227。

赵凯认为按月禀给之制到东汉已经演变为

仲秋施行，除去传世文献中东汉未有按月禀给

之制的记录外，其依据之一为尹湾汉牍《集

簿》的记载：“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

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

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人。”［20］78 高大伦认

为其中九十以上老年人口数字失实􀃊􀁊􀁖。赵凯则

认为如果依照九十岁以上人口数字进行计算

支出过于庞大，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强，由此

认为西汉以来的月禀之制可能已失效。然而

若依高说，给禀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则不

会 那 么 多 ，也 就 不 能 成 为 月 禀 之 制 失 效 的

力证。

赵凯的另一理据是明帝以降实行的养老礼

亦在秋季，可与仲秋养老对应，证明养老时间的

固定，但东汉明帝施行的大射礼亦有养老内容，

其时间在三月。《集簿》明列“九十以上”，这种统

计意味着存在对应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张家山

汉简所见吕后时的《傅律》与荆州胡家草场汉简

所见文帝时的《傅律》中明确记载的受鬻法即限

定为“九十以上”。《礼记·月令》的文本中对于

糜粥的对象则没有年龄上的具体限定。东汉养

老 糜粥对象则为七十岁，据《后汉书·礼仪

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

者，授之以王杖， 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

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29］3124其所区

分的年龄层次和西汉《二年律令·傅律》的赐杖、

受鬻法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但内容却并不相

同。《集簿》将年九十以上与年七十以上受杖的

人数进行合计，证明这二者具有相似性，这可

能是指向同一制度内容即禀食。赵凯所论并

非受杖人数的合计，九十岁以上老人可能是王

杖制度之外另一种养老敬老制度“受鬻法”的

受惠者􀃊􀁊􀁗。因而东汉仲秋养老虽为定制，但其

是否完全取代了西汉受鬻的月禀之制，仍有待

于进一步的讨论。

另一个仿照秋令进行养老的例子是八月存

问、赐予羊酒之制。《汉书·昭帝纪》载：

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

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令

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

一袭，祠以中牢。”［19］225

而在《汉书·龚胜传》中昭帝诏书中没有“正月赐

羊酒”，而是“八月赐羊一头，酒二斛”，后文例中

也多在八月，《昭帝纪》误记的可能性较大。《汉

书·龚胜传》云：

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

弟以教乡里。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

从者及马。长吏以时存问，常以岁八月赐

羊一头，酒二斛。不幸死者，赐复衾一，祠

以中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

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

罢……赐帛及行道舍宿，岁时羊酒衣衾，皆

如韩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为郎。”［19］3083

这可能与月令仲秋养老有关系，《后汉书·
郑均传》李贤注曰：

《东观记》曰：“赐羊一头，酒二斗，终其

身。”问遗贤良，必以八月，诸物老成，故顺

其时气助养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

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郑玄注云

“助老气也。”［29］947

另《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秦彭）建初

元年，迁山阳太守……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

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29］2467仲秋八月

形成养老的定制，可能不仅受仲秋月令的影响，

还与汉代以八月案户有关。

《二年律令·户律》载：“民欲别为户者，皆

以八月户时，非户时勿许。”［34］《秦律十八种·仓

律》云：“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

益食。”［31］33里耶秦简更有“八月为□、老、死”［3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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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直接对户时与养老赐杖的关系进行说

明的，又如《后汉书·礼仪志》所云“仲秋之月，

县道皆案户比民”［29］3124。赐王杖等事如《吕氏

春秋·仲秋纪》高诱注：“今之八月，比户赐高年

鸠杖粉粢是也。”［15］176 汉代八月赐羊酒的具体

内容详见表 3。
表3 汉代的八月赐羊酒之制

对象

韩福

郑均

毛义

江革

刘恺

邓彪

樊英

内容

长吏以时存问，常以岁八月赐羊一头，酒二斛。

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

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加赐羊酒

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

河南尹常以岁八月致羊酒

太常四时致宗庙之胙，河南尹遣丞存问，常以

八月旦奉羊、酒。

常以八月致牛一头，酒三斛

不幸死者，赐複衾一，祠以中牢。

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出处

《汉书》卷 72《龚胜传》

《后汉书》卷 27《郑均传》

《后汉书》卷 39《刘赵淳于江刘周赵

列传》

《后汉书》卷 39《江革传》

《后汉书》卷 39《刘般传》附刘恺

《后汉书》卷 44《邓彪传》

《后汉书》卷 82上《方术列传上》

四、月令对于福利行政的影响

依照月令施行社会福利政策，使福利行政

有了承天顺时的有力依据，也使得相关政令的

颁行呈现出规律化的倾向，但其与现实政治、

社会需要并不能完全贴合。社会福利政策要

求的是长时间的投入和一定的应变机制，和月

令依照时间节律行庆施惠存在着矛盾，依照月

令来施惠具有一种仪式性。这样会带来以下

疑问：某一制度是只在月令规定的相应月份中

进行？还是于是月加以强调以彰显国家的时

间秩序？是否存在月令对社会福利制度造成

限制的问题？

王梦鸥指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的逆

令于一季之中三月“颇似任意分配”，但皆属一

季之逆令，“此为古‘时’令衍化成‘月’令，显而

易见之迹象”􀃊􀁊􀁘。《汉书·魏相丙吉传》云：“孝文皇

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

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晁错时为

太子家令，奏言其状。”［19］3140杨振红认为文帝原

本定于二月颁布这两道诏令，因晁错上书谏“颇

非时节”，即违背了时令原则，故文帝改在三月

颁布􀃊􀁊􀁙。这或可说明月令对社会福利行政的限

制作用。

除了《傅律》与秋令养老有别外，春令慈幼

与《仓律》也显示出法律和月令之间的差异。前

揭章帝元和三年春正月乙酉诏显然和春令“养

幼小，存诸孤”有关，但相应的措施又谓“其婴儿

无 父 母 亲 属 ，及 有 子 不 能 养 食 者 ，禀 给 如

《律》”［29］154。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中

规定：“婴儿之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

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31］32里耶简

中有不少与之相关的行政记录􀃊􀁊􀁚，证明其应是一

种常制，而在春季得到特别强调。

战国时期楚地文献《鹖冠子·王 》记载：

“家、里用提，扁长用旬，乡师用节，县啬夫用月，

郡大夫用气、分所至，柱国用六律。里五日报

扁，扁十日报乡，乡十五日报县，县三十日报郡，

郡四十五日报柱国，柱国六十日以闻天子，天子

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罚不如，此所以与天地

总。下情六十日一上闻，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

此天曲日术也。”􀃊􀁊􀁛下面统计、分析其中的具体情

况，与之用时记载一致的文献附于末行，见表 4。
葛志毅认为天曲日术证明“阴阳五行观念

介入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入”［36］。事实上，更显

示行政的时间节奏和行政层级及其控制范围具

有关联性：层级越低，越繁密；层级越高，越疏

阔。《尚书·洪范》云：“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

尹惟日。”［37］《管子·君臣》云：“是故岁一言者，

君也；时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务四支之

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10］559月令融

合了诸多时令文本，但选取月为最重要的单位，

显示出一种时间节奏的整齐化，是政治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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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对基层政治的直接掌控，选取的一种中间

值。“经纪本于天地，政法倚于四时，后世无变

故，无易常，袭迹而长久耳”［38］。这亦说明汉代

依月令行政，实为筹谋长治久安的用心。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仿效月令，逐月安排

应当做的事􀃊􀁋􀁒。其中亦有涉及社会福利的内容，

只是实施主体不局限于国家：

（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

乃顺阳布德，振赡匮乏，务先九族，自亲者

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

继富；度入为出，处厥中焉。［39］28

九月，治场圃，涂囷仓，修窦窖。缮五

兵，习战射，以备寒冬穷厄之寇。存问九

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

以救其寒。［39］65

（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

敕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

宗人，共兴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

敛，毋或逾越；务先自竭，以率不随。［39］68

王梦鸥认为《四民月令》“大体因袭自月令

既有之设计，然其基本精神则迥异”，“其适用范

围亦从天下国家缩至乡党宗族”［40］。然而，崔寔

对于月令的模仿，更说明月令乃是天子和庶民

共有的时间秩序，是天子将自身与民众放置在

同一时空中加强联系的秩序；也是民众认同国

家的时间制度，遵循整齐化的时间秩序的体现。

综上所述，时令月令类文献中有着丰富的

与特殊群体、生命历程匹配的内容，其中的人事

划分既强调阴阳对应关系，也比拟于自然物的

发展变化过程。人事主要起到顺应、助成的作

用。秦汉时期将之运用于福利行政中，尤其典

型的是春季的行庆施惠（如成户、慈幼）与秋季

的养老，使之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傅律》《仓律》

等法律文献中呈现的相关福利规定并无具体季

节月份的限制，依月令施行的福利政策更有可

能是在相应时间强化，而非严格限定。月令这

一社会文化时间进入制度文本，由政治、社会和

文化层面加诸个体，个体经历客观规定的时

间。其作用是使整个社会的同步性与社会制度

的合理性成为可能，从而强调整齐均一的共有

时间时序，形成长久的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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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thly Ordinance and Full Coverage of Special Social Welfare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Feng Wenwen

Abstract: The special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adherence to
seasonal rhythm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lassification thinking， which correlates political affairs with the natural
chronological order in the seasonal and monthly ordinances， these policies established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seasons
and specific social groups.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regular time arrangement of measures such as raising children and
caring for orphans in spring and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in autumn. On the one hand， this time-bound approach to
governance promot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lasting and
stable tradition of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may also make social welfare ritualized due to time-fixation，
which limits its administrative flexibilit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monthly ordinance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emphasis
and implementation of welfare policies in particular season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reinforcing a shared
temporal rhythm an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rder of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 monthly order；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special group；child welfare；elderly care
［责任编辑/小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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